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522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英）韦伯斯特 (Webster,F. ）著；曹晋等译．

一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6 

（未名社科·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
ISBN 978-7-301-18955-9 

I. CD信 ... Il. CD 韦·"＠曹··· m. O信息化社会—理论研究

N. (DG201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 第 102377 号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d Edition/ by Frank Webster/ ISNB: 0-415-40633- l 

Copyright © 2006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媒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 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
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
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 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止
legal．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

书 名：信息杜会理论（第三版）

著作责任者 ： （英J弗兰克 · 韦伯斯特著曹晋梁静李哲曹茂译

责任编辑 ： 卢渝旋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 -301-18955-9 / C • 067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 00871

网 址： http, //www. pup. en 电子信箱： ss@pup. pku. edu. e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 549 62

编辑部 62765016

印 刷 者：河北深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 X 1240 毫米 AS 12. 75 印张 352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 pku. edu. en 



译丛总序 l

笔者一直渴望梳理出美国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以便为选修硕

士课程《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的学生准备必读文献。但在翻阅若干

美国传播研究文献之后，甚感困惑，因为处于绝对优势的实证主义取

向的传播研究，和笔者课程设计的媒介社会学路径相去甚远。在疑

虑重重之际，幸获李金铨教授的教诲，他多次推荐了不同千实证传统
的若千传播研究论著，本套译丛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诞生的。数年

之后，笔者仍然对李教授的引路感念至深，而且对他关于译丛所选著

作的社会学论述的赞誉和他对美国传播研究的评论记忆犹新。他认

为前者的遗憾之处是缺少国际视野；而后者则在积极为行政与市场

的权力机制提供合理化阐释中陷入了统计技术的泥淖，研究旨趣和

社会脉络脱节，缺少社会批判与弱势关怀（李金铨，2004:8-12) 。

我们看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等提出的＂媒介场域”(media field) 概念为中心的

0 本套译丛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曹晋主持的“复旦大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新

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创新基地全球媒介化社会研究”项目和上海市 2007 届“曙光”计划项

目的系列成果之一，也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出版研究中心系列读本和硕士课程”大

众传播与当代社会”的配套阅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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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引领了媒介社会学的典范研究。。 同时，在西

方学术界，＂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

的基本分析范畴，也成为传播研究讨论大众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中

建构社会权力关系的三个轴心，对深入探索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等

范畴的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中，以及受众收讯

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甚有助益（曹晋， 2008) 。

这大大有别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中增进社会控制的行政导向 Cad­

ministrative orientation)研究和扩大媒介影响消费效果的市场导向

(marketing orientation)研究。本土媒介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由更

加广阔的，交织着国家、阶级、社会性别、城乡、区域、公民、性存在等

范畴的权力等级关系的分析的研究路径来建构中国媒介制度、媒介

产业与媒介技术领域的社会学研究理论。因此，本套译丛乃抛砖引

玉之举，仅仅是我们认识国际传播学界成果的一个步骤，并不是研究

目的所在。作为本土传播学的研究者，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回到中

国的社会悄境来提炼本土的媒介社会学理论。但笔者以为了解国际

传播学界的多种图貌是追求上述建树的必要之旅，因为其对建构中

国自己的东方社会情境中的媒介社会学理论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尽管甘斯(Herbert J. Gans入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的论著

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作品，但时至今日，其经典的洞见与其开创

的研究方法仍然为学者们津津乐道。

CD 1994 年 3 月，皮埃尔·布尔迪厄和他的合作者 Alain Accardo 、 Patrick Cham­

pagne 、 Remi Lenoir 、 Dominique Marchetti 及 Louis Pinto 编写的以“新闻的影响”为题的“社

会科学研究”专集，发展了一种以“媒介场域”(media field) 概念为中心的新闻社会学研究

新范式，其中心论点是面对经济场域已然增强的影响和渗透性，新闻的自主(autonomous)

性减弱了 。新闻媒介，作为统治权力的代言人(agent) ，正在削弱其他文化生产领域的 自主

性 (autonomy) ，因此也损害了科学知识生产和艺术创新的最佳社会条件（罗德尼·本森
文，韩纲译 ， 2003) 。布尔迪厄两年后出版的《关于电视》（法文原著出版于 1996 年，简体中

文版许均翻译， 2000) 与上述研究保持一致的内在逻辑；该书作为媒介社会学的新范式，深

刻地揭示了新闻生产如何被高度的商业化所侵蚀。作者敏锐地感悟到，伴随西方媒体机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迅速的彻底私有化，新闻场域的生产过程与市场竞争、商业利润密

切纠葛。因此，布尔迪厄认为，一个传播机构的“内部自主性”与广告的进账或是国家补助

的多寡成反比关系；换句话说，传播机构愈是依赖于政府的补助与广告代理商所提供的广

告收益，其内在自主化的程度就愈低（参见舒嘉兴， 200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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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邀，遵循学术前辈的文献阅读路径，组

织了“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译丛所收书目是理解西方新闻生

产和信息社会的基础研究。甘斯所著《什么在决定新闻 》一书，是对

CBS 晚间新闻、NBC 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 时代》周刊的实地调

查研究，李立峰学者的译本导读对该书的原创价值有丰富的钩沉，笔

者不再赘述，仅借用莫斯可在其《传播政治经济学》(Mosco, 1996) 中

的评论来深刻解读甘斯论著的光芒和局限性。莫斯可认为，塔克曼

(Tuchman, 1978入费什曼 (Fishman, 1980) 和甘斯 (Gans, 1979) 等

人的著作考察了官僚主义控制的系统如何经营管理复杂的生产过

程，特别是新闻生产过程。他们的研究阐释了那些简化的机械流程，

包括突发新闻如何报道、繁琐的分工、程式化的特写文章等等，说明

新闻机构运用大量的组织计划和预先处理，通过机械流程来收集、整

理并发布新闻与信息。这项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很重要，它强调的是

劳动过程，用丰富的经验性细节描述了有助于建构生产过程的社

会一技术进程。然而，这类研究虽然涉及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新闻过

程的影响，却没有把它们纳入理论中进行探讨；研究者们更喜欢以官

僚机构和组织为基础建立理论框架，强调的是抽象的行政上的需要

和职能(Mosco, 1996 ) 。

舒德森的《发掘新闻》原本是想成为论述新闻行业历史和专业意

识形态发端的案例研究，但其围绕新闻的客观性问题所展开的论述

却成为全书的核心思考。可以说，他在探索新闻客观性的生产机制。

作者认为，在当代各专业、行业将知识和权威正规化的过程中，客观

性是一种主导性理念。该书绪论部分指出：＂显然同其他专业一样，

新闻业对客观性的信念不仅关乎我们应信赖何种知识，同时也是一

种道德观，关乎我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应遵从何种标准。它同时还

是一种政治承诺，指导人们应该选择哪些人来评判我们的言行。评

判者的选择是由社会机制来决定的。通常认为，有两种社会控制机

制在不同领域内保障着客观性 。 第一是高级教育和职业培训，用科

学知识和客观的态度，使受教育者放下个人的喜好和情绪。比如，医

学培训能使医生冷静超然，从而可以面对一般人无法面对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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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生在培训中要区别｀法律＇问题（通常是技术性的）和｀道德＇问

题（通常在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之外） 。 第二种社会控制的基本形式

是与公众绝缘。科技语言、行话术语等等就是这样的一种绝缘机制。

其他的还有制度性的机制。譬如，法律学者认为法庭能比立法机构

更加客观，因为从体制上来看，法官比议员要更加远离选举政治的压

力。这样一来，自主的专业团体就保证了业内客观性的存在，因为它

摆脱了市场和大众意愿的束缚，而独立的职业个体通过业内培训，也

不会受 自身价值取向的影响 。”（中译本第 5~6 页）舒德森发现新闻

的客观性与上述原则相违背，记者也不掌握高深的技术和语言。 报
纸直接依赖市场生存，直接面对着民意取向，新闻业无法与大众绝

缘。新闻业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法律界和医学界确保客观性的

种种条件，那为什么客观性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干脆
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作者没有一味纠结于关于新闻客观性的论

辩，而是将重点放在对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

互动关系的阐释之中。关千新闻从业者之所以如此信奉客观性，尾

声的总结如是：＂一方面是因为想要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

在大众深深怀疑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一种逃避。托马

斯·曼 (Thomas Mann) 曾 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就｀为什么＇、｀目

的何在＇等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席话不得不让人正视 。 当

然，客观性作为一种理想，在过去，乃至今天，都常被用来作为权力的

掩饰，有时甚至是用不诚实的方式去掩饰。但客观性的根源并没有

那么肤浅，它不是用来为权威、特权提供掩饰，而是用来遮掩我们在

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中译本第 145 页）。

大卫·克罗图 (David Croteau) 与威廉·霍伊尼斯 (William

Hoynes) 的著作《媒介·社会 》以作者建立的＂媒介与社会世界的模

型”为基本框架，分析了媒介产业、媒介内容、媒介技术、积极的受众

以及媒介外的社会世界诸多要素之间的关联，为我们勾勒出媒介与

社会世界关系的生动图景。该书共分为十章：第一部分以作者所构

建的＂媒介与社会世界“模型为基础（第一章）；第二部分以“新闻生产

的视角”考察经济、政治和组织性因素对媒介决策和产品的影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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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章）；第三部分侧重于讨论媒介产品的内容以及媒介是如

何表现社会世界的（第五、六章）；第四部分描述了受众与媒介的关

系，研究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方式和人类活动对媒介的解读及运用

（第七、八章）；第五部分则将重点转向媒介技术的作用，研究了在不

同的媒介形式推动下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技术间的交互作用（第九

章）；最后探究大众媒介全球化的本质及可能的结果（第十章） 。《媒

介·社会》以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大众媒介，高屋建领，尤其强调大

众媒介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中的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不失

为一本综合性的基础文献 。

弗兰克·韦伯斯特 (Frank Webster) 的 《信息社会理论 》的英文

第一版曾经由台湾的冯建三教授翻译为中文（繁体版，《资讯社会理

论》，台湾远流， 1999) 。韦伯斯特发现，当下社会中所有与创意产业

相关的生意人、管理人员、软件工程师和媒体创作者等等，都被视为
信息社会的核心。在大众对信息的持续关注的过程中，分析家的注

意力已逐渐从科技转移到人的身上，这种转变鼓励韦伯斯特修订出

《信息社会理论》的第三版。为了细察人们对信息的共同关注，韦氏

关注了不同学者对信息内涵大相径庭的定义与论证。而为了研究有

关信息社会的各种图景，该书细察了现代世界中几种对于信息概念

的主要理解方式。之后，该书每章集中讨论一个特定的理论和它突

出的代表人物，并根据另一种理论分析和经验观察来评估它的优点

与不足。当中有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的”后工业社会”概念；在

后工业社会中，贝尔特别强调信息的重要性（第三章）。接着，读者会

了解到主张社会正从福特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的论点，这些思想

家也认为在这个过渡过程中产生了信息，同时也必须依靠信息才能

取得成功（第四章）。读者还会接触到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

tells) 的理论，他提出了“信息资本主义＂操纵着“网络社会”这个有影

响力的观点（第五章）。除此以外，读者还能读到赫伯特·席勒 (Her­

bert Schiller) 和尤尔拫·哈贝马斯 (J i.irgen Habermas) 的观点。前

者主张，先进的资本主义必须依靠对信息的控制（第六章）；后者则认

为，随着信息的整合，“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正在不断被削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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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另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的“现代化自反性”

论述，他聚焦于信息所发挥的监督和控制功能（第八章）。最后，该书

为读者介绍了吉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和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论点，他们两位都特别

关注现代的符号爆炸（第九章八韦伯斯特确信现代全球化经济象征

着资本主义行为方式的蔓延和发展，见证着市场机制的增加、私人而

不是公共财产的膨胀、收益性成为各种组织存在的理由、工资劳动的

出现以及支付能力支配着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等现象。简而言之，我

生存于其中的“全球网络社会“延续（有人喜欢用“转变”)着长久以

来的资本主义原则（第十章）。韦伯斯特不主张运用测歉的方法来统

计信息社会，而是强调那些以历史发展解释信息化趋势的理论才能

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在现今世界的意义。因为“一方面，他们抵制

了用人为的测量方法观察信息社会和信息本身。另一方面，虽然这

些思想家承认信息科技、信息流通和信息网络等在量上出现了巨大

的增长，但是他们厌恶这些去社会化的孤立的概念，他们喜欢回到现

实社会中寻找解释。利用大量的历史知识，他们能够准确地定位信

息膨胀的意义，辨析出每种信息都有一个确定的起源和背景：这种类

型的信息是为了某个目的，为吸引拥有某种共同兴趣的群体而设的＂

（第十章）。韦伯斯特坚持从梳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考察信

息社会的本质，他敏锐地洞察到全球化使我们所说的“商业文明”

(business civilisation)压倒性地覆盖全世界，全球化使美国成为引领

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同质化意味着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必须接受美

国化，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球推进正是捍卫了美国霸权世界范围内

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赫伯特·席勒提出的“我们能够对

信息做什么？＂的问题，就能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全球化资本主义

的需求上，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需要利用广告、信息与通讯

科技、公司计划和有效销售等手段。

的确，迈入 21 世纪，西方传媒产业的彻底商业化、去管制化、集

中化不是被削弱，而是更加剧烈。詹森(Jansen, 2002) 发现，全球资

本主义制度中的结构性变化，在西方已有长期的酝酿过程，且在近二



7 笥
｀
戊
S

·
序

．

总
7

丛
i

译

. 

十年中明显加速，已经被新保守主义理论视为向后工业主义的转变，

被左派视为向后福特主义的前进，被所有意识形态阶层中的许多人

视为信息或后现代时代的来临。她还指出：从新马克思主义立场出

发，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将这种资本扩张中的转变描述为牵

涉到一种他称之为＂弹性积累 “(flexible accumulation) 的新布局

(Harvey, 1989: 123) ，它“以消费行为中地理流动性和快速变化引发

的更具弹性的劳动过程及市场为特征＂。在这种布局中，对准确及时

的信息和即时的数据分析能力的把握变成了高价值商品。科学知识

的价值上升了，对信息流和“流行品味、大众文化传播工具的控

制……成为竞争中的致命武器”(Harvey, 1989: 160, quoted from 

Jansen,2002:170) 。詹森又引雅克·安塔里 (Jacques Attali) 指出：

“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意识形态的市场，生命被围绕着普通消费需

求加以安排，不管这些需求是否可以得到满足。”(Attali, 1992) 在这
种崭新的后工业，或者后福特世界秩序中，政治候选人、立场和节目

就像音乐影带、华夫饼干模子和去头屑香波那样被推向市场 (Jans­

en,2002:180) 。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营造的世界秩序

中，处于新全球市场结构中的新闻和超市商品一样被推向全球意识

形态市场。

在甘斯和舒德森论著产生之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在英、美拉开序幕， 20 世纪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球
扩张与渗透达到空前状态。《信息社会理论》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激

烈的商业竞争与资本扩张语境中的信息社会属性颇具现实性意义。

在被媒介生产市场化、商业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笼罩的 21 世纪

的媒介生产环境中，如果再次审视曾经被甘斯与舒德森论述过的美

国新闻生产，那么罗伯特·麦可切斯尼 (Robert W. McChesney, 

2004) 的力作《媒体问题： 21 世纪美国的传播政治》是最佳读本，它一

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美国媒体系统及建立并维系此系统的决策过程

全然受制千企业财团的支配。毋庸置疑，美国新闻与娱乐媒体的表

现自然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化，美国媒体之所以受企业财团之操

纵且受到保护，主因是政策制定的堕落。除了媒体所有权之外，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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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广告越来越成为媒体公司的收入来源。归根

结底，这是回应以大型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与扩张的需要，

并且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与传播科技发展更加得到

强化。作者专门举例论述了“新闻实务的商业化”形式与危害：其一

是商业利益产生千或直接渗透入新闻本身，损及其诚信；其二是新闻

记者使用他们的特权去报道有利千其雇主的商业投机或投资，也就

是说，商业化让记者制作迎合媒体产权所有者和广告商的特定内容，

专业主义不再提供抵抗商业压力的保护，这对民主与健康文化的运

行，业已构成严峻的挑战。

研究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都体察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加

速催生了传媒产业的彻底商业化，表现形式之一是媒介产权的高度

集中化（媒介公司的纵向整合与横向整合）。这导致了作为社会公器

的媒介的“公共“服务完全转换成为由市场竞争者提供的“以成本为

基础＂的服务，广告严重制约传媒的内容生产与受众的共识，传媒技

术的更新再造新的国际传媒分工利益的不平等（涵盖阶级、种族与社

会性别等范畴）。所有这些都腐蚀了媒体从业者的操守，摧折了媒介

产品的质量，削弱了民主社会的根基，压制和排斥了民众的意见表达

（曹晋，赵月枝， 2007:10) 。笔者以为上述研究揭示的媒介生态状况

正在塑造中国本土的媒介生产场域。有鉴千传播产业产权高度集中

与经营的绝对垄断，在今天的本土传播学界，政治经济取向的媒介

社会学研究是认识中国当下媒介化社会（也是信息社会）的关键途

径之一。

另外，因为版权问题，本套译丛未能囊括所有关键性的媒介社会

学研究论著，目前仅能呈现四部论著以飨读者，所幸北京大学出版社

正同时热情引荐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论著。

作为主编，笔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周丽锦女士的

积极推动和数位译者的辛勤劳动。遗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曹晋吴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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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1

就像我一样，许多人应该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们当今生活

在怎样的社会？我们怎么才能理解生活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到底

是什么主宰了我们的生活？这是一堆常常令人困惑且望而生畏的难

题，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充满矛盾的复杂而多变的

形势的总体轮廓。以我的观点来看，社会科学义不容辞地应当识别

和解释影响我们生活的重要因素，最好是我们清楚自己所前行的方

向，那么我们就能游刃有余地把握未来。面对问题，有的人很快就前

功尽弃，坦然地糊糊涂涂。有人甚至但凡遇到争议，就退缩回去抓取
自我慰藉（而且懒惰）的信仰稻草－我们既来之，则安之。但所幸

大部分人仍然坚持不懈地尝试认识世界的周遭，在他们的努力下，我

们才能够触及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极权主义”和“自由的民

主”之类的辞令。我们中的大多数应该都对此类辞令有所耳闻，每当

我们试图说明一些事件和社会剧变，重要历史事件，甚至是社会、经

济和政治变化的总体趋势时，我们都会对自己说出这类术语。

当与其他人讨论某种特定情势时，我们会尽可能地为之贴上合

适的标签。我们甚至会争论，这些术语到底意味着什么。例如，虽然

我们都会同意俄罗斯已经远离了共产主义发展的轨迹，但并不是很

多人都认为俄罗斯的转型就能准确地被描述为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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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此外，大多数分析家都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市场发展趋势，但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市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我们在西

欧所说的市场。我们需要不断地限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术语：像

“前工业”、“新兴民主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威权民粹主义”等。

尽管这些术语都需要做必要的提炼，不过很少人会拒绝承认这

类术语所表达的概念和其他意义。很明显的原因是，虽然这些术语

宏大、粗糙，需要修改且会引起误解，但它们给予我们一种手段去认

识和开始理解我们生存与源起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为了理解不同

社会和情况的最主要特征 ，我们必须得采用宏大概念。毕竟，宏大术

语适配宏大议题。

显然，最近涌现出许多研究当代社会的新方法，而本书正是应此

语境之运而生 。 评论家逐渐开始将“信息“视为最近 30 年来或更早

以前的显著特征。信息在社会上的优先性力量已经维持了好几十

年，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信息将要退出人们的视线。我们

得知此刻正在进入由新“信息模式”支配的时代，我们正处于“电子化

的社会(e-society)“，人类不得不忍受被信息所驱动的“无重经济

(weightless economy)“，我们已步入“全球化信息经济”的时代。许

多评论家把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和其他类似的国家看作是步入“信

息社会”的 国家。 政治家、商业领袖和政策决策者们，伴随欧盟紧随

日本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就着手千建设信息社会，加快了向“全

球信息经济”发展的步伐(Duff, 2000) ，纷纷把“信息社会”的理念铭

刻心间。

信息社会的意义其实是矛盾的根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有

的人来说，信息社会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专业化和爱心洋溢的社会，

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它表征着对公民的紧密监控；而对有的人来

说，它预示着社会将会涌现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但对另一部

分人来说，它不过意味着琐细之事、轰动煽情和误导宣传的泛滥。在

政治经济学家的演讲中，信息社会是新型的“电子经济(e-economy)", 

在此，思维敏捷的知识型企业家将占据优势；但在文化界的煽情作品

中，信息社会是一个＂赛博空间”、一个“虚构的现实“，是一个无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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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想象和创造力之地。

虽然上述观点各执一词，甚至意见相左，但显然所有的学者都承

认“信息”的确有特别之处。在日益扩展的、方兴未艾的关注信息时

代的研究文献中，信息的主要特征和意义都分歧较多，不过，文献最

低限度的共识就是“信息”在当代世界已经取得重中之重的地位。研

究信息的论著极具思辨性，尽管彻底迥异的前提和结论标榜无疑，但

在论述“信息”的特殊显著性上，论著的意见却很一致。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对“信息”之风行的好奇心，激发笔者投

石问路，于是创作本书第一版的理念油然而生。从多方面来看，人们

似乎想总结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术语来贴切地描述我们时代的特征。

但同时，思想家们对“信息的形式是什么？”、“为什么信息对现代社

会系统至关重要“、“信息怎样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等问题的

诠释却明显各抒己见，难以有一致的定论。

笔者对“信息”的浓厚兴趣，并不仅仅因为持续关注“信息“，分析

家们变化多姿的论述也点燃了我的好奇心。当我写作本书第一版的

时候，科技变革激起了人们对“信息”的讨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至 80 年代初问世的“微电子革命”，又引发了一阵短暂的论争，大家

对信息科技(IT) 能为人类带来什么拭目以待。接着，人们讨论的热

点议题转向了“工作的终结”、“休闲社会”的来临、在“全自动化的工

厂”中的万能机器人等等。不过这些主题也很快过时了，毕竟全职工

作形式依旧保持不变，但人们对驱动变革的科技仍然兴致勃勃。现

在所有议程都关注网络，尤其是由信息和传播科技(ICTs)所产生的

“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社会。电子民主、虚拟关系、互动、个人化、赛

博人和网上社团等等成为当今热门议题。当下，许多评论聚焦千引

起我们可能遭遇彻底转型的新媒体的速度和多功能性。在 2004 年

12 月 26 日，海啸席卷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此时，通讯失灵，电子邮件和

网络迅速取代了电话，成为寻找失踪人口的有效手段。在 2005 年 7 月

7 日，恐怖分子炸毁伦敦地铁和公车系统，迫使电话系统关闭（可能是

处于安全的原因），人们立刻转移到网络上寻求信息与相互支持，手机

拍照设备取代了传统媒体，在毁坏现场拍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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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人们在某些方面开始把注意力从科技转移到信

息的软实力上。那些领衔潮流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具有

引领适应性和持续得到再培训的“信息劳工”和“符号分析家“，他们

是时代的标杆。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只要有幸获得生存于新全球化
经济时代所具有的信息能力的一流教育，就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现在，所有与创意产业相关的商业人士、管理人员、软件工程师和媒

体创作者等等，都被视为信息社会的执掌牛耳之人。伴随大众对信

息的持续关注，学界从科技到人的分析转型，激励笔者创作出 《信息

社会理论》(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的第三版。

笔者集中注意力千重要的各不相同的信息阐释，意在细察人们

对信息共同的关注旨趣，即便如此，我们看到人们对千信息的意义和

角色的理解大相径庭。实际上，越是更加深入地研究人们所运用的

参照术语，不难发现，实际上论者们越是各有所指，缺乏共识，信息不

过是表面上他们言说的共同主体。

肇始于研究有关信息社会的各种图景，本书依照细致洞察现代

世界中几种关于信息概念的主要贡献来组织章节。有鉴于此，第二

章聚焦信息的定义进行批判性的回顾（在整本书中都会反复被强

调）。接下来的每一章，我都会集中讨论一个特定的理论及其卓越的

代表人物，同时我会根据另一种理论分析和经验观察来评估其优劣。

本论著以此方式开始讨论思想家和他们的理论确实有点问题。 毕竟

读者都渴望了解网络和网上、网下的关系，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信息流

通，MP3 播放器普及所带来的音乐消费，或者媒介化时代的政策等

等，不过，遗憾的是读者无法在本书中找到上述热点内容的相关专

题。但本书确实涵盖了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每一章节所介绍的主要

思想家及其理论当中无不涉猎与之相关的议题。也正因为如此，有

的读者可能会把本书作为一个空想理论家的著作而不屑一顾。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笔者的粗陋在所难免。当读者展读本论著

时，他们会不期而遇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强调信息的重要性

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第三章）。接着，读者会了解到主张社会正从

福特主义转型到后福特主义的论点，同样地，这些思想家也认为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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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信息，同时也必须依靠信息才能取得成功（第四

章 ） 。 读者还会接触到曼纽尔 ·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的理论，他

提出 了“信息资本主义”操纵着“网络社会“这个影响卓异的观点（第

五章）。除此以外，读者还能读到赫伯特·席勒 (Herbert Schiller) 主

张先进的资本主义必须仰赖信息的控制（第六章）和尤尔根·哈贝马

斯(Jurgen Habermas) 认为随着信息的整合，”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正在不断遭到削弱的论述（第七章） 。 接着还有安东尼·吉

登斯(Anthony Giddens) 的“现代化自反性”理念，他聚焦千信息所发

挥的监视和控制功能（第八章） 。 最后，我会为读者介绍吉恩·鲍德

里亚(Jean Baudrillard) 和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的后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论点，他们两位都对现代的符号爆炸情有独钟

（第九章）。

显然，这些思想家及其理论相互关联，跨越了社会学、哲学、经济

学和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内容仍然是当代社会科学讨论的重镇。

当然，毋庸惊异，社会思想家都尝试理解和解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正是信息领域之变迁 。 毕竟，如果我们不去了解

大众媒介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信息和传播科技的最新发展，职

业的新形式以及教育系统的转变，就妄谈要考量世界的现状，这是多

么匪夷所思。

在此，我得承认：由于本书开篇以讲述当代社会科学为起点，部

分读者阅读某些章节时，难免有困难。毫无疑问，尤尔根·哈贝马斯

的理论讳莫如深，丹尼尔·贝尔的著作虽然得到普及，但他也是一个

十分复杂难解的社会学家，读者如果要理解他的思想，的确，需要非

同一般的功夫。同样地，让·鲍德里亚是以他晦涩难懂的表达方式

而闻名的（同时也让人感到不快） 。 因此，困惑重重的读者，绝对不胜

枚举 。 那些对信息时代兴趣浓浓的读者，本书的内容令他们疑虑不

安，因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些异质而神秘的社会理论家。读者

们都知道，在科技领域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突破。

从而，他们也希望直接明了科技发展对社会和经济领域所造成的影

响 。 不过，市场上也有许多相关的平装书能满足他们这方面的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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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但是，“理论” 特别是曾经雄心勃勃地解析当代生活显著特

征的和那些常常追溯历史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以及发明这

些理论的大批“理论家“（其中很多人已经仙逝），事事如要引经据典

地使用这些理论，实在困惑重重，因为这些理论大部分都令人难以理

解、深奥含混。

有鉴于此，在“何必谈理论”的氛围里，我必须说出本书以“理论”

为出发点的价值。我刻意 (intentionally) 通过与宁要补会理论家碰

撞对话的方法让读者理解信息的概念，并以此驳斥那些宣称信息时

代诞生的草率主张。社会上有许多”务实”的男性（和一些女性）发出

了太多那样的宣言，他们被“信息科技革命”所震撼，他们热衷于网

络，他们无法离开电子邮件，他们为博客而欣喜若狂，他们被“虚拟现

实“经历所迷惑，他们喜欢抽离出随着信息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和经济

结果。在这个架构下，职业模式会改革、教育模式会转变、企业结构

会重组，最后连民主本身也会被重新评估，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信息

革命”所引发。

上述路径的熏陶（并继续作用）了关于信息社会跌岩多姿的观

点：在平装书中，我们能看到诸如“强大的微电子 (The Mighty 

Micro)” 、“无线社会 (The Wired Society)” 、“数字化 (Being Digital)" 

和“什么将会发生 (What Will Be)”等等诸如此类的题目。在大学

里，我们会有讨论“电脑革命的社会影响＂的相关课程，不计其数的政

治商业事务和新闻事件都不断提醒广大的受众，未雨绸缪，迎接将在

生活各方面发生的剧变，因为信息时代即将到来。

笔者另辟蹊径，以当代社会科学理论（至少是与经验证据相结合

的）作为信息研究的起点，意在证明，（前述的）信息的社会影响路径

的研究绝不能过千简单化，任何渴望理解世界将如何，未来又将怎样

的人们，必然会因简单化导致误解。除此以外，笔者另有用意，目的

是说明，与经验证据相结合的社会理论，意涵深透，因此最终看来，这

样的理论更加切合实际且甚有助益，能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和诠

释信息领域的最新趋势。

本书所研究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直接提出了不少信息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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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位理论家都如此。过去一个世代以来，丹尼尔·贝尔

和赫伯特·席勒就以值得称誉的预见各持迥异之论点，不过，他们都

认定信息和传播一直是战后的儿十年社会变迁的核心。而本书的其

他思想家，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安东尼·吉登斯，他们则较少地直

接关注信息领域。但我要补充一句，虽然他们较少直接研究信息领

域，但并不是说他们对信息理解没有什么贡献，或者说他们并不认同

信息的重要性，其实，只是由千他们论辩的术语与本书以“信息”为聚

焦主题不甚相同，因此在讨论我感兴趣的信息主题前，笔者会先介绍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念，以及讨论那些宣称社会从福特主义转向

后福特主义的主张。虽然笔者无意对某个社会理论提供尽善尽美的

诠释，但本书会尝试用目前最具相适性的概念工具阐释信息领域的

意义，此取向自然不失学术写作的正当性了。

贯穿本书全部章节，笔者一直以质疑的态度审视信息社会这一

概念。有一两个评论员曾经批评《信息社会理论》的早期版本批判了

信息社会的概念，看起来，笔者根本用不着整本书讨论信息社会。在

第十章中，我会再次论述此问题，但在此，我必须指出一只有深入

洞察每个术语才能发现思想潮流的力量，即便是某种思想存在严重

的错误。虽然信息社会可能被误解了，但它还是具有启发的价值。

同时，关键间题在于“信息社会”这一概念常常伴随着精心修饰的假

设，思想家们总是推测什么变化已经或者正在发生，推想是什么因素

影响着这些变化，“信息社会”似乎总是理所当然地被一些宽泛的想

法所运用。笔者思索至此，“信息社会“自然作为本书论述的主题，

因为这意味着至少读者会立刻得以用十分宏大的术语来阐释信息社

会是什么？他们坚信信息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并将很快来临。

尽管如此，笔者确实希望通过本书的解释动摇那些赞同信息社会的

信念。就算这些概念在某些方面也是十分有用的，但我仍然会质疑

各种有关“信息社会”概念的准确性和恰当性。所以，读者应该会注

意到，虽然我经常批判各种术语，但有时我也会承认它们有助于我们

理解信息领域的遭遇。

本书的第二章严谨地审视了“信息社会”的概念。读者会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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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的几种主要定义方式。不过，笔者首先会集中讨论本书所

提及的思想家关千信息社会的主要分歧。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支持

信息社会的理念，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我们生存的社会不过是既有

关系的信息化(informatisation) 。对比不同的术语并不仅仅为了说

明学术上的分歧，而且为了清楚地知道怎样才能最准确地理解信息

领域所发生的变化。

突出下文即将展读的色彩纷呈的思想诠释很关键。那些赞同信

息社会观念的思想家强调信息社会与过往社会的显著性区别，他们

都相信信息社会正在涌现，其中，虽然并非所有思想家都喜欢用“信

息社会”这一术语，不过他们都承认当代社会是特别的，是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笔者以为这些思想家是信息社会的认可者；

而另一部分学者尽管都欣然承认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但是

他们最终还是坚待 当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对过去社会的延续

发展 。

信息社会理论家与那些把信息化作为当代社会系统的从属特征

的学者之间的分歧，正是在于他们对社会连续统一体的认识各有千

秋。明显地，前者强调社会现代进行时的变化特征，而后者则着重关

注社会的延续性特征。

当今世界各种论述“信息”的观点，本书都罗列考察。比如丹尼

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吉恩·弗朗索瓦·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主义＂、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等。

他们每一个人的理论都有助千我们理解信息化的发展，他们研究了

白领工人的角色、信息对已确立的知识结构的破坏、监控的延伸、日

常生活的管制以及公民社会的衰落等等。而在本书中，我的主要任

务就是批判各种不同的阐释。

不过，在审视学界不同的观点时，我们不能忽略很重要的一条线

索一就是认同信息社会的思想家与那些把信息化视为过去社会关

系延续的学者之间的区别，正是这些观点首要的分歧所在。抓住这

一条线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思想家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宣称信

息社会是区别于过去的新型社会形态的理论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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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主义 (post-industrialism) （丹尼尔·贝尔及其追随者）

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让·鲍德里亚、马克·波斯

特、保罗·维希留）

弹性专殊化 (flexible specialisation) （迈克尔·皮奥雷、查尔

斯·萨贝尔、拉里·赫希霍恩）

信息化的发展模式 (the 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

ment) （曼纽尔·卡斯特）

而那些强调延续性的理论家有：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 （赫伯特·席勒）

调节学派理论(Regulation Theory) （米歇尔·阿格利埃塔、

阿兰·利比茨）

弹性积累 (flexible accumulation) （大卫·哈维）

自反性现代主义(reflexive modernisation) （安东尼·吉登斯）

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尤尔根·哈贝马斯、尼古拉

斯·加汉姆）

属于后一种分类的理论家并没有否认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

性，不过与前者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信息的形式和作用从属于社会长

期存在的规则和实践。两类观点，孰是孰非？自当由读者阅读之后

评判，他们有机会判断哪一种解释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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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形形色色的信息与议题的趋势，

我们必须留意讨论的参与者提出的定义。当参与者提起“信息社会”

这个术语时，对我们甚有助益的是立即开始审视他们所说的含义。

面对变迁，一些人可能稳如泰山，依然如往昔。而赞同“信息社会”这

个概念的人则会坚持，我们的时代是以新颖的“信息”为特征，后者比

前者更为迫切地需要我们的论析。因此，行文至此，本章的用意就在

千质问：当人们谈及“信息社会”时，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接

着，笔者会对“信息”的各种理解作出评论。这是因为 定义信息

现象是一切讨论的基础。同时，定义的不同也反映了信息社会理论

家与信息化思想家之间的迥异。前者宣告信息是现今的新奇事物，

而后者则意识到当今世界的发展深深地笼罩在过去的力量之中。

信患社会的定义

在阅读有关信息社会的文献时，笔者深受打击，因为许多研究者

都在课题中运用尚未发展的定义来界定其主体。在研究者看来，我

们生活在信息社会是不言自明的，他们千是欣然假设，大可不必对读

者准确地阐明其所运用的信息社会的概念的含义。他们冗长地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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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信息社会的特征，但却对其操作标准含糊其辞。为了搞清楚信

息变革的意义，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如经济生产、社会交往的新方式、

生产进程的革新等等方面展开解释。可是，当理论家如此研究时，他

们常常无法确定信息为何，以及以何种方式日渐成为现代生活的核

心和关键，并将人类引领至一种新形态的社会。信息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者把它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核心？

笔者可以区分五个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 ， 因为它们都各自代表

着一个识别新事物的标准。具体如下：

1. 科技的 (technological)

2. 经济的 (economic)

3. 职业的 (occupational)

4. 空间的 (spatial)

5. 文化的 (cultural)

虽然理论家在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时，总是会格外强调某个因

素，但其实这五个定义面向之间不必相互排斥。而这些定义的共通

点便是绝对信服信息变革在量上的积累，最终形成质变，从而组成一

个新的社会类型—一信息社会。以此方式，每一个定义面向都能推

断出一个相似的结论－~因为现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信息，所以我

们便拥有了一个信息社会。可是，我们都明白，用这种事后追溯的

“马后炮“推论 (ex post facto)很难显示出这是引发结论的原因。

在这个范围内，信息社会的第六个定义异常独到，因为它的主论

调不是把原因归为现今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虽然现实的确

如此），而是认为信息的特性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它暗示着，理

论知识／信息是人类如何表现自我的基础。这个定义很难以类似的

方法给它定性，尽管它是证明信息社会特征的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但

却没有被大多数的信息社会支持者所接纳。既然如此，就先让我们

更进一步地逐一理解以上面向的定义。

科技的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开始，科技的概念主要集中于各式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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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革新。新科技是最明显的新时代标志之一，常常被视为信息

社会到来的信号。新科技包括有线和卫星电视、电脑间的通讯系统、

个人电脑(PCs) 、新的办公室技术、特别的在线信息服务、文书处理以

及类似的设备等等。如此不胜枚举的科技革新必然会引起社会的重

构，因为它所产生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

新科技引发了系统的社会变革，我们由此可以认识社会的两个

发展阶段 。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到 80 年代早期为第一个阶段 。

在当时，评论家为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超凡的微电子“能力而振奋

(Evans, 1979 ;Martin, 1978) ，而且再没有人会比世界上未来学家的

领军人物 阿尔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 1980) 更坚信这一点

了，他用一个深刻的比喻作了暗示，随着时光流转，世界已完全被三

次科技革命浪潮所朔造，这三次浪潮犹如汹涌彰湃之潮沙，后浪推前

浪，无法停歇。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第三次便是

信息革命，它在席卷我们的同时，也预兆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来临

（托夫勒证明，只有我们驾驭了科技浪潮，生活才会变得美好）。

而变革的第二个阶段就在发生近期。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

始，许多评论家开始相信信息和传播科技(ICTs) 的融合是如此重要，

它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型的社会。电脑通讯系统的发展（电子邮件、

数据和文本通讯工具、网上信息交换等等）正激发人们进行层出不穷

的、与酝酿中的新型社会有关的投机活动 (Negroponte, 1995; Gates, 

1995 ; Dertouzos, 1997) 。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促进了经济的兴旺、教

育和民主的进程，它的能力日新月异，引人注目，激起了浩如烟海的

评论。媒体着力渲染“信息高速公路”涌现的特别报道，每每宣称在

“信息高速公路”上，即使是平民，也可以游刃有余 。 各种权威的声音

高调呐喊 ： ”由于电讯科技的前进，一个新的秩序……在一个意料以

外的世界中推行。未来正在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

per highways)里诞生……而任何绕开信息高速公路的人将面临毁灭

(Angell,19 95,p.10 ) 。”这些报道大部分采用互联网的技术制作而

成，尤其是普遍以宽带技术为基础，因为该项技术能一直在线而不影

响正常的电话通讯 。 然而，凭借着以手机为媒介连接上网的方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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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连接上网的形式即将产生，此项科技会让那些预言世界将“随时随

地连通”的人欣喜，所谓的“随时随地连通”是指使用者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与网络保持联系。因此，上网收集数据的做法开始在世界范围

内被采用，与希腊、墨西哥和肯尼亚等网络技术较落后的国家相比，

像芬兰、韩国、美国这些拥有众多互联网用户的国家往往被看作是信

息化程度更高的社会。截止到 2005 年的夏天，在英国差不多有六成

家庭使用网络，这一覆盖率虽然与互联网技术领先的国家相比要低

一些（如丹麦和瑞典等国家有 80％的家庭使用网络），但依然遥遥领

先于其他国家。为了推广在银行寸企业、政府、大学以及自发个体之

间开展的国内的、国际的甚至真正的全球化信息交换活动，我们将会

建立一个能够让即时电脑通讯随时随地进行的科技基础组织

(Connors, 1993) 。

大部分的学术研究者，并不像未来学家或者政治学家一样喜欢

夸夸其谈，他们的研究路径在根本上类似，即以数据求证结论

(Feather, 1998; Hill, 1999) 。例如，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本已

经开始尝试测量信息社会的发展数值 (Duff et al., 1996) 。在 1975

年，日本邮电局CMPT) 着手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他们竭力记录信

息量（如，电话通讯的数量）和信息传播媒介（如，电讯设备的渗透性）

在使用尖端科技时产生的变化。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学派设想了一

套新熊彼特式 (neo-Schumpeterian) 理论，研究者将熊彼特理论中有

关科技创新会带来“创造性毁灭 “(creative destruction) 的部分与康

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有关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long waves) 

相结合，他们主张信息和传播科技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建立 (Free­

man, 1987) 。在这个时代创始之际，人们会感到无所适从，但经过一

段较长的时间后，人们会在经济上受益。这一新的“科技经济范式”

在 20 世纪初期便创立了一个成熟的“信息时代”(Hall and Preston, 

1988; Preston, 2001) 。

按照常理来说，我们得承认上述有关信息社会科技层面的定义

入木三分。毕竟，如果我们可以把一系列发明 (Landes, 1969) ，如蒸

汽机、内燃机、电力和飞机等看作是“工业社会”的核心特征，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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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又不能把信息与传播科技领域内发展的高超技艺作为新型社

会来临的证据？正如约翰·奈斯彼特(1984) 提出的：“电脑科技对

千信息时代的意义，恰如过去机械化对千工业革命一样重要。”

(p. 28)有鉴于此，我们着眼千科技定义信息社会，又未尝不可呢？

显然，这些科技成就正是新型社会引人注目的特征。可是，在大

部分情况下，由于科技的不可知性，有的人能探查得更深人，而有的

人却备受挫折。在此，不妨问一个测量方面的简单问题：在现今社

会(this society)里，到底有多少信息与传播科技？信息与传播科技

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我们具有信息社会的身份资格？到底需要

多少信息与传播科技才能被视为信息社会？一旦如此思考信息，我

们马上会意识到，许许多多强调科技的人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有

真正价值的、可测量的数据。信息与传播科技，肇始之初就无处不

在，但也不知所终。

不言而喻，测量信息与传播科技问题重重，与此相伴随的难题是

无法规定科技的标准，没有了标准我们也便无从判断一个社会是否

进入了信息时代。上述问题的解决对于确立新型社会的特别定义尤

其关键，但这一点通常会被信息社会的拥护者所忽略，他们认为新科

技自身便宣告信息社会的到来。十分意外地，该问题也同样被其他

学者回避。他们声称信息与传播科技是信息社会的主要标志，论者

们只是满足千阐述科技革新的一般术语，不知为何他们认为这已足

够去识别一个新型的社会。

现在，笔者开门见山地陈词，意在直截了当地说明问题 什么

是信息社会？既然是信息社会，是不是每人都拥有一台个人电脑？

如果是，这些个人电脑需要有什么特别配置吗？电脑是不是需要具

备联网功能？把拥有 iPods 和黑葆(BlackBerries)作为信息社会的标

志是否更合适？是不是当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数字电视的时候，我们

便进入了信息社会？个人采用这些科技是否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

关键措施是系统化地合并信息与传播科技？在制度上，采取措施管

制科技是因为反对个人私有技术吗？但凡思索至此，我们就意识到

信息社会在科技上的定义虽然肇始之初似乎不言而喻，但其实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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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内涵并不是如此明确 。 那些声明信息与传播科技的采用是信

息社会显著特征的人，理应准确地解释他们所说的含义。

另一个反对科技定义的原因司空见惯一批评家反对那些鼓吹

科技决定论的人。科技决定论者断言，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先是新

科技问世，随后对社会造成冲击，因此便强迫人们适应新型社会情

境。有鉴于此，科技高于一切，它能确定整个人类的社会世界－—－从

蒸汽时代到汽车时代再到原子时代(Dickson,1974) 。

反对意见的重点并不在于必然出现的科技决定论者将变化工程

过度简单化，把科技视为最根本的社会动力；反对的关键理由是科技

决定论者把完全独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三个维度归属千科技的革

新，他们认为，这三个维度从属于首要的力量一—科技。科技影响着

社会各方面，而它本身似乎拥有能让自己永久存在的能力。在这种

想象中，科技就像一种来自于社会外部的入侵元素，它的发展没有与

社会产生联系，当它发挥功能作用于社会时，自有超能动力。

但经过论证后发现，科技并非游离千社会领域之外。相反地，它

是构成社会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研究和开发的结果先于

科技出现，其中那些有价值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科技（比

如，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军事计划比医疗研究获得了更充分的

资金，因此高级武器系统的研发阻碍了普通感冒治疗的改善，这样的

结果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许多研究显示科技深深地铭刻着社

会的价值烙印。比如纽约市桥梁的工业设计，桥所设定的高度是为

了阻止公交系统进入某些预留给私家车专用的区域；汽车制造科技

也需要接受私家车主的评估，如考虑用车家庭的规模（通常是两个成

年人和两个儿童），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放肆地使用不可再生能量就

伴随着污染），社会地位的象征（保时捷、甲壳虫、斯柯达等），还要加

入个性化的元素以区别千公众交通系统；还有房屋的建造，它不只是

一个居住的地方，还是一种生活的表达方式，车的品质象征了威望、

权利关系以及生活风格。科技本质化的论点实在不可取，其存在与

社会相互建构，现在却要把它视为一种孤立的、脱离社会影响的力量

存在，并用来定义一个社会，这种观点又如何让人接受？科技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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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简单的（人类可以用任何生活元素来为社会命名一一比如氧气

社会、水社会、马铃薯时代）而且是荒谬的（科技事实上就是社会内在

的一部分），所以，切不可盲目崇信信息与传播科技在社会变革中的

迷思地位(Separate and supreme role) 。

经济的

经济面向的定义描绘了信息活动在经济价值上的递增价值。如

果有人能统计出由信息商业带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上升的比例，依

据逻辑关系，我们便可以宣称这部分增长是信息经济的成就。 只要

信息活动取代生存农业和工厂制造业而占据经济活动的大部分，那

么我们便进入了信息社会(Jonscher, 1999) 。

上述论断虽然在原理上看来轻而易举，但是实践操作却格外复

杂，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弗里茨 ·马克卢普 (Fritz Machlup 1902-

1983)率先承担了这个领域许多开拓性的工作 (,1962) 。长江后浪推

前浪，马克·波拉特(Marc Porat, 1977b)对马克卢普在信息产业，比

如教育、法律、出版业、媒体以及电脑技术等各方面经济价值的鉴定

以及评估计划，都有所改良更新。

波拉特把经济分为主要信息部门和次要信息部门两部分。主要

信息部门由于具有市场价格，所以很容易受现实经济评估的影响 。

而次要信息部门包含着公司和国家机构内部的信息活动，虽然它很

难定价，但却是所有现代组织的基础（比如，一间公司的人员派别、商

业中的调查和发展环节） 。 用这种方法，波拉特将两种信息部门区分

开 ，继而再将它们统合，去除经济中的非信息成分。然后再集中计算

美国国内经济统计数据，他最后得出结论——主要信息部门和次要

信息部门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半成，因此“现在的美国是以信息

为主体的经济体”。同样地，美国是一个“经济活动的舞台主要由信

息商品和服务制造商、公共和私有（次要信息部门）行政系统所占据

的信息社会(Porat 1978, p. 32)” 。

将信息的经济意义量化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成就。 那些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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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的人都会例行地求证于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尤其是后者，把

他作为解释信息活动递增的权威论证，波拉特开始引领学界研究信

息社会通往新时代的旅程 。 然而，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路径来决定信

息社会也同样困难重重(Monk, 1989, pp. 39—63) ， 主要问题是，在那

些代表客观、科学的统计表格背后，其实蕴涵了若干主观的诠释和价

值判断，它们决定了如何建构统计门类和信息部门的内涵 。

就此格外突出的问题在于不管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关千信息的思

想如何存在差异，他们都会创造夸大信息之经济价值的信息部门。

其实，这样做的有效性究竞如何，我们不敢恭维，只能是疑云密布。

例如，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 中包含了“信息

建筑物的建造“，此概念的基础是指那些作为大学或者图书馆的建筑

物，区别于那些茶或咖啡的储存仓库。可是，如果这些建筑一旦建成

后，便改变了原来的用途，这又该如何归类呢（很多大学部门都是位

于过去的家庭住宅内，有一些演讲厅也转变为仓库了）？

此外，波拉特把非信息企业内的＂准企业 (quasi-firm)“定位为信

息部门时，他也感到十分棘手。石化公司的调查和发展环节也会涉

及信息活动，仅仅为了统计的目的，便把这部分从制造业成分中分离

出来，如此做法真的切合实际吗？信息活动的分类的确是含糊不清，

难以明确区分。调查和发展环节与制造部分紧密联系，任何由于数

学原因而带来的划分都不符合调查和发展本身的定位。更为荒谬的

是，当波拉特划分他主张的＂次要信息部门”时，事实上，他把所有的

产业都切分为信息领域和非信息领域。但如此主观地以“思考＂（脑

力劳动）和“执行“（体力劳动）这样的分类来简单切分任何产业的整

体进程，实在没有说服力。像电脑数字系统的操作和部门管理都是

生产的整体部分之一，是属于“思考＂范畴还是属于“执行“范畴？我

们又该如何把它归类才合适？波拉特对千产业内部的划分稍微有些

武断，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绘制一个对立千非信息领域的＂次

要信息部门” 。 虽然这样的反对意见并不会让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的

研究发现根本失效，但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在建

构统计表格时，不可避免地被价值判断所千扰。同样地，上述反对意



18 

信息社会理论

见与怀疑论者一致，质疑信息经济已经来临的论点。

信息经济的另一棘手之处在于统合起来的数据必然使完全不同

的经济活动单一化。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在广告和电视方面增长的

经济价值象征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但这会让人迫切地想在性质上把

各种信息活动区分开。这些信息经济学家热衷于将每件事物与活动

贴上价格标签，但不幸的结果是，这往往让我们无法了解信息部门的

真正价值维度。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并没有研究信息社会在量与质上

的区别。显然地，《太阳报》(The Sun)几百万的销量（无疑地，比起信

息价值，这里更多的是经济价值）是不能和《经济时报》 (Financial

Times) 四十万的发行量相提并论，这就回到我所谈及的差异问题了。

有人会建议，信息活动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分，基于这样的事

实，我们已生活在一个信息活动价值颇高的社会，但信息对于人们的

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活力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如果那样的

社会真的能实现，那么一个国家将会充满游手好闲的人和迪士尼风

格的寻欢作乐者，他们可以醉生梦死。

职业的

职业是社会学家定义信息社会所推崇的研究路径。这个取向的

研究与最重要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后工业社会”是“信息社会”

的同义词，这是贝尔个人的用法）丹尼尔·贝尔的研究密切关联。随

着时光流转，职业结构不断地经受考验，其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一路径的言下之意在于当从事信息工作的职业优势彰显时，我们

便进入了信息社会。人们把制造业的减少和服务行业数量上升的现

象理解为体力劳动被白领阶层的工作所代替。由于非体力工作（不

同于要求强健体魄、熟练度和具有机械化特性的体力工作）的基础是

信息，这些工作的实质性增长也就宣告了信息社会的诞生。

此论有初步的数据支持：在西欧、日本和北美，超过 70％的劳动

力是在服务业部门，而且大部分人从事白领阶层的工作。既然职业

的“主要群体”由信息工人组成，仅此而论，我们似乎生活在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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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Bell,1979,p.183) 。

人们开始强调职业的变迁是信息社会的标志。它已经代替了曾

经占支配地位的观念 技术发展预示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以职业

定义信息社会的概念迥异于以信息和传播技术 (technologies) 的发

展区分新时代的研究路径 。 职业变迁的取向聚焦于强调信息本身的

变革力量，而不在千技术。信息在职业内部产生，并为其所用，人们

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收录信息。查尔斯·利德比特 (Charles Lead­

beater, 1999)洞悉到信息已经成为了现今时代的基础，为了突出这－

认识，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知识经济大趋势》 (Living on Thin 

Air) 。 “在稀薄的空气中生存”(Living on thin air) ，这句话曾是精于

世故的智者对那些不愿意通过干苦力活而谋生者的一种忠告。但现

在，时过境迁，如此簸言都已经过时了。利德比特认为“在稀薄的空

气中生存＂的观念在信息时代很受用，它揭示了人们该如何在信息时

代里谋生。 《知识经济大趋势 》一书主张，＂聪明地思考＂、具有“创造

性”并拥有开发“网络＂的能力是在新的“无重“(weightless) 经济中生

存的关键 (Coyne, 1997; Dertouzos, 1997) 。财富不再由体力所生产，

而是来源于“理念 、知识、技术、天赋和创造力 “(Leadbeater, 1999, p. 

18) 。利德比特在其论著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设计师、交易商、图像

制作人、音乐家、生物工艺学家、基因工程师和投机者等之类的成功

案例 。 利德比特还出神入化地把学问精深的思想家才能理解的结论

深入浅出地进行阐述，使人们易千理解其用语。

罗伯特·赖克 (Robert Reitch, 1991 入彼得·德鲁克 (Peter

Drucker, 1993) 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1996—1998) 等

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作家都提出，那些以熟练运用信息为职业特征的

人们引领和活跃着现在的经济。从“符号分析家“(symbolic ana­

lysts) 到“知识专家”(knowledge experts) ，最后到“信息工作者”(in­

formational labour) ，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者对信息领域工作者的称呼

虽然不断地因职业变迁而更新，但现今社会的动摇者和行动者都是

那些从事创意工作和使用信息的人，．此乃永恒不变之准则。

信息社会引领者的重要性理应犹如煤矿工人在工业中占据的核



20 

信息社会理论

心地位那般显赫，但实际上，把职业按照专家分类的专门类型划分务

必格外谨慎。研究者往往以一个单调乏味的“信息工作者”的准确百

分比那样的统计数字作为最后的研究成果 ，但这个成果背后所隐藏

的研究者如何建构分类范畴，又是如何划分不同职业类型的人们的

错综复杂之进程，却没有显示。正如波拉特所言：“如果我们断言某

种职业主要从事控制信号的工作．那么我们便是在划分与信息关切

的程度而非是否属于信息类的工作类型 ”(Porat, 1977a , p. 3) 。 例

如，铁路的信号员必须了解铁路轨道和时刻表，了解火车站的各项任

务和例行公事；他们需要与其他的信号员、车站工作人员以及火车驾

驶员进行充分交流；他们需要清楚他们管辖的地段以及其他信号室

的管理范畴；他们需要准确而合理地安排所有经过他们管理区域的

火车；有了先进设备的帮助，他们不需要耗费体力去拉控制杆(Stran

gleman, 2004) 。而在过去的“工业时代＂，铁路的信号员无疑是一个

体力工人 。 相反地，修理影印机的工人不了解其他产品，因为他们只

在本行业内受过训练。同时他们需要在炎热、肮脏、局促的环境中工

作，需要用一定的体力去移动笨重的机器和替换损坏的零件 。 因此，

就算使用符合波拉特定义的新时代机器工作类型，他们也不会被分

到“信息工人＂的范畴中。不言而喻，我们需要对最后的数据成果有

所质疑，因为那只是研究者的一厢情愿的职业分类标准，并不是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通则。

这种分类的结果往往不能分辨出在战略上更具重要意义的信息

职业。虽然这一取向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描

绘信息产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繁荣景象，可是它却不能告诉

我们任何一种能够区分出最重要的信息职业的途径 。 任何只追求统

计数量层面的信息工作，很可能顺理成章地得出某种信息类职业的

增长似乎都会对社会生活带来特别重要的影响的结论，成果貌似客

观，但其结论问题重重 。 既然有些评论家依据“专业性工作优先”来

寻求对信息社会的界定，那么进行职业测量的时候，信息职业的级别

就尤为重要(Bell,1973) 。有的信息职业支配着“组织化的知识＂，壮

大了”技术结果”的中坚部分；而另外一些信息职业却还只是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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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信息职业的选择性来源。计算“信息工作者”的总数无助千我

们了解这些人的层次，及其与之处千共生关系中的权力和地位的变

化。例如 ，我们可以说电脑和电讯工程师的增多是至关紧要的，因为

他们对技术革新的步伐执掌牛耳。或者我们也会提出科学研究者的

扩充是信息工作中重要的门类增加，因为他们是革新的关键因素。

相反地，虽然社会工作者作为信息与传播技术工程师中的一类，会被

划分到“信息工作者”中，信息工作者的数晕会大幅度地上升，但是这

种现象却与信息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社会工作者是为了解决

老年人的问题、控制家庭断层的扩大和管治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而增

加的。

通过思考社会历史学家哈罗德·柏金(Harold Perkin) 的研究，

我们会更好地理解为何需要从质的差异上区分不同群体的“信息工

作者”。在《 专业社会的兴起》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 

中，柏金提出 1880 年后的英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优秀”专业人士”

粉墨登场的历史 。 这些“专业人士”的优势支配地位是凭借了”由教

育打造的人文资本和……淘汰不合格者而得到增强 (p. 2)” 。柏金认

为那些具备资格的专业人士的意见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组织原

则”(p.406) ，专业人士取代了过去曾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工人阶级组

织、资本企业家和地主贵族），专业人士的服务、资质和高效的专业精

神取代了其过时的理想，比如工人组织的互助团结、资本家财产和市

场的体制，以及绅士的父权观念。自然地，在私营部门的专业人士会

与公共领域的专家发生激烈的论争，但柏金坚持这仅仅是一个“专业

社会”的内部冲突，双方仍然共享一些基本的设想（特别是经过专门

训练的技术和根据业绩而给予嘉奖），不过是把那些非专业人士完全

排除在外，使其无法切实参与双方的论辩活动。

阿尔文·古尔德纳 (Alvin Gouldner) 关于“新阶级”的讨论为柏

金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补充。古尔德纳认为在 20 世纪迅速成

长起来的，由“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雇员类型就是“新

阶级“(Gouldner,1978,p. 153) 。“新阶级”的人既为自己寻求发展机

会且往往臣服千权力集团，也能参与竞争商业界控制权和政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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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职。尽管“新阶级“拥有潜在的上升权力，但群体内部会因为不同

等级而分裂。其中最关键的区隔存在于大多数技术决定论者、默守

成规者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后者倾向于批判性和解放性 。 在很大

程度上，这两类人的差异正是哈罗德·柏金关于私营和公共部门的

专业人士的冲突的表述。例如，我们会发现私营部门的会计师是保

守的，而人文知识分子更倾向千激进。

笔者以为古尔德纳和柏金两人都确认了信息工作领域里出现的

显著变化，其言论对千社会总体来说 冲击深刻。古尔德纳的“新

阶级“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和争辩社会变化方向的词汇；而柏金关

于专业人士的研究为管理社会事务创造了许多新的理念。如果有人

要在这些思想家的理论中寻找信息社会的指标，那肯定是特定群体

的业绩品质。无论人们是否同意这些解释，以“信息工作者“纯粹量

化的数据来定义信息社会，明显存在挑战。对于像古尔德纳和柏金

这样的思想家来说，数量上的变化不是主要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所

强调的群体所占的人口比例，即使数量已经扩张了，但仍然是明显的

少数人口 。

空间的

关于空间层面信息社会的概念虽然受益千经济学和社会学，但

它的核心是地理学者强调的焦点 空间。这一研究路径主要强调

的是信息网络，它将各场所连接成网络，对时间和空间的组织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在近几年，信息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显著特点，因

此这一定义面向便成为十分热门的信息社会指标 。

信息网络的集中性常常受到重视，它能把公司、城镇、区、洲甚至

是全世界之间的不同位置连接起来。现在，电力方格 (electricity

grid)贯穿整个国家，只要个人愿意并采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进人网

内。那么，我们便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在国内、国际甚至全球范围内运

作的“在线社会”。它为每个家庭、商店、大学、公司，甚至是公文包里

放着手提电脑和调制解调器的移动个体提供了 一个“信息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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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on and Curnow,1979) 。

渐渐地，我们都被各式各样的网络联系起来了，而互联网自身也

扩张了覆盖的范围，并增强了其运载能力 (Urry,2000) 。在商场和餐

馆里的电子销售终端、跨越大陆的访间记录、与同事发电子邮件或者

在互联网上交换信息，网络的运用无处不在。我们可能没有亲身经

历过上述＂赛博空间”(cyberspace) ，但信息网圈仍然在国际银行、政

府间的机构和公司联盟之中忙碌运行。

在此关注的流行观点就是电子高速公路引发重新强调信息流通

(on the flows of information) 的重要性(Castells, 1996) ，其中之一便

是信息流通彻底修正了时空关系。在“网络社会”里，时间和距离的

限制都从根本上解除了，企业甚至个人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心应

手地处理他们的事务。学术研究者查阅资料时，不再需要从大学走

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因为学者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借助网络完成查询；

企业要了解它在远东地区的出口情况时，不再需要定期遣派经理飞

行千山万水，处理商务差事，因为电脑信息的交流，公司可以进行系

统的远程监督 。 这种种迹象预示着社会的主要秩序将要发生变化

(Mulagn, 1991) ，甚至充分标志着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

无人可以否认信息网络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人造卫星

让地球内的即时通讯成为可能；无论是牛津还是洛杉矶，东京还是巴

黎，都可以随时访问数据库；传真机和联网的电脑是现代商业常规设

备的一部分。现在的新闻覆盖几乎是及时的，利用手提电脑和人造

卫星、视频手机即使是在最荒芜的地区也能实现现场转播。个人不

需要与他人共处，也可以完成实时交流 (Wellman, 2001 ; http: / / www. 

chass, utoronto. ca/ ~ wellman) 。但是我们还是会质疑一为什么网

络的存在会让分析家将社会分类为信息社会？思索至此，疑云顿生，

信息社会的定义并不严谨。例如，在定义上什么网络可以称为网络？

是两个人互相对话的时候 ， 以电话或者电脑系统为媒介，通过数据包

交换传输了大量的信息便可称为网络呢？还是当办公室区域内以网

线连通，或者当家里的电脑终端可以与当地银行和商场连通时，便可

称为网络了？究竟什么构成了网络？这个严肃而棘手的问题，不仅



24 

信息社会理论

提出了怎么区分不同级别的网络的问题，而且也涉及了如何证明我

们已经到达了“网络／信息社会”？言下之意就是究竟什么是“网络／

信息社会”？什么不是“网络／信息社会＂？区别两者的关键指标又是

什么呢？

此外，我们还会再问 网络不是定义为科技系统的一部分吗？

那从空间路径界定信息社会，这意味着我们是否在用信息社会的科

技定义？有的研究者认为，以信息流通面向界定信息社会更为合适。

如果这是一个科技的定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综合服务数字网

(ISDN,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的扩展视为信息社会的

一个指标，可是关于如何测量具体的数据，几乎没有学者提供任何可

以参考的指导。如果以信息的流通为信息社会的特征，那么我们理

所当然会问——信息流通的量要多少，速度要多快 ，才能标志为新型

社会？

最后，我们可以说，信息网络，源远流长，由来已久。至少从早期

的邮政服务开始，到电报和电话设备就有了信息网络。如果缺少了

这些信息网络，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根本无法想象。既然人类

生活依赖信息网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信息网络扩展早为人知，为何

到现在评论家们才开始论及“信息社会”这个术语？

文化的

文化是最后一个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最容易得到认同，但同时

也是最少被测量的。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日常生活的模式中察觉

到一—社会上流通的信息正明显地增加。而当下这种情况比其他任

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电视机在

英国已经普及，时至今日，全天候电视节目简直是琳琅满目。电视频

道也从一个发展成为五个，而不断翻新的数字电视将会带给你更丰

富的选择。电视机已经发展到一体化视频技术阶段，它拥有有线和

卫星频道，甚至计算机的信息服务也可以支持电视。个人电脑己可

顺利访问网络，而掌上电脑正持续扩张。比起十年前，本地、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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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的广播电台节目输出成倍增长。收音机不再是固定在客厅，

而是扩展到家庭的每个角落，汽车、办公室，甚至只要带上随身听和

iPod 都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广播电台的节目 。 电影虽然一直是人们信

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现在，电影仍然广为普及：不仅可以在电

影院和电视机前收看，还可以十分便利地从附近的碟铺租借，或者用

便宜的价格在连锁商店的货架上买录影带。闲逛街头，目不暇接的

广告和商店橱窗的陈设接踵而来。当你乘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的时

候，你不得不为应有尽有的平装书和廉价杂志而惊叹。不仅如此，录

音磁带、小唱片和收音机唾手可得，为公众提供了更加喜闻乐见的音

乐、诗歌、戏剧、幽默和教育。报纸被广泛地传阅，许多新闻标题如免

费传单一样落到我们的门前。垃圾邮件每天都在递送。

上述种种迹象都证明了我们正居住在一个媒介化的城市里，但

是信息特征对我们世界的渗透，远比上述例子全面、深刻。这意味着

新媒体正笼罩着我们，不管人们是否会对此作出反应，媒介信息都萦

绕着人类的生活。实际上，信息环境与我们的关系比以上所说的结

合更加紧密。例如，我们的穿着打扮、发型和化妆，以及我们每天塑
造自已形象的方式，都有象征的作用，其间透露的信息投射着多重意

义。潮流的复杂性反映在我们日常自我形象的设计方式上，相比从

前，现在的社会交往包含了更丰富的信息内容。穿着打扮过去只是

身体的装饰品，而现在已经成为标志我们身份、权力和社会关系的重

要符号。明显地，当今时代极大地提高了衣着和形体的符号象征意

义。在过去一个世纪，毫无个性的农民罩衣成为主流，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产业工人阶级依旧穿着一模一样的制服进进出出，当我们

意识到衣着打扮引人注目时，意义爆炸的时代也来临了。便宜且时

髦的服饰流行，人们具有购买能力，无论生活方式和文化类似或迥异

的任何群体都易接受，这一切令人乐千鉴赏服饰，甚至是身体的信息

内涵 。

相较从前，当代文化承载了更多的信息色彩。我们生活在一个

媒介饱和的环境里，意味着生活的精髓在于符号化、交换和接收（或

者是尝试交换和抵制接收）有关个人自身与其他人的信息。如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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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爆炸让许多学者以为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他们很少试图用

量化的方法去测量这种发展，仅仅是主观地定论－我们“明显地”

生活在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满溢符号的海洋 。

充满悖论的是，某些研究者却主张信息爆炸意味着符号的死亡 。

因为人类深陷在符号海洋的包围之中，用符号来自我设计、装扮自

己，天涯海角也无法逃离符号的控制。到最后，结果便是意义的崩

溃。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曾经说过：“信息越来越多，意

义却是越来越贫乏 (1983a,p. 95) 。“根据其观点，符号曾经指涉了明

确的意义（比如，服饰意味着特定的地位，政治宣言是独特的哲学） 。

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人类陷入了令人迷惑的符号网，我们生在其中，

不知轻重，符号丧失了特色。符号来自千四面八方，意义变换迅速，

有时甚至自相矛盾，千是它们的表意能力便被模糊了，且变得混乱不

清。另外，受众极具创造才情，思路清晰且善千反思，他们不会轻易

迷信符号，反而用质疑和试探性的眼光审视所有的符号。因此，符号

本来的意义就会被曲解、颠覆或者重新定义。此外，当人们的直接经

验不断减少时，符号也就不再能简单明白地代表一个人或者一件事 。

符号代表“真实”的经验已经不能获得人们的信誉，因为符号是自我

指涉(self-referential) ：它们一模拟 (simulation)一—就是一切的

所有。在此要再次援用鲍德里亚的专业术语，符号是“超真实的＂

(hyper-reality) 。

人们对此情境了如指掌：于是嘲笑那些装腔作势的人，但内心

明白此等人物不过是扭捏作态；面对政客利用机敏的公关策略而经

营媒体及打造其形象，人们顿生质疑，但转念又想，这不过是信息的

管理和操作罢了。人们不再渴求任何真实的符号 ， 因为他们都认为，

所有的符号已不再真实。这样一来，我们进入了一个“看热闹＂

(spectacle) 的年代，人们心知肚明，所有发出的符号都是虚伪的(“这

仅仅是总理最新的照片”、“这不过是加工过的新闻”、“杰克正在和恶

棍玩耍＂） 。同时，人们也知道，他们过去用千建构自我的符号都不具

信誉（“我正在虚张声势”或者如“我正在扮演焦虑的父母亲角色”) 。

如此一来，符号丧失了它的意义，人们只会在随机遇到的符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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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他们喜欢的符号享用（这些符号到了人们手里 ， 意义往往又迵异

于发送者的想法）。继而，人们为自身、家庭以及工作整理符号时，会

为他们自己创造的符号所雀跃。他们“开玩笑地“混合许多不同的形

象来代表同样的意义，并转型到从模仿和伪造符号上获取“乐趣＂ 。 社

这样的信息社会里，我们“有传播，但却没意义。”(Poster,1990,p. 63) 

根据经验，我们很容易知道这样的信息社会确实存在，但作为新

型社会的定义，与先前的定义相比较，更不靠谱。倘若缺乏标准，那

么，我们无法测扯表意在近几年的发展，我们很难明白像马克·波斯

特(Mark Poster)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如何把现在的社会描述为

一个新型的“信息模式”。我们怎么知道在我们的感觉以外，并没有

其他的符号在相互作用？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和 20 世纪 20 年代的

社会完全迥异，根据何在？我们会在本书的第九章看到，那些反思

”后现代情境”的人谈到当代文化的特征时津津乐道，但对创立信息

社会的清晰定义，他们却感到无能为力。

质化和量化

以上回顾了各种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显然上述定义有待提升，

要么不完善，要么不精确，又或者两者兼具。无论是从技术的、经济

的、职业的、空间的面向，还是从文化的面向来定义，我们所得出

的一究竟是什么构成信息社会？我们又该如何区别信息社会？这

些概念和定义都问题重重，争议多多。

我们意识到上述棘手的难题尤其重要。虽然“信息社会”作为一

个启发性的策略，十分有利于探究当今世界的特征，但是如果把它作

为权威性定义的术语，那实在是太不精确了。正因此，虽然笔者有时

会用到“信息社会”的概念，也确实承认信息在当今时代扮演着核心

的角色，但是本人质疑有关信息社会的描述，同时也对信息是我们时

代的主要区分特征这个观点保留怀疑意见 。

目前，笔者想对信息社会这个术语提出重重疑问。首先第一个

问题是前文曾经提到的定量与定性的测量。笔者之前的考虑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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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的方法无法区分那些日常的、不显著的信息活动和更具有战略

性意义的活动之差异，两者的混同会对人造成误导。把这些活动眉

毛胡子一把抓，实在荒谬，就像将办公室主管和首席执行官混为一

谈。在此，我想要再次提出质化与量化的问题，因为这两种路径对千

厘清“信息社会”是否标志着当下社会与先前社会存在断裂会有
助益。

大部分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都以定量的测噩方法作为途径，测

扯出具体数据（白领工人的数星、信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等

等），这种方法还假定，统计出的数据超过某一定点（定点不具明确

性）则可以说明信息处千支配地位，继而我们就进入了信息社会。虽

然，我们都目睹了如山似海的信息储存与流通，但并没有确凿的理由

指明这就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如果信息社会仅仅以信息如此剧增的

量来作为标准，那么，让人难以理解当前社会与先前社会的根本

不同。

实际上，抛开掀化的方法，把信息定位于不同性质的秩序和功

能，也可以作为描述新型社会的途径。如果这样，就不必在意测量信

息职业的数量比例，或是计算信息活动所占经济收入的成分，例如，

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信息社会可以只由少数的“信息专家“掌握着决定

性的权力。你只要看看赫伯特·乔治·威尔斯CH. G. Wells) 的科幻

小说，就可以想象那样的社会，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所支配，由千劳

动者的供给大千经济上的需求，因此大多数人成为好吃懒做的失业

者。按照定量测撮的方法，也就是职业的模式，这种情况还不具备信

息社会的资格，但我们不得不说，这就是信息社会！因为当下的信

息／知识对权力结构和社会改革的方向，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不能把信息的定量测量（仅仅是信息量的增加）视为当前社

会与先前社会的断裂根据。最起码从理论上来说，一些在性质上细

小却具有决定性的变化才可能标志为社会系统的新发展。毕竟，仅

仅因为现在的社会比起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拥有更多的汽车，并

不足以界定当代社会为＂汽车社会”。无论是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的”后工业时代“，还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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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模式的发展”，或者是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的“信息模式”,

这些描写信息社会的学者都希望把焦点聚集到社会所发生的系统性

的变化上。

此类批评看起来似乎颇有逻辑。若干学者坚持推陈出新的信息

与传播科技改革明显地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这一定是信息社会到

来的信号。日新月异的科技驾驭着舆论，力量是如此的新奇和重要，

它们一定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比起从前琳琅满目的符号包围

着我们，如果以此类推，那么也一定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

界。不过，通过对食物的反思，此种想法的缺陷与弊端就昭然若揭 。

你们都会认同笔者的假设一一－食物是生命的根本 。 一个粗略的

分析显示，现在我们所有拥有的丰富多样的食品是我们的祖先（即使

是 50 年前的人）不曾奢想的 。 超级市场、冷藏法和现代交通工具意

味着我们具备前所未有的途径和超级扩增的规模去成功获取食物。

食品商店基本上都拥有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产品，像新鲜水果

和鲜花之类的商品能够全年长期供货，不会因季节不同而断货。

上述情况显而易见。在此，需要补充的是，食物价格比起以前任

何一个时候都要便宜得多 。 我们用在吃喝上面的开支，比起我们父

母的时代要少得多，就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遥远时代，需要抗争才能

维待生存的祖先 。 今天过量的食品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真正价值，这

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如此富足的境遇，富裕国家的居民

可以任意择食，今晚吃意大利菜，明天吃印度菜，中午吃素食，接着吃

中国菜等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多数时光里人类所食之物仰赖

千获得的种类，品种往往雷同。今天，由于农业企业、农业工厂、自动

化、基因工程、全球化、农业化学等等因素的整合 (cf. Lang and 

Heasman, 2004) ，人们已经可以廉价享用丰富的食物供应（结果是

过多的食物供应导致肥胖，体重超标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健康问

题）。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人类的生存，食物毫无疑问是至

关重要的，这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和世俗的经历 。 而最近，食物的价格

正大幅度地下降，可是却没有人认为我们正生活在“食物社会＇勹或者

是把它标记为与以往社会迥异的系统性断裂。既然如此，那么，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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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说到信息，就可以另当别论呢？

那些把信息社会看作是新型社会的学者，认为通过计算信息流

通总量或者在信息产业中工作的人口比例就能简单地定义社会的质

变，而别无根据，这实在令人觉得奇怪。此论断依托的设想就是纯粹

的信息量的膨胀导致了新型社会的产生。的确，笔者也认同大量的

信息增长对千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不可或缺。其实，大家心照不宣，

即使失去了大量的电脑交流工具，我们还可以继续现在的生活方式 。

然而，我们不应该对必须定义社会秩序的能力感到迷惑，食物就是一

个切中要害的反例。相比信息，食物绝对是生命里更加不可或缺的

元素，可是我们却没有把它确立为当前社会的标志 。 贯穿社会的发

展，量变（以一种未加说明的方式）积累到质变的这个假设，有必要挑

战我们的思考。

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 1986)在关千信息社会主

题的批评中，提供了他对这个矛盾的洞见。他强调区分信息性质的

重要性，并延伸至我们如何区分如数据、知识、经验和智慧等日常基

本现象。毫无疑问，这些现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变量—一个人

获得知识的方式（比如毕业证）可以作为另一种信息（比如大学的通

过率）－~但它们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基础部分。在罗斯扎克看来 ，

“信息崇拜”(cult of information) 的功用破坏了信息品质的区分， 在

真实生活中，分清其差异，才是生活所需。那些“信息崇拜者”一直坚

持信息是纯粹的数量物，只能通过统计学上的方法测量。 为了测量

信息产业的经济价值、测蜇花费在信息活动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例、

测量转到信息职业上的国民收入百分数等等，信息的性质维度（信息

是否有用？这是真实的信息，还是错误的信息？）便被搁置一旁 了。

“信息理论家一点也不在乎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是一个事实、意

见、肤浅的陈词滥调、深刻的教训、庄严的真理，还是一句肮脏狠亵的

话( Roszak, 1986 , p. 14) 。”这些有关定性的问题通通都被束之高阁，

就像信息是同一化的，而且通过计蜇来表达： “信息成为纯粹衡量传

播交换、流量多寡的工具。”(p. 11) 

伴随信息的量化测量方法，那些研究者继而断定越来越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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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深刻地转变了社会生活，罗斯扎克觉得此论不可理解。尽管我们

需要区分信息的性质才可以使日常生活有条不紊，但信息社会理论

家却发明了令人敬畏的信息活动统计方法，再进一步断言信息爆炸

这一趋势在性质上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罗斯扎克认为，这是一个

关千“信息”的迷思学 (mythology)一—信息的辞令掩盖了各式各样

的区别，然后信息理论家把所有类型的信息混为一谈，并且坚待我们

最后得到的是万能药而不是平淡无奇的汤水。正如罗斯扎克所说

的，这个论断看起来毫无争议，对于希望公众接受这个变化的人来说

很有用。

信息带有安全的中立特征；研究者堆砌的数据意味着元懈

可击的事实，这既简单，又有助益。如此单纯的外表，正是一个

技术决定论尽可能掩盖其目标的行政议程中最完美的起点。毕

竟，谁又会说反对信息？

(Roszak,1986,p.19) 

罗斯扎克不遗余力地与最化信息的想法论战。无论是电脑的使

用普及程度如何氛升，或是新科技数据处理能力如何增强，或是新科

技的数字程序处理能力如何提升，或是数字网络的创造力如何强大，

这些统计数据不断堆积、翻新的结果，就是人们欣然地相信信息是社

会系统的基础。上述现象不胜枚举，意在促使我们认同信息社会理

论家所坚持的一—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的观点。但

西奥多·罗斯扎克向来反对“信息数犀增多，新型社会就产生”这个

论点，他坚持维系人类文明的“统治意识”(master ideas) 并不是完全

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像”是对是错，吾爱吾国”、“自己活也让别人

活”、“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以及“己所不欲，勿施千人”这些原则都是

我们社会的中心理念一~但它们在信息理论家所言说的信息出现以

前便存在了 。 罗斯扎克并不认为这些或其他“统治意识”都必须得正

确（实际上，很多都充满偏见一比如，”所有犹太人都腰缠万贯”、

“女人天生柔顺”、“黑人是天生的运动健将“)，他所强调的是这些理

念及其必需的质化评估 (qualitative engagement) 胜千信息的定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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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路径。

我们很容易低估社会理念的重要性，与科技、增长的生产力或者

现在市场上数万亿的美元交易相比较，社会理念儿乎没有任何的实

质意义。但请在脑海里领悟罗斯扎克所言，以及下述思想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
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

追求幸福的权利。

（《 独立宣言 》 , 1776 年 7 月 4 日）

这些旬子不断在世界上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中回响。“人人生而

平等＂的这理念激励着那些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的人。亚伯拉罕·

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战场上再次提起了这个理念，葛底斯堡三天的战

争就已经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美国南北战争中所牺牲的生命是

过去所有美国战争伤亡的总和一共有 60 万人死于战争中），亚伯

拉罕·林肯在他简短的演讲中重新唤起了 1776 年的理念：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

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我们要在

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

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永世长存。

（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 1863 年 11 月 19 日）

一百年以后，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马丁·路德· 金记起了林

肯的理念。在美国黑人仍然在某些州受尽虐待的时刻，马丁·路

德·金向着一大群民权支持者和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声宣布：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

谛：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

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冈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

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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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

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

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

（马丁·路德·全，对在华盛顿争取工作和自由的

游行队伍的演讲， 1963 年 8 月 28 日）

我们很难想象，在现代世界会有比“人人生而平等”更具感召力

的言辞 。 虽然大量信息可能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罗斯扎克入木

三分，因为他坚持这种或者与此相类似的理念是奠定社会的基石，比

起任何积累的、可测噩的信息都要更重要。因此，他反对信息社会理

论家把先后次序颠倒，同时还偷进了一个错误的概念一信息增多

（通过测扯计算），社会就产生根本的变革。

信患是什么？

罗斯扎克对信息的统计测量不以为然，因此，学者开始意识到什

么可能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特征 。 我们能如此思考信息的问题，归

功于罗斯扎克一直呼吁要再次以质的判断来衡量各种不同的信息，

而不是信息理论家的蜇化测算。他提出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信息量

的增加是不是使公民见识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否只要利用越来越多

的信息，我们便能见多识广？什么类型的信息正被生产和存储，对于

广阔的社会来说，这些信息的价值是什么？什么类型的信息职业正

在猛增，为什么？又有什么信息职业正在走向终结？

上述问题意在促使我们一定要坚持检查信息的真正含义是什

么 。当然，信息是一个基千常识理解的术语。毕竟，第一个浮现于我

们脑海的定义是信息的语义 (semantic) 定义——信息是有意义的，

它有一个主题 是有关于某人或者某物的情报或者指令。如果我

们把信息概念用于定义信息社会，接下来我们便会讨论到信息的特

征。我们肯定说，有关这些论题、那些领域、某个经济过程的信息组

成了新的时代。然而，这种基本常识的定义一定会被信息理论家所

唾弃，因为在他们的视野里，信息是可以被测量的信息，不屑千信息

所拥有的语义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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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如此丰富，本书所回顾的文献都无视信息

的意义。大部分的思想家不断地寻找信息增长的数量证据，并都相

信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 和沃伦·韦弗 (Warren Weaver) 

的信息论创建了经典的信息定义。他们的信息论用了一个相当特别

的定义，区别于平常说法里的语义概念，其信息论认为，信息是一个

数量，它以“位元”(bits)为单位测量并通过符号出现的概率来定义。

该定义由通讯机器产生并在其中通用，通讯机器的主要功能是存储

和交换符号，它们最小的指标是开／关（是／否或者 0/1) 。

这种方法把其他棘手的信息概念都变成用计算方法就能简易处

理的数据，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排除了那些让人相当头痛但却极其

重要的意义问题，以及构成意义的信息性质问题。每天，当我们接收

或者交换信息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信息的意义和价值：这

信息是否有意义、准确、荒谬、有趣、恰当或者有用？ 但是在信息论

里，它所支持的信息增长测量方法与信息意义的维度毫无关系。在

信息理论家的视野中，信息独立于它的内容而被定义为一种类似于

能量和物质的物理元素。研究信息社会的一位先驱曾提出：

信息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它的存在不需要被感知；

它的存在不需要被理解；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情报去解释；它的

存在不需要任何意义；它就是存在着。

(Stonier, 1990, p. 21, original emphasis) 

事实上，如果用这些方法来衡量，一个载满意义的信息和另一个

毫无意义的信息，这两者是相等的 。 正如罗斯扎克所说的，在那些重

蜇化的信息理论家看来“信息是在连接发送者与接受者的渠道里进

行传递的编码，而不管信息的语义内涵如何”(1986, p. 13) 。 这种方

法让我们可以为信息定量，但必须以抛弃信息的意义和性质为代价 。

如果这种定义信息属千信息社会技术的和空间的定义范畴（把

一定量的信息存储、处理和传递作为新型社会产生的指标），而不考

虑信息的意义，那么．信息经济学家的定义与此类似，也存在避而不

谈信息意义的问题 。 在信息经济学家的定义中．他们不用“位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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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信息社会，而是认为信息有价，以“价格”的最小公约数替代信息的

意义性质 (Arrow, 1979) 。信息机器首先考虑是／否 (yes/ no) 这两种

符号出现的次数，而信息经济学家则考虑信息的销售量。然而，当经

济学家把信息的概念发展到信息的测量方法，都忽略了产生信息意

义多样性的异质性。经济学家“尽力想使教育、研究以及艺术等明码

标价”(Machlup, 1980, p. 23) ，就不可避免地抛弃了信息的语义性

质。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 (Kenneth

Boulding) 观察到：

位元的计算……完全抽离于信息的内容之外……对于电话

工程师有巨大的用途……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理论家，我们需

要考虑信息的意义以及一种衡量信息重要性的方法，比如，青少

年间的流言飞语，琐碎无聊，而连通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热线电话

交流则事关重大。

(Boulding, 1966) 

经济学家认为蜇化研究的路径，主要依靠成本和价格的计算来

解决信息的本质问题，这其实就是“一种猜测信息内在性质的工作“,

令人匪夷所思。援用马克卢普的术语形容，”为无价的物体定价”意

味着用金钱的量杆代替信息的内容。接着，我们可以打造影响深刻

的统计法，但在此进程中，信息是有关某种事实、意义的概念，已荡然

无存(Maasoumi, 1987) 。

最后，虽然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意义，在于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

这样生活，但是令人吃惊的是，钟情于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为符号

再无任何指涉特征而呐喊，他们不禁和经济学家的信息测噩取向合

流了。现在，后现代的理论家着迷于信息的丰富多样，他们以为信息

的猛然增长．造成信息失去了本来拥有的语义。符号无处不在，无时

不生，如此之多的符号导致了意义的“内部崩溃“(imploded) ，意义已

不再能够表意。

现在最显著的是那些信息理论家们抛弃了信息内涵的意义，只

是为了创作出信息增长的定措方法．然后根据数世得出结论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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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经济价值如此快速增长；信息产生的规模如此快速扩展；围绕于

我们周围的符号如此纷繁，社会必然发生具有深刻意义的变革。也

就是说，信息理论家认为信息与社会无关（信息就是信息），但同时信

息导致空前的社会效应。这种情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并不陌生，他

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主张某些现象是远离社会发展的（比如技术和

科学就是明显的例子），但这些现象内部都藏着巨大的社会影响。作

为一种社会变化来分析，这种主张荒谬不经(Woolgar, 1985) n 

毋庸置疑，研究信息扩张的定星方法在很多方面都受用，但这肯

定不足以让我们信服——信息爆炸的结果会让社会产生深刻的变

革。为了正确评价什么是信息社会，它和其他社会系统有什么不同

或相似之处，我们必然需要清楚信息的性质和意义 。 什么类型的信

息正在增长？谁产生了什么类型的信息，是为了什么目的和出现了

什么后果？正如我们所见，从以上问题着手研究的学者都执著千思

考信息的意义和性质，其阐释与那些运用无语义的定量方法的人明

显不同。前者对新时代到来的宣言感到疑问重重，他们都同意现在

社会的信息量是在不断增多，不过拒绝把这些隔离千信息的内容之

外（他们总是会问：什么是信息？）。他们不认为仅仅是信息量的增

多便引发了向信息社会的转型。

如果你考虑一下“拥有着信息”和“已知晓”之间的差别，也能从

另一方面引出同样的问题。”已知晓”也就需要一个人拥有信息，比

起单纯使用大量的信息，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阶段。记住这个区别，它

鼓励着怀疑者向那些相信信息的巨大增长标志着新的、更高级时代

的人挑战。例如，请试着比较一下， 19 世纪的政治领袖与今天的政

治领袖，前者的阅读量局限千少部分经典的哲学家，比如《圣经》和莎

士比亚的作品，他们的教育课程通常是简要的和不精确的。对比之

下，乔治. w. 布什（美国总统 ， 2000-2008)手上则掌握着数量多得

不可想象的信息来源，为了保证没有任何信息的缺口，他聘用了数以

千计的雇员去转换和分类信息。虽然同样接受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教

育，但是亚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 1861-1865) 和乔治·布什

(1789-1797) 的信息资源则十分匮乏 。 不过比起现在的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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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说林肯和老布什孤陋寡闻，毕竟他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老

练得多。

理论知识

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意见主张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此论

不需要在信息意义上作深入的思考，而且同样不需要对信息增长进

行定量测植，比如信息工作和信息经济的增长量，其考蜇的是信息运

用方式上决定性的转变。有鉴于这样的主张，信息社会被定义为一

个理论知识占据关键地位的社会，而社会对理论知识的重视程度是

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这个论题把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团结在一起，

因为在这个信息社会里（似乎用“知识社会”可能更为恰当，比起大批

的信息．它唤起了更多的知识），事情都在理论优先的条件下被组织

和裁决。虽然理论知识的优先权对裁定信息社会理论的作用不大，

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它可以作为当今生活的区别性特征。在本书

中，笔者会不时地涉及该概念（在第三、五、八章以及最后的总结章

节），所以在此只需简略提及。

所谓理论知识，意味着抽象的、概括的和在各种媒体上已经系统

化的知识，其抽象在于它不能直接适应于特定的情形，其概括性在于

对目前任何动向来说都是适当的，它们通常会在诸如书本、论文、电

视和教育课程等文本中再现出来。理论知识和以前实践知识统治的

时代相比，在当代社会扮演的关键角色会受到争议。例如，如果有人

在思考谁是工业革命的制造者，那肯定就是丹尼尔·贝尔 (1973) 提

到的“天才工匠＂，他们对“科学和他们的发明中最根本的原理漠不关

心“(p. 20) ；亚伯拉罕·达比 (Abraham Darby) 改进的鼓风炉；乔

治·斯蒂芬逊(George Stephenson) 的火车头；詹姆斯·瓦特 (James

Watt) 的蒸汽机；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 的工程改革，以及

涌现于 1750—1850 年间的不计其数的发明，那都是脚踏实地的改革

者和企业家的作品，人们用实践的方法解决实践上遇到的问题。虽

然在 19 世纪结束以前，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已经塑造着工业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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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还是遗留着上世纪未解决的问题。

大部分的人类生活依旧还是由经验、实验、技巧、提炼的常

识所支配，最多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实践和技术系统化的普及知

识。在农业、建筑、医学以及众多供应人类生活必需和奢侈品的

领域，这都是司空见惯的问题。

(Hobsbawm, 1994, p, 525) 

相比之下，今天的改革都肇始于已知的原理，最明显的是在科学

和技术领域（虽然这些原理可能只有少数专家明白） 。 那些写进课本

中的理论原理是改革的起点，比如基因进化是人类基因工程的奠基，

而物理和数学则是信息与传播科技和其关联软件的基础。理论知识

中的航空、塑料、医学和药学等各种 不 同的领域是今天生活的

基础。

我们应该很难想象理论知识的优势会在尖端革新中受到制约。

任何一项技术应用，如果没有理论做先决条件支持它的发展，就会令

人匪夷所思 。 例如，道路修理、房屋建造、污水处理或者摩托车制造

等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以有关材料耐久性、结构法则 、毒素、能量消耗

等等已知的理论原理为先决条件。 理论知识形式化地载入课本，而

且通过课程教育进行专门化传播，这种教育模式意味着大部分人对

他们专业技术以外的理论知识一无所知。虽然如此，在今天，无人不

知理论的深刻影响 ， 我们可能会把理论知识想象成为像微波炉、CD

播放器和电子钟这类 H 常的科技产品，把建筑师、水利工程师和技术

工看作一个实际的人，如此想法肯定没错。他们也确实是一个实际

的人，但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 理论知识已经被这些从

业者掌握了，并已把它融入实际工作之中（而且通常会用结合了理论

知识的测量、测试和设计等新科技补充） 。

理论知识的优先性现在已经到达了科学和技术以外的领域 。 比

如，政治学 ， 我们可能会重视理论知识在大部分政策和辩论中的核心

作用。政治学固然是“可能性的艺术”，它必然会受到偶然性的影响，

但是无论我们观察交通 、环境还是经济，我们都会看到理论以 主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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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挥作用（支出收入分析模型、环境可承受度的概念、通货膨胀和

就业之间的关系）。所有领域的理论标准（抽象、概括、系统）都让人

感到满意。理论知识可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不能限制核子物理

和生物化学的运用，但它在类似的地方也起着作用，理论知识已广泛

地渗透到当代生活中，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确实，理论知识进入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尼科·斯特

尔 (Nico Stehr, 1994) 所提出的－从家庭室内设计到健身计划安

排，在我们所有进行的事情中，理论知识都发挥主要作用。这种观点

与吉登斯(Giddens) 的“自反性现代化社会“如出一辙，可见，社会是

以高度社会化和自省为生活方式构建的基础来组织的。如果事实真

是如此，我们将日益依靠反思和以评估风险为基础的决定来建设我

们生活的世界（而不是根据自然或者传统的命令），对千形成我们的

反思，理论知识举重若轻。比如，在发达社会的人们已非常了解人口

统计学的模型（我们是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南部的世界）、

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等知识，这类知识是理论的，因

为经过抽象和概括才得到，而且通过专家的收集和分析，流通千各种

各样的媒体。此类知识不能直接被应用，但是它不可置疑地影响着

社会政策和个人计划（从养老金的分配到个人的生育安排） 。 由此，

理论知识已经成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定义性特征。

我们很难想出一个方法去测量理论知识的量。类似千大学毕业

生和科学期刊的增长率这类数据简直太小儿科 ， 不足以说明理论知

识的含最，虽然如此，理论知识依然可以作为信息社会的标志性特

征，因为它是生活怎样运作的公理，而相比之下，我们祖先的生存则

受到了环境、无知和自然力的制约。正如笔者所言，罕有信息社会思

想家注意到理论知识的作用。他们都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科技的、经

济的和职业的等容易观察但却与理论无太大关系的现象上。而且，

我们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理论知识在近儿十年里已经呈现出它的优

势。把理论知识看作是现代化发展（现代化在 20 世纪的中期开始加

速发展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并出现了吉登斯所说的“高度现代化”)

的内部成果更具有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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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章对信息社会这个概念的关注与质疑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

检视了各式各样声称可以考量信息社会的标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

里我们要讨论不同的思想家，他们都用各种不同的标准表明我们正

在或正准备进人信息社会。他们以相当不同的路径、方法与标准去

论证信息社会的时候，我们不禁疑云顿生。而且，这些标准 从科

技的到职业的变迁，再到空间的特点 虽然它们一开始出现时都

显得理所应当 、振振有词，但再一推敲，其模糊含混的问题就昭然若

揭，它们都不能自圆其说 信息社会是否已经到来，或是信息社会

未来何时来临 。

其二是信息社会的支持者不断地寻找测扯信息增长的定量方

法·然后断言这就意味着在社会组织上出现了性质上的变化，此种做

法让我们更加怀疑信息社会的图景（但不是怀疑目前生活的信息

化）。同样的事情也明显地出现在信息的定义上，信息社会的支持者

认可了信息无语义的定义。越来越多的＂位元”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信

息经济价值，这是十分容易计量的，因此，他们就可以减轻在性质上

分析信息的意义和价值的痛苦 。 而且，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

越过了信息的基本定义，而把它看作是没有内涵的物件。正如我们

所见．从以上方法着手研究信息领域改革的学者，明显不同于那些虽

然认识到信息爆炸的现象，但仍不抛弃信息意义和目的问题的学者。

最后，有人提出了理论知识的优先性是信息社会有趣的区别性

特征，但这个主张依然具有争议 。 它既没有借助定量方法，也不需要

深层次地分析信息的语义。理论知识不可能完全是新的，但其重要

性正不断彰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 虽然

我笔者强调的理论知识，罕有信息社会支持者进行关切，但笔者会在

以后的章节里不时地提到这种现象。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1

在那些赞同新型社会来临的思想家中，久负盛名的“信息社会”

特征的论述来自千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后工业社会”

术语与“信息社会”是同义的，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虽然，贝尔在 20 世

纪 50 年代后期就创造了”后工业社会 (post-industrial society)" 

(PIS)一词，但大约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由千人们对计算机和传播

科技发展的兴趣盎然，未来学思潮所向披靡，贝尔才开始用“信息”和

“知识＂替换了”后工业”这个前缀，

不过，丹尼尔·贝尔 (b. 1919)从对后工业社会感兴趣开始，便一

直强调信息／知识将在新型社会中扮演关键角色。在他 1973 年出版

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一

书中，贝尔描绘了一幅有关未来雏形的复杂社会图景，虽然有关后工

业社会的理论早已在一篇论文中问世，但在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

之间，该理论正好契合了当时在发达社会中发生的爆炸性科技改革。

新的科技快速渗透入办公室、工业生产过程、学校和家庭，转眼间，电

脑无所不在。面对诸多新科技的突然来临，人们迫切地需要用一种

易千理解的调查去发现时代跳动的脉搏。而在丹尼尔·贝尔的重量

级论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 中能发现这种现成的模型，因此，

我们毋庸惊异，当谈到上述问题时，许多评论家直接援用贝尔的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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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尽管贝尔只把“后工业社会的概念看作是一个解析的建构，而不

是一幅具体而有形的社会图景”CBell,1973,p.483) ，但这无关紧要，

尤其对千记者和作家来说，后工业社会看起来恰恰就是未来世界的

蓝图。贝尔似乎早已预见了电脑传播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震荡，确实，

他早已描写了人类对信息科技大幅度增长的需求，事实如此，不言而

喻，社会发展应验了他的预言。继而，贝尔因”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而

赢得了声誉，此乃时势造人，他的名声鹊起自在情理之中 。 自此之

后，贝尔开始采用“信息革命”这一流行的词语。

此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伴随着人类对“强大的微电子“兴

趣的淡化而衰落的未来学研究，因 90 年代出现的互联网和国际万维

网而再度复兴了。在这次未来学发展的高潮中，丹尼尔·贝尔对后

工业社会的预见和思考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要挑剔一个历经不止一代人精益求精地琢磨的概念，并非

难事。罕有社会科学能经受住十年的考验，有鉴于此，丹尼尔·贝尔

能够让”后工业社会“这个术语持续成为重点讨论的议题，成就不凡，

令人称羡，这就是贝尔强大的想象力和智慧的精神遗产的明证，直到

现在，任何人想要将“信息时代”概念化都必须追想且拜读他的《后工

业社会的来临》。此论著实乃学术的压轴之作，克里夏·库马 (Kris­

han Kumar)是研究贝尔理论的最尖锐的批评家，但当谈及后工业主

义理论时，他也承认该论著“比起目前其他有关未来学的著作而言，

在知识水平上绝对更开阔和严谨“(p. 7)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还有

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社会变化的方向，在观察未来发展时，他们大部

分都强调专业技术、科技和知识的作用。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像贝

尔那样可以对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系统性和实质性的考量。此外，

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首次尝试去掌握信息和信息科技进展，而此

先驱表率所建立的原则至今仍然垂范世人 (cf. Touraine,1971) 。由

此，丹尼尔·贝尔作为该领域的第一批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诊断如

此灵验，风头十足，堪称泰斗，望重士林(Jumonville, 1991; Liebowi­

tz, 1985; Waters, 1996) 。从《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ldeolo­

;.;y,1961) 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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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pitalism, 1976) 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贝尔的多部论著影响

卓越，声誉斐然。

为了了解丹尼尔·贝尔，笔者渴望知道他的思想风格、关切要点

及其论著产生的历史语境等，洞察这些要素非常必要。首先，虽然他

确实发明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但丹尼尔·贝尔并非一个脱离现实的

理论家和超脱尘世的模型构建者。相反，贝尔的路径与真实世界紧

密关联，他在深入分析现实世界之后构建理论化诠释 也就是建

立归纳性综述。因此，他的理论与对现实的分析密切结合。贝尔的

生活背景让他充满热忱地理解世界，并为了更好地改变世界而努力。

贝尔出身贫寒，成长于纽约市下东区的一个贫穷的波兰移民家庭，从

少年时期开始，贝尔就极其热衷于政治。岁月流转，贝尔在哥伦比亚

大学任教之前曾是一名报道劳工事件的记者，而后成长为一名最具

影响力的＂纽约知识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 (Bloom, 1986) 。

狭窄的学术生涯对千他的品质与能力而言，有些大材小用，但他还是

在哈佛大学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要与众多的社会学家竞争，对千

贝尔来说，哈佛教职来之不易。论文集《意识形态的终结 》为他赢得

博士头衔、美国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卓越的科技成就，这些荣誉奠定的

声誉几乎都不属于正统的渠道。此外，他所从事的研究问题宏大却

不实用，视野开阔而雄心勃勃，因此为了得到研究主流的认同，他必

须小心翼翼地设计调查研究。贝尔在学术上的业绩并非完全仰赖社

会学家的身份，他可能就像《圣经》和莎士比亚罕有调查数据。他是

一个多产的学者，但其大部分作品都是非主流的。贝尔最喜欢的出

版物并不是学界的权威期刊，而是《异议》 (Dissent) 、《新领导 》 (The

New Leader)和《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 等针对政策决定者

和政治思想家的智慧型期刊。当他在英国写作的时候，别人很难想

象他的作品会出现在《社会学评论 》 ( Sociological Review)上，它们看

起来更像是在《展望 》 ( Prospect) 、《新左派评论 》 (The New Left Re­

view) 和《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的文章。

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尔作为非学术主流的正规军，就会遭遇解职；

他参与政治活动，但并不意味着他缺乏高质量的学术工作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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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客观。这些品质反而意味着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去厘清世界的意

义，他为了改变世界而渴望更好地理解世界 ，他在写作大题材的论文

时同样表现出此种资质与品性。贝尔建立理论时所考虑的关切点高

屋建领，他尝试区分出现今社会最重要的特征、社会变化的元素和主

要原因，他的雄心抱负就是要勾画出当今生活的基本轮廓。然而在

专业的社会学家看来，贝尔有点另类，因此笔者以为他的观点缺乏同

一时代研究者的认同 e 一方面，他对大问题的关注使他疏远了从事

实际问题的专业人士，所谓的实际问题可能是一款软件的开创，又或

者是实验室中科学家们的互动。对千专业人士而言，贝尔太急于概

括了，他的解释也比较粗糙 。 在贝尔的时代，对特殊现象的复杂性和

偶然性进行复杂的研究更受关注(Webster,2005) 。

另一方面，贝尔深信理论一定与真实世界紧密结合，此一理念让

他与那些认为理论远离现实的学者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同时也让他

可以排除干扰作出系统而详细的论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生不逄

时，此乃贝尔之不幸，该书出版之际，许多社会学家都质疑他描绘宏

大图景的路径，回顾那个时代，人们预期理论类似于哲学（纯粹抽

象），具有深刻的诠释力 (Mouzelis, 1995) 。受制千当时的学术氛围，

贝尔的理论受到了普遍的敌视。 一方面，他被指责过度单纯化和拥

有政治的党派偏见；而另一方面，由千他的理论主张与经验分析紧密

结合，所以不能取悦那些认为理论必须纯粹抽象的学者，更重要的是

后一原因导致他与当时的主流学界格格不入。

尽管《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敏锐地把握了社会的新趋势并得到学

术界以外人士的认同，但该论著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版后很快就

停止印刷了。在笔者看来，丹尼尔·贝尔描绘宏大图景的决定，正是

坚持了理论建构与现实世界的分析存在无形的相互关联，它展现了

社会学的优秀传统，而某些学者往往在专业领域轻视这一传统。学

界后起之秀拉尔夫·米利本德(Ralph M山band) 和拉尔夫·达伦多

夫(Ralph Dahrendorf)紧步贝尔后尘，研究路径别无两样，也因自己

的研究方法与主流专业人士格格不入，他们的学术声誉深受其害。

不言而喻，笔者异常敬重丹尼尔·贝尔，尤其要重申他在专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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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获承认的成就以及他所展示的社会学研究类型是如此值得人们尊

重。确实，他对理解信息社会的贡献，虽然一开始受到了一些关注，

但很快便退出人们讨论的范围了。本章将集中讨论后工业社会的理

论，尽管笔者对他心存敬意，但还是会批判性地审视后工业社会的理

论。笔者将铺陈若千可靠的证据去证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充满

漏洞。不过，需要申明的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虽然并非尽善尽

美，但这与我们敬重贝尔的努力成果并不矛盾。在笔者看来，贝尔用

适当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同样地，他的研究一直都很中

肯，而且总是能激发人们讨论的兴致。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 在那么多信息社会的拥护者中，为什么

贝尔的后工业概念能够保持吸引力？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问题。

浅薄的评论家在论述信息社会的问题上，经常会挪用贝尔的后工业

社会图景。他们喜欢这样说：“这是一个｀后工业信息社会＇，在哈佛

教授丹尼尔·贝尔长达 500 页的论著中有特别重要而详细的阐述。”

因《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不凡声誉，所有引述其阐释的论文、著作和

电视专辑都沾光得道，被赋予了权威性、洞察力和重要性，而对当代

方向和特征的问题，却夸大其词，实际上，这些建议并不值得人们去

严肃关注。笔者之所以说后工业社会理论涌洞百出，原因在于其削

弱了许多通俗解释的框架，而人类恰恰要仰赖这个框架，才能找到

自我。

然而，就贝尔在社会学研究上的谬误而谴责他，并非公正之举，

尝试忽视贝尔更是不可取的做法，因为他在社会学里找到了自我。

由于丹尼尔·贝尔在社会学上的误解，他没有留下太多能让后来的

思想家紧紧追随的思想，但在详述他的错误之前，还是让我们为他的

能力而鼓掌吧，因为他劈荆斩棘，引领我们开始深刻思考一个信息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新型社会。后工业社会可能在构思上未必尽

善尽美，在经验上仍然有缺失，而且内在逻辑也是矛盾重重，但借用

乔治·奥威尔的一句短语说，他最负盛名的论著一《后工业社会的

来临 》就是一本”品质上乘的坏书”。像阿尔文．托夫勒 (Alvin Toff­

!er)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约翰·奈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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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John Naisbitt)等未来学家，他们在平装书中的论点曾经风行一

时，但他们的论著也不过如此一几乎他们考虑的每个问题都显得

弱智、无创意、分析不当且幼稚天真 。 但另一方面，丹尼尔·贝尔却

创造了一本”品质上乘的坏书“，尽管该书仍有瑕疵，但是我们不可否

认其呈现的价值一学术内涵如此之丰富，而且内容建构如此具有

胆识、充满想象力，成就实在引人注目。

贝尔认为人类正进入一个新的系统．也就是后工业社会，信息出

现频率的增加和重要性的提升是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丹尼尔·

贝尔认为无论是在量的层面，还是质的层面，信息和知识都是后工业

社会的重心。一方面，后工业主义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利用；

而另一方面，贝尔声称后工业社会在性质上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尤其

是他所说的“理论知识”在显著地增长 。 换句话说，在后工业社会的

世界里，不仅仅只是信息量增长了，还有新的信息／理论也在发挥作

用。认识了后工业社会的上述种种特征，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贝尔

的”后工业主义“理论，对于那些希望诠释“信息社会”的学者，如此具

有吸引力 。

贝 尔认为信息在社会 、经济和政治事件中的重要性 H 益提升，毫

无疑问，这一预见性，一语中的。然而，丹尼尔·贝尔把它作为一个

新的社会类型一”后工业”时代出现的信号，如此阐释却是谬误连

连 。 如果对照现实世界，把后工业社会当作新的社会趋势来检验时 ，

人们会发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并不能被证实 。 也就是说，当把“解析

性概念”与真实的社会存在相比较时，我们会发现“解析性概念”并不

实用。此外，只有把一些特定的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应用千社会分

析，后工业社会作为“理想类型”的建构才能言之有物 。 但是当人们

考察真实的社会关系时，会发现这些理论和方法破绽百出。简而言

之，后工业社会的设计在经验上、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缺陷重重 ，本

章以下篇幅就将逐一论述。

新进化论(Nee-evolutionism)

丹尼尔·贝尔提出美国正引领着全世界通往一个新的社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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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后工业社会。虽然，贝尔并没有开门见山指出后工业社会的

发展是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但他认为历史的轨迹沿着前工业、工业

到后工业社会发展，预期可考，贝尔以并不严谨的年表来描述了颇具

特色的历史轨迹。的确，援用贝尔的术语来勾勒历史的各个时期并

不困难 。 比如，在 18 世纪初，英国就处于前工业时代一也就是农

业时代；而到了 19 世纪末，英国便进入了工业时代一—也就是制造

业兴旺发展的时代；而现在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后工业主义的信

号一—服务业成为社会的主流。看看贝尔的社会路线设计，我们会

轻易地认为，历史成了自行发动的机器，正向着完全成熟的后工业社

会迈进。对千社会发展，贝尔信心百倍，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宣

称后工业主义”将在 21 世纪成为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等国家社会

结构的主要特征”CBell,1973,p. x) 。

尽管社会发展的确有一个消长历程，但社会科学界已扬弃进化

论的线性思维模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social Darwinism) 往往自

鸣得意（相关论著的作者恰好都舒适地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

家），他们认为人类居住的社会任何时候都在前进，那些没有我们幸

运的人们应该雄心勃勃地追随发达国家的脚步，从而扭转乾坤，因为

社会进化论乃历史之必然趋势，势不可当。进化论者自以为是的论

调不仅令人讨厌，而且在学术上也常常备受谴责。就社会达尔文主

义的观点而言，有两个互相关联、尤其著名的论点问题重重 。 第一个

是历史论(historicism) 的谬误（此论认为我们可以发掘出历史发展趋

势潜在的规律而去预测未来）；第二个便是目的论 (teleological) 的思

想陷阱（该观念认为社会一直向着某个终极美好的目标进发）。如果

以当代的观点和进化论思想来看，批评家都会说贝尔是进化论者 。

因为他认为，按照西欧、日本，尤其是美国的发展方向来看，历史有明

显的发展趋势 。 依据上述观点，人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或者担忧任

何发生于他们社会中的问题，比如不公正、不平等或者人性的变化无

常或是冷漠无情，因为根据历史的逻辑，他们不可动摇地朝着更好更

理想的状态发展，会迈向尽善尽美的社会。

丹尼尔·贝尔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思辨严谨，以至于不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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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其实这就是他工作的特点，他已经对这些谴责或者其他相关

的社会科学里多次出现的错误有所警惕（比如，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恐

惧设想）。面对进化论的谴责，贝尔很快就能作出反驳，但单纯的否

认并不能证明他的尤辜与清白。在笔者看来，难免觉得以贝尔之

见一后工业社会比起过去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更具优势，这就

像我们很难抗拒后工业必然来临的观点一样 根据社会发展的根

本趋势．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向着“后工业主义“前进 。 本书下文将评

论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阐述，读者可以亲自判断贝尔的言论是否有

步进化论者后尘的嫌疑。

各自独立的领域

丹尼尔·贝尔最重要的理论和基本的方法论在千总结了后工业

社会的变迁源 自于社会结构，而不是因为政治或文化上的变化 。 在

社会结构的发展过程中，肯定对政治和文化领域”构成挑战”，但贝尔

强调变迁不可能从单独一个方面开始散发到社会各个侧面。 在他看

来，发达社会“根本上是分离的”<Bell, 1980, p. 329) ，也就是说，社会

结构 、政体和文化作为各自独立的“领域＂，各自自主，在一个领域里

出现的事物不一定会在另一个领域中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在经济

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它将会为政客提供机会或者制造困难，但贝尔坚

持这样的回应并不会自动产生，社会结构领域（包括经济）与政体各

自为政，并不相互塑造。

如果用另外一个术语来说，贝尔是一个“反整体论者“(anti-ho­

list) ，他一次又一次地重申，社会并不是“有机的组织，它的整合程度

还不足以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系统来分析“(Bell, 19 7 3, p, 114) 。 贝
尔拒斥一切极权主义／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尤论（尤其）是来自于左

派思想，并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入侵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理论，还是保

守且相信社会功能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在，并向着秩序和平衡方向发

展的理论。为了反对这些理论，贝尔我行我素，不作解释，武断地把

当代社会分成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领域（为什么只有三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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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什么不是法律、家庭和教育这三个独立的领域？）。正如笔者

前文所述，贝尔教授并没有为现代社会中“各自分离的领域”提供论

据，他只是说，在当今社会就是存在着几个独立的范围，其他没有认

识到这种情况的社会科学家都是错误的 。

贝尔坚持主张社会分成几个各自独立的领域，他的立场与论点

值得我们费神吗？笔者以为这是贝尔思想的关键，绝对值得探讨。

首先，各自独立的领域充斥着贝尔几个明显矛盾的观点。贝尔经常

重申：“我是文化上的保守派、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自由

主义者“CBell,1976,p. xi) 。 这一切取决于他坚信社会上有三个独立

自治的领域，顺理成章，他可以拥有三个不同的立场，只要他支持文

化独立于经济，而经济又独立于政治之外，那么他所扮演的三个角色

也就安然稳当、振振有词，而不像其他迷惑而矛盾的思想家一样摇摆

不定。

其次，贝尔利用这种根本上的独立领域回避了一个棘手的难

题一不用理会每个领域的发展会对其他领域造成多大程度的影

响。凭借这一立足点，贝尔可以承认一个领域的事件的确可以引起

其他的领域产生”问题＂，但是他并不会对此作更多的解释，因为他决

定只考虑特定领域的问题。显然很难让人接受贝尔的这种做法，他

坚持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各领域根本分离的理论和方法的假设前提，

正是他回避棘手的各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这一问题的救命稻草。

此外，贝尔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研究的出发点

(Ross, 1974,pp. 332—334) 。虽然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中，我们每天一

定得面对不少涉及文化、政体和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问题，不过，贝

尔坚持这三个领域“根本分离的“立场的托词，实在是他聪明的权宜

之计 。

最后，后工业社会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贝尔揭示了过去存在

的“共同价值体系 ”(common value system) 已经失范 C Bell, 1973, 

p. 12) ，这种体系曾经为社会所共享，但现在已经崩塌，贝尔确确实实

坚持着“在我们的时代，这三种领域在不断地分离 “(p. 13) 。他的另

一论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讨论了曾经整合的文化精华和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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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需求的崩溃（贝尔认为冷静、节制和勤奋是 19 世纪的清教徒组织

的特征，它鼓励投资和节俭，因此特别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的主题。

此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一书中，贝尔强调了如专业人才增多等

趋势，而这些趋势都对政治有重要的影响（我们马上会问：专业人才

会占据支配地位吗？）。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贝尔一定会强调这些领

域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它们的独立性 。 按照贝尔的论述立场，我们不

禁要问一过去曾经统一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是怎样分裂的，它们又
是怎样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的？到底它们之间还存留着多少和什么

类型的联系？其中一个领域的发展是不是真的会对其他造成影响，

它们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正如评论家彼得·斯泰因弗尔 (Peter

Steinfels)所说的：

显然，经济、政体与文化三个领域是紧密关联的，贝尔正好

需要认真地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贝尔解释性地把社

会分割为三个领域，但是他始终无法摆脱一个观点，那就是社会

是一个整体；这个观点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论文中突然出现，虽

然没有被明显指出，但这个观点一直隐含在贝尔的思想中，这个

观点是他焦虑的源泉……（这也就是说）贝尔需要一个联系这三

个领域的理论和一个有关它们分歧的理论……某一领域的简单

理论是不适用的……但他不需要指出有关三个领域相互作用的

程度、方向和模式 。

(Steinfels, 1979,p. 169) 

后工业社会

概括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读者需要记住贝尔研究的出发

点＿＿—社会结构与政治根本分离。至关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导

致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该社会结构包含了经济、职业结构和阶级系

统，但排除了政治和文化议题。因此，《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只考虑了

发生在一个社会部门的变化，而且贝尔认为，人们切忌假设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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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重要的部分。

贝尔根据每个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职业模式，提供了几种不同的

社会类型－其中，工作类型是最普遍的现象，它能成为区分不同社

会的特征。因此，贝尔说一—在前工业社会，农业劳动是最普遍存在

的工作，而在工业社会，工厂工作则成为典范，到了后工业社会服务

性工作就占据了支配地位。

当贝尔认识到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变化的缘由时，他开始解释

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型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

关键因素，是因为“理性化”(rationalisation) 原则（效率）的应用，工作

中“少做多得“(more for less) 的状况成为可能。在前工业时代，每个

人都必须到土地上工作以竭力维持生计。然而，当农业技术的创新

使整体人口的生计已经不是生存的基本问题时（比如，可以通过改善

农业实践、农作物轮作和动物管理），所有人不再需要都固定在土地

上工作，其中部分人口可以从农田中解放出来，在食物的供应得到保

证之后，他们就能从事其他的工作。因此，他们流移到城镇和农村，

为正在发展的工厂充当劳动力后备军，并且从农村购买多出来的粮

食。当这种趋势继续向前推动，越来越少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

农业剩余产品（衣业的理性化越来越多地依赖科技，它所需的农民就

越来越少），所以大部分人从农田中得到解放，投身到新兴的工厂系

统工作。这种合理化的过程并没有在农业中停止，虽然现在只有很

少的人在衣田工作，但是因为如联合收割机、工厂化农场经营和基因

工程等高科技的作用，现代生产力空前巨大。在英国，曾经所有的人

都在土地上劳作，但依然无法完全满足生存的需要；但现在，少千 3%

的劳动力就能为全国超过一半的人口提供食物。

随着这种过程的推进，我们进入了工厂劳动力开始占据支配地

位的工业时代，其间的转型，“少做多得＂的原则功不可没。因此，工

业社会随着工厂应用更多高效率的技术而兴旺发达，生产力也在稳

定提高。蒸汽机在增加输出的同时减少了劳力的需求量；电力允许

装配线批量生产同一规格的商品，其中不少曾经是奢侈品；现在有不

少的工厂因为有了高配置的电脑，几乎不需要工人。工业化的发展



可以描述为机械化和自动化联合缔造了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的奇迹。

越来越少的人力，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这是恒久不变的逻辑。

随着生产力的剧增，工厂生产出的剩余产品让人们可以消费过

去难以想象的奢侈品：例如教育、医疗、娱乐甚至假期。与此伴随的

是这些工业上的财富所创造的消费为服务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

以满足新的需求为目标的职业已经诞生，并作为工业社会的恩惠而

被接受 。 工业创造的财富越多，所需要的工人就越少 。 由于科技改

革，越来越多的服务性工作方兴未艾，接着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工业

中解放出来，既而投身于服务业。

只要这种发展的过程继续推进，也如贝 尔所坚持的一一-我们正

一步一步迈向后工业社会，我们可以确定下述情况必然出现：

从事工业的工人数量不断下降，最后几乎没有人会在工业

领域找工作(“机器人工厂”、“全自动”的时代）。

伴随着工业从业人员数量的下降，工业的产量却持续增长，

这是因为一直坚持不懈地实施理性化原则。

工业的产量转化为不断增加的社会财富，这部分的财富会

用于发现和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就像从医疗设各的消费转向按

摩师） 。

越来越多的人口持续从工业工作中被解放出来。

旨在满足新需求的服务业不断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也就是，当人变得富有的时候，他就必须

发现新的消费点，而这些工作都需要服务人员） 。

贝尔对后工业主义的论述，证据源自千我们熟悉的社会科学的

经验研究 。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科林·克拉克

(Colin Clark)就已详细地阐述了类似的情形，后来维克托· 富克斯

(Victor Fuchs, 1968)对此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第一产业（农业）和第

二产业（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数量明显下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第三产业或者服务性部门的从业人数的增长。对千贝尔来说，”服务

业社会”也就是后工业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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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详细论述后工业社会之前，我们必须强调服务业的就业
状态是人力资源漫长迁移史的真正终结。究其原因，直言不讳地说

“少做多得＂的原则引发了农业转型到工业自动化的趋势，工业社会

淘汰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随后产业工人阶级也因为社会转型而遭

淘汰，数量顿减，但同时社会财富仍然递增。像贝尔这样的思想家认

为这种职业淘汰未必是坏事，说明社会在积极发展．因为社会正走

向“工业社会”时代的终结。“工业社会”结束后，既摆脱了体力劳动

工人，同时又歼灭了激进的政治对立。原因何在呢？贝尔尖锐地提

出，如果无产阶级消失了，无产阶级的抗争又从何而来？激进运动如

何展开？自动化机器生产摧毁了工人阶级，但同时社会还是保持着

旺盛的财富增长。根据恩斯特·恩格尔 (Christian Engel) 的理论，社

会得到这种额外的资源，也就发展出人类新的需求，同时损耗了额外

的资源。正如前文所说，社会的额外财富引发了服务部门的就业增

长，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富裕吗？新的需求正在被创造吗？这些都导

致了服务性行业的增加，比如酒店、旅游和精神病治疗。实际上，人

类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只要有钱，人类就会创造出新的需求，比如

按摩师、业余运动员和精神治疗师。此外，服务性行业有一个明显的

特征 它的人工服务很难被自动化所代替。既然服务业是人工操

作的取向，而且常常是无形的资产，那么生产量不断提高的机器就不

能真正地适用于服务业。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能够使社会工作者、护

士和教师自动化呢？

简而言之，服务业能够在农业和工业以外创造更多生产力／财

富，但我们不需要担心服务业的工作会趋向自动化。正因为如此，遍

及前工业和工业时期的进化过程在成熟的后工业社会失去了它的前

进动力。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由技术革新所引起的就业转移历

史也走向了终结。也就是说，就业是有保障的，科技创新替代工作的

情况不复再生。

信息的角色

如果我们相信社会财富的待续增长造就了服务业的支配地位，



54 

信息社会理论

那么我们还是想知道在这个等号中，信息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贝

尔能够大胆地宣布”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1973,p. 467) ，以及

为什么“服务业经济“预示着后工业主义的来临？要理解信息在这个

理论化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困难；贝尔利用许多相关的观察资料去解

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类生活。在前工
业礼会生活是“一场与自然竞争的游戏“，在那里，”人们用原始的体

力进行．劳动”CBelL,1973,p.126) ；而在工业时代，在“技术和合乎经济
利益”的条件下，“机器占据着优势“，生活是“一场与虚拟自然竞争的

游戏”(p. 126) 。与过去的两个社会相比，”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后工业

社会……生活是一场人与人竞争的游戏”(p. 127) 。“竞争中需要考

虑的因素，既不是体力，也不是能源，而是信息”(p. 127) 。

换句话说，在前工业社会，为了生存，我们只能依靠强壮的体格

和传统的办法与土地抗争，而接着在工业社会，我们要把命运与机器

生产紧密相连，但是到了服务性／后工业社会，信息成为主要的工作

原料。毕竟，在“人与人竞争的游戏”中，信息必须是基本的资源。请

想想，银行家怎样才能处理金钱交易？临床医学家怎样与他的病人

对话？广告商怎样创造和传播形象和符号？教师怎样传播知识？其

实服务性工作就是信息工作。在社会上占据优势的服务性工作必然

需要大量的信息 。 为了在以后的叙述中再次运用贝尔的术语，在此

我们要分清三种类型的工作，分别是“采掘工作 (extractive)” 、”制造

(fabrication)”和“信息活动 (information activities)" (Bell, 1979, p. 

178) 。这三种工作的平衡性早就在几百年前被打破，因此在后工业

社会，“信息工作组成了职业结构的支配性群体”(p. 183) 。

丹尼尔·贝尔深人地描述了为什么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令人向往

的生活环境 。 首先，信息产业中大部分都是白领的职业，因为它需要

处理人而不是处理物，诚信在大部分工作中的地位变得比以前重要。

其次，在服务业中，专业人士十分活跃。通过计算，贝尔宣称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末，在人力资源中超过 30％ 的人是专业人士 CBell,1989,

p. 168) 。这意味着在后工业社会的“核心人才”是“专业人士，因为教

育和培训，专业人士已经具备了专业知识，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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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人们在后工业社会不断增加的需求“(1973, p. 127) 。此外，

”后工业社会的核心是专业技术服务工作“(Bell, 1987, p. 33) ，“科学

家和工程师组成了后工业社会的主要优势群体”(Bell,1973,p.17) 。

最后，服务业中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对“后工业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勹那就是由医疗、教育、研究和政府的专业人士所构成的群体，通

过他们，可以证明“学校、研究机构、专业工作和政府的新知识阶层的

扩张“(p. 15) 。

如果社会上的专业工作越多，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重

要，对质量的要求也就越高，人对人的工作也会随之而增加。这不仅

展示了一幅令人撞憬的图景，同时提升了信息／知识的地位。我必须

得说，除了描述后工业社会的积极特征之外，贝尔的论述，道理还很

深沉。他认为，因为专业性工作产生了大量的信息，专业人士的增

加，不仅意味着比起以前流动的信息持续大爆炸，而且也说明了社会

经历着决定性的变革。那是因为社会利用专业人士，也就是知识专

家，进行工作前的计划安排。如果这种部署成为社会的重要特征，那

么变化无常的自由放任主义将被取代。专家并不会让自由市场出现

不确定的未来，他们用预测、战略和计划取代了市场调节那双“看不

见的手”。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路径，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意识，命运之

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

服务业是由专家管理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游戏“，因此人际关

系的性质便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这是后工业社会另一个本质上的改

变。学者并不会关注他们对单独一个学生个体发展的影响；他们关

心的是全体人员在知识、性格和技术方面的成长。医生同样不会把

一个病人看成是收入的几分之一 。 在这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中，专家

知识十分有效力。按理论上的逻辑发展而言，社会将会发展为人道

社会 。 在”后工业“社会，人不再被看作一个个体单位（工业工人的命

运必须要与机器和金钱相联系），而是从以人为本的服务产业中受

益，专业人士都首先以顾客的需求为工作前提。计划推进的方向需

要领导的作用，如贝尔所说，在后工业社会“新的意识”就是把社会看
作一个“公共的社会“(1973,p. 220) ，促使“团体而不是个人“成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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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参考点。对环境保护、长者的照顾和教育的成就等问题的考虑

必须超出职业的范畴，这些问题的考量必须优先于经济的收入和商

业竞争。由于专家的专业意见，优先权得以提上议事日程。贝尔证

明，这意味着从“节约”（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原则）原则转换到以“社会

效益”为主的生活模式（以“公众兴趣”为基础……努力满足社会的需

求， Bell,1973,p.283) 。

在此时，读者可能会对谴责”后工业“社会理论中含有进化论假

设的论点进行反思。我想，我们很难否定后工业社会是更先进的社

会形态 。 因为比起后工业之前的社会，它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从前

所有社会追求生产力的目标在后工业社会里已不复存在。

知识保守主义

信息工作和大量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工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正是丹尼尔·贝尔所论述的区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断裂标

志。不可否认，比起过去的社会，现在的社会拥有更多的信息工作，

而且信息的使用也在明显地增加，但贝尔又执意认为这些都标志着

后现代社会与先前社会产生的系统突变，如果按照这个论断，不又有

问题了吗？

根据贝尔的理论，第一棘手之处就在于他的新型社会类型构建

的根基并不稳当。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任何内在的理由去解释专

业人才为什么会如此猛增，即使增速惊人，我们也不会就此相信专业

人才猛增而导致新时代的来临。例如，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工业的所

有制还是保持不变，驱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持续运作，而社会系统

（除了职业结构以外）还是未受损伤，这听起来也显得合情合理。比

如，虽然瑞士主要依赖银行业和金融业，而挪威和西班牙的职业结构

较为分散，但没有人会认为像瑞士这样的国家与挪威和西班牙是根

本不同的两个社会。无论国家所展示的表面特征如何，它们归根到

底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对此问题，贝尔和他的支持者有两个回应 。 首先围绕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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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 到底要发生了怎样程度的变化才足以让人肯定这是一个系

统的断裂？对此论题，最诚实的回答就是笔者的判断和理由充分的

论点，本书立即会提供理由去支持笔者对系统连贯性的判断。其次，

贝尔用自己所信奉的各自分离的“领域”分析去回应，中轴所发生的

变化仍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即使其他领域未必与中轴发生

的变化相关联，各自也会连贯性地发生变化。如果以职业的和信息

的发展来作为区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标准，证据确凿而可靠。

笔者将在下述篇幅与贝尔讨论，我认为贝尔的反整体论是站不住脚

的，我们可以证明社会是一个整体系统，而且持续关联性地运作。

但是，在开始实质性讨论之前，笔者再举一个质疑”后工业”时

代来临的理由。贝尔提出的有关从旧时代转型到新制度的解释，正

是问题所在。当我们询问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发生时，贝尔会诉诸于

社会科学中明显而常见的论点，比如知识保守主义。那么我们就有

根据去怀疑他的理论的合理性，怀疑他所主张的新系统是否已经粉

墨登场。

按照贝尔的理论，社会类型的变化源自千生产力的提高，它使人

力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再转移到服务业成为可能。生产力的提高

源于科技的革新，它让我们从较少的农场中获得较多的食物、从较少

工人工作的工厂中获得更多的产品。正如贝尔所说：“科技……是

生产力提高的基础，生产力是经济生活转化的关键“(1973, p. 191) 。

正是生产力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因为它生产的财富开创了所

有的服务性职业。

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社会学理论的形成与科技决定

论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的表述十分相似，而后者是在社会科

学上受到严重质疑的观点。科技决定论存在两个疑问：第一，科技

乃社会变化中决定性的动力源泉；第二，科技本身远离社会世界发

展，但是它却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评论家不禁会问——真如上

述所论，那么，人类、资金、政治、阶级(Webster and Robins, 1986, ch. 

2)又在何处？科技是变化的动力，但同时与社会关系毫无关联，此论

认真严谨吗？为什么是由价值和权力决定研究开发的预算？团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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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科研革新的优先权由什么决定？政府凭什么选择这个研究计划而

不是另一个计划？

与其清理科技决定论的缺陷，不如全面理解贝尔的知识保守主

义的个性。例如，科技是变化的驱动力这个源远流长的思潮，至少可

以追溯至亨利·圣西门 (Henri Saint-Simon) 和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在 18 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工业化的最早阶段就

如此提倡了。实际上，该思潮在所有的社会学初级读本中都受到了

强烈的谴责。社会思想史中根深蒂固的知识保守主义已遭人诉病，

贝尔却自以为新奇，以“后工业主义”概括社会类型，难怪人们要讨伐

他的学术破绽。

此外，贝尔深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的熏陶，这也导致人

们对他的保守立场的质疑。马克斯·韦伯是经典社会学主要奠基人

之一，他记录下了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所发生的工业改革。贝

尔把韦伯看作是“理性化原则”的主要思想家，推崇备至。韦伯认为

“西方社会主要的特征就是理性化原则”CBell,1973,p.67) ，在贝尔的

术语中，这意味着“少做多得“原则的产生，更简单地说，＂拥有功能效

率和测量精神的规则正到处扩散，｀节约＇观念（利益最大化、最佳化、

消耗最小化）不仅体现在材料资源上，而且扩散到生活的每部分”

(p. 67) 。此外，生产力的提高实际上是新科技的应用，它是“理性化

原则”的基础。贝尔教授认为，“社会结构的轴心原则是节约，也就是

根据损耗最少化、可替代性、利益最佳化和最大化等类似的条件进行

资源配置”(p. 12) 。

接着为了诠释社会变迁，贝尔提出了一个人们非常熟悉且激烈

争辩的论题，但遭到诸多驳斥 (cf. Janowitz, 1974) 。 生产力的提高源

于技术的革新，该论点一直潜藏在他的理论中 。 贝尔拒斥有关技术

决定论的谴责，但他认为引起变化更基本和决定性的因素是“理性化

原则“，这是“少做多得“出现的根本动力，它驱动着科技的发展 。 作

为研究贝尔思想的当家花旦，克里夏·库马(Krishan Kumar)一语中

的，他说： ＂贝尔所有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特征都可以看作是韦伯思想

的延伸和精髓，他们都认为｀理性化原则＇一直在西方工业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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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挥着作用“(Krishan,1978,p. 235) 。知识保守主义满意地解释

新型社会在根本上发生的社会变化，但这一论点可能会遭到唾弃 。

可是贝尔的论述并非如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贝尔在引用韦伯的思

想时，他反复重申的论点不是强调现代社会与过去的断裂，而是现代

社会一直持续的变化。

贝尔的研究论题仰赖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探究工业主义的

来临及其发展方向的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贝尔的研究路径削弱了后

工业社会的新颖性。毕竟，向经典社会理论家汲取营养，原本是理解

工业主义的发展，但贝尔借道开路的同时，却又声称他们实际上诠释

了新型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实在太离谱。克里夏·库马对此再

次进行了生动的评论：

后工业主义的理论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承认知识导师的重

要性。他们显然不明白，如果他们的理论从工业主义的经典分

析中吸取太多核心的内容，然后再用这理论去解释新型社会秩

序的转型，实在没有说服力。如果经典工业主义的定义作用依

然支配着社会，那么新的元素又怎能组成新的秩序？

(Krishan, 1978, p. 237) 

贝尔对“理性化原则”作用的推崇，进入前人已开创的康庄大道，

每一条道路上都有来自同辈社会科学家的警告信号。在他有关“理

性化原则”的论点中，最著名的簸言是一一所有的工业社会”都是依

靠功能效率原则组织起来的，功能效率原则迫切地需要达到｀少做多

得＇的境界并且选择更｀理性＇的方法行动”(Bell,1973,pp. 75一76) 。

贝尔必然会认可收敛论 (convergence theory) ，但如此论调忽视了不

涉及“理性化原则”的因素，或者说贝尔唯“理性化原则“马首是瞻，无

视政治、文化、历史的差异(Kleinberg, 1973) 。贝尔坚持“所有工业社

会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科技力量无所不同；科技和工程知识的类

型是相同的（或者教育方式是相同的）；职业和专业分类基本是相同

的”(p. 75) ，贝尔主张所有的社会都设定了相同的发展旅程，它们必

然跟随着后工业社会的路径前行 。



信息社会理论

另一个与“理性化原则”相联系的棘手难题就是贝尔如何自圆其

说，他既同意生产力可以从杜会结构（工业社会的”节约“模式）上获

得．从而服务部门继续扩张，又强调服务部门的扩大会产生“社会效

益”和社区意识。虽然，贝尔告诉我们后者将会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决

定性特征，但我们还是会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纯粹的经济生产 。 如果

经济不发展，工业社会如何运作？也就是说后工业社会同时需要经
济发展的支撑，那我们不禁会问一—我们是否还陷在“工业社会”中？

即使有众多的服务业人员，社会的根基是否还是“少做多得“？我们

何时才能超越这个社会潮流？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贝尔预期的”后
工业“变迁的必要条件，依然仰赖千自动化和多产的工业系统的继续

存在和发展，我们绝不能说这是一个后工业社会。

Fo工业服务社会？

笔者怀疑后工业主义理论沿袭了研究工业主义主要特池的社会

学。我也同样对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表示怀疑，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

理由解释为什么专业性工作的增加（伴随着信息活动的增加）表明一

个完全新型的社会的降临 。 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还有更多充分的

论据去驳斥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描述 。

贝尔把服务业的发展看作是后工业社会出现的经典符号，如果

我们认真分析一下贝尔的这个观点就能理解他的谬误了 。 接下来 ，

本文将证明服务业的扩张所象征的意义，正是各种关系的连续体

(continuities) ，其与贝尔所假设的服务业的扩张是现代社会与过去

社会的一种断裂的事实完全背道而驰。笔者通过回顾格舒尼和迈尔

斯(Gershuny &. Miles) 的评述，在最权威的系统解释之后，我们就会

再次明白”后工业社会”的理念破绽纷呈 。

本文再次重述要点一—贝尔引用了一个不可置疑的事实作为

”后工业主义”到来的首要证据——在工业和农业部门衰落的同时，

服务性部门的经济正在扩张。从理论上而言，当服务业持续扩张，其

内部的专业性工作同样也会飞速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给予了支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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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发展的资金，其源泉是工业与农业效率的提升，最后几乎所有的

人都能在服务业找到工作。财富是由工业和农业部门创造的，原则

上，只要人们继续渴望消费他们的财富（这是刺激服务业发展的原

因），服务业的扩张就不会终止。而服务性工作天生注定是要以人为

导向的，它与自动化绝缘。贝尔的结论浸透着历史的见解，他引经据

典说明在 1947 年，超过一半的美国劳动力在“商品生产”部门，而

49％的劳动力在服务性部门；到了 1980 年，”商品生产”部门只剩下

32％的劳动力，而服务性部门则占 68%CBell,1973,p. 132) 。这种趋

势不断被后来的事件所证实，每一个数据不断用服务业劳动力占总

就业人数的比例证明了服务业的增长，到现在服务业职员大概在总

劳动力中超过了 70% 。因此，贝尔利用这些表面上成立的证据预示

新型社会的来临，”后工业主义”便在既定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在此，我们理解贝尔所应用的推理是很重要的。贝尔将职业划

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就是农

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但他又果断地将它们以下述方式联系起来。

他认为服务业是依靠其他两个产业的产出，服务业消耗的资源都是

由工业和制造业生产的。以更通俗的话来说，贝尔假设社会财富生

产部门必须帮补财富消费领域。司空见惯的例子就是学校和医院不

能生产财富，只能消费“我们可以花费得起”的经济，那就是工业所

创造的财富。

在此需要掌握的关键点是贝尔并非简单地将职业分成不同的部

门，且以此作为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象征，他同时运用因果理论去巩固

统计分类，使其互为因果 。 虽然现在此论已鲜有人关注，但在贝尔的

论述中却时时体现出这样的假设－第一和第二产业生产力的提高

是＂驱动社会变化的动力 ”(Browning and Singelmann, 1978, p. 485), 

社会将迈向以服务业为 主导的”后工业”时代。十分不幸的是，对于

贝尔的假设来说，谬误重重 。

首先，笔者认为比较次要的间题是关千贝尔的＂阶段”发展论。

从前工业到工业，最后到后工业主义，财富一开始主要聚集在制造业

上，伴随财富增长到合适的程度，大部分的财富就会移向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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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观点上说，这个变化实在唐突。“第三产业泛化“(over-tertia­

risation) 的第三世界国家被视为经济体制不协调的典型，但这也说明

了在工业基础上建立服务业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对贝尔的观点更有

效的回击在千并没有证据说明发达社会的前进过程一定是把大部分

的工业生产职位转向服务业，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并非从工业转

移到服务业，而是从农业转向服务业(from agriculture to services) 。

此外，即使是在英国，历史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从 1840 年到 1980

年期间，制造业工人占总体劳动力比例相当稳定，基本保持在 45%~

50％之间，而伴随制造业的崩溃，就算加上妇女劳动力，工业人口也

锐减至不足总体的三分之一，这归因千经济的衰退和 20 世纪 80 年

代的政府政策。

根据以上资料显示，社会从一个产业进化到下一个产业的说法

有待商榷。除了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产业工人并没有占据总劳动

力的大多数，但即使是在英国，也很难证明就业转型的井然有序，即

是从一个产业相继转移到下一个产业。完全可以说，后工业社会理

论就是＂蛙跳“<leapfrog)诠释，能说明从农业直接转移到服务业的

普通就业实践类型。这种情况犹如农业和工业的先进生产力所向披

靡，导致自动化程度的飞速发展，仅在一个世纪之间，社会便从前工

业时代跳跃(jump)到后工业时代。有鉴于此，我们仍然质疑贝尔”从

商品到服务”的主题，而认同他提出的另一理念——服务业的发展所

需的财富由其他两个部门共同创造。

对贝尔理论的第二个批判要害在千他坚持农业和工业所创造的

财富是服务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这个观点遭遇攻击的原因首先在于

“服务业”是统计学家在经济领域统计工作分类中的剩余部分，统计

学家把那些既不属千第一产业的职业门类，也不属于第二产业任何

部门的职业类型，统统纳入服务业 ，那么服务业就成为“产业中 的破

旧袋子，但凡房地产、按摩院、交通、计算机室、公众管理和公众娱乐

等之流的部门都可以纳入囊中“(Jones ,1980,P.1 47 ) 。这里所强调

的正是服务产业的无所不包及其作为其他产业的剩余部门的“属

性＂，那么，仅仅因为便千统计而将第三产业与其他两类产业区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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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就误入歧途。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 (social construction) ，”服务

业”作为单独的一个产业部门类别，既分离于制造业和农业，却又仰

赖这两个部门创造的成果，所以这误导了贝尔，使他从表面看来似乎

振振有词，服务业的扩张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力提高为基

础，然而，只有从概念的范畴来说，服务业才能被视为独立于其他产

业部门，且同时又依靠农业、制造业而存在。

乔纳森·格舒尼和伊恩·迈尔斯 (Jonathan Gershuny & Ian 

Miles) 的实证研究为我们贡献了“服务”的更深一层含义，以此检视

贝尔的破绽就很清楚问题的根由了。两相对比可知，丹尼尔·贝尔

论述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定义是错误的，服务部门是

与工业相对的，只要完成“从商品到服务”的转型，后工业社会就来临

了，但是贝尔并没有清晰地定义服务业由何构成？其内涵是什么？

如果与商品的本质作比较，服务业的定义就一目了然：商

品是物质，恒久存在，由使用机器的工人制造，商品用于销售，得

到商品的人可以按意愿使用商品。相比之下，股务是非物质和

暂时的，由人制造而且由人享用。

(Gershuny,1978,p. 56) 

贝尔认为整个后工业社会处于一个社会发展的特别阶段，为了

把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他把服务行业作为商品生产的对

立面看待，因为服务业提供的是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游戏”,

是信息的和无形的），而在工业社会中，工人都从事商品制造。 贝尔

理论的主题意在指出一当社会上有足够的财富投资非物质服务业

时，社会就离开了工业主义，而新增的服务性工作吸纳大部分的就业

人员，但是它不生产商品，而是消费其他部门创造的资源。

当有人检查服务性工作的实质（也就是，服务业其实只是一种职

业形式，而不是一种社会部门分类）和第三产业与其他工业部门之间

的真实关系时，这种有关社会和社会变化的模型的假设就会变得发

炭可危。如果我们仔细地检查一下服务性工作的定义 生产非物

质和短暂产品的职业 (Gershuny and Mile,1983,p. 47汃我们就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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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职业并不仅仅局限在服务业。虽然工作性质有一点不同，但

银行或者发电厂的会计工作就可同时归属于服务业和制造业。 类似

的，在大学或者建筑工地工作的木匠也可以同时被分到两大类中。

这也就意味着，产业的分类标准并没有明确说明劳动者的工作类型，

服务部门中会有许多商品生产者，而在第一和第二产业中也会有许

多非生产者。实际上，根据格舒尼和迈尔斯的统计，在扩张的服务性

工作中，有超过一半的服务工作机会的剧增是源自于“第三产业部门

内部交换＂的成果．而不是部门与部门之间就业机会的转向。

例如，当一个制造厂商扩招白领职员时，扩招有可能发生在市场

部、培训部或者人事部，公司接纳更多的服务性人才，以便公司业务

卓有成效，比如是为了改进销售方式、对工人进行训练使其工作更有

效率，又或者是为了公司更谨慎地选择职员 C 这里增加每个特定部

门的劳动力分工．也就推动了服务性工作的增加。然而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例子令贝尔对服务业的阐述相形见细，他认为服务业是寄生

在工业基础上的一种产业．实在太离谱了。如果我们知道在不同的

产业中有类似的职业（各种行业的经理、书记员和律师等等），我们肯

定不会说在该产业中，这些职业是具有牛产性质的，而在另外的 ．上些

产业，它们是消费其他产业生产的资源。人们会对产业分离的价值

产生质疑，因为以产业作为区分标准·就说有的部门完全是生产性质

的，而另外的部门则完全只是消费，那么区分的价值又该如何衡

量呢？

上述解释让人们开始质疑把社会分解为不同产业部门是否合

适？当我们深入仔细地考量服务产业本身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实质

性的反对意见。人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服务性工作不是在消费工业

创造的财富，而是协助工业生产财富 。 格舒尼主张“服务性工作的增

加……主要是劳动力分工作用的表现“(Ger、huny,1978,p.92) ，他让

人注意到“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间的系统性关联”的根由 (Kumar,

1978,p.204) 。如此一来，我们就洞察到贝尔严格地区分不同产业部

门的荒谬之处了。

例如，勃朗宁和辛格曼把银行和保险业看作是“服务业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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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反映了劳动力分工的增加 “(Browning and Singelmann, 

1978, p. 30) 。只有在理论上故意熟视无睹的人，才会觉得服务业远

离生产活动。格舒尼以下这一段论述，颠覆了过去所有认为服务业

来源于“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理论：

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家需要知道。第三产业虽然不直

接生产原料商品，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大部分的笫三产业

都是与生产过程紧密联系的。比如，工业分配和流通的部门虽

然不生产任何原料，但是它是产品制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如果产品不能被销售，那么它们就不会被生产。类似的，金

融和保险的主要部门推进了生产和购买商品……虽然在 1971

年，几乎一半的劳工人口都受雇于第三产业，但其中有少于四分

之一的部门 (23. 1% ）在提供最后的消费服务。

(Gershuny,1977,pp.109-110) 

即使是教育部门，在其创建初期，也是一个完全脱离生产且不断

消耗资源的服务业原型，但是为了满足社会对系统化训练劳动力的

广泛需求，学校也开始从事研究活动以保证生产力的提高和管理人

员的有效供应，并为企业生产足够的工程师和语言学家。

再直白而言，将社会分成财富创造和财富消费两个部分，或者如

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中，明确将社会分为商品生产和服务产业

的做法堪称＂冒失且过度简化”(Perkin,1989,p. 501) 。贝尔的路径

满足了一般人的常规思考，但是哈罗德·柏金 (Harold Perkin) 作为

一名历史学家，他对此观点及其关联的对立面都进行了尖锐批判：

许多企业管理人员认为，私人部门生产财富，却供给公共部

门挥霍，这种观念谬以千里。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公共部门生产

并维持教育和医疗服务，更重要的是公共部门生产私人部门所

依赖的技术，此论在理。在当下复杂和相互依赖的社会中，上述

相互攻击的言论，幼稚荒谬，而且于事无补，不就是锅笑壶黑嘛。

(Perkin, 1989, p.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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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和制造业

这样看来，即使不是在职业分类范畴中，服务业也不能独立千其

他工作活动，贝尔的分类欠妥当。如果我们深入地阅读格舒尼和迈

尔斯的著作，就会豁然开朗，真相大白，对贝尔把服务业单独分类的

路径错在何处也就一目了然了 。 在他们撰写的《新服务经济》(The

New Service Economy, 1983) 一书中，格舒尼和迈尔斯一开始便运

用恩格尔的理论去分析问题，这提醒我们，丹尼尔·贝尔是利用事后

回溯的逻辑(ex post facto)去解释服务性工作就业人数的扩张。

在此，我简要重申一次－贝尔的研究从现今社会服务性工作

不断增加的事实入手，然后根据恩格尔的规则作出推论一服务业

的扩张源自千个人财富的积聚，个人的额外收入会开支于服务业。

贝尔认为，因为现在有更多的服务人员，所以人们一定在服务业上花

了更多的钱。一开始，此论似乎令人信服，但它是错误的，原因在于

贝尔对服务业实际干什么 (service workers actually do)这个问题的

思考不靠谱。我们已经明白 ，为了使商品生产变得更有效率，大量的

服务性工作是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分化所致，而与贝尔关千服务业扩

张的结论是两回事 。

贝尔理论的另一个主要错误就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人们只要购

买商品就能满足他们对服务的需求，而不是雇用服务人员为他们服

务 。 格舒尼和迈尔斯谈到这个主张时，他们反向思考恩格尔定理

(Engel's theorem) ，他们想知道情况是不是真的会那样一一财富的

增加并不会增加个性化服务的消费 。 因为相比较贵的雇用服务人员

消费，便宜的服务性产品似乎更实用，人们会通过购买商品满足自己

对服务的需求，而不是通过雇用服务人员。毋庸讳言，按照恩格尔定

理来说，当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人们希望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人工

太贵，人们并没有准备好支付那昂贵的雇用服务人员费用，当他们看

到商场上有合适的服务性产品时 ，他们便会选择购买和使用服务性

产品来满足他们对服务的需求 。 比如，人们想要用更便捷的方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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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房子，但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请清洁工，千是真空吸尘器取而代之，

这是人们消费得起的商品服务；或者，他们想要不时地装饰他们的房

子，但因为他们不想付钱雇用油漆工，他们会买一套自助设备来自己

动手完成装修。

格舒尼和迈尔斯同意恩格尔定理仍然具有诠释效果，人们确实

需要服务，但是与买一台机器的价格相比，雇用服务人员的昂贵价

格，令消费者望而却步，雇用人工的服务显然没有吸引力。于是消费

者需要商品形式的服务，这类需求“产生了改革服务供应的动力”
(Gershuny and Miles, 1983, p. 42) ，同时也意味着服务业的需求影响

了制造业本身 (impact on manufacture itself) 。人们对服务的需求经

由商品满足而不是通过雇用服务人员满足，比如摩托车工业和消费

性电子产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这种趋势的发展 。 格舒尼提出，根据过

去印象深刻的经验资料，服务性产品的增加意味着“自己服务自己的

经济”(self-service economy) 的扩张，这与贝尔的”后工业服务社会”

理论几乎背道而驰 (Gershuny, 1978, p. 81) ，此种趋势正渗透到服务

业和服务性就业两个领域。格舒尼说：

仔细地研究工作和消费两个模式的转变……揭示出逐渐呈

现的不是“服务业经济”，而是与此相反。根据……（贝尔的）教

条，我们希望发现服务消费正在可观地增长，可实际上，我们发

现服务消费占总体消费的比例在明显下降。比起购买服务，普

通家庭似乎更喜欢购买耐用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可以让最后

的消费者为自己生产服务 。

（格舒尼， 1978, p. 8) 

此外，服务性产品”是工业结构全面改革的重要基础来源”(Ger­

shuny and Milcs,1983, p.121) 。“服务性产品已经工业化”的观点颇

具穿透力，就是本书所说的“消费至上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

ism) 。按照“消费至上资本主义＂的逻辑，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

过程都紧密关联 。 格舒尼和迈尔斯不断批判丹尼尔·贝尔在理论和

方法论上的假设 ， 他们认为贝尔把社会分隔成各自独立的领域，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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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严重的误导。历史记录显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期

间，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得力千社会和技术革新的成果，这些改革是

为了满足人们对服务业中交通运输、家政服务和娱乐等领域的需求

而兴起“(p. 121) 。换旬话说，二战后的社会并非由“工业”部门创造

的财富（或商品）补偿人们雇用服务人员的花费，当时社会上主要的

产业活动都是制造服务性产品，从而满足消费者明显存在的需求，服

务性产品替代了雇用服务人员的消费。贝尔的理论阐述一开始并没

有考虑这个因素，他一直坚待社会领域各自独立的立场，以至于南辕

北辙了。

格舒尼的合理批评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反对，而且是全盘否定

贝尔有关后工业社会的观念，我们毫无保留地拒斥贝尔所有反整体

论的理论（社会并不是完全不相关联，而是内在地相互关联）以及他

把社会变化视为向着“服务经济”进化的想法。他对后工业社会的解

释是错误的，他对“人皆有所养“社会的阐述缺乏说服力，而他对社会

独立产业的坚持（社会各产业间靠因果关系联系着，服务业必须建立

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更是漏洞百出。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观点~随着服务性工作的增加，社会上

会有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作，甚至更多的专业性职业，尽管这些情况都

属实，但贝尔强调的理由并不能宣告”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相反，该

趋势都清楚地说明了已建立的社会—经济系统是相互依赖且连续统

一的。而且，此一转变确实导致了信息和信息活动的增加，就此而直

接宣称“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那就离谱了。

且容笔者最后再赘言几句。我们可以肯定当代社会比以前的任

何一个社会都拥有更多的信息工作，这就是笔者的论述起点。但我

们已经明白，贝尔把信息工作的增加降级为扩张的服务业就业的增

加，所以扞击贝尔的观点易如反掌。现实社会的经济是整合的，许多

服务性职业是为了帮助产业运作而发展，而不是单纯消费商业生产

部门的资源。该情况也说明了在当下情境中，信息和信息工作的意

义何在。

在一般的商业事务中，信息活动备受重视。一些评论家认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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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经济（不仅是农业和制造业，还包括所有对国民生产总值作出贡

献的企业）特别需要信息，比起贝尔所强调的消费者服务业都更紧迫

地需要信息。也就是说，服务业的生产者 (producer services) （比如

银行、广告公司、研究与发展部门、网上数据服务、电脑软件供应和管

理顾问等信息活动）实际上是现在经济活动的轴心。服务业的生产

者（如格舒尼证明的，为了援助更广泛的经济部门）在近几十年会促

进信息集中性的提高。政治经济学家比尔·麦乐迪也是这样想的，

他写到：

许多信息商品和服务运用到产业中，而不是作为产业的消

费者……我们需要……认识到信息……在现代经济中，几乎是

所有生产活动的基础。信息角色的变化重组了产业结构和创造

了全球信息经济。

(Melody,1991.p. 2) 

随着本书的层层递进，我们会遇到志同道合者，他们也反对贝尔

”后工业服务业经济的社会“图景]不过，他们都同意信息和信息活动

在 20 世纪后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战略

地位 。

理论知识

前文已述贝尔”后工业“模式的根基不牢实 。 同样地，他把“后工

业“社会等同于“信息“社会的论点难以立足：虽然他的主张很专业．

但白领和服务性工作并不能象征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他所提出的论

断 ，”后工业 主义”是信息时代的典范写照，也是不堪一击。最重要

的，与先前的社会相比，似乎并没有显示现在社会与之前社会的断

裂，而且实际的情况刚好相反．。正如克里夏·库马所评述的，”后工

业理论家所挑选的趋势，事实卜自 工业主义最初诞生时就已显现．该

趋势不过是当时那些倾向的推断、强化和澄清“(Kumar, 1978, p. 

322) 。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反对把后丁一业主义的理念作为对现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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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正确理解。不过，贝尔的理论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

实，信息工作在发达社会里大量增加，但这并不足以塑造一个新的社

会类型。就像我们不能断言服务性工作的扩张，就证明了新型社会

的来临一样，信息量的增加并不能够代表一个新的社会。

然而，虽然我们不能接受贝尔的断然设想一仅仅只是信息自

身的增加就创造了新的社会类型，但我们不妨关注他观点中其他有

关信息的讨论。贝尔在阐述后工业社会的时候，不仅看到服务部门

从业人员的扩张导致了信息的剧增，而且还敏锐捕捉到后工业社会

中信息性质上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贝尔所说的社会轴心原则

的“理论知识”。现在，随着专业性工作的增加，人们无疑会使用更多

的“理论知识＂，在此讨论的“理论知识”不是量化能够随便衡量的现

象（律师、科学家等的数量容易计算）。“理论知识”既是后工业社会

的特征，也是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标志，而且对后工业

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 虽然在原则上， ”理论知识”在后工业社会

的中心地位至少会对工作内容或者工作性质进行改革，但是我们还

是不完全清楚这些想象是否会与贝尔其他有关后工业社会的描述

（比如职业的变革、产业部门的转换等等）吻合。

不过 ，“理论知识“确实对生活的各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贝尔

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现代社会的彻底创新就在于理论知识经典化，

无论是在经济生产还是服务领域都有核心作用“CBell,1989,p.169) 。

根据这种特征，贝尔描述到：

后工业社会就像知识社会一样，（因为）革新日益来源于研

究和发展（并更直接， 因为理论知识的核心作用，直接导致科学

和技术产生新的联系 ） 。

（贝尔， 1 973 , p. 212) 

通过“后工业社会”与 “工业社会”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充分理

解“理论知识” 。 在过去 ， 革新完全 由“天赋优异的科学业余爱好者”

引发．科学爱好者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根据经验而研究，不

断经由试验发现错误后 ， 继续尝试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 比如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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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想，乔治·斯蒂芬逊(George Stephenson)制造了火车头：当时，他

正面对着一个实践的难题：如何才能把煤从路途方便但却远离河流

的煤矿中运出，为了回应这个问题，他发明了以蒸气为动力并能在轨

道上行驶的火车。斯蒂芬逊虽然完成了此发明，但他并没有受过任

何高等教育和学习过蒸汽机和牵引力的科学知识。或者，我们再看

看詹姆斯·瓦特 (James Watt) 的蒸汽机，瓦特发明蒸汽机源于他想

尝试改进托马斯·纽科门 (Thomas N ewcomen) 的早期蒸汽机模型。

而在 20 世纪早期，天才的思想家亨利·福特 (Henry Ford) 虽然没

有接受过任何有关工程学的正规学校教育，但他凭借着永不满足的

好奇心和灵巧的实践天赋成为汽车生产的先驱者。

相比之下，后工业社会以“超越经验主义的理论先行和符号的抽

象系统……理论知识可以阐明各种不同领域的实践“CBell,1973,p.

20) 。这意味着现代的改革是以已知的理论原则为前提而推进。比

如，电脑科学吸收了阿兰·图灵 (Alan Turing) 的论文《论可计算数 》

("On Computable Numbers”) 中的精髓，这篇开创性的论文是以二

元制数学、整合线路的最小化原则为研究起点的，它让“微型电子电

路改革”得以建立在已知的物理原则基础上。此外，人类基因组合系

统化所衍生的基因工程潜隐着令人敬畏的影响力，它的发展一直推

动着人类基因组合计划前进。正如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的生

产”在根本上依靠着理论工作“<Bell, 1973, p. 23) 。

现代社会的理论知识优先，不仅在技术革新领域，甚至出现在社

会和经济事务中。例如，政府制定政策时都要以经济学的理论模型

为前提。理论知识的形态多样，比如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供应经

济学政策等等。政府官员每日应对紧急事件时的决策都依赖着每个

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支持。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理论

在政治事务上的作用。在创造教育机会和药物供应的环节中，专家

都会以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人口统计学的趋势等理论模型

为决策的基础。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英国常规的政策，比如 21 世纪

中期的养老金供应政策必须考虑年龄结构、国民寿命、就业率和国民

迁移类型等模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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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不妨看看当代针对环境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我们很

快会明白，当代社会的政策并不仅仅是针对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

题（比如海底石油的溢出或沙漠化）；当然，政府还会考虑到这些情况

的可能性，但他们的建议更多是基千生态系统可承受能力的理论模

型来考虑。因此，通常由人口增长、鱼类资源、臭氧层的情况等理论

方案引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讨论。政府只能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考

虑实际的政策，比如在英国，针对本国炎热而干旱的夏季的应对政笱

必须考虑到全球变暖的背景理论模型，同时考虑到全球变暖的延续

可能性和影响。当然，这些模型现在说来还是不成熟和不精确的。

不过，我们要明自，严格说来，理论知识确实并不完美无瑕，但它在我

们生活中却至关重要。以上运用的理论知识常常是不准确的，但这

并不会破坏它成为我们行动的前提条件。原因在于我们的行动是对

现实问题的回应（比如，技术问题和社会障碍 ）， 而现代生活则是基千

抽象的、概括的行为理论而得到组织。

贝尔认为该变化意义重大。可能最重要的是理论优先于所有领

域，赋予了后工业社会规划能力，因此后工业社会比先前社会，就更

能控制未来 。 这种能力与专业人士组织和管理生活的倾向一致。此

外，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理论变得更全面了 。 计算机理论不仅可以

管理”组织复杂的事物”，而且通过编程，还可以创造“智能科技”

<Bell,1973,p. 29) 。“智能科技“整合了知识（规则、程序等等），并反

过来以理论知识为基础推动革新。

不容置疑，理论知识是一个醒目的理念，从表面上看来，它定义

了一个依靠生产和使用信息／知识为核心的新型社会。在以前，社会

的发展主要为满足实践需求 。 如果理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起点，那

么它的确可以宣告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到来。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

并不只是更多的自领工作者，或者更多位元的信息正在被生产，我们

讨论的是社会生活的新基本原则 。

尽管如此，贝尔论题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准确地定义理论知

识，由此导致学者对贝尔的质疑(Kumar, 1978, pp. 219—230) 。 理论

造就了抽象而概括的标准、法律和程序 ，可以认可的是那些先进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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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就会被系统化地载入典籍，这些经典书籍为其

他的从业者所学习，然后他们再把吸收了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

人们认为，此原则是研究和发展计划中的核心，它一直处在改革最前

沿。而社会上也有许多证据证明，该原则在如建筑学、工程学、食物

处理甚至服装设计等专业性工作中色彩纷呈。

然而，有人会拓展理论知识的理念，使它包含更丰富的内涵一

所有可以证明社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事实。比如，为了说明知识在

当代社会的优先性，有人会把许多白领雇员在法律、社会服务和会计

学上接受过的训练也视为理论知识。我们确实可以说，在高等教育

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传播理论知识。毕竟，这是一个普遍的重

复过程，至少英国如此。在英国，大众高等教育（适学年龄的人群中

大约有 30％的人进入大学）需要训练大量合格人才，使他们能在“知

识社会”成功运转。这些被传播的知识无疑是系统化、抽象化和概括

化的实际应用，不过其中也有大量理论知识是来源于对科学的解释，

比如化学和物理。

尼科·斯特尔 (Nico Stehr, 1994) 就当下我们生活千“知识社

会”来扩展理论定义，他论述了知识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构成。实

际上，无论是设计新技术，还是生产日常人工制品，包括我们一切的

所作所为，理论知识都十分重要。当我们利用渊博的知识去更好地

理解自己的定位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有意义。

在此，理论知识的理念成倍扩展，这有助千我们理解斯特尔仿效

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本书的第八章会更深人地讨论吉登斯）

而提出的观点。斯特尔指出知识的发展有三种形态：有意义的

(meaningful) （知识的启迪目标，为了更好地被理解）、生产性的 (pro­

ductive) （应用千工业的知识）和行动性的 (action) （在此，知识要紧密

地与生产联系，比如生产智能设备；知识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的 H 常活

动表现）。这里所阐述的最后一个知识形态，与吉登斯所强调的”后

现代“存在的强烈自反性 (intensified reflexivity) 相类似。吉登斯想

强调的是，现代性其实是人们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后，受到社会共同

体限制的状态。在过去，因为＂命运“人们不得不做他从前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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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个人和全体都可以为自身做决定，集

体的命运掌握在“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 中。

也就是说，社会日渐摆脱了过去固定不变的界限，变得更易适应，同
时也承认了人类的决定效果。这种趋势的发展需要提高个人和集体

对社会的反思，或者说是自反性，但这并没有被理解为某些迈向自我

沉溺的倾向，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开放性地对待各种不同领域的思想、

信息和理论，这些因素之间互相检验、合并交织为语境，根据这一语

境，人们才能作决定 。

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后传统”(Giddens, 1994) 社会是个关键概

念，其“后传统“社会的特征体现为行动者和制度依靠信息／知识所表

现出的强烈自反性。当然，其中有部分自反性是地方性的且特别的

（如对个人生平的反思、公司对销售和库存记录的审查），但大部分是

抽象的。它们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电子媒体和学校组织传输到大

众。于是，吉登斯认为我们正栖息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世界，自反

性比起以前的社会更为显著 。 如果有人接受了吉登斯以上的观点，

那么他就会更为重视信息和知识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因为个人和组

织在社会上的选择性依赖于具体而丰富的信息。如果有人同意吉登

斯的观点，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具有强烈自反性的时代，并且相信这种

自反性是以我们塑造自身和社会的材料为基础的，那么他就会需要

一个复杂而深奥的信息环境。吉登斯所说的理论知识可能与丹尼

尔·贝尔所假设的并不一样，但它们都是抽象而系统的，它们都包括

在同样一个广义的范畴中。

然而，我们还是有理由犹豫是否该用理论知识来描述新的信息

社会。至少，安东尼·吉登斯本人也不愿这样做。虽然他强调“拥有

强烈自反性的世界就是一个聪明人的世界”(Giddens, 1994, p. 7) ，但

他只是把这视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今天的生活肯定是信息更密集的

世界，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此外，吉登斯对理论知识的新颖性还存在疑问。在 1981 年，他

观察到“社会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并没有出现特别的创新点……实

际上……技术的合理性……是工业主义与先前其他社会秩序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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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素”(1981, p. 262) 。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作为

新型社会标志的理论知识其实早已普遍流行。

吉登斯的反对意见提出了关键的问题 评论家所说的理论知

识到底意味着什么？上面的引文清楚地表明，吉登斯认为经典社会

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理性化的概念可以应用到理论知识的定义

中，韦伯的理性化强调了有目的（直接目的）的行动（最明显地出现在

行政系统结构的发展中），同时也涉及抽象和系统的原理、典籍和标

准（行政组织的整体）以及行动者对抽象知识的需求（系统应该怎样

运作）。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知识只不过是有关行政机构运作的经典

规则和程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问一到底理论知识中有

什么新的元素？因此，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对知识的强调，本质上不过

是延伸和积累了工业主义的优势，那么，我们不禁又要质疑一—后工

业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新颖性？

这让我们对“理论知识”的准确性产生更大的质疑。如果”理论

知识优先”是指那些在课本上经典化的巳知科学原理（水的沸点、物

体的传导性等），也可以认同。然而，如果理论知识包括了假设的模

型，比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关系贫穷和生活机遇的关系、或者社会

阶级和教育机会的关系，这又另当别论了。可能理论知识与物理规

律的区别只在于程度的高低，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如果

理论知识被视为现代生活专业系统的主要因素，它能操纵水力和污

水系统、空中交通管治和电话网络等各类服务业的运行，同时它也组

建了以确定原理（如毒性、安全极限等等）为基础的活动监控系统，这

样的理论知识又是另一种定义路径了。又或者，理论知识被理解为

一种趋势，个人和机构倾向千在他们改造未来的行为之上表现出更

多的自反性，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后，如果理论知识是由教育证明

（一个普通的策略）特许的，那么这又涉及了不同的意义，又是一个完

全不同的定义。虽然理论的优先性是当前历史的标志性特征，但不

准确的理论知识定义，不禁让人质疑它是否能作为辨析信息社会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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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儿年前，丹尼尔·贝尔开始用“信息社会”的概念代替”后工业主

义”。但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分析术语并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实际

上，无论他的意图何在，“信息社会雷同“千”后工业主义”。然而，我

们在这一章的阐述中明白，他的分析并不能成立 。

毋庸置疑，信息和知识（包括所有伴随着“信息爆炸”出现的科技

系统）都在数量上扩张了，我们也欣然地承认，信息和知识已经成为

当代社会管理日常生活的核心力扯。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发现任何

可信的证据或论点，能够证明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后工业主义“社会

已经来临。进一步说，对“后工业社会”的批判是有效的，我们就是要

反对所有同意信息处于支配地位，即代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言论。

丹尼尔·贝尔将社会分成几个各自独立的领域，接着将经济分

成几个独立的产业，以支持后工业模型的整体结构。但这些后工业

社会理论的根本原理都无法经受深入的验证 。 伴随着服务业、白领

工作甚至专业性工作的扩张，大量的操作、处理和储存的信息出现，

但我们没有理由把它们的扩展看作是因为“商品生产”部门创造了

更多财富，使另一部门有条件消费，才造成服务业的扩张。相反地，

服务业的扩张支撑着现存的内部互动的经济结构（以及政治和文化

关系）。”后工业“社会并没有创新点：服务业及其相关部门的发展

强调了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 。

因为同样的理由，信息社会的热衷者一开始就根究的问题一

信息和信息工作者的扩张，并不能代表新的社会系统的来临 。 克里

夏·库马开门见山地说： ＂人们对信息科技的重要性，甚至是信息革

命的承认是一回事；而要人们承认新的工业革命、新的社会类型甚至

新的时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p. 52) 。

贝尔所强调的“理论知识＂，如果没有在实质意义上，但至少在分

析上与上述所提及的数量变化是紧密结合的，比起后工业社会的主

题一”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理论知识”有更大的吸引力 。 理论知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77 

识的作用在性质上起了变化，它对计划和控制社会事务产生着深刻

的影响；对于社会变化感兴趣的人，信息／知识在当代社会的意义，颇

具吸引力。虽然在贝尔的著作中，有关理论知识的论述并不尽善尽

美，在书中的重要性也次千他所强调的职业变化，但是在表面上看

来，有关理论知识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贝尔的著作中，理论

知识不但过于模糊，难以直接应用，而且它的新颖性和重要性也受到

了质疑。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理论知识作为证明我们生活在“信

息社会”的最有趣和最可信的证据，一点也不离谱。这也是为什么笔

者会在本书的后面几章继续谈到理论知识。

我们确实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一信息和信息活动形成了日常组

织和大量工作的基础部分。信息的规模和范围正在急剧扩大，面对

冲击，社会学家渴望分析和解释信息的发展。本章的旨意就是确认

贝尔的”后工业”并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现象，他希望把“后工业主

义“强加给“信息社会”的宏大抱负，可以说是壮志难酬。如果我们想

要理解现代信息的意义，则必须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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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一—我们生活在一个喧嚣的时代。固

然，每代人都以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H 新月异，所以当有人宣称人类

正进人“第二个工业革命”时，不同意见的质疑论调也就应运而生且

派上用场。我们的时代确实发生着一些特别的变化，不过，也有一些

望重士林且不带偏见的学者注意到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凡的时代。历

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1994) 认为，从 1975 年

开始到现在的几十年象征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快速的根本（变化）”

(p. 8) 。 许多人都承认，社会既有关系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

且变化的步伐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快速。

以职业为例：不久以前的英国工业区，比如南威尔士和东北部，

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年青一代都能安心地（即使不热衷千此）跟随他们

的父辈进入煤矿、造船厂和钢铁工厂工作 。 上述工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期间已经开始萎缩，到了 80 年代便退出历史舞台了。

而在这些地区的新职业既有国家创建的“政府机构＂，也有旅游、休闲

和个人护理等领域。众所周知，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确实，像煤

矿工人之类的职业曾经标志着英国的经典认同（在一个世纪以前占

据了全部劳动力的 5 %），而现在就像斯毕塔菲尔德 (Spi talfields) 的

丝纺工人一样，没有与时俱进，和当下时代格格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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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陆在过去 25 年间一直间断地发生着严重的政治骚乱，冲

突通常在伦敦、利物浦、伯明翰、布拉德福和布里斯托尔等中心城市

爆发，然后扩散至周边地区，甚至发展到郊区的海威考姆勃。我们不

知道此种骚乱什么时候会再次发生，但它们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

间和某个地点翩然而至。在遥远的巴黎 (2005 年底，巴黎的暴乱一

直待续了几星期）和洛杉矶(1990 年代一直断断续续地爆发骚乱，造

成了重大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也发生过类似的骚乱。我们的私人

关系也正经历着不那么激烈，但却让人忐忑不安的变化，这一切都集
中反映在家庭模式的转换（社会学家喜欢把它称为“家庭的选择＇＼包

含男女同性恋关系、同居和再婚关系的家庭）以及父母的焦虑上，他

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以身作则、风范后代（离异家庭的子女也日渐

普遍）。道德的护卫者会大声疾呼“回归基本的家庭伦理”，而政治家

则坚持“尊重＂，但城市的非法行为巳一发不可收，如果认为儿童仅仅

是被“喂养“长大，我们的婚姻也不大可能回到“至死不渝“ C till death 

us do part) 的境界。

我们很快就会清楚所有的混乱，归因千这个时代铺天盖地的大

众媒介，前所未有，信息唾手可得 。 每天足不出户 ，打开电视，我们就

能了解政治的不稳定、经济的困难和令人烦扰的社会问题 。 每个家

庭不仅能收看电视，而且还能从广播、报纸、杂志和免费广告上获取

资讯。毋庸惊讶，人人皆知现实的瞬息万变。的确，这些变化必然会

引发激烈的论争，但变化本身的范围之广和速度之快简直不容置疑 。

人们已经十分洞悉这些变化了．因为媒介总是提醒我们一剧

变的核心特征是信息和科技，它们操纵着变化。由千收集和传递信

息的新方式的出现，大众媒体自身也在根本上婿变一在过去，轻型

摄影机的发明使媒体能够到达过去无法深入的地区拍摄；而现在，全

球卫星系统在几分钟内就能接收儿千英里之外的图像。全世界都能

同时见证柏林墙的倒塌、关注南斯拉夫在 1992 年到 1996 年间的分

裂，以及 2001 年 9 月，双子星楼被恐怖分子所驾驶的民航飞机所撞

倒。社会的符号环境包括书本、小册子、广播、电视、录像、网络等各

方面，其迅猛扩张意味着有关两性关系、人们的欲求和困难（对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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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所应持有的态度和行为）等议题的信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们的

意识，且会受到比以前更多的关注。

但在当前的变化中，重中之重是增加受众接收的信息。例如，今

夭许多“信息饱和＂的新职业，它们不再需要体力工作者，而是需要拥

有演讲、写作和领导能力的人才。举一个贴切的例子，过去的煤矿工

人，现在只能在比米什和达拉谟镇等地区的工业博物馆向旅客介绍

煤矿的改造。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信息传播科技乃构成

混乱的必要元素一—工厂应用的电脑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增加职位，

同时未来的许多工作都需要熟练操作电脑。而且，计算机化加速了

现代社会的演变，劳动力也要随之作出适应性的更新。更进一步地

说，无线电通讯在全球的延伸，不仅意味着人们足不出户，坐在电话、

网吧和电脑前，要联系朋友和世界各地的关系真是易如反掌，同时也

说明了经济和政治战略的构建必须敏锐地考量全球性因素。

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信息和信息科技与此巨变相联系，但

大家都会承认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近几十年它的速度不断加快，而信息是该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

此外，变化并不仅仅只是一连串的事件和紧急状态。过去也常

发生比现在更激烈复杂的动乱，例如，在 1939—1945 年发生的剧变，

令现在的所有动乱都变得黯然失色。因此，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

在千变化不仅使我们遭遇各种各样的紧急事态，而且已经成为我们

日常生活的常规挑战。二战后，为了改善战乱生活，国家竭力拨乱反

正、励精图治，创造为大众所熟悉的生活世界，工厂可以重新营运，人

们重操旧业，恢复往昔的生活习惯。从过去稳定工作（或职业）的废

除到各行各业的重建，从对国民身份的信任到对健康和安全的警惕，

在当今社会的各领域，飞速而广阔的变化对我们提出了全面的挑战。

不计其数的人试图去理解这些变化的主要形式，本论著涉猎到

一部分，而剩下的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章节继续讨论 。 某些学者认为，

我们正处千工业社会 (industrial) 到后工业社会 (post-industrial) 的

转型之中，根据丹尼尔·贝尔和其他学者的意见，社会正从制造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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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到服务业；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则指出，社会是从

现代 (modern) 转型到后现代世界 (postmodern world) ；对于斯科

特·拉什(Scott Lash) 和约翰·厄尔里 (John Urry, 1987) 来说，社会

是从组织化 (organised) 资本主义到无组织的 (disorganised) 资本主

义；可是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1992) 却认为这些变化

揭示了“历史的终结＂，在失败的集体主义 (collectivist) 试验面前，市

场经济(market economy)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每个学者都试图用不

同的侧重点解释完全相同的现象，因此他们对变化的意义的阐释就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本章将集中讨论两个互相关联的思想阵营，就分析理由而言，颇

为在理。一方提出理解当代发展的模式是福特主义 (Fordist) 到后福

特主义(post-Fordist ，或者新福特主义 neo-Fordist) 的转型；而另一

方则认为，我们正远离批量生产 (mass production) 的时代而步入弹

性专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宰制的社会。在笔者看来，上述路

径是对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思考中最系统化和影响最深远的

理解方式之一。

上述两个学派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以自己的分析框架洞

察这些评论家之间的分歧所在。在讨论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

主张时，本章集中论述发源于调节学派的理论思想。调节学派理论

的主要创始人有经济学家阿兰·利比茨(Alain Lipietz, 1987) 、米歇

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 1998) 、罗贝尔·博耶 (Robert Bo­

yer,1990) ，此外还会加上几个独立分析的学者，特别是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1989b八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尔里，他们就变化

的主要观点与调节学派存在着不少共识。当谈到弹性专业主义理论

时，笔者会集中讨论在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标志性著作－一－迈克

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 (Charles Sabel) 的《第

二次工业革命》(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1984) 

仅就本章的篇幅难以全面展示上述思想贡献的深度、分歧和差

异，笔者只能作一简要追溯与概括，突出这些解释中信息的作用和地

位。如此谋篇布局，不只是因为本书的主题是信息，也不仅仅因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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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是组成这些假设转型的重要元素，笔者更希望能让读者更好地理

解信息在当今社会的特征和形式。

调节学派理论

法国的一群知识分子(Boyer and Sailard, 2002)开创并推进了调

节学派理论的发展，他们在早期深受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影响，其中有

数位健将，特色各异，有像米歇尔·阿格利埃塔这样的代表人物异千

学派的传统思想，也有阿兰·利比茨对生态运动有着自己的独特回

应。不过，调节学派理论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保持着密切联

系，为了掌握某个特定时期的总体特征，调节学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一

样习惯寻找社会关系的整体(holistic)解释。调节学派总是强调一系

列的社会特征相互联系，从而维持社会的自身发展。对千这些思想

家来说，仅仅单独而集中地分析工厂或家庭中的科技革新，完全不足

以理解社会的变化，必须把科技发展置千与其相互联系 (intercon­

nect) 的因素中分析研究，比如政府角色、阶级成分、集体趋势、消费

类型、两性关系的变化和功能系统的其他因素等等 。

调节学派的基本问题包括：资本主义怎样保持它的不朽(perpet­

uation) ？资本主义系统怎样实现有效的利润业绩和稳定地保持资本

的扩张？按照调节学派理论的思想家的话来说，怎样才能可靠地进
行资本主义的积累(capitalism accumulation)？他们对新古典主义经

济学家提倡放任市场，资本主义会慢慢趋向平衡的论调缺乏兴趣，而

调节派理论则坚持，除了依靠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之外，政府还应

更为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我们可以论证任何系统都保持着

一个动态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其不稳定性已根深蒂

固，但调节学派却致力于寻找维持动态经济的稳定根基。这似乎有

点古怪，简直就是一意孤行(Sayer and Walker, 1992) 。调节学派思

想家承认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关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雇员总是希

望从雇主身上得到更多的薪水，雇员与雇主间相互强有力的竞争意

味着改革是永远必需的，因此雇员与雇主的企业接管是经济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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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然而，他们还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些压力之下，资本

主义如何才能继续维持发展？换句话说，调节学派寻求包容和控制

不稳定性的方法，因此资本主义才能在这些变化中继续发展。提出

这个问题的同时，他们希望尝试探索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经济整体平

衡观点以外的另类选择。。

调节学派的思想家寻找任何时候都能掌握全局的经济积累体制

(regime of accumulation) 。他们计划确定主流的生产组织、收人分

配方式、标准的经济部类划分和消费管理模式。他们尝试分析调节

的模式 (mode of regulation) ，也就是“标准、习惯、法律和规则等网络

确保（积累）过程的协调统一”(Lipietz,1986,p. 19) 。接着，他们可能

会发现其中的“游戏规则 “(rules of game) ，以此引领我们去考虑如

何从法律条例到教育政策各方面达成社会的控制。
调节学派追随者的目标是研究经济积累体制及其调节模式之间

的关系．但实际上，学派内部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分析积累的模式，

特别是它的构造变化。他们认为大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

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十分熟悉的一系列危机（经济衰退、失业、破产、劳

动力断层等）被新建立的经济积累体制所化解，新的积累体制代替了

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发挥着稳定作用的旧体制。从 1945 年到 20 世

纪 70 年代中期，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变得不再牢固，它一直摇摇

欲坠并处千分崩离析之中，且开始让位于后福特体制，后福特体制也

可能会恢复和维持资本主义的企业兴旺。

接下来，笔者的内容将注意力集中千比较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

义的经济积累体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讨论调节模式的内容

减少，但读者应该会对其内容有所知觉 (Hirsh, 1991) 。特别当他们

阅读到 20 世纪 80 年代尝试构建后福特体制的内容时，读者可能会

回想起那个时期的英国境遇一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

(l) 就某种程度来说，调节学派理论虽然有很多观念和想法都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但

与其说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倒不如说它巧妙地把这些理念融合到保守派的框架

中。调节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功能主义的考虑，它确定维持资本主义的方法，并以某种

方法删去了这个系统的粗糙边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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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et Thatcher,1979—1990)决定通过改变工会的合法地位以削弱

罢工运动；修订学校和高等教育结构和课程提纲；重组地方政府；特

别是主要的政府评议机构一—－大伦敦议会 (Greater London Council 

）的废除 (cf. Gamble, 1988; Kavanagh, 1990 )等等。首相通过这些手

段增强新的社会控制 。

福特主义的经济积累体制， 1945一1973

调节学派理论主张 1945- 1973 年期间的特征－归结为“福特

主义—凯恩斯主义”(Fordist-Keynesian) 的时代，在此时期，许多相

互联系的社会特征确保社会系统的总体平衡。简而言之，这是一个

急剧扩张的时代，批量生产和消费都得到合理的平衡，政府对经济事

务的干涉维持着社会和谐，政府福利政策支持着社会的稳定 。

福特是技术生产的先驱，他以较低的成本制造商品，再以较低的

价格售出以鼓励大众消费。同时他还首先支付工人（相对）高工资以

刺激商品购买欲。因此，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整个系统。然而，福特
的方法并不能以相同的方式适用千任何地方(Meyer, 1981) 。更确

切地说，该术语源出千福特公司，特别是在二战后到达事业最高峰的

时期，代表了其他发达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特征。 与此类似，虽然凯

恩斯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方针提倡政府对产业的干预以更好地管

理事务，但“凯恩斯主义”在此的意义应以其典范性来理解，而不是建

议不同国家的政府都用统一的方式处理国内事务 C

“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时代有不少显著特征，本书将逐一讨

论它们的意义。

批量生产

批量生产商品乃常规的生产方式。在诸如工程设计、电子商品

和汽车等生产领域，作为当时以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产品，其制造都

使用着同样的流程t流水线系统），它们以相同的模样被批量制造（电
冰箱、吸尘器、电视、衣服等等 ） 。 典型的制造车间规模都很大，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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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水平的美国底特律福特公司拥有 4 万名雇员，即使是在 1960 年

代后期的英格兰，牛津 (Cowley) 和伯明翰 (Longbridge) 的机动车车

间也有大约 2. 5 万名工人。既然各地具有经济效益的批蜇生产都需

要一定规模的经济力量，因此典型的工厂一般拥有几百甚至几千个

工人。在英国，在 1963 年以前，私人制造部门整体劳动力的 1 / 3 都

在一个至少有一万人以上的组织工作，超过七成的人在多于 500 人

的公司工作 (Westergaard and Resler, 1975, pp. 151-152) 。如此生

产模式必然造就了一些以工业生产为特色的地区的形成（通常是一

整座城镇或者一些特别的区域）：比如，德贝的铁路职业和劳斯莱斯

工厂，肖登、柯尔贝和康塞特的钢铁工业，考文垂的摩托车和伯明翰

的工程企业。

产业工人

在这个时期里，产业工人是主流的工作群体 。 男性蓝领工人占

据工人群体的大多数，集中千制造业和采掘产业，体现出鲜明的地域

和阶级成分，并对应于他们的政治联盟和政治态度。在 1951 年，男

性体力劳动者组成英国 70％ 的劳动力，二十年以后，它依然保持占总

体的 60%(Harrison,1984,p. 381)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从矿业到

化学生产，大范围的工业活动覆盖了几乎 60％的职业部门，但只有

43 ％的工作属于制造业(Gershuny and Miles, 1983,p. 20) 。

各行各业的职员都加入工会组织，很多雇主意识到工会的力量，

于是他们刻意将工会引导为制度上的管理，以控制劳动力和管理工

人关系。就具体层面而言，工会的基本表述是劳资双方经过协议而

达成一致的协商程序，而从高屋建领的层面来说，工会迈向企业主义

(Middlemass, 1979) ，雇主代表、工会领导和政客会定期会面讨论劳

工问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此一浪潮登峰造极，首相和工会代表会

在唐宁街 10 号定期召开“牛肉和三文治”会议，形成一致的社会

契约。

首先，这可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兴盛时期，它意味着持续

的经济增长和充分的就业。除了少量的人以外，失业人口在英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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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消失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期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直徘

徊在 2％左右。其中大部分属于“摩擦性失业＇＼这主要说明了那些失

业的人只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去选择另一份职业，对大部分市民来

说，也同时意味着社会稳定、可靠和令人充满信心。

大众消费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大众消费也成为一种常规模式，工资的（相

对）提高、生活消费品的成本降低、充分的就业、分期付款业务和信用

卡设备的飞速发展、广告的欲望刺激、时尚、电视或同类形式的展示

和说服等因素都推动着大众消费。在 1945 年以后的英国，一个稍落

后于美国的国家，普通的居民就能接触到过去社会缺乏甚至无法想

象的生活消费品：如化妆品、个人卫生产品、时髦流行的服饰、真空

吸尘器、合适的地毯、冷气机、收音机｀电视和摩托车、汽车等等。到

了 1970 年，九成的家庭拥有电视机，七成拥有冰箱，超过六成拥有洗

衣机，而拥有私家车的人从 1950 年的 230 万人上升到 1970 年的

1180 万，超过一半家庭拥有汽车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83, 

Table 15. 4) 。

最重要的是，大众消费依赖于工人阶级对市场商品的购买，因为

他们是社会上压倒性的多数群体，构成了商品销售的最大市场。当

工人阶级进入商场时，他们就证明了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的竞争口号 “人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过得这么

好”。他们的生活确实今非昔比，因为过去高不可及的生活消费品已

经降到了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价格（主要的消费还是“牛肉和烟草”)。

除此以外，大众消费成为维持批量生产稳定发展的轴心。在这

个时代，稳定而持续的大众消费是生产发展的必要基础，同时它还能

保证人们的充分就业。在福特主义时代，经济的兴旺日渐取决于消

费者的购买力（以及借贷和信用关系），特别表现在汽车和大型家用

电器市场上，并延伸至其他非主流市场的销售。坦白说，消费已经成

为一股力量。

大众消费和批量生产之间的相互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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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平衡时会出现一个有效的循环一待续的消费增长保证了充分

的就业率，足够的工作推进了消费的膨胀。为了保证持续的发展，市

场的整体规划和科学设计都必须与时俱进（每年调整汽车、新型广告

工业、商场规划、折扣买卖和便捷购买方式的模式），但最重要的是保

证人们充分就业和持续的收入提高。只要消费者需求旺盛（政府定

期干预以确保消费者的需求增加），那么经济就能保持活力。

民族国家和国家寡占 (national oligopolies) 

在这段时期内，民族国家是经济活动的场所，经济活动通常由国

家垄断所支配。在工业范围内的调查表明，无论是在电器、服饰、零

售还是工程制造业等任何一个领域中，每个领域都明显存在支配该

领域的三到四个龙头企业。在 1963 年，领导英国制造业的前五名企

业就占了该领域全部销售额的 60 % (Westergaard and Resler, 1975, 

p. 152) 。在 1960 年，英国制造业的百强企业完成了该领域 1/3 的产

量，这些例子都显示了大型企业的控制力。此外，本土的公司对国内

市场拥有坚定的控制力，到了 1968 年，英国制造业的 87％产量来自

千本国企业。

事后方知英国的产业雄居世界，它控制了大部分的国内市场，鲜

有竞争对手可以与之抗衡，其在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市场中运作，而且

不断凭借纵向和横向的兼并手段拓展市场，以最大程度地控制市场，

运筹帷握，获利满满。

计划

计划 (planning) 在社会运作中的必要性已获认同 (Addison,

1975) ，福利国家的发展生动地证明了计划的重要性，而且体现为国

家合理千预经济的正当性（凯恩斯政策）所得到的广泛共识。二战

后，英国出现了国有化的浪潮，国家接管了大部分的能源和通讯业

务，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保守党只交出了钢铁工业的私有权，其他

如煤、石油、电力等工业领域，则不分党派，均获得所有权。调节学派

理论认为这种协定推动了计划在生活各领域的广泛发展，同时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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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因为民众受益于政府提供的教育和医疗设

施，这有利千维持福特主义系统的稳定。

不过，有关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的阐述涉及了太多概括性的

思想，难逃评论家的诉病。比如，这一阐述把英国战后儿十年的社会

描述得太稳定和繁荣，低估了贫穷、冲突和经济不稳定等棘手问题的

严重性。生活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都觉得费解，这个时期被描

述得太美好了，反对贷款的禁忌消失了，而英国的工业也似乎不会受

到来自外国的竞争。再进一步看，对于北美和西欧的战后特殊发展

经验来说，福特主义的叙述概括过于简单抽象，对于马来西亚、日本

甚至意大利和希腊而言，对其应用价值的争论悬而未决。

而且，时代的划分也令人疑惑，我们并不清楚福特主义出现的准

确时间。亨利·福特在 20 世纪初建立了他的工厂，到 30 年代初，马

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在他的论文里原

创性地运用了福特主义概念(Gramsci,1971,pp. 277—318) 。而我们

也清楚，英国落后于福特主义的领先国家一一美国，但是为英国贴上

政府干预这一标志性标签的固定时间-为什么不是 1945 年以前？

对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例如，比较一下苏国和美国的放任政策的

分量） 。

在本章的后面会介绍更多有关调节学派理论的批判思想，但在

此，我们还是需要更好地理解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并把它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主要社会经济趋势进行关联性考量。在 1973 年，社

会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衰退和大范围石油价格的飘升，人们已经意识

到，动荡发生了，福特主义体制难以为继。后福特主义体制，以逐渐

侵蚀福特主义的趋势为标志，应运而生。我们应该看到 这些变

化的中心是操纵、存储和运用信息的方式。

全球化

全球化是导致福特主义衰落的最主要原因，同时它也被视为后

福特主义时代的决定性特征。在近几年，全球化已经成为社会科学

家、政治和企业领导人控制变化时最常用的术语之一 (Held ~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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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Steger, 2003) 。全球化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正在漫漫长路的进

程之中，远远没有达到其终极的状态，但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快。全球化不仅涉及数量增加的国际化事务，

同时它也意味着自治国家间的互动增多。全球化还有更多的含

义－~伴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生活的融合，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互

相依赖 (interdependence) 与相互渗透 (interpenetration) 。人们倾向

于把全球化视为经济事务的根本元素，它表明了市场、流通和社会组

织的紧密联系。事实的确如此，但全球化同时也出现在社会、文化和

政治领域中，比如，移民和旅游活动的爆发性增长、混合的音乐形式

和为了应对生存的挑战而提高对全球政治战略的注意力。

引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了自身的卓越成就 在全

球范围内延伸，同时深入了生活的私密领域。例如，资本主义的活动

现在已经世界化了（它能马上到达过去孤立于资本主义阵营之外的

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同时，资本主义很好地进入了儿童保护、个人

卫生和日常食品供应的领域。此外，资本主义创造了覆盖整个地球

的关系网络，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购买咖啡，然后再从另

外一个地方获得葡萄酒，而我们从当地购买电视，从完全不同的国家

购买衣服，对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管理使世界融合为一体。简单地说，

世界正成为管理各种关系的环境，即使是地方化和特别的个人生活

也要融入其中 (Wolf, 2005 ; Bhagwa ti, 2004) 。

另外，作为全球化现象的关键基础是形形色色的跨国公司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其全球扩张是全球化运作的核心，跨国

公司已经成为 20 世纪的特征之一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它在二

战以前已经成为了国际化企业，但是，在近几十年公司跨国化飞速发

展，国外子公司不断增多和拓展。到了今天，福特汽车在全球有超过

5 万家跨国公司。在 1950 年，北美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覆盖范围大都

少于六个城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至今只有极少的跨国公司以如

此小的规模运作(Dicken,2003,p. 50) 。

我们很难全面掌握跨国公司的规模和范围，但可以用一个方法

大概进行计算一当我们测量各个国家和企业所占的财富份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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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资源占据了前 100 名实体的 50%。实际上，以经济实力

来看，只有 24 个国家的资金比最大的跨国公司雄厚。商业周刊《财

富》发表的数据证明，像大众汽车(2004-2005 年的收入是 1940 亿美

元只IBM(960 亿美元）、荷兰皇家壳牌公司 (2690 亿美元）、英国石油
公司 (2850 亿美元）、花旗集团 (1080 亿美元）和通用电气(1530 亿美

元）等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Dicken, 1992, 

p.49) ，跨国公司占据了 25％的全球生产总量和绝大多数的世界交

易份额(Held et al., 1999, p. 282) 。而且，它们内部有很高的凝聚

力，最大的跨国公司在任何领域都能分到红利。例如，迪肯 (Dicken,

1992)指出，所谓的“十亿美元俱乐部”是为 600 家大型跨国公司而设

的，它们为全球农业和工业产品总量提供了超过 20％的份额，在巨无

霸型跨国公司中，＂仅仅 74 家的跨国公司就占据了其中一半以上的

销售额”(p. 49) 。

跨国公司作为关键角色操控着全球化的运作和建构，致使全球

化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特征，以下内容将会谈到其中最突出的特征。

全球化市场

全球化市场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主体将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

它们将与所有的经济企业竞争市场和资源。不过，即使是在今天，以

纯粹的全球战略运作的跨国公司较为少见（迪肯估计只有 4%—5 %

的公司采用纯粹的全球战略），~1毋庸置疑，这将是它们未来的发展

方向。

全球化意味着今天的市场比以前广阔，为了维持全球化现状，市

场的拓展会将日渐受制千巨大的资源需求 。 然而，现在的市场比以

前更崇尚激烈的竞争，因为达到国际化规模的大型公司会在全球市

场中争夺资源。在过去，国内的市场可能会被本地垄断公司支配，但

是过几年，国内市场渐渐被外来者侵占（当然，实力雄厚的本土公司

会主动离开国土到外地抢夺市场）。这些建立全球化活动的新竞争

者，将会比以前更具实力，且雄心勃勃、势在必得。时局的发展己一

目了然一汽车公司正在全球规模中运作，销售活动触及全球 。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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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过去国内市场的赢家不可能永远稳坐太师椅。 2005 年初，英国
最后一家主要汽车制造商的崩溃便是最好的例证，十年挣扎，罗孚汽

车集团 (Rover)不断地精简机构和拼命寻找合作伙伴以维持公司正

常的经济状态。一开始，罗孚汽车是英国航天工业的附属机构，接着

它与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合作，最后被德国宝马汽车公司收购了。但

是，这些举措都失败了，罗孚汽车在宝马汽车公司撤资后不久就正式

停止生产。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罗孚的前身 英国利兰公司

(British Leyland Motor Corporation) 曾经是世界排名第四的汽车制

造厂商。同样的情势出现在石油、制药、计算机、通讯设备和消费电

子产品等各领域。事实上，今天各地的市场正日渐成为一个全球的

市场。

世界市场大概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北美、欧洲和远东地区。

而世界市场的其余部分在投资收益上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主要的

跨国公司已经广泛地操纵着三大领域。此外，这三大区域的划分会

让我们联想起全球化市场的另一种含义。在此，笔者稍微谈一下全

球化企业的原型，也就是日本联合企业，它们通常缺乏国内根基（除

了它们投资的国家以外）。就像本田汽车(2004 年收入 800 亿美元）、

松下集团 (810 亿美元）、丰田汽车 (1730 亿美元）和索尼集团 (670 亿

美元）这类联合企业为了拓宽销路，都拥有清晰的全球战略。经过几

年打拼后，这类日本联合企业在汽车、消费性电子产品、最新信息和

通讯科技领域威胁着原本统治市场的西方企业。在汽车、办公室设

备、电视机、摄影机和计算机等产品生产方面，来自日本的挑战动摇

了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稳固的经济秩序。笔者需要补充一下，虽然跨

国公司在本国内拥有更高比例的资产和雇员，但是跨国公司是超越

国界的，它们的发展不会固定在同一个地点。

全球化生产

当公司不断被卷入全球化市场，它们一定会在全球范围内管理

公司事务，全球生产战略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主要特征。比如，某跨国

公司把总部设在纽约城，在维吉利亚设计产品，在远东地区制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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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接着可能会在都柏林进行装配，最后在伦敦办公室寻找销售伙

伴。此例稍微有些夸张，但跨国公司必须设计出这样的战略以最大

化他们的收益，这是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一条不可以动摇的逻辑。

随着市场的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生产的发展再次把信息主题浮

现于我们的眼帘。如果没有精妙的信息服务的帮助，我们又该怎样

设定市场战略和组织全球性制造机构？本书稍后讨论这个问题。除

此以外，全球化生产还会活跃迪肯(1992)所说的“流通活动”(circula­

tion activities) ，使 “生产系统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p. 5) 。 全球

性的信息服务业(glob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的建立是全球化生产

发展的基本条件，比如广告业、银行业、保险业和资讯服务业等行业

为全球化生产提供了“一个新近出现的基础架构”(Dicken, 1992, 

p. 5) 。例如，美国万国宝通银行、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劳埃德保险和

美林资产管理集团都跨越国界，为跨国公司提供全套产业装备，它们

的职业结构和策略取向都十分类似 。

全球化金融

因此，银行、保险等世界性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是全球化的一个主

要内容。银行、保险行业的发展也就是全球化金融的发展，其内涵广

泛，至少包括日益加剧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随着信息与传播科

技系统的成熟，加上股票市场管制的解除和交易控制的废除，我们现

在已经可以进行持续不断的实时货币信息流通，进行全天候的股票、

债券和货币交易。这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国际金融交易的数量和速

度，致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易受货币市场的牵制和影响。

金融交易中的信息流通规模和速度相当惊人。在十年以前，威

尔·哈顿(Will Hutton, 1994) 已经提出，国内经济规模和贸易流通

（用进口和出口量来测量国内经济活动的传统方法）与外汇交易的成

交量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 1993 年，世界商品贸易总额是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但是外汇市场的成交量不到两个星

期就达到同样的水平，而且还不算由此衍生的债券和证券市场”

(p. 13) 。乔易斯·科尔科 CJoyce Kolko, 1988)早已对此作出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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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他曾描绘出外汇交易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线性增长。在 1993

年， 《 财富》杂志 (7 月 26 日）报道，美国票据交换所银行间支付系统每

日平均交易额高达 8 500 亿美元，有时甚至超过 1 万亿 (p. 26) 。到

2000 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每日 1.5 万亿美元，对于许多人来说，

如此巨资的金额，匪夷所思。

全球化传播

横跨地球的传播网络是全球化的另一个层面，它与其他特征紧

密联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化传播明显涉及科技的层面，像卫

星系统、无线电通讯设备等等，本书后面有涉猎。但现在笔者集中讨

论之前章节谈到的现象，也就是＂符号环境”(symbolic environment) 

的构建。＂符号环境＂覆盖着全世界，并在很大程度上由跨国的媒体

组织操纵。

”符号环境”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但在此笔者

仅仅强调它所带来的信息宰制，也就是让人们产生一致的想象。例

如，美国拍摄的电影，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放映，都肯定座无虚席，
无论何时，世界电影票房的前 20 位肯定都是美国生产的电影，如（（泰

坦尼克号》 (Titanic, 1997) 、《指环王：王者归来》(The Lord of the 

Rings,2003)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

cerer's Stone, 2001) 、《星球大战 I 》 (Star War i, 1999) 和《侁罗纪公
园》(] urassic Park, 2003) 等票房最高的电影，紧接着还有《阿甘正

传》(Forrest Gump, 1994) 、《黑超特警组》(Men in Black, 1997) 、《阿

拉丁》 (Aladdin, 1992) 和《圣战奇兵》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1989) 。每一部电影的总票房都超过 5 亿美元，而《泰坦尼

克号》甚至高达 20 亿美元。在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澳

大利亚和美国，准确来说是在任何有电影院的地方，这些电影都是票

房成绩的领军人物。尽管观众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和意向，

但他们都共享着同一个符号环境，看着同一部电影。同样的情况也

适用千电视节目、新闻媒介或者时尚产业。笔者并不是要过分夸大

此类现象，因为国内主流媒体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Tunstall,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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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不过全球化确实带来了全球人类共享的符号环境。

虽然全球化传播对全球经济系统的运作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

我们还是渴望洞察全球化传播对个人或者某个地方会产生什么影

响。美国电视肥皂剧使观众倾向于它所描绘的生活方式，广告具有

极大的说服力，电影情节的安排会令观众向往，起源千洛杉矶和伦敦

的摇滚音乐鼓励世界的年轻人寻找与表演者风格类似的服饰与食

物，但这些都不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此外，这些全球映象总是会

混合不同文化的不同元素进行传播，比如乌尔夫·汉纳斯(Ulf Han­

nerz)所说的“尼日利亚功夫＂，因此它们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可

是，如果没有这种符号环境的支持，全球经济的力量便无法持续。虽

然可能符号环境自身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不过对千大部分贸易事

务来说，它的确是必需的。因此有人可能会说，全球化传播起着支援

的作用，但这种说法不仅不能完全适用而且自相矛盾，全球化传播在

全球市场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无法再找出别

的东西取代”品牌”在当代市场的核心影响力。品牌通过媒体宣传成

为产品的联想和公司的形象，请考虑，像耐克、卡尔文·克莱恩、维珍

等知名品牌符号的影响力，品牌的形象可能会被世界媒体的传播内

容破坏或搅乱，但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品牌，跨国公司根本不可能

成功。

信患基础结构

全球化的各个维度都需要促成信息基础结构的建立，以应对变

化的压力和世界性的运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继续，控制信息 (in­

formation)和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s)的方式也必须发展到位。我

们可以指出信息基础结构几个主要元素 ：

一、银行、金融、保险和广告等服务业的世界性拓展是全球化的

基础构成。失去这些服务业的支撑，跨国公司不可能运作。信息（有

关市场、消费者、区域、经济、风险、投资模式、税收系统等等的信息）

则是商业、工作的关键成分。这些服务业储存信息的同时，生产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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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信息，它们通过分析、及时反应和整理为信息添加新的价值。

二、全球化需要建设和提高电脑和传播科技。在近几年，从传

真机到国际化电脑网络，我们已经见证了信息科技的快速安装和创

新，信息科技是协调全球企业的必要元素。

三、信息基础结构导致了信息流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据商业

杂志《财富》(1993 年 12 月 13 日， p.37)报道，连通美国或从美国打出

的国际长途通话次数在 1981 到 1991 年间增长了 500 倍（从 5 000 万

到 25 亿）。到了 2002 年，全世界的电话（全球超过 10 亿台电话）一

直占线工作 4 万亿分钟 (Lyman and Varian, 2003) ，这意味着地球上

的每个人都使用了 10 小时的无线电通讯（当然大部分的通讯量都集

中在富裕的地区，实际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居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使

用过电话）。另外，随着国际化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金融交易也得

到了令人惊骇的扩张（不过它们都明显集中在发达地区的主要城

市）。外汇兑换买卖、直接投资国外的模式和债券、证券市场都快速

地发展，这一切都显示了金融信息的流通对国际市场的重要性。

福特主义的死亡？

全球化意味着福特主义已难以为继。当福特主义组织的前

提一—民族国家的力量，已被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和世界范围内

的信息流通所削弱，那么福特主义的其他元素还能发挥作用吗？福

特主义依靠主权国家的权力和政府的能力在领土范围内颁布和执行

政策，保护本土公司免受来自国外的竞争并区别对待国有企业，但这

一局势已为全球化的市场所吞噬。目前，外汇交易和公司的全球扩

张依然方兴未艾，生意蒸蒸日上。

国家对千生活的许多方面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比如法律和社

会秩序、教育和福利等，国家依然是人民身份的核心成分，但至少在

经济方面，它的重要性已经消减了。首先，跨国公司的突飞猛进遮掩

了原本由某个国家拥有的成就。比如，有人会把通用电气公司和日

立公司看作是某个国家的财产吗？这些公司往往被赋予国家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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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但是当它们拥有在国外大量的产品和投资时，我们就很难明确地

把它们指定为英国的或日本的公司 。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

超过五成的制造业拥有较高的科技水平（电脑、电子产品等等）和大

扯的生活消费品（剃刀、咖啡、谷类食品等），但它们都属于国外公司

的附属机构 (Pollard, 1983) 。而那些在英国落户的工业，比如日产

（桑德兰）、IBM（朴次茅斯）或者吉列（伦敦），它们到底属于英国、日

本，还是美国？而英国 50 强的制造公司大约有一半的产量在海外，

这个事实肯定打乱了政府支待“国内“工业的战略。通用电气公司对

英国政府在 1998 年建立欧洲航空防务与空间公司 (Euroco) 的回应，

生动地说明了确认跨国公司国家身份的困难。通用电气公司的发言

人反对这个建议，他说：“通用电气公司乃跨国企业，同时也是美国

的第六大公司 。 我们并不希望被视为英国的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你

们不会听见我们谈论欧洲公司的原因“(Guardian, 1 June 1998) 。

有鉴千此，我们不禁困扰丛生了 。 这些跨国公司应该对谁负责？

如果它们在“原来国家”的权限以外进行实质性的投资，那么他们应

该对谁负责？这需要解决所有权的问题，可所有权恰恰是一个相当

模糊的问题，但我们应该知道，在全球股票市场交易中，跨国公司不

可能由单独一个国家的居民拥有。私人公司依然需要对它们的股东

负责，这个国际化的所有权摧毁了“国家利益”的概念和某些国家发

展的战略。

而另一个破坏主权国家权力的方式来自于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

运作所产生的压力 (Sklair, 1990) 。如果主权国家渐渐远离作为投资

者的商业决策而跨国企业则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大的资本回报，那

么单独一个国家要加入或者与全球系统保持一致时，必然会遭遇巨

大的压力。首相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2005) 坦率地说：“我听

到人们说，我们要停止全球化，并要争论全球化现象的正确与否，其

实，你就像在争论秋天是否跟着夏天一样。“没有其他什么地方比金

融流通领域更能尖锐地反映上述问题，当某个国家的政府尝试对纸

币流通和投资作出任何不协调的行为时，马上就会遭受谴责批评。

全球经济互相融合和渗透导致各国不得不改造自身以适应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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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结果“面对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事实，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很难

保持自己的完整性”(Scott and Storper, 1986, p. 7) 。

大部分国家现在或多或少地都在热心地向跨国公司寻求投资，

但其必要前提则是国家必须服从于按照市场运行的企业利益（也就

是最大化企业的利益），同时市场也不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国土内。

因此，某个政府决定自己本国政策的自由往往被国外投资者的需求

所限制。

此外，世界金融市场的统一削弱了单一国家的货币主权，无论何

时投资者和商人都能感觉到国家货币主权的发发可危，此一局势就

意味着政策的选择权和政府的权威巳荡然无存，因为：

匿名的全球资本市场规则是政府信用价值和稳定性的最后

仲裁者，它比国家选举人的意见要重要得多。在全球资本市场

的面前，许多政府都感到彷往恐惧。如果他们不遵守……市场

批准的政策，那么他们的债务和纸币就会被出售，为此，他们不

得不面对一次可怕的紧缩政策 。

(Hutton, 1994, p. 13)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来自工党的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

(Harold Wilson) 抱怨那些炒卖英国货币的神秘“苏黎世侁儒”

(gnomes of Zurich) 。他们的行为迫使英国政府贬值英镑以降低公

众的消费水平。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金融家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

政策，国家与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整合程度决定了此类约束力的

规模 。

后福特主义

19 世纪 70 年代曾经先进的资本主义饱受经济衰败之苦，再加之

发展全球性公司战略的必要性，跨国巨头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全球

金融事务对国家主权的侵害等趋势的联合作用，刺激了一个新积累

制度的诞生，这也就暗示着在 2 5 年的平稳期后，福特主义已经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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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尽头。如果企业希望维持它们的长期扩张，同时又要与它们所处

的新环境达成妥协，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组织结构重组，而是一个根

本的转型。

重组（再结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劳工组织发动攻击，最初从

工会开始，接着渐渐扩展到集体主义的思维。劳工运动的传统是任

何深层变迁的障碍 ，必然遭受攻击；另一方面，这些劳工结构象征着

笨拙和固守陈规的福特主义时代。全球化和持续的经济不稳定需要

迅速和全面的回应 ，但福特主义系统及其迟钝的方式已不能适应时

代要求。

有鉴于此，深刻的变迁前提是劳资关系的政策必须使工会运动

丧失作用。在美国达成这一目标相对简单，尤其在 19 世纪 80 年代

早期，里根总统摧毁航空交通管制工会之后，就鲜有抵制改革的运动

了。在英国有一次颇为强大的劳工运动，但也遭遇政府名目繁多的

手段的回击，如立法管治工会纠察员，并在法律上增加工会的资金依

赖性；政府对空前增高的失业率熟视无睹， 1979 年到 1981 年间失业

率敝升 200%，政府依然无动于衷；对工人阶级组织性最高的制造业

削减资助；最后，政府坚定地击败了各种以激进的方式来反对工业改

革的尝试，其中最著名的 1984 年到 1985 年间矿工们进行的一次长

期而艰苦的罢工，也遭受政府的坚决打击 。

与打击工会政策相联系的是裁减劳动力，这是企业针对市场不

景气所做出的必要措施 。 裁减劳动力从长期来讲主要有两方面内

容。其一被资方委婉称为“精简规模＂，它贯穿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

至今，许多成功的企业都证明它们能够实现“不增加就业机会的增

长”(jobless growth) 。后福特主义体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通过工

人的额外工作或者新科技的应用达成资本的增长，有时甚至通过两

者结合来实现 。 因此，许多公司的经济扩张往往伴随着裁员政策，这

绝不是一种全球趋势，但是在世界上可以找到许多例子，例如，IBM

在 1983 年到 2001 年期间虽然收人翻倍，但依然裁掉了 400 万员工

中的 25% ，英国电信在十年收入氛升期间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C

第二方面常被视为后福特主义组织的显著特征，也就是企业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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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开始被纵向分解(vertical disintegration) ，企业倾向于通过与外部

组织签订合约来尽可能多地满足公司的需求，而不是靠扩大企业内

部的生产规模（也就是努力地实现纵向一体化）。外包(outsourcing)

战略很好地与精简规模相适应，因为它只需要在中心企业中留下较

少的员工，而且当企业裁员生产量也不会降低（不解除合作合约以代

替解雇员工）。意大利时装生产商 Benetton 是最好的例子 (Murry,

1985) ：它利用 12 万工人生产服饰，但只有 1 500 人是直接雇佣关

系。 Benetton 的特约经销商（在 57 个国家里有 3 000 家）是外包的另

外一个表现，如此经营帮助企业从担负编制中大蜇的长期固定职工

的责任中解放出来。类似的战略被大多数主要品牌所应用，从麦克

和西潘斯到麦当劳，无不利用这一战略获取利润。

只有当公司拥有足够的通讯基础结构和庞大的电脑设备以协调

和控制分散的活动时，纵向解体才会切实可行。 Benetton 大约有

140 个代理商，每个都被指派负责一个地理区域，它们之间应该怎样

协调业务呢？因此通讯基础结构（除了科技以外，同时也需要一些员

工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服务）是后福特主义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它

强调着信息的重要地位。在之前的讨论中，笔者已经关注到信息基

础结构的几个方面，但现在容我再强调一下它的几个特点：

1. 信息基础结构允许全球化生产和市场战略的和谐结合。一

些评论家认为我们见证了“新国际劳动分工”(Frobel et al., 1980) 的

扩展，这是由分配人手管理生产、分销、国际性销售，并可在众多国际

区域中进行协调的跨国公司所运作。例如，跨国公司的外部采办依

赖电脑化交流，因为电脑化交流让组织能不间断地观察供应者和分

销者，而不需要在组织内聘用大量的员工，也只有在一个复杂的信息

网络的基础上，全球企业计划才能实行。更进一步说，在我们上面提

到的重组过程中，它所有的层面，特别是它的“全球选择＂（把产品运

到马尼拉，补给到布拉格，进入莫斯科市场并在科克获得一些设备），

“如果离开了信息技术特别是电信的发展，会变得无计可施“(Hen-

derson, 1989. p. 3) 。

2. 信息基础结构在处理全球金驰贸易和同类的信息服务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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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紧要的，这些都是全球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离开了可靠和健

全的信息网络、巨大的产扯和迅速的贸易共享、股票市场的交易、银

行内部和银行与客户间的沟通，以及相关活动，会变得无法进行下

去·也因此，信息网络成为后福特主义的经济积累体制。

3. 信息基础结构在改进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是关键，它不但能够

通过提供精确的检测和有效的控制来提高生产效力和效率，还能经

常地引进一些新技术 。 这些新技术不仅具有成本效应．有的还能提

高生产质拱（比如正在进行的自动化和机械化、计算机数字控制和办

公室的计算机化）。

4. 信息基础结构是在一个更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提高竞争力的

一个必要条件，企业要在竞争中处于更领先的地位，拥有前沿的技

术是关键。过去的工业大王帕特里克·詹金 (Patrick Jenkin) 说过 ，

现在的选择是“自动化或破产＂。但是改进竞争优势的压力远不止是

在车间中拥有尖端的计算机技术。企业网络的发展和运用同样重

要：企业内部或者企业之间的网络可以提高效率，企业子公司和供

应商之间的网络可以根除劣势建立优势，企业的市场网络可以抓住

机遇。成功的企业在车间中实现高度的自动化并生产着最好的产

品，它同时拥有一流的提供出色数据库的网络（其中包括了内部运

作、真实和潜在顾客以及其他可能与业务密切相关的资料），并且能

够快速地处理它所拥有的信息。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89b)把这些作用看作是“时间一

空间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 的结果 (p. 284) 。 几个世纪以

前，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起 ，转变进

入了特别活跃的时期，从前约束空间的限制已大大降低（信息网络使

企业可以跨越遥远距离协调它们的利益），时间的限制也开始松动

（实时交易在全球网络时代中渐渐成为一种规范）。过去遥远的异

域，需要耗费很多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只要想想一个世纪以前到达

美国需要多少时间，或甚至从伦敦到巴黎），现在通过传播与信息科

技就能立刻连通两地并能持续不断。理所当然，快捷运输方式的拓

展成为时空压缩的一个重要元素，尤其是航空业的发展，只不过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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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时间，飞机航线已经使大陆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除此以外，

复杂而全面的信息网络日新月异，这些网络能够细致和持续地精细

化管理而不需要过多地担心时间的限制。在 21 世纪早期，人们开始

思考”时间—空间压缩”在生活上的意义。比方说，人们会想，如果超

级市场供应全球各地容易腐烂的水果和蔬菜，那么人们全年都能吃

到各种蔬菜。相同的想象可以应用到微芯片、冰箱、衣服甚至书本的

生产和供应上。最不可思议的是，大量的电话呼叫中心落户在像苏

格兰、巴哈马群岛和班加罗尔如此偏远的地方，虽然呼叫中心远离了

公司总部和顾客，但是依然具有成本效益和快捷的活动监控优势。

上述特征都暗示着一个在所有有关后福特主义的描述中都强调

的性质一一弹性 (flexibility) 。虽然大部分独立思考者在理论阐述的

细节上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在定义的范畴中，弹性很快成

为标准。弹性作为一种规则，与膀肿的、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福特主义

体制截然不同。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弹性的一些普遍性质，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与福特主义的特征正好相反。

对千受到调节学派理论影响的思想者来说，”弹性积累“制度与

之前的制度在如下三个方面有所不同。

1. 一个新的雇员弹性制度 (flexibility of employee) 。也就是

说，后福特主义的工人不会受到工作类型的束缚，同时他们也不希望

某一职业就书写了人生所有的工作生涯，与“分工争议”和就业”从一

而终＂的时代不同，今天我们把适应性看作是核心品质，与“多技能”

一起成为员工的就业常规。由于新时代变化的不断持续和“终身培

训”计划的实施，弹性成为职员的首要原则 (Mcgregor &.Spoull, 

1992) 。工作和培训的方向只是弹性的一个方面，还有收入的弹性

(wage flexibility) （根据个人干了什么来付工资，而不是固定在双方
同意的协议或统一的国家薪酬标准上）、劳动力的弹性 (labour flexi­

b山ty，准备每隔几年就改变工作，根据确定期限的合同聘用员工渐

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以及时间弹性 (time flexibility，为了充分

利用“弹性时间”、减轻转换工作的压力以及消磨周末时光，兼职性职

位数量在快速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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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性生产 (flexib山ty of production) 。 支持弹性的主张认为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已过时，多亏了信息网络，更全面的、成本效益更

高的生产方式如”即时生产“(JIT)系统产生了，该系统使工厂可以在

拿到订单后才开始生产，节省了很多库存空间，当然还减少了待售产

品。顾客不会为想要的商品等太久，为了快速响应顾客要求，系统的

运行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因此，市场竞争者十分重视弹性，并促使

公司投资构建可以传递弹性的信息系统。弹性生产的另一方式是前

文所述的纵向分解趋势。显然，转包合同的广泛使用让公司可以轻

松做出更换提供者和产品的决定而无需承担解雇自己员工的压力。

3. 弹性消费 (flexibility of consumption) 。与批量生产、批量消

费的福特主义时代相比，现代的电子科技允许工厂提供更多元化的

产品。现在短期运作成本效率更高，因为电脑技术给生产线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多功能。此外，消费者排斥福特主义产品的统一模式，寻

求多样化的产品，来表达他们个性化的生活风格和倾向。多亏了信

息和传播模式，在后福特主义的新纪元，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产品越来

越多，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最起码的满足。

我们需要明白，弹性的元素实际上或多或少相互交织。一个典

型的后福特主义企业组织在接到顾客的订单后，就会将其特殊的要

求发送到工厂，机器设置好生产程序，配备复合性人力资源到需要适

应性的快速生产中以满足个人独特的要求进行组织计划。我们同时

要注意 ，在每一阶段，信息处理、设备和配送方面是衔接在一起的 。

从下订单到供应的整个过程中，一个全面和复杂精密的信息网络是

所有工作的前提。

伴随着这些趋势，在后福特主义时代中，批量生产不断式微。集

中化的大型工厂逐渐隐退，出现了分散在全球的（拥有高科技的）子

公司，这些子公司最多只聘用几百个员工，不过母公司则在全球范围

内拥有更多的据点。在大城市中心，跨国公司不断进行国际性重组 ，

促使产品流通到国外和市郊。同时银行、保险和商务服务公司的职

位迅速增加（在英国，它们的数目是 1970 年的两倍），它们在关键的

市区商圈提供着不可或缺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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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也就预示着在诸如英国这样的国家，职业类型将发生

深远的转变。男性产业工人已失去往昔的资源配置优势而显得落

伍，工厂工作模式开始成为博物馆中的展览，取而代之的是短期合同

契约雇用的女性兼职员工在服务行业中兴起，她们没有终身保障。

约从 1970 年开始，尤其当女性进入了“弹性劳动力”的行列后，制造

业工作似乎不可避免地逐步衰退 (Hakim, 1987) 。到 20 世纪 90 年

代，只有 1 / 4 左右的工作是属于工业的，同时现在服务业占据了 70 %

以上的工作职位，其中大多数的职位由女性来担任。相应地，我们感
觉到联合劳动力在大幅度衰落，这是因为社会正试图组织一种新型

的雇员模式。此外，在许多公司开始裁员，只留下一组核心的永久员

工 ，并利用外围劳动力增加组织的弹性（任期不定的兼职者），就是所

谓的“临时劳工”(contingency labour) （聘用仰赖于经济环境的好坏，

一旦时局不稳，立即解雇）。据统计，＂临时劳工＂占美国劳动力市场

的 25% 。在工作中，全才越来越受重视，以信息为导向的员工、管理

群中的上层阶级的数量正随着企业结构重组和全球化趋势而增加，

甚至较底层的“信息工作“在牧师、售货员、秘书等范畴中也持续

扩充 。

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也改变了地理区域，打破了人们在工作、阶

级、政治面貌中原来截然不同的领域界限。制造业的衰退和服务业

的发展巳成为职业性别转变的契机，也为北方的居民提供了流动机

会。这种形式在美国更为显著，人口从铁锈地带(Rustbelt) 向阳光地

带 (Sunbelt)稳定地转移。即便在英联邦，我们也能看到就业机会和

公司在南部增长，而其他区域的就业则遭受重挫。

紧随而来的是政治和社会态度的急剧转变 。 成千上万的产业工

人，其团结的工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情怀，对于后福特主义的居

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再度复兴的个人主义和“市场魔

法(magic of the market)“ ，市场宰制的时代替代了已经失去信誉的

战后计划年代。历史学家肯尼斯·摩根 C Kenneth Morgan, 1990) 更

进一步提出，“如果要讨论英国公共生活中遭受重创者……那就是计

划的精神特质”(p,509) 。 随着变化的迅速和放任主义在新时代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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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集体主义和工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将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连阶级语言也黯然失色。长期以来，社

会科学家的核心概念已不再具有标志性(“告诉我你的阶级，那么我

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倾向、工作、教育期望……甚至性习惯＂），今天

人们对阶级界限、冲突以及不平等现象的兴趣逐步弱化了。这些社

会现象已成往昔的追忆，也就在 20 世纪 60 年代，艾伦·西利托(Al­

an Sillitoe)所写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共鸣，书中描写的单调乏味的北

方工业生活，在现在看起来已经相当过时。最好的社会学家继续想

证明阶级依然很重要，但即使他们努力去识别一些仅仅一代人之前

的语言方式，依然不能有效理解今日英国社会的多样性和不平等。

不过，一些知识界依然对底层阶级(underclass)感兴趣。这些底

层阶级居住在城市的隔离区，它们明显被看作是从社会大多数人群

中分离(detached) 出来的小群体，独立并具有自身连续性 (self-per­

petuating) 。底层阶级与拥有大量贷款、以自我和以工作为中心的大

多数居民尤所关联，即使在奉公守法的过往者看来，他们仍然碍眼。

有趣的是，近来英国一些更激进的阶级研究来自于极端保守主义的

思想家，他们热衷千坚持阶级分析，不过，他们的分析大多数忽略那

些在后工业社会没有股份、被抛弃、来自异域并集可怜、忧虑和谴责

于一身的底层阶级，他们是现代社会系统的边缘群体。

坚待通过不同的生活风格来理解人口的大多数，乃司空见惯的

手法。在后福特主义制度中，阶级分类和与之相关的共同文化（男性

的工人阶级：工作、社区、俱乐部、同伴、鸽子、足球、马、啤酒）黯然失

色了，巳让位给生活方式的分化(differentiated) ，也就是上述的选择、

机会和生产的顾客至上，一致性和共同性被个人和社会群体中的多

样性取而代之。

一些评论家坚持这一倾向会导致人们身份的碎片化，使其失去

了稳定和满足，但是对千其他人来说，这是开启新体验和机会的民主

力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也激发了对前景的预期 。 但无论这两种认

识如何迥异，两者都认同后福特主义的境遇——不问生活风格的新

个人主义所向披靡。而阶级（阶级被指责仅仅是社会学家玩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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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建构产物）不仅不能作为各层面态度、行为的预测标准，同时

也失去了动员人们参与政治、工业活动的基础力量。
在此，我们再次了解信息和信息流通如何在后福特主义体制中

叱叱风云。随着福特主义从以生产为导向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系统

转变，社会不仅减少了产业工人的数量，而且产生了更强的个人主义

和以消费为中心的个人，信息在个人生活中必然承担了更重要的角

色 。 首先消费者必须找到什么是可以用来消费的．其次拥有个性的

个人渴望通过消费来表现自己。这些因素相辅相成，促进了信息的

增长，前者是因为它涉及产品和服务的广告和促销（找到消费者的信

息），后者包括了消费的符号层面一—人们用事物和关系去展示自

己，从而生产出更多信息。

赖克主义

赖克主义的主要观点源自于罗伯特·赖克 (Robert Reich, 

1991) ，其论著《 国家工作：准备迎接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 》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对

此有重要阐述，该研究之所以望重士林，不仅在于其雄辩地说明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起来的后福特主义的共性，同时因为作者的显赫

地位一当时赖克即将上任劳工部部长，他从 1992-1996 年在克林

顿内阁任职，其对新劳工的崛起现象与“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思考非

常深入，见解独到。在 20 世纪结束之际，赖克的影响相当深远，新劳

工政策就是其点睛之笔。赖克认为近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影

响最深的不是在信息传播科技研究领域，而是在人们处理、分析和分

配信息的能力上。

学界围绕赖克关于经济行为的基本规则已经改变的主张展开激

烈的争议。赖克提出，那些曾经一度对美国公司有利的制度，实际上

是有利于整个美国，因为它们的产品集中在国家内部（为美国人提供

了工作），但全球一体化转变了这一得天独厚的状态，今天，制度不再

可能为截然不同的国家经济提供任何精确的参考。如今的资金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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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流动性致使”｀美国经济的独特想法＇失去了意义，随之改变的是

美国企业观念、美国资本、美国产品以及美国技术”(Reich, 1991, p. 

8) 。现在，经济运作不考虑国家的边界，它通过被赖克称为林林总总

的“全球网络“连通所有国家一同运行，这个网络包括尤数不同的股

东控股公司组织之间、公司内部甚至跨公司的各种关系。

由全球化推动，企业的垂直解体 (vertically disintegrating) 经历

了行政系统层次的瓦解，在一系列“精简机构“(downsizing) 事件中

见证了上述过程，中间管理层在企业”重构”中也被剥离。作为高效

的行政组织，那些在社会和商业中长期形成的信条是组织有效性的

必备要求，因为规则和程序结合卓越的高层指挥，就是行政组织顺利

运作的根本。但如今，这些信条都被削弱了。全球化经济的迅速发

展并不允许如此笨拙的规划，公司的竞争力也不能容忍官僚层级的

浪费，结果就是中层管理人员随着权力机构的提升而被裁决淘汰，只

留下能够在新世界中成功的人。

批量生产向高价值产品和高端服务业转变已成为趋势，这激发

了差异化、变革、经济问题上的知识贡献，以及人们更专业地工作，因

为差异化市场推陈出新，新颖的产品屡屡问世，符号的引入和／或技

术精密性令人目不暇接。

批量生产的福特主义时代正让位给一个全球化的、不断的差异

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弹性市场．此市场能灵敏地感应市场需求，产

品不断地加强知识化和信息化。例如，衬衫的设计（而且营销与之相

对应）变得比实际用千生产的材料更有价值。另外，在全球市场上的

运作刺激了某部分能力的提高，该能力包括了跨越全球来定义细分

市场，及时敏锐捕捉市场机会，通过巧妙地算账或管理技巧来减少成

本，一切能力都是为了把资源优先分给最有可能增加价值的产品和

服务。仅仅有生产的能力是不够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增加产品价值

和／或组织的成功。如此迈向高端价值的转变增加了生物技术、媒介

产品和计算机软件等被莱斯特·梭罗 (Lester Thurow, 1996) 称为

“智能产业”的作用，因为此乃全球经济中唯一确定的赌注。在全球

经济中，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单凭这点不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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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新产品，因为在产品的最初设计和开发之时已确定了最小化的

成本。

上述因素导致了某些职业的优势 那些跨越全球网络管理和

控制的职业，那些能够提供设计强度的职业，以及那些可以通过科学

优势、创造性的技术、财政的敏锐度甚至有效的广告给产品和服务提

供高附加价值的职业。

根据罗伯特·赖克 (1991) 的观点，他定位为＂符号分析者”的人

占据了总就业人数的 20％左右，他们团结一致提升“企业网络＂，属于

“不断忙碌于管理想法”的人(p.85) ，符号分析者占有 21 世纪取得成

功所需要的“智力资本”且“通过驾驭符号来解决、识别和协调问题”

(p. 178) ，他们扮演提取概念、系统思考、试验和协调的角色，在银行、

法律、工程、计算机、会计、媒体、管理和学术界等行业工作中，符号分

析者是问题解决者、问题确认者和战略协调者。

所有上述工作的共性是信息化，当然它们在特殊领域里各有千

秋，不过准确地说，在持续与狂热变化的世界中，符号分析者的工作

发挥操控的作用，他们最伟大的能力在于其高层次的弹性，也就是运

用其推断的能力去适应崭新环境的才能。信息化劳工总是能够重新

训练自己，对其所在领域最新思想保持警觉，在流动性的市场中时刻

关注时局变动，留意公众感受的异同，能够持续改进产品。

所以训练有素的符号分析者往往不在固定的公司架构中永久地

从事一个职务，而更趋向以短期工作和顾问的职位在项目之间流动，

并利用他们广泛的网络和更新的知识来确保效率。信息化劳工的特

点是从一个研究项目转到另一研究项目，从一个市场合同转向另一

个市场合同，从一个媒体任务转向另一个媒体任务。他们倾向于量

身定做“（项目部）部长“生涯，而不是追求在某个企业不断延长行政

化职业生涯(Handy,1995) 。

一定程度上，因为社会碎片化的增加 (Hutton, 1995) ，符号分析

者的职业规划可能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但这一发展有更积极

的方面。例如，派卡·海曼 (Pekka Himanen, 2001) 设想出一个“黑

客道德规范“，属于新教徒工作道德规范的当代版本，新教徒工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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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规范曾经鼓励了许多工业资本主义制造者 。 曾儿何时，新教徒以

君主的名义完全致力千工作和工业扩张，而现在的“黑客道德规范”

结合了开放和无层级的反传统文化观点，并承诺创造改革和随最新
科技改变的义务。到达极端时，“黑客”会卑屈地致力千生产一款软

件、一件工具或一些新电脑游戏。与此关联的是弗朗西斯· 福 山

(Francis Fukuyama , 1997) 的主张，他认为今天成功的＂扁平型”组织

授予雇员权利 ，其可以在他们拥有的自治中找到满足感，同时可能会

逐步减少他们对组织的义务 。 事实上，这些拥有高级技能的自由工

作者与志趣相投的人在一些特殊的项目中相互磨硕 ，可能会激发出

“社会资本“．因为他们通过对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忠诚联系成整体。

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2005)重申＂扁平组织”的出现带给

人们独立的空间，那些志趣相投的人将群情激奋，热衷千信息的自由

交流。 . 

自 1 9 97 年起，英国首相开始分享这些积极的理解并定期表达他

的乐观主义，如此一来，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2005)坚持“在快

速全球化的时代中，工作已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身处一个自由开放

的经济时代，为了保持竞争性必须随时准备变化”。在这个全球化世

界中，布莱尔首相拒绝在低收入的层面上竞争，他坚信“知识、技术、

智力（以及）才干，英国只有释放这些元素才不会造成负累＂。他的信

念比其他主要政治家的评论更体现赖克主义 。

后福特主义的问恶

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的理论在知识界受备受关注。某些学者

对此最初的兴趣是为了解释英国左派无法获得选举支持的现象，他

们认为由于投票人都十分反感工党过时的形象，投票者反复地（在

1979 年、 1983 年、 1987 年和 1992 年）拒签集体认可。其中肯定有什

么原因导致了失败，毕竟 ，从 1945 年到 70 年代末，人们一直都支持

着工党，究竟为什么造成支持者众叛亲离？人们普遍都意识到一场
改革正在迅速进行 传统工业生产大量过剩，新的工作层出不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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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技如雨后春笋涌现，交易速度急剧提升等等，许多评论家相信

世界日新月异，因此即使有大量的著作强调这是一个“新时代”

(1988) ，人们也见怪不惊了。

然而，要把对“新时代”的重视和后福特主义的内容联系起来异

常困难，确实，社会经历着深刻而系统的改革。那么，你能总结出什

么特征来说明后福特主义与过去的社会有明显的不同呢？事实上，

从生产管理、阶级结构、消费方式、工作关系甚至到概念本身，后福特

主义各方面特征的展现方式都明显地区别于福特主义时代 (cf. Hall 

and Jacques,1989) 。

有人会注意到，后福特主义和第三章中贝尔保守的后工业理论

巧妙地一致 。 虽然这两个理论来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传统，但

是在区分现在和过去的方法上、描述新时代到来的形式上，两者都有

着高度一致的看法。克里夏·库马 (1992)竟然把后福特主义视为

”后工业理论的译本”(p. 47) ，因为它们都有着非常一致的主题和

倾向。

如果要反对以上的想法，我们必须记得调节学派的后福特主义

版本承认私人财产、市场标准和集体优先权都拥有着支配地位，资本

主义的普通形态依然适用。因此，“新福特主义“强烈号召人们把社

会连贯性放在首位，而不是拔高变化的影响，这种做法切中要害，也

就是说，新福特主义是竭力重建和巩固资本主义，而不是废黜资本

主义。

对福特主义最强烈的异议主要在于反对其概念倾向一着重强

调变化而不是连续性，这让理论的追随者各自分道扬镶（福特主义或

者后福特主义）。他们将历史的过程过度简单化的同时，又低估了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连续性。在此，受篇幅所限，不宜扩展驳斥的理

由，所以仅就几个更有说服力的批评来讨论：

一、福特主义所描述的平衡状态与 1945—1973 年间的情形相

差甚远。例如，从 1950 年开始到 70 年代中期，英国 1/3 的农场工人

失业(Pollard, 1983, p. 27 5; Newby, 1997, p. 81) ，这是当时农业间题

的重中之重，但却没有一个社会理论探索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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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福特主义中，也有同样的例子。例如，后福特主义坚持阶级

政治已经过时了，因为工人阶级（主要是指体力工作者）正在消失。

我们清楚地记得，产业工人阶级在大部分国家中一直都是少数群体，

只有英国例外（而且曾经有一段很短时间工人阶级组成了社会的大

多数）。在大部分的现代历史中，体力工作很大一部分由农业工人担

当。比如，在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农业工人占据了 25 ％的工作人数，

比在煤矿、交通、建筑和工程领域工作的工人总和都要多

(Hobsbawm, 1968, pp. 283,279) 。自从农业持续衰落后（现在在职

业总数中，农业只占据不到 3％的份额），工人阶级（也就是体力劳动

者）内部开始了结构重组的历史(M山band,1985) ，某些职业人数在

上升，相反有一些则在下降。

事实如此，接着我们会对那些评论家所作出的结论感到疑惑，为

什么白领工人的增加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终结？这其实取决千每个

人的定义标准。非体力工作者的队伍扩大的确有特殊的意义，但如

果我们决然地把他们区别千工厂工人，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在世纪之

交从农业劳动者中分离出来的工程维修工，这未免也有点太武断了 。

而且，当我们回想起体力劳动行业的分类时，会发现工人阶级并没有

出现过像福特主义分类学所说的同质化时期 。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

英国，尽管体力劳动者压倒性地占据投票人的绝大多数，但保守党仍

持续处在优势地位。

总而言之，体力劳动与工人阶级看似同质的综合体，实际上都是

知识分子的建构，这也就暗示两者间的聚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犹如

工人阶级与 自领（中产阶级呢？）阶级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

沟一样。最后，我们会记得体力劳动者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并没有

要消失的迹象， 在今天的英国，体力劳动者还占据着总体劳动力的

一半。

二、后福特主义削减了大量的工厂工作并把资源转移至金融或

休闲娱乐等服务业。在经验上观察，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是在第

三章中，我们知道要把这种想象标志为一种深刻的变化是很困难的。

相反地，由千劳动力分离而引起的服务业扩张是为了创造更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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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运作。

三、后福特主义一直强调消费，但这一论点实际上备受押击。

下面列举几个鲜明的批评观点：

(1) 至少从 18 世纪后半叶开始，消费就已受到了关注，当时，工

业技术已经开始大范围地制造生活消费品 (McKendrick et al., 

1982) 。从长远来看，近期的发展象征着消费趋势的加速，但它绝对

不是“从生产到消费＂的震撼性变化。因此，后福特主义所描述的新
事物又再次受到质疑。

(2) 后福特主义认为，消费赋予了人们个性化（重视差异性），相

应地，今天制造商提供个性化产品的能力也在提升，而此论还有待

证实。

围绕该论点的论争与批判层出不穷，最主要原因在于当今社会，

大众消费和批量生产依然继续发展。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电

视、汽车已经诞生，可是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见汽车，同时我们还有

电脑游戏、唱片机、家庭电脑、洗碗机、合适的厨房、平装家具等等象

征着最新批量生产的生活消费品（这些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其

他领域的商品销售）。当然，更多的生活消费品出现在今天的社会，

它们稳定地在传统的批量生产内部增长。但生活消费品完全是标准

化的物品（以模板为基础设计生产），这就预示着购买者有相当大的

同质性。

此外．后福特主义断言，大众消费与个人主义格格不入 (20 世纪

50 年代沉闷呆滞的个人形象还记忆犹新），此论相当可疑，至少在今

天，情况并非如此（一代人以前也同样类似），对批量生产的商品，因

其不同的使用方法而加强了个人的个性化感觉。例如，人们可以选

择各式各样的衣服配搭以彰显个人品味。生产消费品的模板化生产

是供应厂商的一个战略，他们竭力把消费者选择的欲望控制在一个

框架内，以维持批董制造。

当人们观察到批量生产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时，他们自然

会思考批量生产在组织企业部分的作用。后福特主义理论反复出现

的主题之一就是当代经济生产的弹性特征，它为小的、成长飞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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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机会，同时也给予小企业的强大竞争对

手得天独厚的机遇，因为大企业可以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更迅速的

反应。

我们应该看到，近五十年来，拥有悠久历史的公司正在不断地膨

胀和扩大。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跨国公司一直天赐良机，无论它

们在哪里运作，它们一定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优势，举目眺望任意一个

先进领域的市场经济，此现象无处不在 如电脑、汽车、无线电通

讯、大型家用电器、音响系统、家居等等产业 。 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

事实是，在 20 世纪前半叶，许多优秀的公司在全球化经济的最前线

依然保持着它们的领先地位，比如福特、通用电气、壳牌石油、西门

子、宝洁 、奔驰、可口可乐、凯洛格、IBM、英国化学工业公司、柯达、飞

利浦、大众汽车和菲亚特汽车公司等等。这说明公司在二战后（甚至

是二战前）的历史都有着根本上的继承连续性（最多是变更了新鲜名

字或者合并公司），那么还有人要说什么”后”之类的发展？所以，如

果要给社会变化定论，不得不深思熟虑一番，不可信口雌黄。

而且，并没有证据说明各产业巨头的批量生产活动不能回应或

者营造消费者的差异性。跨国公司采用新科技，加入全方位的市场

销售，他们已经对“批量生产多样化驾轻就熟”了 (Curry, 1993, p. 

110) 。后福特主义理论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其认为跨国公司因为某

种不确定的原因而无法迅速回应地方和个人的特别需求。但全球范

围和本地反应在逻辑上是没有冲突的 (Harrison, 1994) 。事实上，机

灵的市场商人利用互联网上的信息武装自己，然后他们就能准确地

针对全球消费者组织生产。也因如此，在凯文·罗宾斯(Kevin Rob­

ins)所说的＂弹性的跨国公司 (flexible transnational, p. 27)“ 中，全球

性政策和本地反应都能很好地协调一致。还有一点，与小的机构不

同，跨国公司拥有特别强大的灵活性，以雄厚的资源为支撑，跨国公

司可以收购一些具有潜力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会代替跨国公司革

新产品和管理细分的市场。

后福特主义的主旨在于否定福特主义，其认为福特主义不能准

确描述当前资本主义企业，但事实并非如此 。 远东批量生产的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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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威胁着欧洲和美国的公司，这让那些批判福特主义不再可靠的

人更加迷惑了。 此外，资本主义企业垂直解体的例子证明 主流

的跨国公司倾向以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来追求企业最大化的控

制力。

弹性专殊化

有关后福特主义论点的批判，颇有分量，但后福特主义理论家却

据理力争，至少那些受调节学派影响的理论家会坚持，我们需要考虑

的不是整个新的系统，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体制的转型。他们的

分析确实有含糊不清的部分－~什么是连贯性？什么是变化？连贯

性与变化间的平衡点是什么？但多数持此论点的学者开始从广阔的

马克思主义视野思考问题，他们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他

们往往能够辩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然存在，他们需要确认另一种

新的资本主义企业模式。

不过，还另有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学派思想，它从更集中的方向开

始研究，展示了后福特主义的变体，确认了过去与现在的断裂 。 迈克

尔·皮奥雷和查尔斯·萨贝尔 (1984) 集中于研究工作（用学术术语

来说，是劳动过程），他们开创性地提出了弹性专殊化／生产能够普遍

地改善生活方式。此外，因为这种理论特别重视信息／知识在后工业

主义中的地位，因此我们要把这种理论与一般的调节学派理论相

区别。

在福特主义的时代，当批量生产支配生产领域时，制造批量的标

准化产品需要专业化的机器和低技能的专门化劳动力。只要想象大

工厂的生产装配线，任何人都能轻易地描绘出这幅图景。在那时，泰

勒技术（准确的时间和动作、分等级的监督、由管理阶级严格控制运

作和精细设计每日例行工作）、半熟练和毫无技术的劳动力成为典型

的必备条件 。

因此，下文将回顾皮奥雷和萨贝尔的观点。他们主张在 19 世纪

末爆发的批量生产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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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革命”。与福特主义的重复而低技能的劳动力相比，职工技能的提

高和多样化的商品生产需求是“弹性专殊化“最根本的变化。弹性是

新时代的基调，它已经在意大利的艾米力亚—罗马涅地区引起共鸣

(Sabel, 1982) ，它预示着蠢笨的劳动力将会回归到精巧的制作方式。

皮奥雷和萨贝尔(1984)甚至梦想“自耕农民主”(yeoman democracy) 

的复兴，一间小型的合作企业就能对市场机会的变化作出迅速的

回应。

他们提出三个主要原因推导出弹性专殊化的诞生。首先，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 70 年代初，劳动力不稳定的状态鼓励公司分散

它们的生产活动，比如，增加它们的转包合同并从公司内部生产脱离

出来，此一转变刺激了那些技术成熟的小型公司发展 。 这些小型的

公司通常是由大公司重建，被置换出来的人力另行计划而创建的，它

们渴求工作、先进技术和适应性。其次，市场需求明显地变化了，消

费者的口味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这为那些小众的高质量的细分市场

提供了机会，在那些细分市场中，弹性专殊化有更好的适应性。最

后，新技术让小型公司更具竞争力，因为经济规模的优势削弱了，而

由于现代电脑的灵活性，技术型的机构开始最大化它们的多功能性。

除此以外，新技术通过合适的程序会变得更具延展性，它能马上为那

些发展迅速的小型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和固有技术升级，因为这些新

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恢复了人力操控“(Piore and Sabel, 1984, p. 261) 。

这是对弹性专殊化理论的简要概括，在某些版本中，弹性专殊化

与 H 本的看板 (kanban) 系统（准时制，just-in-time) 和全面质量检验

相一致 。 本书就弹性专殊化的两个主要层面来论述 。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关弹性专殊化的各种不同观点。布雷弗

曼·哈里(Harry Braverman, 197 4) 曾经提出，资本主义的进步导致

了劳动力技能的逐步丧失。虽然哈里的论点在过去很流行，但相当

多的学者也驳斥他的观点，现在许多思想家反其道而论称弹性专殊

化已经来临，这是一个以提升职员技能为重点的时代。 在英国，支持

弹性专讨业主义的思想家，包括经济学家约翰·艾金森 (John Atkin­

SOJ!, 1984) ，他早期的研究显示政治和商业领导者急需弹性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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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对竞争压力和经济衰退，＂弹性公司“正好适应了他们在这方面

的需求 (Atkinson and Meager, 1986) ；还有保罗·赫斯特 (Paul

Hirst) 和乔纳森·莱特林(Jonathan Zeitlin) 等人，他们根据马克思主

义的传统理论指出，只要人们接受“互相合作”与“互相协调”的生产

模式，并且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存在着必要的“最小限度信任“

(p.447) ，弹性专殊化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在大西洋以外的地方

也有许多相应的代表人物，如激进的批评家弗雷德·布洛克 (Fred

Block, 1990) ，他发现“后工业机会“会带来”更高的技术水平”

(p. 103) ；还有哈佛商学院的肖沙娜·朱伯夫(Soshana Zu boff) ，他提

出”意义深远的再技能化(reskilling) " (p. 5 7) 会得到不断地发展。

接着，我们要阐释信息在弹性专殊化中的关键作用。信息作用

的一个面向是生产工作，正如许多论著集中论述的一样，信息传播科

技是弹性的表达形式和促进者。新科技是“智能的“，因为它们聚合

了大量复杂的信息。操纵程序是它们的基本构成而不是它们执行的

任何特殊功能。因此，输入的信息决定了新科技的弹性和工作能力。

比如，具有成本效益的小批量生产运转、专用化生产和制造程序的迅

速变化。此外，信息元素也为劳动过程提供了弹性，为了操纵信息，

劳动力必须掌握多种技能和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因此，劳动也变得更

具弹性了（劳动本身也促进了信息的作用）。在以前，雇主只需要掌

握一整套生活管理方案，而在信息科技时代，当新科技出现时（甚至

程序改编），雇主必须尽快地更新自己的技能。这种“信息广度”

(Block, 1990, p. 96) 意味着，按照信息作业的要求，雇员必须定期地

进行训练和再训练。

信息的另一个关键作用源千对编程技术的深度依赖。为了应付

操作中不可避免的短暂中断，机器生产需要工人全面掌握系统的信

息／知识。因而，信息科技不仅激发了例行的工人再培训，而且它还

需要工人了解内部的工作原理。正是如此，生产工人成为一定程度

上的信息工作者。如果用拉里·赫希霍恩(Larry Hirschhorn, 1984) 

的术语表示，生产工人是“后工业工人＂，他们“必须调查和理解完整

的生产过程以处理那些不可预知的错误”(p,2) 。 在车间中的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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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就是“后工业科技”(p. 15) ，它减少了大橇的体力劳动需求和枯燥

的装配工作，但同时它需要“更高的流动性和警惕性以应付不完善和

不连续的控制科技＂。因此，“教育训练必须创建起来，使工人更好地

应对不可预知的系统错误＂，这需要一个对系统整体的全面理解和

“准备与学习＂的持续过程。此种境遇里，我们可以预见“工人性质的

转变，从生产过程的被控制元件，变成操作控制元件，进而执行操纵

整个组织系统”(pp. 72-73) 。因此．工人成为“受教育劳动力”的一

部分(Block and Hirschhorn,1979,p. 369) ，由信息科技驱使走上一

条“流动、弹性的生活道路”(p. 379) 。

比这更鼓舞人心的是弹性专殊化还激励职员参与到工作设计当

中。计算机化生产提供了“反馈线路”和“自动化控制的回馈“(Hir­

shhorn,1984,p.40) ，这使他（她）只要用恰当步骤改编程序就能运行

程序。在此，工人对信息十分敏感，通过先进科技的帮助，他们清楚

整个生产流程且能够快捷地改进整个系统，这就是肖沙娜·朱伯夫

所说的自反性 (reflexivity) ，其源千工人在工作中运用信息传播科

技，而她相信，信息化(informating)过程将激发“智力技能“(intellec­

tive skill) 。

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尔里(1994)对自反性能力推崇备至，

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他们对信息传播科技的重视转移到信息本身，

并对工作领域作了更广阔的思考而不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在他们

看来，我们生活在“自反性积累 (reflexive accumulation)” 的时代，经

济活动以雇员（和雇主）日渐提高的自我监控意识为前提。经济活动

不仅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功效顺应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还

能迅速地开展技术革新。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占据着中心地位，因为

至关紧要的反思进程，其构成元件就是信息，反思本身实际上是以连

续监控程序、产品和销量为基础，持续地进行决策和改进。

另外，现在的物品生产中注入了琳琅满目的符号，以至千设计

(design)元素成为制造过程的核心；同时，以符号为基础的工作得到

了爆炸性的扩张（比如文化产业）。拉什和厄里 (1994) 表示，上述变

化同样出现在汽车制造业（在汽车业中，大量的革新主要针对设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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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不是追求狭义的技术改进），但设计元素渗透最深的还是在音乐

产业、电视节目制作、出版等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信息浸透在这些

工作的每一层面。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时髦＂的服装和家居制造业 ，还是在旅游和

娱乐领域，各种职业渐渐以“设计强度 (design intensity)”作为其信息

层面的标志。为了反对工作是程序化生产的观点，拉什和厄里强调

即使是商品生产也受到了其他事物的影响 。 比如，产品生产中融合

了文化的主题（经过“唯美化”的文化主题），甚至在生产关系中也进

入了新的元素，大学里的风气和道德精神不断被灌输到 IT 产业等前

沿领域 。

斯科特·拉什 (2002) 把这种趋势定位于从“制造逻辑“转变到

“信息逻辑＂的广阔背景之中，“信息逻辑“提高了不可预知性，围绕着

知识密集改革而转动的不稳定经济周期和不安全的文化环境迫使我

们生活在一个“无组织”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提供假情报的信

息社会“中，它以剧变和短暂为特征。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缺乏固定

性，一切瞬息万变，马上会受到信息刺激或者破坏。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工作可以有两种形式：新科技可以进入

车间，那么熟练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 Hir­

schhorn 的方式），或者新技术绕过车间发展，那么它的功能就会被

”专业管理人员”所取得 (p. 122) ，比如发明经常在高科技和先进的生

产者或者消费者服务业中出现。拉什设想在这个环境中会出现的两

种社会选择，传统文化是“平淡地带 (tame zones)“ ，因为它一直保持

着合理的秩序，在生活方式上一直保持着传统的观点。但是当我们

紧抓着传统文化，工业生产能力的衰减让我们进入“死亡地带 (dead

zones)" ，导致社会不能适应信息经济的需要，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

在另一个极端，拉什察觉到了”活跃地带 (live zones)" ，在那里，知识

密集型经济和创意性工作兴旺发达，而且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

文化“平淡地带”的建立（例如，保守的律师、会计师从郡迁移到伦敦

市） 。拉什还看到，”活跃地带”在商业上是活跃的，其沉浸在各种信

息活动中，比如流行、音乐和媒体，并采用激进的文化观点，因此人们



118 

信息社会理论

可以生活在充满创新和挑战的＂疯狂地带(wild zone) ＂（它们作为主

要城市伦敦的一部分而建立起来，比如卡姆登和伊思林顿）。但是，

有人会以一些分裂而好斗的＂疯狂地带”为反例推翻此观点。这些

“疯狂地带”的经济并不发达，随着公共价值和行为规范体制的崩溃，

这里的工作不仅收入低而且不稳定。在当今新兴的世界中，无论将

要出现的文化形式如何，最好的前景必然是出现在拥有“弹性专殊

化”的高技能信息行业中。

网络关系

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 1991) 的著作曾经提出，＂符号分析

者(symbolic analysts)”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者、把改革与弹性专殊

化相联系的组织者。赖克认为，那些在信息时代思考、分析和计划的

”符号分析者“依赖于工作方式的改进，工作方式不能只局限千某个

特定的合作层级，而是要立足于“地球网络”之中。该观点受益千其

他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比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 

本书在下一章节介绍他。

学者们论战的焦点集中于工作日渐是一种横向关系而不是纵向

关系。在福特主义时代中，大多数人几年来一直在同一个公司工作，

并为挤进更高的阶级而努力，而对他们忠诚的回报就是每年一度的

年终奖和工作生涯结束后的养老保险金。然而，在今天，为了节俭开

支（信息传播科技允许他们这样做）和提高竞争力，公司已经削减了

许多组织等级 。 但公司这样做之前，必须先授权给一个人，让他带领

和发动改革（同时也能提高市场竞争优势），而此人往往是受过良好

教育并拥有高级技能，但通常与他的官僚政治才能并不相关。他们

的忠诚并不是指向公司（为了追求效率和竞争力，对忠诚的要求已经

降到最低了），而是对他们进行的项目负责 。 他们的身份显示了物以

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他们最大的驱动力是奖金，而不是年终薪水

奖或者离开公司后的补贴 。

此外，在 H 复一日的工作中，他们十分依赖于可能远隔千山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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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事网络，只要他们有“网络”相互联系，他们共事也就游刃有余。

在现在的世界，弹性已经成为竞争优势的必备条件。虽然公司不能

为信息专家提供一个长期的基地，但他们不仅能够迅速地行动而且

拥有辉煌的成就，而且这一系列成功的项目换来了比钱更珍贵的骄

人记录。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一个高级软件工程师、学术研究员和记

者的工作实践，那么我们对此就能一目了然。这些人最先考虑的不

是效忠于某个公司、大学或者报社，而是对同行的尊重，他们主要考

虑的是某款软件的运行，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或者故事报道，他们会

定期吸收个人网络中的专家意见。此类雇员定期地对自已进行再培

训，从同行中学习并渴望寻求新的项目，他们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

项目，简直易如反掌。简而言之，他们是最超群的弹性专家。

弹性专殊化的理念，以及所谓未来工作将会倾向于信息密集型，

并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的说法，往往引人入胜。坚持不懈、勤奋学习

的工人开创了有卓越信誉的＂弹性”形象，更吸引人的是，我们可以从

文化产业中识别出专业化的职员，这些专业人士热切地留意着新的

“想法”和“潮流”，以便随时充电，他们一直用自反性的方式处理信

息，同时依赖持续的创新寻找细分的市场。自助书籍的作者、旅行导

游、英国第四频道 (Channel 4) 的合约制作商、管理部门的咨询者都

属千这种类型，此类从业者让我们回想起清教徒运动的道德规范，金

钱奖励或许并不能激励他们(Himanen,2001) 。

然而，＂弹性专殊化”的理论也遭遇若干拌击。主要集中于下述

几个方面：第一，有一部分“弹性专殊化”的提倡者，不顾外界的强烈

反对，明显带有科技决定论的烙印。比如赫希霍恩之类的学者，他对

电脑自动化的强调，令人觉得此说有传统可循，他的假定在千先进的

科技带来高级的技能需求。在赫希霍恩的观点中，“工业科技”是“跨

文化的＂，它不可避免地”以雷同的模式无处不在地塑造社会生活”,

而这一切都会被“后工业科技“破坏（和解放），”后工业科技“让生活

变得更富弹性 。

第二，＂弹性专殊化”作为批量生产的对立酝，在某些方面与占支

配地位的大型公司组织背道而驰。因此，出千多重原因，令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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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专殊化”产生质疑。首先，本书之前也提到，＂弹性专殊化“低估

了大型公司的弹性，它们能够成功地引入新的工作模式和新科技，这

些新元素同时促进着生产多样化和产品模块化，一方面允许重要产

品的分化生产，而另一方面则继续批量生产。如迈克尔·萨贝尔

(Michael Sabel, 1982)也承认：“现存的福特主义企业只要不牺牲根

本的运行原则，仍能够适应变化着的需求“ ( p. 194 ) 。 大型汽车制造

公司的案例证实了这种可能性；例如日产 (Nissan) ，它在新德里建立

了消的弹性生产计划，可是它的生产关系依旧保持不变，对下属劳工

依然实施严密的监控 (Garrahan and Stewart, 1992) 。 此外，耐克的

研究表明，耐克 70％的运动鞋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制造，其生产依旧

是彻底的福特主义形式，但它的组织和销售，也就是鞋子生产过程中

核心的信息工作和“增值”方式，则集中在美国 。 基思·格林特

(Keith Grint, 1991)认为，将变化概念化为如此彻底的区别是不明智

的作为，其糊涂之处犹如把弹性与批量生产对立起来一样 。 而事实

可能是，“我们现在……不是用另一种生产方式代替一种生产方式，而

是平行而并列的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市场同时发展起来”(p. 298) 。

第三种反对观点是，不管我们是否能找到证实弹性专殊化的确

切证据，批量生产依旧在先进的经济模式中保持支配性地位 。 因此 ，

所有有关市场变革的意见在经验观察上都不能立足。不过仍有学者

坚持，弹性的说法，了无新意，因为在资本主义公司成立之初 ， 弹性就

已经成为其特征了 (Pollert, 1988 , pp. 45—46) 。在 19 世纪，许多专

门的公司针对市场某部分的需求而建立，但没有人觉得这种状态是

被迫形成的，直到晚近，也没有人非说服装业和玩具制造商(cf. May­

hew, 1971)就是证明弹性专殊化的最好例子 。

与上述批判弹性专殊化相关的说法一当支持者们积极推崇弹

性专殊化时，它可以被解释为“劳动区隔 " ( segmented labour) 的再

现。也就是说，弹性专殊化不仅对于那些自信 、熟练且具有才华的工

人来说是十分关键的元素 ，对千那些脆弱（因此更弹性）的＂边陲

(peripheral)“人员 ，也就是兼职工人或者短期合约的临时工来说，弹

性专殊化也同样重要 (Gordon et al.,1 982 ) 。在近几年 ，＂边陲“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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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此趋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他们

早已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之一。

第四种反对意见是，后福特主义显示出自发性、强适应性和劳动

力的易处理性等特征，但是在现今社会，工作的任期并没有减少。虽

然有相当多的道听途说证明“临时“员工和短期合约的存在，但是更

多的系统数据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大部分人的实际工

作任期都在增加 (Bowers and Martin, 2000) 。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

某段时期习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也可能他们正在某个特定组织内

晋升。公平地说，弹性专殊化的理论夸大了事实，记者（似乎很少工

作保障）和学术企业家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扩大到广阔的社会去理解。

最后，安娜·波勒特 (Anna Pollert) 对弹性专殊化理论给予了

猛烈回击，她批评＂弹性”理论的含糊不清与包罗万象的特征。当弹

性专殊化被拆解为不同成分（如工作、技能、时间和生产的弹性），以

便易于验证时，弹性专殊化就会失去力量和创新，黯然失色了。

结论

本章以冗长的篇幅回顾了从福特主义转型到后福特主义经济积

累体制的理论和有关批呈生产让位于弹性专殊化的相关论点。笔者

难以对此论争作一总结，若干论点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论点并不直

接慷慨陈词，开门见山地明确表明我们究竟是经历着一个系统的变

更，或是既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延伸。

非常清晰的是我们应该质疑那些鼓吹我们的社会关系已经历了

突变的观点。资本主义连续性的特征明确地揭示了此一言论的错

误 市场标准的优先性、商品生产、劳动力工资、私人所有权和企

业组织依然流行，甚至与过去的形式仍有着联系。不过，从资本主义

是经济构成和社会安排的动力前提出发，毋庸置疑，二战以后，社会

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如工作组织的新形式、职业模式的变化等等。但

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这些变化就代表着系统的断裂，如奴隶制被封

建主义所取代，显然后面这些转变都比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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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意义深远得多。

先把这个限制条件放一边，笔者以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组合的几

个主要变化应该记录在案：

一、在 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社会遭遇严重的经济衰退，促

使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建构，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剧变和动荡。

二、全球化的进程在各种层面上持续和加速进行，让公司不能

以过去的方式继续发展 。 对千这些公司来说，全球化既是挑战，又是

机遇。

三、在这个时期，跨国公司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扩展着自己的规

模、范围和影响，它们成为全球经济的最主要参与者 。

这些发展的融合促成了资本主义活动的关键变革，不仅是自身

变化的速度加快，它还鼓励更弹性的生产、销售和一定程度上的消费

战略。而信息是掌控这些发展以及自身变化的轴心，尤论是在工「

和办公室，还是在跨国公司的运行中，信息都占据着绝对核心的

地位。

信息可能不会引发这些变化，但毫无疑间，信息在维持资本主义

利益和资本主义活动适应性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信息的核

心贡献如下所述：

一、信息流通是全球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是在那些金

融和服务网络中，信息流通就更为重要了，因为这些网络联系紧密，

而且支持着散布全球的活动。

二、信息在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控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无论是在

公司内部还是外部都是重中之重。

三、信息对“全球化地方主义 (global localism) ＂，或者可以称为

全球地方化(glocalisation) 的出现中尤为紧要，这就是国际和地方事

务与利益得以紧密联系和管理的原因所在 。

四、计算机化的普遍深入和信息密集型公司的显著增加，使得

信息在工作实践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 组织、计划 、活动的实施都

需要专门的信息专家，赖克的＂符号分析者”的活动对社会活动的其

他方面影响卓越 。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1

从 1996 年到 1998 年，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出版了

一部三卷本的论著一《信息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 。作为

卡斯特长达 25 年研究的集大成者，《信息时代》对当代社会科学家的

思想影响卓越，该书堪称巨著。《信息时代》三部曲被译成 20 多种语·

言，在原书刚出版后不久，就出现了修订本，并重印了多次。就在世

的对当代社会特质进行思考的思想家而言，卡斯特无疑是一位学术

旗手。他经常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报纸上也有他的高见。卡斯

特这部一千多页的三部曲，对信息在当代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最全

面深入的分析。实际上，《信息时代》的出版，使得一些评论家把卡斯

特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等人相提并论。

笔者认同这种评价，因为在所有关于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动

力的论述中，卡斯特的作品的确最富有启发性和想象力，且相当严

谨。如果我们尝试去了解信息的角色和特性（这必然涉及努力去理

解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力）及其如何介人变化和正在加速的变化本

身，那么曼纽尔·卡斯特的作品非读不可。

卡斯特 1942 年出生于巴塞罗那的一个佛朗科 (Francoist) 家庭。

作为一名左翼激进分子，他在 20 岁的时俟逃离了佛朗科的独裁统

治，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去了巴黎，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巴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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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大学那充满动乱的南特尔校区 (Nanterre Campus)任教，期间，涉

足了 1968 年的学生运动。 1972 年 ，他出版了一本富有革新精神和影

响力的教科书 《城市问题：一种马克思主义路径》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此书受到了当时盛行的路易斯·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struc­

tural Marxism) 的熏陶。 1979 年，卡斯特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的城市和地区规划与社会学教授．他在此教书育人 20 年。近来，他

搬回了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Catalonia ) 的开放大学 (Open Uni­

versity)担任教授，与此同时他在美国西海岸的南加州大学和东海岸

的麻省理工学院兼职。他尤其热衷旅行，从俄罗斯到新加坡，从台湾

地区到智利，他在世界上将近 20 所大学中荣获访问教授之职。

作为一名城市化分析专家，曼纽尔·卡斯特的学术名望在很久

以前就已声名鹊起了（他在伯克利的头衔就是其学术旨趣之所在）。

他的著作《城市间题》在城市规划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日后的

一系列著作再次令其地位更上层楼，《信息化城市 》 (The Informa­

tional City)乃是他研究论著的巅峰之作。他从来都没有摒弃自己对

城市问题的兴趣，实际上，他依旧继续探索城市的重建和区隔问题，

贡献卓越。

不过，通过整合和扩展他早期对千城市的研究， 《信息时代》展现

出来的实际上是对当代文明的整体特征的描述。同时，它也体现了

作者从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到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 a post­

Marxist social science)取向的漫长转型。曼纽尔·卡斯特秉持执著

与坚持不懈的精神，达成其斐然的智力成就 ，这是他能与其他许多社

会分析家如 C. 赖特·米尔斯(C. Wight Mills入拉尔夫·达伦多夫

(Ralf Dahrendorf) 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比肩的资质 。

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思想深处刻下了印痕，这不仅体现为他保留
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也体现为他坚持着墨强调资本主

义所扮演的角色。 同样也可以从他对《信息时代》这部三卷本著作的

组织中发现作者深受马克思主义浸染的丝丝踪迹。第一卷(1996)强

调了社会结构性物质，比如构成了“信息时代“基础的技术、经济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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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程。第二卷0997a) 的核心论述要点是“网络社会”(network so­

ciety) 的社会学，并特别关注了对根本变革做出响应而兴起的各种社

会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在场的新型环境的利用。第三卷 (1998)

最显明地与政治相关，关键主题包括社会接纳和社会排斥，本书视野

开阔，其广泛的主题还包括已成为历史的苏联、欧洲的未来、环太平

洋地带的兴起，以及全球犯罪网络的重要影响。作者的此类分析程

序以及对优先秩序的区分源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洗礼，与马克思

主义方法论一样，此分析程序从对结构性特征的分析转向对社会动

力的分析，最后转向了对政治问题的分析。在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为《信息时代》提供了一个组织框架。但这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

到－它同样使卡斯特论述造成变革的核心原因充满了深刻的洞

见 。 作者优先考虑的问题着眼千经济和技术问题之后，意识和政治

上的问题才得到关注。

在卡斯特对当今世界所进行的整体诠释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印痕清晰可见。他的分析路径强调——如果想对当今世界的运作进

行足够充分的解释，那就需要把一些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

作为相互关联的要素联系起来考察。如果说卡斯特是对各个部分如

何支撑一个整体的运行做了一个功能主义的描述，仅仅以此判断卡

斯特便有失偏颇了 。 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分析路径着墨千强调各部

分之间的关联性，虽然各个部分通常是处千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之

中，但它们之间相互摩擦的那些特性是造成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

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卡斯特把女性主义与全球化进程、经

济和技术改革、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社会分层的改变联系了起来 。 当

然，这种总体性 (totality) 的观念并不为马克思主义所独有，但它是马

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当中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卡斯

特的持续影响。在“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s) 遭受质疑，且后现

代研究风行之际，总体观念并不受青眯。卡斯特并不随波逐流，其根

深蒂固的马克思主义血统，令他义无反顾地抵制当今社会对总体性

解释的普遍怀疑 。

下文将铺陈卡斯特的思想，尤其是他在《信息时代 》 中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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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思想元素（关于城市维度的讨论，参见 Webster, 1995,ch. 9, ）。

在此，笔者可能会对卡斯特的作品存在些许的误读，因为概括叙述难

免把他的作品简化成了一系列抽象的和理论的观察 。 我们可以振振

有词地说卡斯特令人记忆犹新的特征 在于他是一位实证的

(empirical)社会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是在描述各色情境、堆

砌数据和铺陈叙述 。 卡斯特的理论素养上乘且洞见深刻，不过，他的

研究工作不是空谈理论取向。举凡言论以证据为优先判准，他绝不

会恪守被经验证据所推翻的理论不放。曼纽尔·卡斯特(2000a) 推

崇“可抛弃的理论”(disposable theory) ，多半原因是他实在不忍目睹

学界自后结构主义转向 (post-structuralist turn)后，对标志着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的抽象理论化 (abstract theorizing) 强调过度，他便以

“可抛弃的理论“反击时弊 。 为此，来自世界各地包罗万象的实证材

料都成为卡斯特的研究素材 。 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连贯分析框架展

示了若干丰富的经验材料，无论其是关于 1989 年之后在俄罗斯出现
的＂狂热的资本主义”(wild capitalism) ，还是北美市中心的犹太人居

住区，或是欧盟错综复杂的状况，卡斯特持之以恒地努力探究并回应

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和发生的重大事件。

延续还是改变？

卡斯特的核心论旨是，“信息时代“宣告因网络发展（信息传播技

术使网络的发展成为可能）而塑造了“一个新型社会“(Castells,

2000c,p. 693)的来临。在这个社会中，信息的流动被置于优先的位

置。就这一点，笔者不惜冗赘几句。但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卡斯

特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信息社会”的来临 。 他认为每个社会都会

使用信息 ，因此“信息社会”这个术语对分析当今时代的独特性罕有
价值(Castells, 2000d,p. 21) 。

卡斯特采用了 “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的概

念来描摹当今的时代。在此，“信息化”这个形容词和“资本主义”这

个名词都甚为重要。 一方面，形容词让作者可以关注一些标志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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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全新关系诞生的发展 。 信息主义 (informationalism)对于卡斯特来

说是非常关键的术语，它表示“知识活动千知识本身是作为生产力的

主要源泉”(Castells, 1996,p.17) ，其预示着一种“新型经济 ”(new

economy)和一个“新型社会”(new society) 的翩然来临。另一方面，

他对“资本主义”一词的警觉，造就他注意到经济关系的常规形式（利

润获取、私有制、市场规则以及其他问题）。实际上，他深察“信息资

本主义”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甚至是一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因

为得力于网络安排，融合了充分的弹性和全球性影响（这两者在以

前的资本主义时代都不存在，Castells, 1998,p. 338) 。

借助“信息社会”的概念，《信息社会理论》对强调系统性变革的

思想家和认为延续过去才是当代最显著特征的思想家有所鉴别。那

么，有人会问一卡斯特在此图景中立场如何？他似乎强调了变革

的深刻性，而同时他也强调资本主义会继续存在，其冒险扩张和稳固

性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 卡斯特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当今时代扮演了领

导性的角色，以他之见，造成这种十分重要的转变原因在千“网络社

会”的形成，而且他认为这种网络对于未来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可或

缺 。 卡斯特的全部作品都贯穿了两种论点的冲突：其一是强调社会

发展的延续性，认为资本主义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另一种观

点认为信息主义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社会变化显著。上述

问题也是本章所要涉猎的议题。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 (2004a) 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因此

他驳斥了那些“把我们的社会贴上信息或知识社会标签＂的人，认为

他们“有一点自命不凡＂，因为“谁都知道信息和知识作为绝对的决定

性作用，对千任何社会都有相当功用＂。有鉴于此，他毫不犹豫地摒

弃了“信息社会”这个概念。他与那种动辄就把信息摆在优先位置的

论调格格不入，所以甚至连“信息资本主义”之流的术语在他的写作

中也淡化了。尽管如此，卡斯特并没有在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在最

近的一项研究成果中，他清晰地阐明正是“网络社会”的出现真正标

志着一个新型社会的来临。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信息社会……我

们是在一个网络社会“，这是“社会的基本的、形态上的转变”(ib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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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

卡斯特认为我们正在经历迈向 “信息时代”的转型，该时代最重

要的特征就是连接人、机构和国家的网络扩展，其影响深远，最显著

的莫过于网络社会在促进世界性事务的融合的同时，也强化了它们

之间的区隔。卡斯特关注全球化整合人以及各种过程的方式，并且

对分裂(fragmentation) 和瓦解 (disintegration) 进行了评估 ， 上述内

容构成了他三部曲的统一主题。

卡斯特把信息时代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那个年代的资本主

义危机标志着所谓的”战后安定”(post-war settlement) （完全雇佣、

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国家福利制度等等）的终结。因为深陷衰退的

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的企业需要寻找新的利润来源， 70

年代之后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重组。 这种重组正好与卡斯特论述

的“发展的信息化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µment ) 的出现

相伴随，此种趋势和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紧密关联 。

在很大意义上，资本主义的重组意味着通过采用新的信息传播

技术，去寻求实现成功的商业活动的新手段 。 特别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种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卡斯特称之为 “信息资本．t

义”-－－便利用信息网络来开展活动 ·从工厂内的活动（工作的新 ）·，

式）到世界范围内进行销售 ， 资本主义迅猛扩张 。 而且，信息资本主

义与长期以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连，彼此唇齿相依．以全

于“网络社会”是一种在全球环境中实时开展的资本主义活动，这一

切完全仰赖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否则，不可想象 。

许多学者认为全球信息网络的扩展预示着民族国家的衰亡，因

为民族国家的边界与电子信息的流动无关，因此 ， 营销 、生产和分配

越来越在同一个世界舞台上开展，打破了国家之间的边界。卡斯特

察觉并承认此动态格局 ，但他并不认为网络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 ，

尤其不认同政治的重要性将日渐削弱。尽管民族国家的若干作用渐

趋式微，但民族国家仍然介入世弈事务中，他坚持认为民族国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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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依旧重要，并且不可低估。原因在于虽然全球融合乃必然之趋势，

但与此相关，时势要求参与者具备最大限度的适应性。市场情境和

市场机会的急剧频繁的变化是当今世界的秩序，在此世界“创造性的

混乱……构成了新经济的特征”。为了适应这种“急剧改变的几何

学”(Castells , 1996, p. 147八政府需要因势利导来抓住机遇（和承担

过失）。因此，政府明智地鼓励一些战略性的重要研究项目，及时涉

猎一些重要的合同性谈判，尤其关键的是善治，这些都是当代民族国

家所应扮演的核心角色 。 所以，虽然被迫接受信息流的全球大液涡

的挑战，但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依然如故。

卡斯特提供了全球性整合世界中最近的赢家和输家的风云旅

程，他强调了拉丁美洲和苏联的不同结局，以及后种族隔离时代

(post-apartheid) 的南非潜力。他阐述的主题围绕当今变动的世界图

景，指出一些传统的术语如北方 (North) 和南方 (South) 更容易带来

困惑而非一 目了然，不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变动世界图景中的各

色差异 。 因为其表明在当今新世界中，一些适当的政府策略能够导

致迥异的结果 。 励精图治的有效政府行为使日本和新加坡之类的国

家迈向了成功，而非洲的大部分＂掠夺性政府”(predatory states) 把

扎伊尔和乌干达之流的国家推向了全球性网络社会的边缘，迫使这

些国家只得依靠＂乞讨的政治经济学”(Castells, 1998, p. 11 4 ) 来勉

强维持生存。

通过对世界面貌的深刻体察，卡斯特对网络的形成所造成的直

接影响了然于心。最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化变化不定，但大致的方向

却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可以用四种形式描述那些地区 (Castells,

199(?, p.147): 

·高价值生产国 (producers of high value) （基于信息劳动力），

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

·高产量生产国 (producers of high volume) （基于廉价劳动

力），中国占有重要地位 。

·原材料生产国 (producers of raw materials) （基千自然资源），

在这种国家中，石油和煤气供应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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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生产国 (redundant producers) （只剩下贬值的劳动力），

这种国家严重缺乏资本和资源，政府不稳定，基础设施薄弱。

网络企业

我们已经步入了伴随着资本主义和“信息革命“联衭产生的“网

络社会”的新型时代。卡斯特相信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尽管我们难以忽视其重要性。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组织的形式，因

为伴随着全球整合而来，网络迅速成长，从而导致事务处理的“去官

僚化”(deburea ucra tisa tion) ，意思是说即使是在一个巨型的跨国公

司中，等级制度也正在被摧毁，权力也正在转移到那些真正的推动者

(movers)和鼓动者 (shakers) 手中，以及在网络中工作，操纵生意千

四海之内，做有利可图的市场项目的信息劳动力 (information worker) 

手中，他们的忠诚体现出往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色，而非忠诚

千在当下雇用了他们的特定公司。

在此，卡斯特从更正统的原则转向了商学院中的流行观念。许

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信息网络的扩展体现了跨国公司在世界经

济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的趋势。彼得·狄金 (Peter Dicken, 2003入理

查德·巴内特 (Richard Barnet入罗纳德·穆勒 (Ronald Muller, 

1994)和赫伯特·席勒 (Herbert Schiller, 1984b) 对此趋势都有闻名

遐迩的高论，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在战后引人注目的、势不可挡的上升

与信息网络的扩散紧密一致，而信息网络就是为一些主要的公司客

户而设计，它们把这些主要公司客户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 (Dan

Schiller, 1982) 。许多数据显示，当部分国家和公司的财富发生大规

模增长时，一些主要跨国公司的收入占据了前 50 名，或者说，一些电

信公司的主要订单迄今都来自于国际性的与跨国公司有内在联系的

顾客，或者说，世界工农业 20％的产量都来自千大约 600 家大公司 。

这些数据都支持了上述学者的论断 。

卡斯特认为整合导致世界激烈变动，物是人非，但他对上述论断

没有深究原由 。当然，对跨国公司在“网络社会”中的存在，他并非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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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见，不过，他以为跨国公司受到了“网络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威

胁，并深陷其威胁，处千水深火热之中，以至于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另

寻出路，否则就有面临崩溃的风险。所以，卡斯特声称，跨国公司正

在从纵向整合转向解体，以至于它们转变为“横向兼并的公司 ”(Cas­

tells, 1996, p. 166) 。他争辩道，在“网络社会”中， 一切都与在世界

市场中的反应速度和适应速度有关，所以，网络比其他东西都要重

要。反过来说，虽然从一般意义卜讲，公司似乎是中央集权制和等级

制的组织，但由公司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创造的和不断再造的网络，

能以一个有利的价格及时传送产品和服务，简言之，我们现在面临的

是“公司向网络的转变”(p. 115) 。战略联盟的缔结与中止取决于特

定的环境和参与者，本田公司的管理者提出的“五个无“原则（无过失、

无故障［如无技术错误］、无耽搁、无纸化工作和无存货）是成功的诀窍。

卡斯特认为，即使跨国公司会继续存在，剧烈变革仍然不可避

免。那个由位于大都市中心的由中央权力来计划和运作一个全球帝

国的时代已经逝去。在信息经济中，”大公司...…不是，也不再是自

给自足”(p. 163) 。它们需要把权力转移给那些能够接近”建立在去

中心化参与和协调基础之上的自我规划的、自我导向的“(p. 166) 网

络组织。有鉴千此，”竞争的全球化把大公司消解在由多维度的网络

形成的网站之中。 ”(p. 193) 。

所有上述讨论都深深地回应了后福特主义理论（见第四章），后

福特主义的咒语“弹性”(flex伽lity) 反复贯穿于卡斯特的著作。虽

然卡斯特极少显明地引用福特主义的文献，但他提出 (2000b) 当今典

型的公司是思科(Cisco) 。思科公司的网站就是它进行商务活动的

地点，其 80％的生意都依赖网络操作。卡斯特认为 (2000e) ，福特公

司巨大的制造工厂、标准化的生产，以及自上而下的管理结构是工业

资本主义时代的缩影，而思科公司正是信息时代“网络企业”的典型

(pp. 180—184) 。

我们可以经常在《金融时报 》或者是在《纽约时报 》的专栏作家汤

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 的专栏中浏览这一耳熟能详的管理

学理论。毋庸置疑，世界经济日新月异且不稳定，对所有人来说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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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重重，根究这一原由，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难辞其咎。全球化

使得一些从前相对来说不受影响的（由千它们属千受到保护的国内

市场）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也陷入了激烈的竞争。不过，卡斯特在此的

假定乃以浅显明了却蕴藏深邃的洞见著称。他坦言“网络的逻辑力

量远胜于网络的权力”(Castells, 1996, p. 193) ，这一簇言的言下之

意就是信息传播技术降低了全球公司的有效性，它们授予了那些在

网络方面具备更高明的个11~家眼光和更有效率的人和组织引人注目

的权力。实际上，这些人可能被公司所雇用，但是新技术却使权力从

他们的雇主转移到了网络玩家。

卡斯特(1996)继续高度赞扬了“信息主义精神”(p. 195) 。 在此，

他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的著名论断中得到了借鉴。韦伯认

为在加尔文教神学(Calvinist theology) 中存在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

的“亲和关系＂，即“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 与“资本主义精神”

(spirit of capitalism)相互凝结。卡斯特借用这个论断提出了在当今

社会起作用的可比较要素。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但却是“以一种新型

的且深刻改变了的形式”(p. 198)存在，该论断的核心是“信息主义精

神”(spirit of informationalism) 。卡斯特关千“信息主义精神”的描

述可以激发出“网络空间”(cyberspace) 的玩家画面：他们可以非常

方便地交换信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凭借把持的网络彼此有效连

接。他好像敬畏网络决策的作用：在“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

struction) （利用熊彼特的术语）的浪潮中，网络决策急剧地改变了世

事。他断定决策者是一种新类型的人，他们甚至不对他们的雇主负

责，而对那些在网络方面有天才的人开放。所以，卡斯特把这种新的

状况描述成“在网络企业的网络空间中，熊彼特遇见了韦伯 ”(p.

199) ，这是激烈变化、创造力和个人驱动的迅猛混合。他以此作为结

语，一点都不使人感到惊奇。卡斯特的合著者 派卡·海曼 (Pe­

kka Himanen,2001)—扩展了这个论断，他认为当今社会，冒险和

非法的“黑客伦理”(hacker ethic)方兴未艾，有此嗜好者趋之若狂。

卡斯特同样对工作实践和雇用模式的改变深切关注。他认为，

当代社会的信息劳动 (information work) 急剧增多，总体而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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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过去的劳动力更让人满意，更个性化；被“网络社会”改变了的环境

意味着如果人们要在信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动荡“(systemic vola­

tility) 中生存，他们必须习惯行动与筹划都充满＂弹性” 。

信息资本主义的文化影晌

在三部曲的中篇，《 网络社会的崛起 》转向了考察技术变革导致

的文化影响 。 卡斯特一点都不担心诸如网络色情和宣传新法西斯主

义的公告板，那些内容并没有阻止他的思考。他觉察到信息传播技

术更深远的影响，马歇尔 · 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的论述精

髓得以发扬光大。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宣告了印刷业的终结（《古登堡

星系 》[The Gutenberg Gala工y ] l 96 2) ，并且它将会被一种新的文化

形式所取代，卡斯特 (1996) 对此洞见致以“敬意”。他认为电视在当

今政治中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具体的内容，而是如果一个人希望成为

政治的参与者，他必须利用电视画面；与此相同．如今“网络社会“最

迫切的事情不是关千人们说了些什么，而是人们可以接触到网络的

事实本身。卡斯特声称，如果你不置身于网络之中，你就无法在“网

络社会”中扮演一个完整的角色。而且，在大众传播体制中，电视是

典型的媒介（把集中式生产的产品传送给一个同质化的受众），而计

算机网络预示着大众传播体制的终结，因为它允许互动 ，并且使互动

个性化 。 所以，最重要的文化影响是“进入网络”(being netwo rked ) 

的问题 。 如果一个人置身网络，他就能够接触到信息，但凡他需要，

他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发生互动。

卡斯特担心一些比因特网的扩散更领先的技术发展，因为他认

为其加强了社会碎片化 (11ocia l fragmentation) 的趋势，社会分裂贯穿

千作者全书 。 如今的趋势是，有线和卫星电视使得目标受众接收到

的是一个预先选定的节目单，把那些（比如说）收看天空体育电视台

(Sky Sports) 的受众与那些被 MTV 的摇滚乐频道所吸引的受众分

离开。这是卡斯特的观点与麦克卢汉的论述相去甚远之原因 ， 麦氏

认为＂讯息即媒介 “(message is the medium) ，因为它们的传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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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割的受众(segmented audience) 需求。这一切都是伴随着电视

资源的全球整合而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默多克(Murdoch)

的新闻集团 (News Corporation) ，它为那些具备市场吸引力的、不同

的受众提供植身定做的和多样化的节目。卡斯特尤其担忧伴随着先

进技术而来的由娱乐兴趣所驱动的家庭中心化(home-centredness)

现象，其预示着建立在国家广播电视基础之上的共同文化的丧失，意

味着“当媒介变得……全球性互相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生

活在一个地球村之中，而是生活在地区分散的小村舍之中“(p.341) 。

不过，技术导致的结果并非没有益处，也存在反上述趋势的现

象。对卡斯特来说，因特网拥有“技术和文化方面根深蒂固的属性：

互动性(interactivity) 和个人化 (individualization)" (p. 358) 。所以，

它可能能够促使电子社区 (electronic communities) 的产生，而电子

社区可以使人们联系起来，而不是使他们分离，由此，我们想到了霍

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 1993) 热衷千可以在网络上创

造出来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 。同样，卡斯特宣称“因特

网会膨胀成一个电子广场(electronic agora)"(p. 357) ，一个“互动的

社会”(p.358) 即将来临。

卡斯特好像对“虚拟社区”的潜力持乐观态度 (cf. Robins and 

W ebster, 1999, Part 4) ， 虽然在《网络社会的崛起》的第二版中 ，他

压制了早期的乐观主义，承认了会抵制新技术的一些“高尚的目标”、

“平庸的物质主义”(mediocre materialism) 的存在 (P. 358) 。任何个

人都会例行公事地使用电子邮件和因特网，它在个体与志同道合者

的联系上对我非常有帮助，但它并非是比写信更舒适的交流形式 。

社区的真正意义不是被限制的交流，因为它涉及连接“整个的“人，而

不是连接一些具体的＂位元”(bits) ，这些“位元”构成了电子关系

(Van Morrison) 、电子公告板、一个职业清单、一种商业传播、一桩电

子交易，但当因特网衰退的时候，它们也就寿终正寝了 (Talbott,

1995) 。 实际上，与他人的在线关系之所以令人困扰，就是在于在线

关系很容易因为按一次转换键而终结。这种表面的、非干扰的 (non­

disturbing) 、自我中心的联系还不值得以“杜区”一词来讨论 。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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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类活动而言，“社区“应牵涉到在现实的时间和现实的地点与人

们相遇。现实社区当然可以加强一个人的观点或促进偏见，但它同

样可以挑战没有电子逃避的行为和信念(Gray, 1997) 。

如前所述，卡斯特相信进入网络(inclusion on the network)对于

全面参与当代社会生活势在必然。扩大接触信息传播技术，尤其是

接触因特网的途径，是信息时代的一项公民权(Brown, 2003) 。虽然

他对连接性(connectivity)充满热情，但却深深忧虑，如果这种连接是

娱乐导向 (entertainment-led) 的，就会产生一些迫于中心权力而进行

互动的人，而不是真正在互动的人。卡斯特还提出“加入这个系统所

要付出的代价是适应它的逻辑、它的语言、它的切入点，以及它的编

码和解码”(Castells, 1996, p. 374) 。他的这种坚决主张使我们想到

他对麦克卢汉的继承，因为他相信信息传播技术的文化影响甚至要

比那些更民主的传播形式的影响更激进。卡斯特利用“真实的虚拟

性”(real virtuali ty)来指代多媒体所牵涉的文本、音频和视频形式的

融合，以及“网络社会”中的生活含义。他提出，即使我们与网络保持

距离，或在不同的地方与他人以不同的交流方式进行互动，媒介都是

我们所经历的全部现实。因此，在此体系中，“现实本身……被完全

捕获，完全陷入一种虚拟的形象环境之中，陷入一个制造信任的世界

之中，在其间，表象 (appearances) 不仅仅是显示在交流经验的屏幕

上，而是成为经验本身”(Cdstells, 1996, p. 373) 。

就此我们陷入一种后现代的想象，但笔者认为这有点过度延伸

了话题，并在第九章以相当篇幅考察了该问题。卡斯特就一个电视

肥皂剧和有关丹·奎尔(Dan Quayle)所经历的政治问题的混杂性讨

论，阐述了此类新颖的文化现象。在 1992 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彼

时的美国副总统利用一部肥皂剧中的人物形象来阐述他关千“家庭

价值”的观点。在奎尔发表演说之后，该肥皂剧在下一集中穿插了他

对该剧进行介入的内容来讽刺他。在此，现实和虚幻似乎变得模糊

不清，卡斯特以此作为新媒体的产物 “真实的虚拟性”的例子。

笔者以为如果要说服我们去相信一种新颖的现象已经来临，这个例

子罕有说服力。一百多年前，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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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连载小说如《奥列佛·特维斯特》(Oliver Twist) 和《匹克威克 ·

佩帕斯》(Pickwick Papers) 中早已做过同样的事情 。 而大部分日常

经历都涉及利用虚构的人物形象去探索何为真实（如：”他有点斯克

鲁奇[Scrooge，吝啬鬼］”，”这里没有尖酸刻薄者”,”他是一个真正的

偏执狂＂）。虚构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讨论社会现实的方式，因此它可

能会使事实和寓言之间的鲜明区别变得模糊不清。此现象由来已

久，当然远在多媒体甚至是在电视的广泛传播之前就是如此。这些

新的文化形式提供了那些可能袚采用，也可能不被采用的相似再现

(representation) ，但我们充满信心：大部分人在区分“真实的”<literal)

和“文学的”(literary)的时候不会存在很大的问题(Slouka, 1995) 。把这

种发展描述成“真实的虚拟性”，过快地陷入了后现代思维方式的集臼。

流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 

卡斯特的早期作品（（信息城市 》 (The Information City) 的读者

应该会熟悉卡斯特关千“流动的空 间”的观点。在此论著中，他重申

了＂位置的空间”(space of places) 和“流动的空间”的区别，他对后者

的论述重点强调了“网络社会” 。 因信息的流动 (information flows) 

成为当今社会组织的中心，世界各地能够“整合在连接了它们最有

活力部分的国际网络之中 “ (Castells, 1996, j . 381) 。卡斯特的论述

强调了区域(region) 和地点 ( localit ies) 乃是中枢环节，不过，他提出

我们正在经历既有关系失常的“地理上的非连续性”(p. 393) 。 具体

地区的繁荣昌盛或是衰落凋敝取决于新的“革新环境＂，但所有这一

切都需要整合到“网络社会”之中。

城市，尤其是担当覆盖范围广泛的网络＂轴心”的城市，意义重

大，各领风骚，卡斯特坚持认为“全球化的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

种进程”(p. 386) ，信息在此进程中流动。他认为一些大城市（如东京

和孟买）犹如“发展的引擎“(p. 409) ，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连接，

但是在地区范围内它们各自分离，无论从自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

都是如此(p. 104)"，除了那些最偶然的参观者之外，上述特征一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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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卡斯特还对在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占支配地位的管理层

精英”(p.41 5 )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讨论，精英们分布于世界各地，但他

们需要保持地区性的联系以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一致性，这也

是导致他们产生严重心理压力的力量所在。管理精英存在着全球性

的联系和共同的生活方式（入住相似的宾馆，进行雷同的娱乐），各居

其所，频繁地使用先进的技术系统与那些居住在附近的＂危险的阶

级＂截然区隔。虽然他们具备精英身份和全球性联系．卡斯特却没有

把这群人描述成一个阶级 。 相反，他断定尽管存在一个“不露面的集

体资本家“(faceless collective capitalist, p. 4 7 4) ，但并不存在“一个全

球性的资产阶级”(a global capitalist class) 。下文对此有更多的讨论。

永恒的时间(Timeless time) 

卡斯特引入“永恒的时间”这一概念，特别吸收了关于现代世界

中的时空压缩 (time-space compression) 的论述。时空压缩论强调

“网络社会“致力于创造一个“永恒的宇宙＂，在这个“永恒的宇宙”中，

时间的有限性越来越成为一种远逝的过往。卡斯特展示了时间一直

被“一个电子化管理的全球资本市场”(1996, p. 437) 所操纵，并且与

如何利用工作时间(“弹性时间”)达到效率最大化相关。

另外， “网络社会“引发了“生活方式的模糊不清“(p. 4 45) 、 “节奏

感的丧失”(p.446) ，以及由此导致生命的不同生物学阶段如何被操

纵。因此，我们可以见到在 50 岁时生小孩的女人，甚至可以见到要

“把死亡从生命中抹去“(p.454) 的努力尝试（通过类似于低温学的技

术）；我们还可以看到“性感的“8 岁小孩，也可以看到人们通过运动

体制、药物和整形手术来抵制老龄化 。 所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想到

基因工程上的重大突破，卡斯特把信息与传播问题与此联系了起来，

这些突破都促进了一种关千无时间限制的永恒文化之发扬。

卡斯特用”即时战争”(instant wars)来指代由那些掌握了最先

进技术的权力集团突如其来地决定发动起来的战争，这些战争通过

全球媒介粉墨登场。经过这些战争 1991 年至 2003 年的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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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1999 年北约摧毁塞尔维亚的战争，以及 2001 年下半年阿富汗

的塔利班神权政治被迅速入侵和摧毁的战争——之后，大部分人都

注意到了“信息战”的发展(Tumber and Webster, 2006) 。卡斯特不

仅仅指出了传统战争的终结，他还给予我们难以忘怀的提醒：从历

史上讲，对战争的参与，至少对欧洲人来说，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可

以使人意识到自身会死亡的宿命，同时为幸存的生者献上一份苦口

的良药 。 但现在这一切全成为过往云烟了 ，对“永恒的时间 ”的膜拜

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另外，卡斯特还看到了“网络社会”

对即时传播(instant communication) 的重视，即时传播是指我们可以

即时地从全球搜集到以超媒体(hypermedia)形式再现的信息 。 信息

不向我们提供历史背景而撕裂了历史，撕裂的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至

千我们被放置千一个“没有时间的精神景观”(p.463)之中，一切都融

合千“网络社会”的文化之中 ，此文化引发了一种“系统性混乱”，一种

永恒的即时性、一种连续性和 自发性的缺乏 。

身份的力量

《信息时代》的第二卷把重点从“网络社会”的构建和与之伴随而

来的整合与区隔的趋势转向了对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ies) 的关

注，中心主题是“社会运动 ”(social movements) 。卡斯特(1997a)认

为社会运动是指“改变一个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有 目的的集体行动”

(p. 3) ，社会运动给人们提供关于他们身份的中心元素。换言之，本

书聚焦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政治学和社会学。

当传统被撕裂时，身份是如何建立的？这一论述乃《信息时代 》

一书的核心旨意所在 。 比如，卡斯特认为民族国家以及与它有关的

一个公民社会中常规存在的合法制度（提供福利、主权国家的权利、

阶级基础之上的政治、民主的过程，以及各种压力集团比如工会）都

面临着“网络社会”的全球性趋势的挑战 。 例如： 福利国家面临着对

最廉价的劳动力供应的全球性竞争压力；在这个日元、美元和欧元可

以进行实时的和持续的交易年代，极难对国家经济进行控制；政治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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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被“信息政治学“(informational politics) 的发展无可挽回地改变

了，而全球性的、不严肃的、被丑闻焦点所吸引的信息传播媒体是“信

息政治学”的中介。传统上与国家问题相关的工人运动力量在一个

充满全球竞争和迅速流动的资本的世界中被削弱了。

卡斯特认为民族国家甚至不能够利用新技术对其人口实施有效

的监控，因为一些半自治地区（甚至是城市）的出现正在慢慢推翻国

家本身，民众可以很方便地与千里之外的人们联系，一个全球性的、

高度分化的媒体一直都在探查和揭露政客们的图谋（想象一下 20 世

纪 90 年代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的沉浮，以及他在 2001 年令人惊讶

的回归，当然他依旧面临着未来针对他的法律制裁的威胁。另外再

思考一下媒体对政客们的腐败和不端的性行为的持续曝光）。那些

忧患奥维尔式的 (Orwellian入任何事情都会被“老大哥“<Big Broth­

er) 监视的人们，可能会对卡斯特的预言产生更多的担忧：“我们的社

会不是一个秩序森严的监狱，而是一个杂乱无序的丛林 (p.300) 。”凡

事都无根据且不确定，传统被消解了，曾经的信心不留踪影。

为了抵制这个梦魔，卡斯特推论说，行动造就了身份，所以“网络

社会“激发了＂抵制 ”(resistance) 运动，甚至”规划 ”(project) 身份的运

动 。 然后，作者积极投入对形形色色的抵制运动进行分析 。 卡斯特

并没有对这些反对运动发表赞同或者反对的意见，但他把一系列抵

制运动视为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的、显著的压制力量所形成的集体

身份的铁证。

卡斯特详细阐述了曾经影响卓越且持续作用的环境保护主义和

女性主义这两种项目导向型 (project-oriented) 的运动 。 需要注意的

是，这些运动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对“信息时代”的各种压力的反应，因

为它们都利用了“网络社会”的设施 (facilities) 来协助组织传输他们

的观念。而且，尽管是地区性的活动，但其能够娴熟地利用信息传播

技术。社会运动在视野、趋向和联系上无不跨越国界。

卡斯特对女性主义的分析表明，人类社会在几个世纪以来通行

的规则——父权制，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造成这种状况至少有四个

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妇女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大军，这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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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扩散以及“网络社会”对“弹性”的强调紧密相关；第二个原因

来自千生物学的控制，最显明的例子是基因工程使女性避免了生育

的约束；第三个原因当然是不同形式的女性主义运动；第四个原因是

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使构建“地球妇女声音的超级编录(hyperquilt)"

(Castells, 1996, p. 137)成为可能。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富有挑战

性的性规范(sexual norms)力植与上述情况相结合，这些性规范已经

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因此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它们都

“正在破坏……异性恋形式” 。 卡斯特提及了“实践的女性主义者”

(practical feminists) ，以他的见解一一“实践的女性主义者”就是那

些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致力于改变她们的生活，为争取新的身份而抗

争，使“社会制度去性别化”(p.202) 的勇士妇女。

分层的新形式

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颠覆了以前的各种分层形式，使一种新的

不平等类型迅速粉墨登场。笔者已经觉察到他就横向兼并公司的发

展论断，这对千官僚主义者来说并非好事，但是那些边缘化的人却重

新获得了权力。他的观点是，从全球范围上讲，信息时代带来了一种

系统的资本主义，但缺乏一个领导性的资产阶级。 信息资本主义之

下的分层表现与结果不同凡响，值得着墨。伴随着新的分层形式出

现的是权力关系、资源分配以及未来远景的变化。最重要的是，直到

20 世纪末依然在支持各种政治效忠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界轴

心，显然遭到了破坏。

由某个统治阶级所领导的资本主义已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如今

拥有的资本主义缺乏一个资产阶级。那些以网络为导向的熟练的

“信息劳动力”负责运作如今的资本主义，该群体成为社会的核心力

蜇，他们几乎对一切事情负责，从设计技术、操纵公司的变革，到鼓动

立法改革。反过来，体力劳动者（卡斯特称为“普通劳动力”[generic la­

hour])越来越多余，他们在信息资本主义中忐忑不安，一直都被他们

自身无法应付变迁的僵化所威胁。而信息劳动力作为革新的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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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力量，敏锐而机警千社会变迁与动态，他们能够在时代洪流中

应对自如 。 社会学家 （还有其他人）曾经描述这些普通劳动力（一般

来说是男性 ）就是“工人阶级” 。 此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断裂关

系到那些被推到信息资本主义边缘、缺乏技能的人和缺乏教育的民

众 。 他们的最佳状态，是能够找到低层次的无保障的工作；最糟糕的

状况是他们会进行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

随着这些新的分化的不断发展，既有的动员形式随即被侵蚀。

伴随旧的阶级体系发生转型，阶级政治就变得过时，取而代之的是能

够更好地与被网络社会改变了的环境和作为当今时代重要特征的生

活方式和身份政治更好地衔接的社会运动 。 这些新运动的领导者掌

握了与媒体打交道的技能和组织能力，这些技能对千信息时代的有

效动员必不可少。

虽然卡斯特不愿意把他的分析与当代其他一些社会思想（如在

他的著作中只被粗略地提到的安东尼·吉登斯、阿兰 ·杜连 [Alain

Touraine]和丹尼尔·贝尔等等）直接联系起来，但是很显然，他的观

点与最近的大部分著作相得益彰。更具体地讲，卡斯特对于一个被

深刻改变的分层制度的重视，尤其是他对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信息劳

动力的中心地位的关注，以及他对超越了旧的阶级分化的政治动员新

形式的强调，无不浓缩了“新型时代”(new times) 正在来临的信念光谱。

工人阶级的终结

卡斯特从两个方面预言传统的工人阶级将会走向终结。首先，

工人阶级曾经是各种激进政治运动的舵手，但其数量日趋减少，并且

正在被一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日益增多的女性劳动力所取代 。 其

次，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已江河日下，信息（或知识）价值论乃当今

时代之宠儿，劳动价值论已是明日黄花 。 卡斯特 (1997a) 写道：“信

息和知识是新生产过程的核心原料，教育是劳动力的关键品质，（所

以）信息资本主义的新生产者是知识生产者和信息程序师，他们的贡

献对……整个经济是最有价值的“(p. 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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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过去，工人阶级从属于资本所有者，但公认工人阶级依旧

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毕竟，如果要开采矿场、运作生产线和生产食

物，还需要矿工、工厂工人和农民。工人阶级的核心贡献是劳动价值

论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继承人“政治 ("inheritor" politics) 

的重要主题。“继承人“政治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工人阶级创造了

财富，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将会收获他们应得的奖赏＂。但如今，工

人阶级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一个新的阶级一~信息劳动力一一正在

形成，迫使过时的工人阶级挥之即去 。 信息劳动力对普通劳动力的

影响，就在千什么信息劳动力决定社会权重的问题一目了然，信息劳

动力实施影响存在多种路径：如他们可能会使普通劳动力自动消失

（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他们可能会使生产转移到世界上的其他地

方（采用高新技术的计划制定者达成此目标易如反掌）；普通劳动力

由于固守旧业且僵化而被淘汰，信息劳动力则可能因其适应变迁而

会生产出新产品。

在这个新的世界，信息劳动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工人阶级

因落伍于日新月异的时代而注定走向衰落，按照现在的说法，他们缺

少＂弹性”。结果，政治正在从阶级转向社会运动，诸如女性主义、种

族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这些运动远远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忠诚

(class allegiances) ，它们诉诸支持者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份，且很显然

地被不同类型的信息劳动力所渗透。例如，想象一下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入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协会：它们都拥

有全球性影响和电子化的成员名单，以及由许多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

科学训练的、有媒体意识的工作人员和支持者所组成的广泛网络。

此外，当卡斯特强调信息资本主义的特别强大和特别渗透性（尤

其是抑制市场实践的有害行为）时，他也坚称一个可辩的资产阶级已

不复存在。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单个国家的策略选择急剧减少，

这在国家经济战略方面最为显而易见。并不是说政府的行动变得不

重要，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政府行动对世界经济造

成了特别迅速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存在一个控制世界体系

的资产阶级．那就离谱了 。 卡斯特声称，存在“不露面的集体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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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1996, p. 474) ，但集体资本家并非一个特定的阶级 。 例如，在此

可以想象，世界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持续交易意味着不存在脱离

主流资本主义企业的空 间 。 但是，这个体系的掌权者却不是有产资

本家，信息劳动力才是其最主要的参与者。该图景表明如今运作资

本主义的是会计师、系统分析师、金融家、开户投资者、广告商等等 。

他坚称，“总设计师”(grand designers ) 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系统有

其内在的动力，其网络比任何一个甚至是有组织的群体都要庞大。

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人之所以身就其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财

产拥有者，而是因为他们的专门知识和技术 。 也就是说，他们是各种

各样不同类型的信息劳动力，他们的粉墨登场宣告了有产者阶级的

过时和工人阶级的终结。

最后，还存在缺乏技能的人和（或者）与信息资本主义无关的人，

卡斯特把这些人称为“第四世界”(fourth world) ，他们因缺乏可以吸

引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或者）技术资源，几乎没有什么角色可

以扮演。在此，他着墨美国被隔离的穷人，即那些与处于世界体系中
心地位的信息劳动力并肩生活，但却沦为底层阶级的人们，他们通常

在一个不让人羡慕的环境中为信息劳动力这个新的阶层担任服务

员保姆看门人和仆人的工作。卡斯特对此忧心忡忡－从长远

看，如果他们不能对新经济的弹性需求做出应对 ，普通劳动力可能会

沦为底层阶级 。

总之，卡斯特认为信息资本主义已经根本改变了分层制度。事

实如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

eration and Developments) 成员国中， 30％的职业结构被信息劳动力

所占据。在一个与当今的许多思潮 从罗伯特·赖克 (Robert

Reich) (1991) 对“符号分析者”(symbolic analysts) 的狂热到彼得·德

告克(Peter Drucker) (1993)关于“知识专家“(knowledge experts) 乃

当今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的信念，到阿尔文·托夫勒 (Alvin Toff­

ler,1990) 的“知产阶级 (cognitariat ，有知识产权者）”在“知识社会”

(knowledge society) 中起到中心性作用的观点 相呼应的论断

中，卡斯特声称信息劳动包括激发变化的、与新经济紧密结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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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说从事新经济所要求的思考、构想、计划和运作等之类的工作。

信息劳动力千是成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黏合剂。前文已述及，信

息劳动力已篡夺了过时的资产阶级的位置，因为后者对资本的所有

权已经不再足以在当今世界领衔潮流。那些拥有公司的人需要运用

信息技术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使他们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永恒

的变化时可以依旧保持活力 。 如今，仅仅拥有大最的股票已经不够

了，因为如果没有紧跟时代变迁的信息劳动力，股票转瞬即失 。 因

此，那些信息性职业成为了优先职业，而且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核心，

它们体现了分析、谋略、有效沟通和机会识别的能力。

对于那些信息劳动力来说，具体的技能与最重要的适应技能相

比，就没那么重要了。也就是说，他们是“自我制订的 “(self-pro­

grammable) ，只要有必要，他们可以接受培训和重新培训，从而保证

信息劳动力尤其适合在节奏极快、＂弹性“极强的信息资本主义世界

中生存。工作千庞大的官僚机构，稳定且旱捞保收的时代已成为历

史，取而代之的是履行项目负责制的合同性工作。因工作失去确定

性而令若干人诚惶诚恐，但信息劳动力感觉并非如此。因为他们特

别适合这种“组合履历式”的职业生涯，其间，他们的能力体现为自身

在不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记录 (Brown and Sease, 1994) 。往昔对

某个特定公司忠诚效劳的价值观，已经越来越过时了 。 信息劳动力

那类游牧人群很愉快地在不同的项目之间迁徙，他们更多地依靠自

己的关系网络而不是公司的等级来寻求下一项生意。他们寻求的不

是终身制的保障，而是他们各自领域的最新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和挑

战。公司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不可或缺，但他们并不特别地附属千

某个公司。这些信息劳动力为了一个”项目”而签订工作合同，然后

很愉快地自行其道。想象一个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任何报道的自由

记者；一个全神贯注千他／她正在开发的程序的软件工程师，他／她会

与全球大约几百名与他们具有相同目标的人们联系；或者一个只对

他／她的同行而不是对某个特定的机构忠诚的教授 。

这里会不可避免地把信息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进行比较。普通

劳动力是固定的、僵化的，他们渴望待遇得到终身保障 ，每天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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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早期训练中学习到的重复性工作；而信息劳动力属千适者生

存，他们甚至热切地盼望着变化的发生。信息劳动力是当今社会财

富的主要来源，无论他们是从事交易服务的会计师工作，还是从事

“知识密集型“行业，比如软件工程、生物科技、时装设计、制作吸引人

的广告，或者仅仅是构想出一种更节省成本的派送产品的方式。

英才管理(Meritocracy)

信息劳动力的职业晋升很容易使我们想到英才管理(meritocracy)

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成功不是依靠继承得到的有利条件，而是仰赖

一个人在教育系统之内获得的能力和付出的努力。信息劳动力，即

使不具体到某个学科，好像的确需要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在各大学

中存在着一种向学生们灌输”可转移的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 的

极大热情，以使它们的毕业生具备雇主们所看重的素质：沟通能力、

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弹性，致力于“终身学习”等等。在所有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受到过高等教育的民众比率现在已经达到

30% ，大学就学的数字还在不断上升，这绝非偶然现象。卡斯特就信

息劳动力主题的探讨令我们联想到了英才管理，因为英才管理认为

一个人在职业结构中的成功需要的不是（继承的）经济资本，而是信

息能力，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生们在他们的大学教育中获得的。

至于那些进入信息劳动的精英竞技场的雇员，他们必须拥有大学学

位的证明（尽管为了持续成功，他们当然需要有一份成功的历史记

录）。当卡斯特强调当代资本主义是由那些掌握了信息资本的人所

主导，拥有经济资本不再足以控制权力杠杆时，他其实采用了一种英

才管理的原则。于是，不可避免地，大门便向那些获得了大学文凭的

人敞开，然后他们就可以继续建造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履历。与之

相反，不能够达到成为一个信息劳动力资格的人，肯定走投无路，不

管他们的出身是多么地得天独厚。

与此关联的观点认为，信息资本主义的分层制度固若金汤，因为
这样的分层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思考一下与资本主义的传统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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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区别吧：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创造了财富，然后这

些财富被富人们所剥夺；仅仅因为这些富人们控制了资本而居千支

配地位，由此通过经济难关驯服工人阶级处于从属地位，而不是因为

富人具备更好的禀赋。

批评

无论它具备什么样的英才管理，卡斯特的论断都体现出多种困

难。最引人注目者是其寻常性，涉及对其论断赖以为基础的实际现

象新奇性的怀疑。卡斯特对信息劳动力所拥有的变革能力及特征的

强调，令人联想到一些早期他认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专家”的出现使

世界发生了改变的论断。当提及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人群的特征时

(Taylor 1976) ，安德列·高兹 (Andre Gorz, 1976 入塞尔日·马莱

(Serge Mallet, 1975 汃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Kenneth Galbraith, 

1972入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1973) ，以及再早一些的亨利·圣

西门 (Henri Saint-Simon) ，都有他们各自强调的重点 。 有人强调该

人群的技术才能，有人强调他们的认知能力，还有人强调他们所受的

正式教育。但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提出了同一个论断：受过良好教

育的不同类型的精英是社会的关键参与者，上述立场都不可避免地

在不同程度上属千技术统治论(technocratic) ，且都依赖千这样的假

设：劳动和（或）技术的分化必然伴随着一种权力等级的出现，由此

导致一种“自然”形式的不平等的产生；这种不平等是超社会的，虽然

它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同寻常 (Webster and Robins, 1986, pp. 49-

73) 。此论或许有点道理，但大蜇的证据表明，持续性的不平等，即最

显赫出身的人依旧支配着最好的职业或事业前途，这种形势还是如

此严重，以至于任何对英才管理论断的无条件接受都必须受到质疑

(Heath et al. 2005) 。

还有学者对卡斯特不认同，其异议就是批评卡氏提出的信息劳

动力的概念维度过千宽泛 ， 他依次强调了教育、沟通技巧、组织能力

和科学知识，以信息劳动力之名笼统地混杂了范围广泛的不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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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卡斯特的观点似乎以为分散的活动需要由具备组织能力和

管理训练的人来协调；或组织倾向于由那些具有沟通能力的人来领

导。此论并不新鲜，许多思想家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同样的观点，如

罗伯特·迈克尔 (Robert Michel, 1915) 的经典著作《政党》 (Political

Parties, 1959)就描述过寡头政治的领袖所具备的特征 对组织的

知识了解、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演说技能等等，这与卡斯特的信息

劳动力的特征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

卡斯特对信息劳动力的宽泛定义，弱化了该术语的分析力。他

不妨从另外的角度界定信息劳动力：如掌握了充足的技术知识，可

以熟练地运用信息传播技术的人；或是掌握了科学知识、受到了良好

的教育、熟知理论原理的人。管理可以作为一般分类的范畴，它体现

了对组织能力、写作能力和策划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一位在城市中

工作的股票经纪人和一位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 维护水库的水利

工程师之间当然迥然有别，但在卡斯特看来，他们都是信息劳动力。

同样，在日报工作的记者与在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一样，他们都属于

信息劳动力。所有这些人所具备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接受了高水平的

教育，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标准，他们都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实

际上，按照与卡斯特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振振有词一一做零活的木

匠（可能是自已经营的）与一个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理属于同样的信

息劳动力范畴，因为他们都需要进行有效沟通，需要分析、计划和协

调他们的行动。卡斯特界定信息劳动力的观点如此富有弹性，甚至

囊括了仅仅担任微不足道的领导的工作者，以及那些与传统意义上
的“无产阶级”组织，比如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有关的人。

信息劳动力的历史发展

如果我们暂时承认在整个劳动力中信息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

多，必然垂问信息劳动力的新奇程度、数量以及重要性等问题。于此

议题，历史学家哈罗德·帕金(Harold Perkin) 的论著《专业社会的兴

起》(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 颇有价值，因为它描绘了过



信息社会理论

去的一个世纪，专门职业是如何上升至突出地位的整体图景，而卡斯

特只描述了近期的情况。帕金认为，至少从 1880 年以来，英格兰的

历史可以理解成“专业社会”诞生的历史，专业社会的支配地位主要

来源千”由教育所创造的人力资本”(p.2) 。专业人士无疑是“信息工

人“，不过根据帕金的观点，他们的人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持续不

断地增长。信息劳动力超过一个世纪的递增，不由得令人对信息劳

动力的新奇程度及其强调范畴扩大的论断难以置信 ，疑云顿生。

此外，我们还可以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新奇程度提出质疑。许

多评论家振奋于生物科技和软件工程，但过去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

知识性行业，案例不胜枚举，如石化产品、医药品、航空航天技术、电

子工程甚至银行业等产业都兴起于 20 世纪早期，它们对促进国民生

产总值和就业无不贡献卓越。我们需要记住 凝固态物理、原子

能、雷达、喷气发动机、塑料和电视，从产业上讲都举重若轻（当然，它

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且拥有重要的知识投入，都可以追溯

至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

帕金还声称高等教育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享有特权的地位 。

一个人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个职业影响市场的能力，至少

具备与教育同等的重要性。看一看如今的涡轮式资本主义 (tub'-'

capitalism，或译为超级资本主义）就会发现：大部分信息劳动力都从

属千市场，这与卡斯特所想象出来的强有力的经纪人形象相去甚远 。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有人攻击某些职业（例如大学教师、

建筑师、研究员、图书管理员和医生入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以及

拥有高等教育文凭所获得的回报明显下降 ，其中的关键间题不是“信

息劳动力”的权力导致这一结果，而是市场制度的权力使然。不管雇

员们的智力水平有多高，市场制度乃重中之重。 除了对资本在工作

领域的决定性权力稍有限制之外，信息劳动力的兴起似乎没有产生

别的什么影响。

许多评论家都迫不及待地声称高等教育的更大参与本身就体现

了信息劳动力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在此值得对此草率结论的行为作

一评论，仅就考虑一个规模扩大了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标准已经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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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以及不同职业与教育成就的契合度便可以提出棘手的问题。随

着高等教育参与率的迅速上升，一些质疑高等教育标准的系列严重

问题层出不穷，这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广泛争议的问题 (Phillips,

1996) 。无疑，雇主对雇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使职业本身并不一定

需要雇员们具备更多的技能。例如，有迹象表明，学位正在显示一个

地位利益的典型特征：如果获得这个学位的学生越多，那么这个学

位在帮助学生获得一份有名望的工作方面越加贬值；而如果授予这

个学位的机构相对来说具有排他性，那么这个学位的价值就会越大。

应运而生的问题一特别是鉴于卡斯特对信息劳动力被创造出

来的价值强调 进入一些最有名望的大学，通常为进入高层次的

信息产业开通了道路，而这些信息产业位于信息资本主义的中心。

在英国，种种迹象显示，英国最具有排他性的大学 牛津大学和剑

桥大学，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限定报考者的社会出身。所以，在英

国，一个年龄层中只有 7％的人从私立教育中受益，但牛津和剑桥的

一半学生都来自于这些私立学校 (Adonis and Pollard, 1997) ，而这

些数据显示的还是 10 年前的情况。名校与学生的特权等级出身之

间不相称的关联不容忽视。在英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中，受过私立

教育的学生占据着 25%—50％的比例，而他们只是同年龄层学生的极

小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大学对学生的家庭出身存在着偏见，该现象显

示的是私立大学具备确保其学生在公共考试中表现得非常好的能力，

而学生在公共考试中的表现是影响大学录取的最重要的因素。这里提

出的问题是卡斯特未曾讨论过的，但却至关重要，我们不禁要问 显

明的英才管理社会系统是不是仍旧偏袒某些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

有产阶级的持续存在

无可否认的是，对于所有相关者（包括资本主义企业本身）来说，

全球化资本主义是一种混乱的、不确定的现象，但许多证据显示，最

主要的股东乃是由那些对公司股票享有集中所有权的有产阶级组

成。在这方面，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1982, 1986, 1991,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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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至关重要，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考察信息劳动力的重要性，但却

利用一些证据反驳了卡斯特的核心论述。例如，斯科特提醒我们说，

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控制从个人形式转向了非个人形式。也

就是说，对公司的完全个人所有制正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共

享所有制。所以，如今许多机构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大多都拥有公

司，个人股东通常只拥有全部股份的一小部分。

卡斯特对此并不否认，但他随后就声称，根据管理社会学的传

统，“管理阶层“负责公司的运转，并且因为它的管理能力，它“构成了

处千信息主义之下的资本主义的中心”(1997a, p. 342) 。但是，斯科

特论证说，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失去了控制权，

因为建立在互相缠绕的股权基础上的关系网络把他们联系了起来，

并且通过一个“利益群“确保了他们的地位。

与卡斯特的观点相反，似乎仍然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为资本主

义制度掌舵(Sklair, 2001) 。这个有产阶级并不是像卡斯特所坚信

的那样隐姓埋名，虽然从任何直截了当的意义上讲 ，这个阶级可能并

不能掌控资本主义。毋庸置疑，卡斯特对资本主义一直以来（但可能

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料性的关注相当正确。只

要阅读来自远东、拉丁美洲的新闻和思考当代俄罗斯的困境，就会察

觉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反复无常，乃至难以控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有产者群体丧失了对上层等级的垄断。

在“资本再生产的机制”和＂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之间，无疑存在

着一种局部分裂 (Scott, 1997, p. 310) 。也就是说，资本家可以把他

们的财产传给其继承人，但他们不能够保证把相关的最高管理职位

传给他们，这个主要由对教育成就的要求而导致的分裂，并不离谱 。

实际上，斯科特认为有产阶级同样”形成了一个人才库，而公司的最

高经理人都是从这个人才库中招募的＂。而且，这个有产阶级在教育

系统中尤其享有一种优势地位，以至于他们趋向千掌握了卡斯特所

强调的高水平的信息技能，这无疑是土文提到的牛津和剑桥在招生

时具有排他性的主要原因。斯科特指出，有产的资产阶级在整个企

业系统中都拥有利益，并且他们可以通过对教育系统和财富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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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其既得利益，有产阶级位于整个分层制度的顶峰；与那些出身于

一个从属的服务阶级的，位于企业等级制度各个阶梯上的人相比，他

们享有更好的生活机会(ibid, p.20) 。

所有的企业高层管理者无疑都是不同类型的信息劳动力，但是

如果把他们和与符号打交道的软件工程师、会计师以及新闻记者之

流归为一类，那就大错特错了。位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心的的确是

信息劳动力，但他们之所以位居中心且持续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他们特定的出身和教育，以及因他们所继承的财富所造就的难以估

计的有利条件。随着资本主义越来越全球化，资产阶级的形式也越

来越多样化。即便如此，也还有种种迹象显示出有产者群体的强大

影响力，那就是他们进行自我再生产的惊人强度 (Useem, 1984) 。

信息资本主义的起源

现在来讨论《信息时代》的更概念化的内容。卡斯特区分了他所

谓的“信息化发展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 和“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后者来自千马克

思主义的传统，论述以市场经济、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和私有

制等等为核心。但是，一种发展模式是指生产出特定水平的财富的

手段。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是一种发展模式，而如今我们已经进

入了一个新的“社会技术范式”(socio-technical paradigm)一信息

化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新的创造财富的方式。卡斯特认为，在信息化

发展模式中，“知识作用于知识本身的活动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

如同上文所提到的，他认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

与“信息革命”的历史性巧合促使了“信息资本主义”的产生。

但让我们想一想卡斯特使用的概念工具，其主张我们可以根据

两条轴线去对变化进行考察。 一条轴线是生产方式，另一条轴线是

发展模式。生产方式涉及财富的供给，而发展模式涉及对财富进行

管理和组织。这引发我们想起了丹尼尔·贝尔的开拓性工作，众所

周知，是贝尔创造了”后工业社会“（他后来把它称为“信息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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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尽管他完全县在韦伯的框架下发展他的论断。曼纽尔·卡斯

特(1996)虽然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比贝尔更激进的知识传统之中，也

意识到他的许多观点受到了前辈的许多启发，他称贝尔是“信息主义

的鼻祖”(p. 26) 。但这句话远远不能够概括出他们之间深刻的一脉

相承，但梳理其渊源关系可以激发我们提出一些标志着超越卡斯特

研究路径的重要问题。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丹尼尔·贝尔的理论前提，受益匪浅是因为

其乌卡斯特的假设是如此接近。贝尔的论断和卡斯特一致，都以马

克思主义为起点。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 》一书中，关于正在兴起的

“信息时代”的主题如生产技术变得比以此为基础的特定社会制度更

重要的论述，是贝尔论著的中心意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们可

能会认为根本变革就是推翻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而

贝尔却坚称社会最显著的变革是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到后工

业社会，而最后一个阶段被描述为信息社会。用贝尔（一位准马克思

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技术）取代社会关系（所有权）成为

社会的主要轴心”(Bell, 1973, p. 80) 。

无论贝尔是多么地不愿意承认，他就社会变革的论述必然是建

立在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技术支撑着一切社会和政治

生活。贝尔有着韦伯传统影响之下的美国社会学的烙印，他认为主要

的历史性变迁包括三个标志性事件一从前工业主义(pre-industrial­

ism)到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 ， 再到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

每一次裂变都以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的技术进步为标志。

贝尔的观点与卡斯特如出一辙。虽然他在分析中对生产方式和

信息化发展模式做了区分，确认我们实际上正处在一个“信息资本主

义“阶段，但很显然变革的真正驱动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

命，这种技术革命正在以加速的步伐重构社会的物质基础“ (1996,

p. 1) 。卡斯特自始至终都采用了这样一个原则：“信息技术革命”是

“网络社会”的奠基力量。可见，虽然卡斯特立足激进主义，但他却不

折不扣地坚持发展的技术论，在这点上，他与丹尼尔·贝尔（实际上，

与对“信息时代”进行探讨的所有其他理论家）毫无二致 (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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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如果只是假定“网络社会”是通过“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产生，

但却不对此做具体的说明，那么不管他采用如何别致的术语，他都将

会面临质疑，因为他把变化视为发展，而所有阅读后工业理论的人都

很熟悉一系列等级式的向上递升的阶段：不管是从工业主义到后工

业主义（贝尔的概念），还是从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卡斯特的首选术

语），我们很难看到这两者的实质性区别。由此可以断定（也必须如

此）：卡斯特坚持认为一个特定的技术基础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前

提和决定性因素。

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选择得以减少的问题（虽然实际上

它的暗示如此），因为这种立场公然否定了对技术变革所做的众多社

会学分析。在这些社会学分析中，有一种分析非常引人注目，即把技

术想象成一种独立的、反社会的现象，但却认为技术对社会产生了决

定性的影响，此论，非也。

划时代的变革

卡斯特假定信息资本主义标志着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在此，深入

思考他的假设正是时候。虽然资本主义在大范围内仍然存在，但很

明显卡斯特相信一如同他的三部曲的标题所显示的 我们已经

步入了一个“信息时代”。现在，笔者希望以一些问题来考量卡氏的

论述－~如人们怎样识别出划时代的转变？此时，质疑卡斯特的信

息概念本身很有必要，笔者认为他所提出的信息概念充斥着折中主

义的色彩，令人迷惑，虽然他描述的中心是划时代变革。

只要稍想片刻，我们便可明了划时代转变实在笼统模糊，甚至难

以通过那些极为重大的发展来识别。例如，战争和瘟疫会产生巨大

的影响，而饥荒和宗教危机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但是，若把这些事

件提升至一种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它们能够成为划时代变革的信

号，这是需要一个解释框架的。这里并不是要否认特定事件和过程

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阐释依旧是必然要求。旁观者并不能完全看

到划时代变革：充分的证据以及论据的品质才可以阐明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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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r) 比其他事件更具说服力。扼要地说，我赞同那些描绘划时

代历史的作品，并且相信它的可能性 。 而同时我也承认那种划时代

转变的存在并非不言自明，不管它是通过政治趋势 、经济发展，还是

通过技术革新的形式体现出来。

马丁·阿波罗 (Martin Albrow, 1996) 在他情趣盎然的《全球时

代》(The Global Age) 一书中强调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识别历史

上发生的变革的方式。他区分了三个历史时代－一一中世纪 (the me­

dieval入现代(the modern) 和全球时代 (the Global ) ，他声称我们最

近刚刚步入最后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源于多种因素的积累所造就，但

却以各种经济、政治、教育和环境事务的变迁为标志。当然，马克思

主义者们强调了其他标志性的历史变革，即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

主义。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另一套不同的指

标——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虽然曼纽尔·卡斯特并没有明确地

对此进行详细讨论，但毫无疑问他认同信息时代体现了一种对过往

时代的划时代断裂。

显然，卡斯特特别强调了标志这场变革的信息发展 (informa­

tional development) 。但我们必然发问卡斯特，在他对信息新时代的

描述中，信息究竞意味着什么？在他的三部曲中，他采用了一个不断

变化的概念：从对“网络社会”的强调（在此这个概念是指信息的流

动，也是“网络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到由电子设备所带来

的工作过程的自动化，到对信息劳动力（具有许多核心特征比如沟通

和分析技能）的中心性强调，到把信息主义定义为“知识作用千知识

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1996 , p. 17) ，再到声称“信息化”(informa­

tionalised)社会是“信息的生产、处理和传递成为生产力和权力的基

本来源” 。 我们很容易认识到上述言论中，信息的概念各不相同 。 例

如，“知识作用于知识“(knowledge upon knowledge) 的行为不能归

结为一种信息流动，因为，例如，一个工业设计师可以通过富有创造

性的投入而使产品增值，但这种活动对信息网络儿乎没有需求。 同

样，信息劳动力（至少是它的一些要素）在非日常使用一个信息网络

的情况下 ，也可以运转得非常有效率。 此外，问题重重之处在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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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网络是由什么构成的？因为这可能是指两个人讲电话，也可能

是指存在千计算机终端之间的海量的电子信息交换。
完全有充分理由询问卡斯特－~到底哪一种信息的定义能够最

贴切地标记这个新的时代？笔者已经说过，他常常回去讨论那些常

见的技术，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 (ICTs) ，这看起来似乎是在定义”发

展的信息模式”，虽然这与他在别处对信息劳动力的中心性的集中讨

论有些不协调。当然，实际上，卡斯特汀合了许多关于信息的不同观

念，他捕捉到了一幅宏伟蓝图，大概立场如此：信息增强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行动者(actors) 和场域 (sites) 之间的信息活动增强的重要

性，就是卡氏声称的“网络社会”这个新时代与过往时代的区分。

尽管如此，这个同质化的进程并不充分，因为还存在一个关键问

题一一那种能够识别出这个新时代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卡斯特著作

暗示 几乎任何事物都与信息有关。此论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必

须去探究如何区分更重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事物。如果我们去思考

另一种信息概念（如果仅仅是为了探索的目的），就能更好地理解这

种对立立场。稍微关注一下戴斯蒙德·贝尔纳 (John Desmond Ber­

nal, 1954) 的著作，以及更近的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 1994) 的著

作，人们或许就会根据理论知识所扮演的角色来划分历史时代，我们

可以把这种理论知识定义为一种抽象的、概括性的，并且在不同类型

的文本中被系统化的信息。

贝尔纳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使用理论知识的时期。所以，被称

为科学革命时期的 16 、 17 世纪，是以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知识

的发展为特征的（这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以及其他一些

发展了关千行星运动、重力等等知识的时代，这种知识的发展是启蒙

性的，但却不实用）。贝尔纳提出的第二个时期是工业革命时代，这

个时代从 18 世纪中期延伸至 19 世纪，以深刻的实践变革为特征，虽

然那些开创了工业革命的人们总体上都缺乏理论知识；像乔治·史

蒂芬逊之辈为了回应现实需求，而去发明诸如火车和蒸汽机车的技

术。第三个时代，也是最后一个时代，被贝尔纳称为科学技术革命时

代的 20 世纪，此时，理论知识开始与实际活动结合起来。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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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不胜枚举，从航天技术到雷达的发展，从纺织品到塑料。在此过

程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在技术的生产中，理论知识扮演着中心角色。

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 Hobsbawm, 1994)证实了这一主

题，他认为在 19 世纪，“理论家们已经处千驾驶座上……告诉实践者

们他们所要寻找的是什么，并且应该在他们的理论的指导下去寻找“

(pp.534-535) 。

在此，笔者的观点并不是要说服读者们认同理论知识区分了不

同的时代（虽然我的确认为理论知识作为一种视角，值得赘述）。还

不如说在考虑到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方式时，我们或许会对卡
斯特的“信息时代”的信号提出质疑。理论知识并没有出现在卡斯特

的方案中，但就其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也该有例可寻。而

且这种另类概念化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卡斯特对信息定义的模糊性。

结论

不幸的是，我们要在一种不和谐的基调中结束对曼纽尔·卡斯

特的讨论。卡氏的三部曲独具匠心，使得他能够跻身信息时代引领

潮流的评论家行列。就卡斯特对其当代世界的趋势和动力的分析而

言，后辈难以超越他的丰碑。他如此渊博的研究，经验性证据充分且

概念丰富、业绩卓越。《信息时代》乃学术巨著，饱含激情，对世界时

事涧明了然。最重要的是，该书展示了信息的流动以及它们所使用

的网络怎样在我们如今的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卡斯特认为“网络

社会”是概念化当今时代最一语中的的路径，我们很难不认同他的

命名。不过，卡斯特的论述还是存在着一些异议和一些实质性问

题一—比如低估阶级不平等的显著性，挥之不去的技术决定论始终

制约他对持续性和变化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以及他对信息理解的模

糊性。现在，任何信息研究的分析家无不从曼纽尔·卡斯特的著作

开始讨论，但我们对信息的论述却不能止于《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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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1

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位分析家都必须承认信息和信息传播技术发

展的突飞猛进 。 例如，对于任何人，甚至是对于那些浮光掠影的人来

说，都可以证明一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如今的图像铺天盖地，并

且有若干新媒体技术可用来传递这些图像。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信

息网络如今无处不在，覆盖全球，运行及时，并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

速度处理海措的信息，令盛行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电报和电话逊色

而过时。互联网的崛起尤其引人注目， 1995 年，欧洲能连上互联网

的电脑几乎为零，而十年之内，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能够连上互联网

(Eurostat, 2005) 。习惯对社会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但是在一些国

家比如英国，超过一半的家庭都连上了互联网 (Oxford Internet Sur­

vey, 2005) 。数据显示美国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比比皆是 (Cole,

2005) 。我们岂能忽视办公室无处不在的计算机化工作站 (comput­

erised workstations) ；滚动新闻和数字化电视频道；迅速普及和日趋

复杂的电子游戏；广告的急速扩张及其衍生出来的比如体育赞助、直

邮，以及公司形象推广等形式。我们岂能视而不见？总之，“信息爆

炸”是当代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特征，任何忽视这点的社会分析家都要

承担被社会嘲弄的风险。

如前所述，许多思想家都相信这预示着一个新的“信息社会”的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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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临，这些思想家中最著名的是丹尼尔·贝尔。对千他们来说，新奇

和变化乃是过去与现在的决定性突变的关键所在。以这种分析作为

背景，在此，我将重点讨论对于“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Marxist)

（或许称为“马克思主义者”[Marxian]更为合适）分析，赫伯特·席勒

将是我讨论的中心。赫伯特·席勒承认信息在当今时代日益增强的

重要性，也强调了它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他认为信息和

传播是现存的为我们所熟悉的既有资本主义进取的基本元素。

他在 30 多年以前就承认甚至强调，我们生活的时代，不管以何

种尺度来衡量(by any measure), ＂｀信息＇的生产与传输在整个系统

中成为主要的不可或缺的活动“(Herbert Schiller, 1976, p. 3) 。可

以确定的是，这些思想家们彼此共鸣，执著千社会分析中的常见议题

的讨论，而且他们中也有很大一批人深深意识到了信息领域的动态。

在赫伯特·席勒的引领之下，思想者们比如英国的彼得·戈尔丁

(Peter Golding) 、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 以及尼古拉

斯·伽汉姆 (Nicholas Garnham) ，荷兰的哈姆林克 (Cees

Hamelink) ，法国的阿芒·马特拉 (Armand Mattelart) ，芬兰的卡

尔·诺顿斯壮(Kaarle Nordenstreng) ，以及北美的文森特·莫斯可

(Vincent Mosco) ，格罗德·苏斯曼 (Gerald Sussman) 和斯图亚

特·伊文(Stuart Ewen)等，都着眼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如何依赖

和推广信息和信息技术进行了系统而一致的分析 。 就此而论，这些

饱含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成就卓越，具有极高的公信力，值得认真关注 。

有许多批判理论家着墨评论 20 世纪后期信息领域中的动态趋

势，赫伯特. I．席勒 (1919—2000)乃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同丹尼

尔·贝尔一样，席勒是成长千纽约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知识分子。

但与许多同样来自于纽约和纽约市政府为工人阶级家庭提供免费教

育的(educational forcing house)城市大学 (City College, CCNY) 的

同时代人不同，席勒在其成年的时候，政治上还没有显露其锋芒

(BJ0·om, 1986) 。在战争年代，他父亲失业日久，战争年代的经济萧

条｀以及他千 1943 年到 1948 年在北美和欧洲军队中服役的阅历使

他趋于激汾亡虽然他自己家境贫寒，可是当他看到摩洛哥和阿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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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的极度贫穷时，深受震惊。而在德国，他看到美国和英国官员在

反共情绪上升时重新恢复了纳粹分子的重要职位，席勒惊骇不已。

在他的成年生活中，赫伯特·席勒始终持左翼的政治观点。他一直

都敏锐地关注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的状况。在这些

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朝不保夕，且基本上生活在或者接近

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他在柏林的经历，使他怀疑美国政府反复宣称

其在国内外的行动都至尊无上的断言(Maxwell, 2003) 。

虽然他进入学术界很晚一一1969 年，他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

书，而他在信息／传播领域任教也只是在这两年以前的事情，但是他

对人们理解“信息时代“有着显著影响。这不仅来自于他勤勉地出

席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各种会议，在其广阔的舞台上，他所展现的演说

和论辩技巧令人难忘。他高大而瘦削，带着清晰的纽约口音，许多见

过他或是听过他演说的人都被他那充满嘲讽的智慧和雄辩所折服

了 而且因他每年定期出版的论著，声誉非凡，其中最重要的包括：

《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 》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1969) 、《思想的管理者 》(The Mind Managers, 1973) 、《谁知

道呢？》（Who Knows? 1981) 、 《 信息与危机经济 》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 1984 ) 、 《 文化产业 》(Culture Inc. 1989) 。另外，

他著作中所强调的穷人、弱势群体以及欧洲和北美以外的非核心国

家的问题也成就了席勒的盛名，“信息社会”的狂热者们对此恰恰忽

略不论。

政治经济学

赫伯特·席勒受训千经济学专业， 1970 年，他担任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的传播学教授，教书育人三十年，直到去世。经济学的专

业背景与旨趣，以及他个人激进的政治倾向，促成他以“政治经济学”

路径在研究传播与信息议题中担当旗手，引领学术发展。这种以政

治经济学为取向的传播研究要义繁多 (cf.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笔者列举其中的三个重点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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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治经济学路径坚持认为要辨明隐藏于媒介信息－－－比

如，以新闻报道和电视剧本的形式存在背后的结构性特征，典型的是

经济方面的特征，比如所有制形式（广告收入的来源，以及受众的购

买力）。比如，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这些结构性因素深深限制了电

视新闻的内容以及计算机程序的类型。其次，”政治经济学“路径主

张对信息／传播进行制度性分析(systemic analysis) 。他们尽量把一

个特殊的现象，如一个有线电视台或者一家软件公司一置千整个

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环境之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环境始

终都是资本主义的环境，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

行出发，以及不时地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本身．去评估信息领域

可能发展的轨迹与重要性。另一种说法是“政治经济学“路径强调了

整体分析(holistic analysis) 的重要性。但是，批评者们认为该路径

实乃一种封闭的取向，因为既然任何事物的运行都从属千一个整体

的”系统＂，则没什么大的变化会发生。为了应对这些批评，第三个重

要特征开始浮出水面。这就是对历史的强调，即划分出资本主义趋

势和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 。 所以，政治经济学家们关注资本主义发

展的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些不同的时期中，资本主义发展所

面临的特定限制和机会。

对后者的关注体现在席勒的著作中，席勒尤其关注当今信息传

播领域的动态趋势 。 他的立论起点是，信息与传播对于当今的资本

主义时代至关重要，是建构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经济制度之关键。实
际上，呼应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重要论文观点，席勒和其他持有同

样观点的思想家们都认为“精神产业(the mind industry)“从许多方

面来说都是“二十世纪的核心产业”(Enzensberger, 1976, p. 10) 。

赫伯特·席勒往往首肯此观点，例如：

毋庸置疑，这个时代信息空前繁多 ， 生产、储存、搜索、处理

以及传播这些信息的机器的质量和特征是绝无仅有。 现实的信

息创造、储存和传播的基础设施引人注目。

(Schiller,1983a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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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是其他评论家的出发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其

体现了一种新社会类型的信号。但是，席勒却并不这样认为。虽然
出现了许多额外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资本主义所占有的优势和所

面临的压力却依然如故。所以，”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被超越的

观念相反，一如既往，长期以来在市场经济中盛行的规则依然在技术

和信息领域发生的变革具有决定性作用“(Schiller, 1981, p. xii) 。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对上述问题的强调相当关键 。 不错，

很多变化发生了，有许多变化甚至令人感到恐惧，但是，资本主义及

其追求的目标依然持续如故 。 例如道格拉斯·凯纳 (Douglas Kell­

ner,1989b)承认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中， 一些根本的、引人注目的变

化已经发生“(p. 171) 。 他喜欢用 ”技术资本主义 ”(techno-capital­

ism) 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个时期，因为在该时段“新技术、电子工业和

计算机化开始取代机器和机械化，而信息和知识开始在生产过程中，

以及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组织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p. 180 ) 。 但

是，这些新的发展并没有使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过时，也没有取代既

有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 。 实际上，凯纳继续论述这个制度基本上保

持得完整无缺，同样地，早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使用的术语（如

＂阶级”、 “资本”、“商品化”和“利润”)依然发挥功用 (Kellner, 1999) 。

实际上，有人认为它们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在当今时代，信息与传
播发展被如此频繁地解释为其体现了与先前社会的断裂 。 有些学者

主要关注 ”后现代”、”后工业”或者”后福特主义“社会的形成，凯纳

辩驳了这些学者的主张，他发现那些长期被我们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

概念尤其有助于成为”所有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替代”(p. 177) 。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了信息领域的资本主义规则的重要性，

对这些关注进行整合的要素是权力、控制和利益所扮演的角色。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赫伯特·席勒坚持不懈、矢志不渝，认为“关于

新信息技术的特征和前景的中心问题是我们熟悉的标准：新信息技

术将在谁的控制下为了谁的利益得以实现？“（ Schiller, 1973, 

p. 17 5 ) ，这依然是那些与席勒列于同一战壕的学者们所关注的中心

间题，他们各陈己见 ， 突出论题。这些议题会常促使我们回到现存的



162 

信息社会理论

环境中去解释新现象。再如后文所示，由此议题去强调新技术所支

持的社会关系的连续性。例如，典型的席勒式问题就在于谁发起、发

展和应用具有创新性的新信息技术？特定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机

会去接触和应用它们？这些变化是由千什么样的原因和为了谁的利

益而获得了提倡？信息领域的膨胀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千

其他人来说，这种膨胀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表面上看来，这些问

题并非是特别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但当我们将其与批判理论的其

他要素联系起来，我们会更欣赏它们的力量 。

关键论点

赫伯特·席勒的著作至少特别强调了四种论断。在此先提及，

本章后面的部分再进行阐述。第一种论断关注信息发展中的市场标

准的相关性。由此观点看来，购买、销售以及通过贸易获取利润的市

场压力对信息和通讯革新具有决定性影响，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于席勒（同样对千陪伴了他五十年的妻子安妮塔[Anita] ，一个研

究信息趋势的图书馆馆员）来说，市场原则的中心性是引发第二种主

要论断一信息商品化的强劲推动力 。 信息的商品化意味着信息愈

发只有在能够出售的条件下才能够成为可能。从这个方面讲，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信息与许多其他东西并无区别：“如今信息雷同商品，

就像牙膏、早餐养麦食品以及汽车一样，被越来越多地购买和出售＂

(Schiller and Schiller, 1982, p. 461) 。

第三种论断坚持认为阶级不平等是影响传播信息、是否能接触

到信息以及具备何种能力生产信息的玉要因素。阶级直接决定了谁

会得到什么样的信息以及未来可能会得到何种类型的信息 。 所以，

依据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的等级中所处的位置，就可以判断出他可能

在这场“信息革命”中是受益者还是失败者。

赫伯特·席勒的第四个关键论断是，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领域

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社会是企业资本主义 (corporate capital­

ism) 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 当代资本主义是被具有某些特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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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机构所支配的。如今，这些高度集中的、绝大多数为寡头垄断

式的（极少是垄断式的）组织都具备全国性影响，一般来说也贯穿国

际。如果要描绘这种景象，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垄断了我们的能源

供应的若千石油公司：壳牌 (Shell) 、英国石油公司 (BP汃埃克森

(Exxxon) 、德士古 (Texaco) ，以及其他一些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巨

无霸、高度集中的企业。虽然它们覆盖了非常广阔的地理区域，连接

了各大洲，但它们也同样渗透到发达国家的每一个小镇和每一个大

的村庄。

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当代资本主义属于这样一种类型：无论

在哪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企业集团，仅仅数百

家(Trachtenberg, 1982; Barnet and Muller, 1975) 。所以，在席勒

看来，企业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在信息领域尤为明显。其中，首要原

则就是信息和信息传播技术是为了私人目的而不是为了公共目的而

发展。同样地，企业资本主义对此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当代社会中任

何其他潜在的支持性力量对此造成的影响。

无疑，这些显然都是资本主义的一些既存特征。自从资本主义

露出端倪开始，市场标准和阶级不平等就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元素。

至千企业资本主义，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 (cf. Chandler, 

1977) ，尽管其许多最独特的形式在 20 世纪晚期才出现。但对于赫

伯特·席勒来说，这正切中间题的要害：资本主义制度长久以来确

定的特征、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原则，构成了所谓的“信息社会”的决

定性因素。由此看来，那些认为信息趋势意味着一种与过去断裂的

观点，简直难以置信。席勒肯定会质疑，一个人怎么能够认为那些造

就信息与信息传播技术的推动力反而要被它们所创造的东西所取

代？相比较而言，更有理由相信“信息革命”实现了它的设计者们所

期望其实现的 巩固和扩展资本主义关系。

我们在此持有的观点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信息社会“反映了

资本主义的律令，即企业和阶级关注以及市场的优先目标对新的计

算机通讯设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信息发展同时支持

了资本主义制度。席勒由此来解释信息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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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如何影响到信息领域，同时他也说

明了信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一种核心基础。

跨国帝国

如果我们略微考察席勒关于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的发展的观点，

我们会更了解席勒是如何审视间题的 。 他对企业资本主义在规模和

范围上的扩张，以及它建立了可被称为＂跨国帝国 “ ( transnational

empire) 的事实尤为警觉。＂跨国帝国”这个术语可能言之过重，因为

其隐藏着一种“帝国的“含义，但无可争议的是，在 20 世纪，我们都目

睹了一个全球市场的建立以及美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当然，

也包括欧洲公司和日本公司）。稍稍思考一下 ，我们就会觉得以下事

实不言自明：汽车产业如今是个全球性的活动，其中像福特、通用汽

车和日产之类的公司 占据主导地位 ； 提到计算机，人们就会想到

IBM，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但实际上仍是大的）公司如数码设备公

司、戴尔公司和苹果电脑公司；通讯产业就意味着 AT&T 、 ITT，以及

其他一些具有同等地位和同等特权的巨头。

这些发展推动信息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反之亦是维系跨

国企业发展之必需。这一方面是因为，为了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那

些全球性公司需要使用先进的计算机坻讯基础设施以支持它们的日

常运作 。 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一个可靠补先进的信息网络，一个总部
在纽约的公司如何能够协调和控制在其他五十或者六十个国家的分

部的活动（还包括在美国本土的许多分部）？实际上，跨国公司在其

日常营运巾，每天都会发送成千上万的通讯数据和文本信息 。 更进

一步，信息网络不仅对千特定公司的内部运作非常重要，它对于连接

各种商业服务也至关重要，而后者对于全球市场的运作相当关键 。

无怪乎国际金融网络在信息领域中处于十分显赫的地位 (cf.

Hamelink, 1982) 。

对千赫伯特·席勒来说，这表明信息如何服从千企业的需要。

但是 ，一个不那么尽责的观察者会认为，虽然多年以来，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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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始依赖信息网络，但“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只是碰巧符合企

业的利益而已。对于这种推理，存在着两种反对意见 。 如后所述，第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是一种特定的类

型，这种类型势不可挡地体现了把企业利益作为优先目标考虑。第

二种反对意见与第一种反对意见一脉相承，它来自千赫伯特·席勒

的大儿子丹·席勒(Dan Schiller, 1982, 1999) 。丹·席勒认为计算机

通讯网络的孕育 定位、技术标准、定价策略、网络连接访问政

策一都显著地把商业利益标准置于公共利益标准之上。换句话

说，丹·席勒对于信息网络历史的描述显示，企业利益形塑了信息网

络的发展．并且使之成为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千是，信息便是为了

符合企业利益的需要而发展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变得越来越

依赖千信息的流动 。

在此，丹·席勒的研究尤值提及，因为其论述强调了信息和企业

活动的相互关系 。 他描绘了信息通讯业 (telematics) （计算机和通讯

设备 ）在三个领域内的扩张： 美 国国内市场、跨国传播领域，以及由

美国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领域。丹发现信息通讯业的发展乃以美国

企业的扩张和分布为样板。他声称无法想象信息网络不会被创造出

来，因为企业的扩张对它们有如此迫切的需求。当企业的规模越来

越大，当它们在美国境内或美国以外成立越来越多的附属子公司，

“只有信息传播业能够控制和统一这种复杂中央集权式公司的需求

下产生的工业和商业活动”(Dan Schiller, 1982, p. 4) 。从初创伊

始，传播设施就被引导着朝有利于企业利益的方向发展，这些公司坚

持不懈地进行游说以确保这些服务能够以最有利于它们的方式发

展 。 所以，丹认为，“商业用户对发达的信息通讯业服务的高需求已

经有效地获得了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从而不仅仅加强了他们对信息

技术的私人控制，也加强了对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控制 ”(1982,

p. xv) 。 例如，丹论证打破美国国内通讯业”自然垄断“，以及终止通

讯行业的“全面服务“理念所面临的最强烈的压力，来自千那些对这

些发达的通讯服务（尤其是处理数据和文本）存在着很高需求，但又

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这些服务的公司用户。美国国内通讯业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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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都是由 AT&T（贝尔系统[ the Bell system])所掌控，而“全面服

务”理念是伴随着政府给予它们垄断特权而来的，政府给予各项服务

的混合津贴(cross-subsidisation) 也是为了“全面服务”。这样，认识

到美国国内通讯业是以有利于私人公司的形式进行重组的，这些公

司”为了获得国家通讯业基础设施的控制权的努力 ”(p. 61)几乎排斥

了一些关于公共需要的考桂。

国际上，相似的进程比比皆是。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信息网络，它

们坚称这些信息网络是基千公司的特定需求而设计和运行的。所

以，那些为美国利益所主导的私有公司侦不断地在欧洲进行游说，以

期欧洲能够提供给它们所需要的高级服务的通讯网络。跨国企业在

此面临的阻碍是欧洲长期以来确定的惯例，即通讯系统是公有的和

垄断的。在这个背景下，没有哪个集团不为了通讯业的“自由化”、

“解除管制”和“私有化”而不向欧洲政府施加强烈的压力 (Dan

Schiller, 1982) ，大的跨国公司亦然。跨国企业都获益于日益开放和

日益商业导向的服务(pp. 139~143) 。

虽然信息竞技场(information arena) 反过来成了支撑资本主义

的健康的核心力量，但它是为了促进跨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和利

益而得以发展，它发展的另一种方式是作为一种出售机制。赫伯

特·席勒证明那些浩如烟海的媒介影像 (imagery) 只有在市场意义

上才能够被制造出来，同时，它们主要也是为了辅助美国产品的销售

而被制造出来 。 所以，电视节目、好莱坞电影、卫星广播一简单地

说美国在其中担任领导角色的娱乐产业 (cf. Tunstall, 1977, 

2006)一是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是为了促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销

售。一方面，这体现为电视频道只建立在那些存在着可实现的商业

机会的地方，电视节目也是基于商业标准（最常见的商业标准是充足

的广告收入）来供应。这对千电视节目的内容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

那些煽情的和充满情节的冒险剧、肥皂剧和连续剧、体育节目、智力

程度低以及没有政治威胁的节目已经主导视频，琳琅满目，但最好多

多益善。最大可能的受众收视率是所有这些节目受众的目标所在，

而这最能够吸引广告商和公司赞助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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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大众媒介的信息支持，难以想象一些产

品一比如李维斯牛仔裤、可口可乐饮料、福特汽车或万宝路香烟能

够参与全球营销会 (Janus, 1984）。在赫伯特·席勒看来，这是最深

刻的影响 (cf. Mattelart, 1991) 。实际上，这是所有严肃理解资本主

义的起点：作为企业资本主义扩张的一部分，美国媒介理所当然会

赞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众多电视节目所描绘的美丽家园、名流

汇集、诱人的服装和饮料、休闲生活，以及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和机

遇。需要承认的是，一些通俗节目的确涉猎了当代美国社会的阴暗

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位于都会内城的底层阶级生活。但诸如此类的

节目依旧以某种魅力和刺激深深吸引首尔、马尼拉以及圣保罗的受

众为之喝彩。美国媒体的主要目标不是在《达拉斯》 (Dallas) 、 ER 、

《黑道家族 》 (The Sopranos) 、《牧野风云》 (Bonanza) 或者 《老友记 》

(Friends)所创造的幻象中教育印度尼西亚人、意大利人或者印度

人。反之，美国媒介的目标是“开创市场并获得一个尽可能大的世界

市场”(Herbert Schiller, 1992, p. l) 。

由此看来，悲叹无济于事，”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可以

达到关于越南战争或者奴隶制遗产的辉煌纪录片那样高的标准？“真

正的中心问题却是，既然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所预定的规则

是销售以及辅助销售，我们只能期望娱乐信息支配大众媒体 。 实际

上，既然大众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扩张和延续市场制度，那么为什么

那些关注少数人利益，关注苦难或者充斥着批评的节目被制作了出

来？这才是关键问题之所在。

信息趋势反映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以及支持其延续的合谋路径

在于它们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一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供了意

识形态表达。当然，此论与前述的销售功能的关系源远流长。媒体

创造的影响刺激人们去购买公司生产的产品，千是，在很大程度上，

它们也会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提供支待。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礼

赞同样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

不过，赫伯特·席勒既没有忽视大众媒介对美国意识形态统治

做出的贡献，而且他还开门见山地阐明了所向披靡的源自美国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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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媒介向跨国帝国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关键原因在千美国可以凭

借其在全球所享有的生产和流通新闻方面的绝对重要地位达成其夙

愿。毋庸惊讶，作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来源，美国媒体（英国或其他一

两个国家的媒体紧随其后，屈指可数的一两个国家在经济组织模式

和政治态度上志趣相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属国的利益。而

结果呢，“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以及“私有制”等辞令与这种经济和

社会状况也被新闻媒体频繁鼓吹。同样地，“经济健康”(economic

health)和“产业成就“(industrial success)也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中盛

行的术语和条件来定义一—因此，＂竞争”、“市场”和“商业信心”等辞

令被不假思索地使用，用来描绘那些假定为正常的和欲望可及的

境况。

更重要的或许是，世界大事以及发展趋势都来源千都会（通常是
美国的）视野。新闻中关于其他国家的报道通常仅至于此程度 ， 即发

生在这些国家的事件对美国有显著的或者潜在的影响－一－除非一个

灾难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即它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足以使它成

为新闻。例如， 1993 年末，索马里（一个位于非洲最东端的国家，几

乎没有美国人能够在地图上指出这个国家的位置）被美国媒体广泛

地报道，因为一群美国士兵在那里被当地民兵所杀害 。 像海地这样

的地方，也只有当其发生的一些事件将可能会对美国的移民问题产

生重大影响时，才会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同样，中东事务也主要是

当那里发生的危机会牵连到美国及其盟国时，才会受到美国媒体的

报道，，像印度、非洲和中国（几乎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一半）等国家和

地区，也大多是因为那里发生了带来成千上万的人员伤亡的悲惨事

件，比如地震、洪水和饥荒，才获得了媒体的关注。此类框架只有当

地发生了会对美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时才得以改变，比如 2001 年

年初，中国截获了美国的一架侦察机，千是在四月的若干日子里，中

国成了美国媒体的头条新闻。美国媒体关千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随

后占据伊拉克的报道特点与此雷同。虽然在全球的许多媒体上出现

了排山倒海的反战言论、，但美国的新闻报道显然支持这场由美国发

起的战争，且不给予任何批评(Tumber and Webster, 2006, 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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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亦很少为那些明显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对这场战争的普

遍异议提供报道空间。

与此相关，那些由世界新闻业发布的国际新闻有 90％来自于四

个西方通讯社，其中有两个来自美国（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一个来

自英国（路透社），另一个来自法国（法新社）。这些国际新闻体现了

它们的基本关切：例如，合众国际社 2/3 的报道都关乎美国，只有不

到 2％的报道关于非洲。报道如此失衡，美国（普遍地说，指西方国

家）不需假借比如“西方是最好的"、“美国方式”(the American Way) 

或者”支持资本主义企业”等直白讯息，就可以发挥媒介的意识形态

功能。西方通讯社以势不可挡的西方视角进行事件报道，各项议程

聚焦都会，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仅作为如“战争”、“政变”、"灾害”、

＂旱灾”等等诸如此类的“动乱”（主要是这些动乱影响到那些支配国

家时）发生时的点缀进行报道。在新闻报道中，非西方世界”问题重

重＂，于是两种媒介再现油然而生，非西方国家要不是很容易被描绘

成令人沮丧、不可信任、易千发生激烈的暴力行动；或者就是生活在

非西方的人们受到了另一场腿风、火山爆发或者是庄稼歉收的打击，

变得楚楚可怜。借约翰·皮尔格 (John Pilger) 的话说（他的观点与

赫伯特·席勒的观点一致），在绝大多数时候，非西方世界的人都”仅

仅是作为被粘贴在电视屏幕上的失语者、尤能者“(Pilger, 1991b, 

p. 10) 而出现。总之，他们看起来不像是“真实的人“，至少不是“如同

西方世界一样的人＂。他们（非西方）的表现利千维护发达资本主义

社会（只拥有世界上 25％的人口，却拥有 80％的世界财富）乃非常

“天经地义”的信念。

此外，虽然这里提到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闻媒体在世界

范围内的支配地位，我们也不应忘记它们同时享有的技术优势（卫

星、通讯、计算机等等），这些技术优势为支持其观点提供了难以超越

的有利条件。这又与美国在娱乐领域的首要地位联系了起来：电影

是美国的，电视是美国的，还有，大部分音乐产业也是美国的。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资金，聚集资源进行全球性的市

场推广，也只有它们才有这个能力去生产、存储和流通肥皂剧。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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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的是，在这些领域中，意识形态讯息经常是不清晰的，偶尔存在

着细微的差别，甚至还时常与私有资本所支持的目标背道而驰。但

是，难以怀疑的是，总体来说，美国娱乐业中的讯息，不管是《大草原

上的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 《我爱露茜》( I Love Lucy), 

还是《老友记》，都是支持美国的自我感知的 。 在美国的自我感知里 ，

美国社会值得向往和僮憬 ，非常令人倾慕，堪称非美国世界的垂范

样本 。 ` 

当然这只是赫伯特·席勒的观点，他是“新世界信息秩序“最坚

定的倡导者之一。席勒的立场是基于这个逻辑前提的：在媒介再现

的表象之下，存在着划分世界人口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 1992 年 5

月，他在法国的演讲极力呼吁大家对“富国和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

沟＂的关注。席勒认为“全球性不平等＂源千西方资本主义对全球经

济的支配 ，同时他还深信西方媒体通过提供支持的观点和影像促进

了这种支配(Schiller, 1992, p. 2 ) 。

在席勒看来，贫穷国家为了改善自身的命运而付出的发声努力，

其必要条件就是挑战“信息帝国主义”(information imperialism ) 。 当

今世界的信息环境完全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笼罩 (McPhail,

1987) 。 新闻、电影、音乐、教育以及图书出版被批评为是一条“单行

道”(Varis, 1986; Nordenstreng and Varis, 19 74) 。 甚至一些非激

进的分析家也同样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对西方世界的＂媒介依附＂

( Smith, 1990 ) 。 还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这种状况以

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深表关切。例如，在法国，对占优势地位的美国

媒介产品危及法国文化的完整性提出抗议的悠久传统由来已久 (cf.

Servan-Schreiber, 1968) 。这并不是特例，迪森 (Dyson) 和亨弗里斯

(Humphries, 1990) 同样观察到，”许多西欧的广播公司和政策制定

者都担心铺天盖地的《达拉斯》会造成西欧文化认同的丧失”(p. 19) 。

对千赫伯特·席勒来说，这些都构成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一种支持西方的支配地位 ，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事

务上的支配地位的信息手段 (Tomlinson, 1991) 。 他在每一个前沿

倡导挑战 ”帝国主 义＂，因此， 席 勒呼吁建立 “新世界信息 秩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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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IO) ，其倡议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生了显著影响，（ Norden-

streng, 1984)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这项倡议时，导致美国退

出了该组织 (Preston et al., 1989) 。席勒从对 1989 年发生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内部的争论进行回顾开始，他梳理了那些为了争取一个

新世界信息秩序的运动的发展历史。由此，他更清晰地阐明了他关

于当今信息环境的独到观点。他说，新世界信息秩序是：

一种努力……为了获得对流向笫三世界国家的信息的些许

控制权，为了夺回对其民族文化的控制权 。 第三世界国家希望

能够定义它们自身的问题并展现关于它们生活的不同影像。在

西方国家，所有这些都已经完全被扭曲 。 在西方国家，如此再现

了新的国际信息秩序的呼吁，第三世界的独栽者为了奴役他们

的人民，而压制所有自由流动的西方“启蒙＂ 。 显然，在某些笫三

世界国家中，的确存在着一些独裁主义者，但把寻求新世界信息

秩序的整个活动都笼统而言，显然是一种公开扭曲事实。如今，

在很大程度上，寻求新信息秩序的呼声已江河日下 。 但我们仍

拥有一种新的秩序一跨国的信息秩序。

(Schiller, 1989b) 

无疑，这种马克思主义论述特别强调了企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对

信息环境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其对国内信息环境产生的影响，还是其

对国际信息环境产生的无情影响。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此并

不仅仅简单地识别对信息领域施加影响的压力，恰恰相反，信息产业

在企业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活跃部分。

所以，企业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也同样是媒体公司扩张的历史。与

整个企业资本主义一样，媒体公司已经大规模地扩展，集中化为数个

媒体大公司，频繁多样化其利益，并且决然粉墨登场于国际舞台。

市场标准

赫伯特·席勒认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当代信息环境体现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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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优先目标，并且是维持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核

心组成部分。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路径的信息研究，值得我们

去讨论的远远不止千此。倘若我们要阐释和举例说明资本主义的关

切如何对社会的“信息化”产生影响，我们大概会更欣赏批判理论家

所做出的贡献。

以市场这一资本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为探索的开端，受益匪浅 。

席勒中张一市场原则（最为强词的是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贯穿整

个资本主义社会，在信息领域也的确如此。所以，信息生产的律令就

是唯有拥有出售信息能够获取某种利润的前景，才可能有信息生产

并为人所利用；而且如果拥有最有利可图的机会，信息生产就异常充

裕且品质上乘。可见，市场压力决定了何种类型的信息在什么情况

下为谁生产。

市场压力与新技术的初始阶段同在。为了充分理解席勒洞见的

重要性，我们需要警觉：研究“信息社会”的理论家如此司空见惯地

认为技术领域的革新预示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这种观点意味着技

术刚刚＂诞生“，以一种无法调查和无法质疑的方式被“发明了 “ ，一旦

进人社会领域，它们就被积极地或者消极地使用。由此看来，新技术

在促使“信息社会”的到来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技术是公正的，

不受任何人类价值以及地区利益的驱使。与这种观点相反，那些认

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决定性力损的人坚持认为，市场产品铭

刻了市场价值的烙印 。 Thorn-EM! 当时的主席提供了令人惊叹的

案例，Thorn-EMI 是英国主要的信息传播技术供应商和信息供应

商。该公司主席宣布他的公司”退出医学电子工业，理由是在可预见

的将来几乎没有获利的可能“(Thorn-EMI, 1980) 。在这个例子中，

起到有效作用的价值是，Thorm-EMI 认为其利润最大化应遵循集中

在娱乐性产品的策略。医学电子工业不能支持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

求，而电视 、 视频以及其他一些休闲产品却能够财源滚滚 ， 于是，

Thron-EMI 当然采取实现市场成功的目标 。

支配着信息产业的企业恬不知耻地以市场原则来运作，为了实

现这个目的，企业都使它们的生产转向利润可观的前景领域 。 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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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而言，罕有异议，但它却令确信在“信息时代”的信息技术乃硬

件，且远离社会影响的人困惑（毕竞信息技术不受抑制，一台个人电

脑可用于写作布道文，也可以展示春宫色情。个人电脑本身尤所谓

好坏，因为它高于社会价值），并且／或者更多的信息本质上是好事

（也就是说，信息多多益善，此乃根深蒂固的成见）。

追随这种批判理论的座右铭的人，例如，从市场上已经生产好了

的产品背后去询问：“公司厂商在研发阶段优先目标是什么？“因为

他们想想这样的问题，肯定忐忑不安。如今，像 IBM 、 AT&T 和西门

子之流的公司，每年都承诺会投入数十亿的预算用于研发，这些预算

都致力于创造下一代技术，但企业是否如期履行计划，并未见财主

们公开爱施职责。例如，英国电信每年都花费成千万英镑用千研发，
但这是一项精心考量后设定的目标投资。两个《金融时报》 (Finan­

cial Times) 的记者观察了英国电信的审慎投资，并说明其来由，因

为，”为了研究而研究的时代巳经过去“，对千“商业赢利取向的、竞

争性的英国电信公司而言，为研究而研究纯粹是难以支付的奢侈品”

(Bradshaw and Taylor, 1993) 。

《 电脑工作 》 (Computing) 杂志的前任编辑理查德·夏普 (Rich­

ard Sharpe) 注意到这种市场优先所产生的自相矛盾的后果。他认为

最“新”的技术，实际上是典型的“旧”技术，因为它们是对巳经被证明

有市场能力的既有产品的补充。由此看来，夏普认为计算机产业表

面＂戴着一副进步的公共面具，内囊却是一副保守主义的利己面孔”

(Sharpe, n.d., p.111) 。例如，引人注目的是，大部分为了家庭使用

而生产的信息产品实际上是对电视机的改进。视频设备、有线电视、

计算机游戏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部都建立在一种取得了显著成功的

商业技术一电视的基础之上。清晰的迹象显示，一些以家庭使用

为目的的新技术和新服务正聚集成一种“家庭娱乐中心＂，这是一种

数字化的控制台，包括了围绕着娱乐而创立的电子邮件、游戏、计算

以及互联网设备。几乎所有这些“家庭信息系统”的形式（＂墙角的盒

子”)和内容（娱乐）都让人无须惊讶，司空见惯而已。当电视已经显

示它自己是公众最喜欢的休闲技术时，那么企业主为什么还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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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与电视不同的技术呢？

有些人认为这种结果是由技术改革的内在逻辑所推动，而不可

避免。在此·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需要发挥一下想象力 。 为什么家庭

信息传播技术需要围绕着电视机来发展（正如并不存在任何技术性

要求促使电视技术的创造适合起居室， Williams, 1974, p. 26) ？为

什么在程序设计中，娱乐导向被如此着重地强调？非常有说服力的

技术性原因并不能够解释上述问题。最为显著的压力无疑是，在何

处通过何种方式会获得最能盈利的销售；因此，家用信息传播技术

(ICT)／信息便被推向或者拉向市场所主导的方向。于是，可以预料

市场取向带来的熟悉的产品和节目的产生，正如夏普的评论：

亦有另类 (alternative) 群体试图获得技术的另类 (alterna­

tive)使用方式，但这些人是极少数。他们大多失败了，因为技术

不是以另类使用作为目标，它不是为了引发真正的变化而发展

的：不论好坏，它是为了维持现状而发展。

(Sharpe, n. cl., p. 4) 

与此关联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到近年来信息数量

的突飞猛进，就会很容易忽视市场标准的影响。因为认为信息本身

多多益善就是件好事这种假定很流行，人们便很少质疑市场扮演了

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审视市场压力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不过，批判

式反思对那种认为举凡信息都能给人启蒙，在某些方面，它能够改善

以前的信息贫乏因而更显愚昧的状况，实在受益匪浅。在此，很容易

让人质疑那些越来越多的逃避现实型的电视节目，人们会猜想许多

受众大概对此持有同样的观点。人们可能同样怀疑互联网上的海屋

信息 。 当然，网络信息形形色色，其中也不乏品质上乘者，尤其是那

些来自千一些公共机构比如大学和政府部门的信息。我将会在第七

章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 但是谁会怀疑互联网上出现的大量信息的价

值？谁会怀疑那些信息只不过是销售过程的延伸，无论是一个公司

竭力去展示一幅吸引人的图像，还是试图去说服人们购买它的产品？

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境 ： “你看得越多，你知道的便越少。”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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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之中，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却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要少 。 例如， 2003 年 11 月末，英国的一项针对 16 岁至 24 岁

人群的民意调查显示，42 ％ 的人连一名内阁大臣的名字都不知道，但

是一半的人可以列举出电视肥皂剧 《东区居民 》 (EastEnders) 中的

五个角色。人们拥有的关于名流和他们出现于其中的电视节目以及

杂志的知识极其丰富，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人们在社会和政治生

活的主要推动力上普遍都很无知 (Ezard, 2003) 。市场上天花乱坠

的广告宣传以及强制推销行动肯定要对此负一定的责任。

现在，从任何终端都可以实时连接上的数据库正迅猛增长，许多

新闻评论员对此深表敬畏。与新闻评论员不同，有人会问些棘手的

问题：它们是依照什么标准得以建立的？它们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什

么？一旦质疑上述问题，人们就会很容易意识到大部分在线信息服

务的设计者们都会努力去吸引公司客户，因为它们对千即时商业信

息存在着迫切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们有能力去支付保险费率，正

是这些保险费率激发了 一 些“信息工厂＂ （如 TRW 、 Telerate 、

Quotron 和 Datastream) 的急剧增多。由此看来，赫伯特·席勒的评

论切中要义：

在市场经济中，成本和价格的问题必然会在决定什么类型

的数据库会被创建出来、如何为筹划的服务而使用（以及它怎样

被支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选择什么样的资料放进数

据库与市场对信息服务的需求紧密相关。

(Schiller, 1981, p. 35) 

正是这点促使席勒教授愤然质问：

如今，什么类型的信息正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复杂水平被生

产出来？股市价格、商品价格、货币信息。你拥有相当多的私人

数据制造企业，各种类型的经纪人……谁拥有视频监视器，监视

器被接入信息系统，从而可以向他们提供难以置信的大量高度

具体的信息，但这些都与你怎样在股市上赚更多的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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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怎样把你的资金转入或者转出一个国家相关。这能说明信

息流向的地方以及谁获得了这些信息。

(Schiller, 1990b, p. 3) 

大卫·迪克森(David Dickson, 1984) 在他对二战以来的科学和

技术（核心知识领域）的历史分析中扩展了席勒的论断。在此，他认

为企业和军方两个要素是革新的决定性因素。在赫伯特·席勒那

里，这两个要素简化成了一个要素，因为他坚信军方的责任是保护和

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市场精神 。 所以，他写道：

军方对于通讯、计算机以及卫星的关注……并不是对先进

技术的一般兴趣。美国陆海空三军的使命是服务于和保护一种

经济组织的世界体系，该世界体系是由资本强有力的隐秘入侵

所主导的，并有利于这种入侵。

(Schiller, 1984b, p. 382) 

或许军方对信息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既然这都是为了巩固一个

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帝国，那么形塑信息领域的最基本的力量便是

军方亦为之效劳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精髓一—－市场律令了。如此，我

们更加领悟席勒对“信息社会”的总体判断。“信息社会”并非十全十

美的利好发展，而是体现了资本对商业伦理的效忠。所以，

实际上，所谓的“信息社会”是指所有类型的关于个体与国

家、社会与商业、经济与军事的海量数据生产、处理和传播。这

些数据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一些巨无霸公司、全 国性的政府机

构以及发达工业国家的军事组织的某些特定需求而生产 。

( Schiller, 1981, p. 25 ) 

通过指出美国科学政策的三个主要阶段 ，迪克森(Dickson)扩展

了上述主题 。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的几年，此时，军事需要和原子能研

究在科研活动中被置于优先地位。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出现了

一个清晰的转变 ，社会标准扮演了一个更中心的角色，对健康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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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题的关注对科学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个阶段－—－这

个阶段正在继续 开始于 70 年代晚期，其科学政策体现了对满足

经济和军事需要的重视。到 80 年代初期，科学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无

疑是“科学要对美国工业的竞争力和军事技术做出贡献“(Dickson,

1984,p.17) 。这使科学日益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性商品 “(1984,

p. 33汃董事会的会议室中所使用的修辞和企业规划也侵入了科学活

动的核心。迪克森证实，如今．革新听命千唯利润律令。所以，“知识

资本”被频繁引用，该词意味着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被当作投资对象，

资本期望从他们身上获得相应的回报。从这个角度说，甚至那些在

学术界中任职的科学家也被视为“企业家“，他们被鼓励去与商业人

土紧密合作，去创造有商业前景的产品。

迪克森坚称此种强调仅以市场利润唯命是从的目标令科学和技

术知识偏离了如公共健康、地方社区服务、改善工作质量，或者保护

环境等公共关怀。这一流风所及，自然导致那些一度致力千或至少

部分致力千服务于更广阔的社区需求，并且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

大学和机构日益改变了它们的方向，转向致力于以提高产业的商业

.竞争力为目标的研究，因此，他们就断定市场是技术变革的最佳裁决

者 (cf. 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 。

那些为了使曾经公有的设备私有化，以及对一度由国家控制的

组织解除管制的政治规划都对信息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拥护者

们鼓吹这些政治规划是市场实践的应用，是促进效率和效力的最有

效的方式（私有制对千资源的个人利益的承诺，消费者的回应来自千

此，当然也来自千顾客的首要地位），也是把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服

务改良）引入一个垄断性领域的手段。欧洲、美国以及远东地区虽然

在地区环境和历史上具备多样性，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到 90

年代中期，这些地区都采用了如下策略：使信息领域对市场标准作

出反应，并且依赖于市场标准(Nguyen, 1985) ，市场派的鼓吹者所仰

赖的基础就是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这讨李生元素。文森特·莫斯可认
为这“体现了政策让位于市场”，就其强调了市场的优先权而言，一语

中的，虽然把市场置于优先地位并不意味着对政策的拒绝。相反，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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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和解除管制都是自觉的、被积极寻求的政策，以确保信息传播技

术(ICTs)和信息可以以一种特定且权宜之计的方式发展。

尤其是对“信息社会”的中心支撑产业 电信产业，这些政策

产生的主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Garnham, 1990, pp. 136—153) 。

1981 年，英国电信从国有的英国邮政业(the Post Office) 中分离了出

来，从此，英国电信便沿着一条非常独特的商业路线来运作，锁定并

优先效劳那些财源滚滚的目标客户（如企业和各大政府部门），以发

展新的或现存的服务，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自身成为一个成功的资

本主义企业。

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虽然英国电信业儿乎从未清晰地阐

明它的政策，但它却是依照一种大概可被称为“公共服务”的精神来

运作，其所提供的服务致力于覆盖一个广阔的地理区域、非歧视性使

用、以“合理的成本或者可支付性”(OECD, 1991, p. 26)为目标的定

价政策。为达此目标，运用了复杂的交叉补贴 (cross-subsidy) 制度，

从能够赢利的城市网络和国际网络中抽取利润补足边远地区。电信

产业的垄断同样在支持英国电子工业中扮演了角色，电信产业中

80％的设备都是从这些国内生产商那里购买，通过这种方式，电信产

业成了政府经济战略的利器。

但是，撒切尔时期 (1979—1990) 实行的市场导向政策促进了解

除管制的实行，并立即打破了英国电信的“自然垄断＂的局面，而此

时，英国电信才刚刚从英国邮政业中分离出来，并甩掉了运送邮件的

包袱。对此做出回应，一家由私人投资的公司 Mercury 应运而生，

Mercury 的宗旨不是提供另一类可选择的电话服务，其目的是赢得

商业买卖 (business traffic) ，轻松地赢得电信业的主要市场。因为

Mercury 只占有很小的市场份额（少于 10%），其主要意义不在于它

是英国电信的竞争者，而在千它显示了在电信业中盛行的许多新的

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Mercury 的母公司合

并了 Mercury 和其他一些运营商，随后不久 Mercury 采用了“有线和

无线”[Cable and Wireless]的名字） 。

英国电信随后的私有化宣告了该企业已迈入新的强调商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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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型，即转向商业市场。这种转向在很多

方面体现了出来：首先，为了回应 Mercury 企图抢走其最好的公司

客户的行动，英国电信在其竞争领域实行了降价策略。英国电信公

司很快就抱怨它正在“失去地区市场“，过去这些地方市场虽然不盈

利，从前却并不是一个问题，其完全可以仰赖商业用户的收益来维

持。但是，截止到 1990 年， Mercury 都一直在争夺企业客户，而 Mer­

cury 没有提供令面服务的压力，它从拥有 100 条或者更多条线路的

商业客户那里占据全国电话收入 30 ％ 的市场份额。现在，英国电信

一直在悲叹“通话数量多的客户（如公司）的电话服务费用过高＂，但

自己却“没有从它 80 ％ 的客户（也就是国内家庭用户）那里获得足够

的回报”CBri tish Telecom, 19 90) 。 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不难设想：

虽然私有化带来的影响依然存在，并为限制英国电信的价格上涨设

立了一个框架，但这仅仅说明向用户收取的费用必须不能高千平均

数。实际上，一般用户的开销幅度超过了商业用户的支出。

其次，作为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企业，英国电信也迈

向了国际电信市场。它从北美购买生产设备，开始不太乐意从英国

供应商那里购买设备。此外，在 90 年代早期，英国电信持有 MCI （微

波通讯公司，美国第二大长途通讯公司） 20％的股份，并在随后与北

美巨头 AT&T 达成了一项协议，以集中跨国资产。这些行动背后隐

藏的动机就是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策略：首先，市场上成长最迅速

的领域正在日益国际化；其次，最为重要的国际市场由企业之间的贸

易构成。 Concert ，这个 2000 年成立的公司由英国电信和 AT&T 共

同投资 ，其 目标是“在多国有分支的商业客户＂。英国电信非常清晰

地认识到一“最大的客户……是那些跨国公司，其在世界各地已开

发的国家都设有分公司 ”(British Telecom, 1990, p. 6) 。因此，英国

电信拥有一项“高度聚焦的策略，为这些跨国公司提供网络以及基千

网络的服务”(British Telecom, 1993, p. 25) 。拥有 MCI 的股份，与

AT&T 的联盟，以及与许多欧洲公司的合作都是英国电信的策略，

其目的是使自己在公司网络服务供应领域成为全球霸主。这些雄心

勃勃的冒险都已黯然失色 (Concert 于 2001 年倒闭，与 MCI 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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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中止），这对千主要问题的解决没起到任何作用，对普通的国内用

户所提供的服务罕有推动与改进。这项投资的目标是为 25 000 多家

跨国公司提供一个全球性网络，这个全球性网络可向他们提供公司

有效运行的至关重要的增强声音和数据服务。英国电信大概被多次

失败所灼伤了，其最近强调与思科、微软和英特尔之流的公司进行

“战略性合作“，期盼找寻到最好的定位以期在乱世中东山再起。

英国电信并不因其把商业市场置于优先目标的行为感到汗颜窘

迫，还津津乐道于自己“将成为改进服务和技术的源泉，而服务和技

术上的改进将会满足地区市场的需要“(British Telecom, 1990, 

p. 6) 。当然，这只是经济学的＂涓滴效应”理论 (the "trickle down" 

theory)在“信息革命”中的应用。

第三，英国电信在减少了雇员的同时增加了收入： 1989 年，英国

电信雇用职员达到巅峰，拥有大约 250 000 名职工；截至 1993 年末，

人数下降到 150 000 人；而在 2005 年，英国电信仅有 910 00 名职工。

上述言论并不是要对英国电信抱怨不休，而是一个说明了市场

原则和优先权在信息领域的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经典案例。最

初，作为一个公有的垄断企业，英国电信受到重重束缚，摆脱层层限

制之后，英国电信的巨无霸经营方略与其他人私有企业如出一辙。

各项服务和业务都是服务千市场赢利的终极目标。如果要达成此愿

景，必须增加一般用户的费用。这意味着栽减雇员，或意味着提供新

的信息服务来追逐财源滚滚的客户，这就是无可厚非的市场逻辑，也

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经营管理所应有的合理回应。

最后，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市场环境对市场参与者如英国电信所

施加的约束。人们很容易相信，对千像英国电信这样的公司来说，采

用市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选择的问题，但是事实决非如此 。

实际上，多重压力驱使其采用某些政策。其中一个不可抗拒的压力

是，虽然信息网络服务的提供对于许多公司的日常运作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但这同样贴一个充满着强烈竞争的市场，迫使参与者们以某

种特定的方式在市场中就范。如同英国电信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

察觉的，虽然一个“可预期的世界范围的电信业产业结构“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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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终将会被“站在这个产业前沿的，正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四个或五

个供应商”(p.6)所创立和操纵。英国电信有置身于此巨无霸精英行

列的野心，但在其间，英国电信也会面临争霸全球网络市场的群雄。

基千同样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英国电信（以及美国、日本和欧洲的

主要电信业组织）：不难设想，市场机会青眯那些拥有最大的预算和

对先进的电信服务有着最大需求的国际商业客户。唯市场成功以取

得潜在收益的呼吁已咄咄逼人，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主要供应

商在全球电信市场中失败了，它们甚至根本无法进入全球电信市场，

世界市场的弄潮儿简直难以想象会有如此不妙的结局。由此看来，

他们是被迫参与角逐，但却儿乎没有任何控制能力把握结果。不出

料想，企业发生了一系列令人迷惑的，以仅有的几个巨型公司获得市

场战略性优势为目标的复杂联盟、合并和重组。

市场标准在信息领域的首要地位还产生了其他影响。一个重要

的影响是，市场的推广使得一些关键的长期以来都依赖于公共财政

的信息机构所获得的支持下滑。我将会在第七章详细讨论这个问

题，所以，在此，我仅简单地涉猎电报业的情况。面临“信息爆炸“，一

些像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政府统计服务机构、英国广播公司以及

教育系统本身获得的资助都已缩水，罪魁祸首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政策优先的举措。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就采取这样的政策 ：促进“信

息革命”的最行之有效的路径就是使之成为一种商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 Panel[ITAP], 1983) 。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便

削减公共津贴，而若干信息机构仅以商业价值为马首是瞻。对千在

美国目睹了同一情形的赫伯特 ·席勒来说，这体现了“把信息的商

业化扩展至社会任何一个空间的努力 “(Schiller, 1987, p.25) 。那

些关于缩短图书馆开放时间、缺乏购买书籍的资金、从前免费对公众

开放的图书馆开始实行收费、政府信息的价格正以高于通胀水平的

速度飞涨、在大学里那些不具备经济价值的课程被迫停顿的故事，都

体现了唯市场优先律令对迄今为止一直都备受保护的一些领域产生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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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认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社会和公共空间的逐步蚕食”

(Schiller, 1989b) ，致使信息的生产和运用遭受重创。在他看来，我

们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静战，一方企图利用国家的信息资源以

获得私人利益；另一方则试图尽最大可能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在这场战争中，”后者已节节败退”(Schiller, 1985c, p. 708) 。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公共津贴逐渐被一些为了市场面去发展信

息的私人利益所取代（或者是完全被其取代），或者，有些机构所获得

的公共资金无形当中被大幅削减，以至于这些机构被迫寻找私人资

金以求生存。这对于什么样的信息会被创造出来，以及人们会以何

种方式获得信息会产生重大影响。由此至少导致信息涨价，同时，信

息供应商会致力于打造要么能够吸引大众眼球（达到足够能引诱公

众去支付入场费的程度），要么能够吸引赞助商（一般来说来自于公

司）的展览和节目 。 它们期望人们相信，这不会影响到人们对信息的

获取，也不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信息被优先生产出来 。 如果人们需要

向博物馆和美术馆支付入场费，这就造成有一部分公众被阻止进人。

而反过来，这些机构本身会努力使它们的展品去迎合那些能够支付

入场费的人们的口味。当然，有人会争论说这并不是坏事，仅仅是各

得其所，参观者能够更好地欣赏他们花钱来参观的东西，而展品能够

对公众做出回应。但不可否定的事实是：信息的获取和供应遵照特

定的需求 。 此外，虽然市场实践也可以促进想象力和革新，但对于吸

引人的咖啡馆、博物馆的商店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展品的强调，几乎

不能改进或者提升人们可得到的信息品质 。 在那些赞助商进入的地

方一—他们越来越多地进人大学、图书馆 、剧院和电视台，结果显而

易见，再清楚不过的是赞助商的介入并非致力于慈善目的，而是为了

推进他们自己的议程和利益 。 所以，他们不可能去支持那些富有想

象力的引人深思的作品或活动；例如，在艺术领域，阿加莎·克里斯

蒂不乏资助，达里奥·福 (Dario Fo) 却门庭冷落、囊中羞涩；在教育

领域，商业管理备受青眯，种族关系却无人问津 。

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 1990) 认可席勒的解释，

他指出因考虑到大部分大众媒体都掌握在一些大公司手中，这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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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为导向的潮流所带来的影响雪上加霜。他认为一些“公共的文

化机构“如英国广播公司和免费图书馆拥有一种“对抗性力量”`，这种

力量能够平衡商业小报和被收视率所支配的商业电视的负面作用。

无疑，“在它们的最佳状态下“，这些机构“体现了一种真正致力于多

样化和公开争论的使命感，至少，它们弥补了商业化组织供应的一些

重要缺失”(Murdock, 1990, pp. 6-7) 。笔者会在第七章详细讨论

该议题。但在此，只要阐明如下观点就足够了：“文化性机构”的组

织和资金方面利于市场的变化，却对发展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如何获

得这些信息有严重制约。

商品化

信息的快速商品化是赫伯特·席勒以及同一阵营的思想家们辗

转反思的论题。因为信息是在一个市场社会中生产出来以供人使

用，所以其命运也就雷同于这个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任何商品 。 于是，

信息就是可以随便贩卖且服从千价格机制的商品。把信息看成是一

种商品，又有什么好谴责的呢？因为没有人（当然不是赫伯特·席

勒）认为信息的生产（更不用说信息传播技术了）是不需要成本的。

许多对商品化的异议，都会涉及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那诙谐狡黏的格言一“知道所有事物的价钱而不知道它们的价

值＂ 。 对价格机制的缺陷进行探究已源远流长，讨论的观点并非激

进。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一个保守党内阁大臣大卫·梅勒

(David Mellor)警告商业原则严重侵蚀艺术，他警示大家：“长远来

说，一个社会并非如此沉重地仰赖经济成功，而是依据其文化成功来

获得评价的＂。听君一言 ，收益良多：我们对 19 世纪的追忆，更多源

自艺术家和建筑师，而不是棉花和石油巨头，虽然后者在那个时代占

据主导地位。梅勒发表演讲的时段，正是资本主义原则所向披靡的

时代，那个时期的企业家和私有企业获得了高度赞颂，不过，依然不

乏内阁成员对市场原则的缺陷提出警告。

尽管如此，近几十年来，我们目睹了在信息领域发生的日益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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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化趋势。在随后一章中，我们会对此有更多讨论，包括对电视

领域的讨论。在该行当，日益加速的商业化趋势尤为引人注目。但

在此，我们仅以围绕“品牌”的价格估价而呼声甚高为例 (de Cher­

natony and McDonald, 2003) 。产品当然依旧重要，但品牌的价值

（从耐克[Nike]到维珍[the Virgin])在近年来却尤其重要 。 所以在

当今，甚至英国的大学纷纷不遗余力地推广其品牌 ，渴望招收来自国

外的学生，因为它们可以向这些外国学生征收远高千国内学生的费

用这是笔不菲的交易。这个过程波及了名字，即名字也可以商品

化 。 例如，球星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能够从曼联转会到皇家马

德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名字在远东地区具有销售力，可

以带来无限商机。如今，举世皆知，除了球员的真实技术水平之外，

其“名字”也具商业价值。

与此如影随形的是对“知识产权”和通过版权和专利来保护“知

识产权”的高度重视，劳伦斯·勒辛格 (Lawrence Lessig, 2000) 认为

这个过程是一种圈地形式(Boyle, 2002)——－进入曾经被排斥的市场

关系安排 。 知识产权捍卫其产品的真实身份和信息的最大化价格 。

约翰·萨勒兰德(John Sutherland, 1 999)对他多年以来在《泰晤士文

学增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和 《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 》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上所写的评论和文章被数

字化的抱怨，就是一个实际案例。从前，这些文章都是印刷出版，萨

勒兰德以此获取报酬，但是 ，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读者希望查

阅他的作品，他们要么购买、要么借阅原本期刊，或者，如果这个期刊

有老的版本，他们会去一些学术图书馆查阅，那里储藏了成堆的复印

本（如果可能，还会有缩影胶片）。但是，数字化方便那些订阅了相关

服务并且拥有通讯设备的人随时随地信手拈来信息。通过词汇搜索

系统(word-search systems) ，可以易如反掌地查阅萨勒兰德的全部

作品。 同样，这也是出版商的收人来源，对此，出版商已经志在必得 。

但萨勒兰德反对这种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

下进行的，而他也没有获得任何酬金 ，虽然他是作者 。 压力主要来源

千出版商，他们不懈地利用数字化来最大化他们的投资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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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的利益驱动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问题源千科学知识

的范畴、科研成果的发表以及商业化的压力等（多重权力关系的交

织）。某些人主张科学知识应该是可以自由获取的，此论引发了存在

千一些科学家之间的鼓励他们为了公共福利而使他们的科学发现向

公众开放的“共产主义“精神。只要他们的同侨承认他们，许多科学

家似乎都致力于使他们的研究发现向任何希望查阅者公开。该立场

放弃了对科学成果的所有权，并且赞同“开源”出版 ("open source" 

publication) ，这确保了研究成果在网络上免费登载。但是，与此相

反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应有产权归属，所以查阅者在任何时候都需

要为此付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爱因斯坦要求拥有对他的热力

学定律的所有权，要求在他的等式每次被引用时都收取一定的费用。

科学研究的出版商的存在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其经营科学出

版由来巳久，出版复印版定期刊物乃其商业赢利的天然举措。但是，

互联网的迅速扩张潜在地令其破产，因为现在科学家在原则上至少

可以跳开出版商而把他们的科学发现直接登载于网络。出版商现在

正在迅速地数字化期刊以及旧刊（这会很大地方便用户获取这些期

刊，只要他们拥有订阅权），他们誓死捍卫出版业的商业传统。这些

期刊通常都非常昂贵，这正是出版商盈利源泉之所在。而另一方面，

许多大学一一它们通常雇用了许多科学家一同样在采取政策鼓励

研究者们建立起他们作品的自我档案，把他们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放

在大学网站上，以使这些作品能够被人免费查阅。这些大学所持有

的观点是这些科学家是大学的工作人员，研究工作是他们的职责，

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被放置到大学的网站上。显然，出版商肯

定抵制大学的免费行为，因为此举令其生意炭发可危。很明显，情形

在这里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和不确定，但是没有人认为传统的行为方

式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人们已经感觉到了科学知识的商品化导致

了获取知识的障碍，而与此同时，一些科学家们正在推进开源出版，

这对现存的商业利益造成了威胁。

对于信息社会来说，需要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多么地重要和富有

争议。毋庸惊讶，版权的兴起，其初衷是为了平衡作者和发明者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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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更广大的公共福利。在 18 世纪晚期，版权的有效期是作者死后

的 14 年，而在 1998 年，它的有效期变成了作者死后的 70 年，对千公

司来说，是作品被出版后的 95 年。如今，版权包含的内容已经无所

不包，乍一听似乎有些婆婆妈妈，但就围绕人类基因密码的发现而发

生的斗争所涉猎的纷杂利益，不就是案例吗？本世纪初，许多新科学

因 DNA 结构终千被鉴定为大约二十亿个字母（基因组学

「geneomics]和蛋白质组学[ proteomics J) 而得以诞生，这从根本上迅

速地改变了医学，因为基因密码的知识宣告了通过反复试验去开发

药物这一做法的结束。华大基因研究院(Wellcome Trust Sanger In­

stitute) 的开发者们使人们能够免费获取这项研究 。 但是，在解释密

码的竞赛中，交织着打算对每一项咨询实行收费的商业机构的利益 。

当考虑来自全球 135 个国家的专业人士每周至少会查阅由华大基因

研究院提供的数据至少一百万次时（《卫报 》 ， 2003 年 11 月 3 日 ， p.

l) ，人们就会充分认识到知识商业化的意义。围绕互联网经营运行

而发生的斗争几乎一样激烈，微软是拥有所有权的超级玩主，但是开

放源代码一由 Linux 和 Apache 这样的公司开发的一项免费服

务-一向比尔·盖茨的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Weber, 2004) 。

由信息传播技术所推动的信息商品化使我们迈向一个“我们现

在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活动的社会……在公共图书馆中阅读一本百

科全书，卖给朋友一本几何教科书，为兄弟姐妹复制一首歌一都将

会被置放千一个为了获得回报的微观付费系统中，其间，我们在我们

文化的细微处所享有的权利都将面临被施舍的命运”(Boynton,

2004) 。席勒谴责了这种趋势，他坚持认为信息应该是一种公共财

产，而不应是在市场上被卖来卖去的商品 (Rokowski, 2005) 。

阶级不平等

市场律令在信息领域扮演着中枢角色，这意味着信息和信息技

术的创新与使用完全仰赖千购买能力。当然，这并非说信息和信息

技术完全被某些人所独占。显然，几乎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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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信息产品和服务，电视、广播和报纸就是明显的例子。实际上，

因为市场对消费者开放，从原则上讲，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并无销售限

制——至少满足拥有足够资金的购买者之需求。但是，事实上市场

是一种配置性机制，这意味着其对社会的回应，是按照收入和财富所

区隔的等级为标准。换句话说，阶级不平等，或如广义上讲的社会的

阶级分化乃是信息时代的中心拉动力。

“数字鸿沟”已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展示阶级不平等在信息社会中

所起作用的范例 (Webster, 2004, part 5) 。近几年来，数字鸿沟，尤

其是网络的数字鸿沟间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 大量证据显示，以最

快的速度进入网络乃绝佳境界（见 Eurostat, 2005) 。虽然席勒可能

已经认识到这种分化的实际存在，但并不能以此确信他就会支持那

些渗透进大部分与数字鸿沟有关的思考的技术导向型思维。我们常

假定数字鸿沟令人遗憾，甚至应受谴责，因为技术把那些不幸者排斥

在完整的社会参与之外。一个致力于使人们访问互联网的途径最大

化的政策应运而生了，可能是尝试使互联网终端能够出现在学校或

者图书馆，其为弱势群体带来了福音。技术因素阻碍了人们获得机

会是这些政策的前提，此论在共和党成员纽特·金瑞奇(Newt Ging­

rich) 1995 年的提议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其提议认为，给予穷人一 台

笔记本电脑胜过给予他们福利、前者使穷人生活更上一层楼。像赫

伯特·席勒这样的思想者会对混淆了原因和结果的提议秉持异议，

它的实际影响颇为可笑。

文森特·莫斯可 (1989)在对”按次计费的社会”("pay-per society") 

的描述中突出了“支付能力 ”(ability-to-pay factor) ，他把支付能力

看成是生产和获取信息的决定性力量。坦率地说，更重要的因素是

阶级制度。 一个人越富有，他所能够获取的信息就越丰富；如果一个

人的社会等级地位衰落，他所获得的信息品质也会日益变得劣等 C

赫伯特·席勒同意这种立场，并且指出了“信息革命”的“主要发

动者”是军事／国防机构、大型私有公司以及全国性政府等三个机构，

因为它们拥有支付信息传播技术 (ICT)／信息产业中最昂贵的和最

领先产品的能力。席勒从许多商业咨询人士那里获得了支持，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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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四分之三的欧洲 ICT 市场是公司市场和政府市场，”一般公众”

（除去这两种享有特权的群体之外的任何人）构成了剩余市场。简言

之，那些最先进的技术流向了福特和美国空军之流的机构；大部分人

只获得了剩余物一—多数为电视机型的玩~。

支付能力标准 (ability-to-pay criteria) 的中心性，以及它与阶级

不平等的紧密联系，使赫伯特·席勒强调信息分层的现象。例如，他

区分了存在于一个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的“信息富人”和“伯息穷

人＂。所以，

对信息的获取成为财富和收入的一个要素。公众和国家本

身被日益排斥在外……一个社会之内信息“拥有者”(haves) 和

信息“缺乏者”(have nots)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在信息时

代，国家之间的情形与此类似，那些欠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一－－

依旧更依赖于少数几个信息生产者 (generators汃处理者 (pro­

cessors) 以及传递者(transmitters) 。

(Schiller, 1983b, p. 88) 

上述情况不言而喻。例如，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引人

注目的现象是，对于“一般公众”(the "general public”)来说，“信息革

命”意味着更多的电视频道。如前所述，那些主要的发展，在最本质

上，并不仅仅意味着电视屏幕的改进（有线、家用计算机、视频、互联

网），也意味着电视节目的变化，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产品 娱乐

节目的增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难找寻，主要在于电视在多

年以来所取得的惊人成功（电视机在家庭市场达到饱和、一个巨型的

广告媒介、娱乐节目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却非常吸引人）。由

此，毋庸惊讶，信息提供商们当然支持已被证实了的成功行为。而

且，需要记住的是，在这个竞技场上，因为对千信息产业来说，每一个

家庭相对而言都是一个较低水平的收入来源，所以大规模销售至关

重要。那些期望从国内市场上获取利润的厂商必须以追逐巨无霸式

的市场提供产品为目标，只有在每一个家庭聚集成为＂一般公众”时，

它们才会拥有任何实际的市场吸引力。但是，一旦他们聚集起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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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提供商就必须向这些“一般公众”提供相对同质化的信息产品一

熟悉的电视屏幕、海量的游戏节目和脱口秀、电视肥皂剧、电影和体

育节目。此外，”一般公众”也被证实他们并不愿意直接为电视节目

支付任何费用一一－这巳经从广告商和／或者赞助商那里获得了补偿。

同样，虽然有极少的例外，那些利用电视发布广告的广告商们的兴趣

在于到达一个大规模的受众，这反过来又促使电视节目趋向于“更加

同一“，因为只有这样电视台才能够确保拥有数百万的受众。于是，

任何认为家庭的信息需求大概是多样而复杂的观点都被束之高阁，

信息供应的主要管道致力于生产娱乐节目和“最小公分母式”节目。

在有线服务和卫星服务领域所发生的情形与此非常类似。虽然

有很多文章呼吁电视需要对公众的不同需求做出有效回应，提供 30

个或者更多的电视频道，让受众各取所需，提供戏剧节目满足对戏剧

感兴趣的受众，芭蕾舞节目服务对舞蹈感兴趣的受众，新闻节目则针

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者，再为那些期望改善自身的人提供教育性节

目。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正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Bruce Spri­

ngsteen) 所描述的， ”57 个频道，却空无一物”。有线电视频道提供了

大量的娱乐节目，体育、软色情、情节探险剧、摇滚乐录像带和电影占

主要优势。那些被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未来派信徒们所梦想的先

进专业化频道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的

制作成本太昂贵，而罕见其受众规模，这些人全部聚集起来都不足以

资助那些专业电视台 。 那些生存下来的频道都开发 了最丰富的矿

脉－—－大众娱乐，大众娱乐可以通过廉价的收视费吸引大规模的受

众，或者电视台可以通过售卖大量的受众给广告商来获取广告收入。

有人能够严肃地声称在鲁伯特·默多克的天空 电视台 (Sky TV) 被

引入欧洲之后，欧洲的信息环境得到改善了吗？

虽然这些例子很容易说明，”一般公众“构成了“信息穷人“，但只

有在这些“信息穷人“聚集成大规模的受众时，向他们提供节目才物

有所值。但是，在此还需要提及的是，那些应用于有线电视和卫星电

视的商业原则对公共广播服务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我将会在第七

章深入地讨论该问题，但在这里我们观察到，有线电视服务致力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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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规模的受众的行为显然对 BBC 这样的电视机构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相当重要的是，那些拥有几百万受众的，在公共服务频道上向

受众免费提供的节目，正在迅速获得有线供应商们的注意，这些供应

商们不懈地希望在基千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提供这些节目。在英国

的体育节目领域，这种情形尤为严重。自从 1990 年以来，所有足球

甲级联赛（基本上是有英国参与的国际性比赛），以及大部分欧洲冠

军联赛（当像皇家马德里、米兰和切尔西这样的球队相互间进行较量

时）的转播权都被天空电视台购买了，同样被购买的还有其他主要的

体育赛事，比如莱德杯高尔夫球赛(Ryder Cup golf) 以及世界级拳击

比赛。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是，从前可以免费观看体育赛事的人，如

今被排除在外了，除非他们准备好每月付一定的收视费（偶尔为了某

个特殊节目他们还需付额外的费用）。

当然，在此并不是主张说这种转变使某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信

息穷人＂。主张订阅既有有线电视频道大大地加深了或者扩展了一

个人的信息资源，此论不切实际。但是，这种转变的确使那些已经成

为信息弱势群体的人们所拥有的信息环境更加贫痒，通过减轻现在

由公共电视服务所提供的节目的多样性产生此一后果达到目的。然

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它并没有增加人们在有线网络上可获得的选

择，这一方面是因为接通有线网络服务的前提条件是有能力去支付

相关费用（于是，一些潜在的受众就在经济意义上被排除在外）；另一

方面是因为有线频道和卫星频道上的节目是如此雷同（体育、电影或

者其他娱乐性节目），削减多样性已成为英国公共广播服务的特征。

在国家之间，也出现了数字鸿沟不断加深的情形，收人差距造成

了严重的信息不平等。那些集中了世界财富的发达国家是“信息革

命”的既得利益者 。 同时，那些聚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较贫困

的国家，被限千获取那些第一世界的残留品（例如，重新放映好莱坞

系列的电影），依靠那些由富国愿意向它们提供的信息（如来自新闻

通讯社的信息） 。 同时，富国对一些领先信息技术比如人造卫星的垄

断会使穷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些人造卫星会在高空中对那些

较穷的国家实施监控（例如，农作物发展、矿产资源、鱼群，甚至是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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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侦察），或者是向这些国家传送那些能够侵蚀它们本土文化和信

仰模式的节目。

我们在此的观点是，发生千一个阶级社会之中的“信息革命”，被

打上了既有阶级不平等的标记，而且阶级不平等还会雪上加霜。所

以，“信息鸿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些在经济上和教育上享有特权

的人可以通过获取先进的信息资源如在线数据库和先进的计算机通

讯设施独占鳌头，而那些趋向千阶级系统底层的人会日祜被席勒所

谓的＂垃圾信息”所淹没，这些“垃圾信息”大多为消遣性的娱乐信息

和八卦信息，其中罕有具有真正价值的信息。

席勒观察到，信息并非多多益善。恰恰相反，在信息的获取和供

应中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是支付能力，这意味着为大多数人所提

供的信息都是那些生产成本低廉的、浅薄的、充满着肤浅的吸引力的

大众化信息。这是因为，只有在国内受众都聚集起来时，他们才能体

现有利可图的商机。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在凌晨两点钟播放的节目

很少是为了寻求大规模的受众 。 但是，商业原则依旧在此运作，那些

节目永远都是制作成本低的节目 远远便宜千那些在黄金时段播

放的节目-以及／或者是已经播放了的节目的重播。

杰出的新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 1992) 调查了

近十几年来提供给“一般公众＂的信息的过量供应，如现在甚至能从

一些食品店中获得的低俗小说，到免费传送到每个家庭的“报纸＂，到

“垃圾邮件”的爆炸性增长，到一天 24 小时的电视服务，再到扩展至

每一条商业街的录像出租店，无不如此。他的结论是“垃圾（信息）笼

罩普通美国人＂。赫伯特·席勒 (1987) 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我

们看得越多，听得越多．具备重要性的信息却越来越少。 一个半小时

的早间电视＇新闻＇，罪噪、空洞而不切题，此乃现今状况之缩影” 。 从

这个意义上讲，“信息革命”向“信息穷人”提供了让他们感到快感的

一些刺激 ， 比如皇室婚姻的失败、在 2005 年未对酗酒的足球天才乔

治·贝斯特(George Best) 行将结束的职业生涯的伤感描述、每天都

能呆看的电视肥皂剧、对足球明星性感魅力的生动讨论、对《 老大哥 》

(Big Brother) 比赛的全天候转播等等．但是，信息革命极少令民众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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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其他文化的构建、他们自身境况的特征以及

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

企业资本主义

在赫伯特·席勒看来，“信息革命”的主要获益者，是高度发达的

资本主义企业，因为企业是最吸引人的市场。贯穿整个 20 世纪，市

场经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一种以无数小规模企业为特征的市场

经济转向了一种由少数企业支配主要经济活动的市场经济。这些企

业都是巨无霸式的、参与横向与纵向兼并、整合的、覆盖着一个广阔

的地理区域的大公司。

企业资本主义对信息环境产生了一些决定性影响，每种影响都

来自千它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以及它在现代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其中

一种影响体现为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无不以

企业市场所形成的市场为律令。主要的计算机设备、尖端的电信服

务以及电子信息处理的最领先的形式，都能够在那些拥有相关购买

力、同时又对这些极其尖端的信息设备存在着需求的企业中找到 。

例如，随着企业的规模以及空间的扩大（公司都普遍地越来越大，与

以往相比，涉猎更多的事务，拥有一个更宽泛的边界），很明显现代企

业对千发达的信息网络以及先进的管理控制系统存在着内在需求 。

世界各地都有分散的地方工作组织，为配合全球企业的协调、整合和

管理，必然运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

虽然话是如此，但面对如今新科技的呕歌者，将科技超人般的迷

思赞颂，我们务必在此赘述-能够支付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机

构，反过来又在寻求能增进其自身利益的技术。既然企业资本的首

要兴趣在千收益，我们一般认为那些可以支付相关费用的机构绝对

深远地影响了技术革新的历史。戴维·诺贝尔 (David Noble) 

(1977)对此进行了深思，证实了美国的工程技术的发展与日益扩张

的公司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诺贝尔(1984)对新技术进行了开门见

山的思考，也展示了机械工具的计算机化如何为公司经理们所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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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经理们坚持认为工场车间应该被排除在新系统设计之外。

计算机的普遍使用，避开雇用员工的视野，电子技术高效地监督控制

各子公司和员工的劳动收益，从而成为加强经营管理的工具。于是，

把持工厂运作大权者的控制权力更上层楼，控制能力更强了。

信息传播技术 CICT) 很好地满足了“世界商业体系的要求“

(Schiller, 1981, p. 16) ，其结果是支持了企业资本主义在任何特定

社会之内和之外的权力，企业资木主义有多种达成此目的的路径。

例如，各企业可以克服空间限制，雇用世界各地的劳动力远距离运

作，对不同的地区环境（政治、区域和经济环境等等）做出回应，其即

时先进的传播科技发挥难以想象的操作效率。十年前，“海外外包”

活动使一些把生产加工转移至国外的公司降低了生产成本；如今，海

外外包活动同样很容易使人想到一家银行的“内勤”或者零售装配是

在远离英国的地方，比如班加罗尔 (Bangalore) 或者巴哈马群岛 (Ba­

hamas) 。企业通过信息传播技术采用外包实践的机会永远不变。紧

随其后，企业推动了一些与“去中心化“行动有关的企业策略（压缩企

业总部，命令从属企业如子公司，责成其像“独立的＂盈利性中心一样

运作），而同时，电子传播科技设施也促进了中心总部对子公司的监

控（如精确的销售记录、每一个雇员的生产能力记录），追踪子公司

的运作，这又是集中化的手段。

此外，信息传播技术为企业在全球开展业务插上双翼，最大程度

规避民族国家设立的诸种限制。通过电信网络，企业可以开展即时

的商业交易，拥有基于私人线路的计算机连接，企业甚至能够逃离主

权国家的审查。例如，如福特和 IBM 的信息是以数字形式通过由西

方公司拥有的人造卫星在底特律和拉各斯之间或者纽约和孟买之间

传递时，一个非洲政府或者印度政府怎么能够基于本国的数据库来

了解那些跨国公司的活动？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对一些公司策略比

如“转移价格”（公司内部会计算账，为保证公司能够获得最大利润，

不管职工工资或者投资承诺是否与特定地区实际成本匹配）的质疑；

在一个信息传播技术和与之相连的电子信息流的时代，就别想对这

些问题获得准确的答案 (Murray,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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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观察之中，企业对信息网络施加的权力，如日中天，这种

权力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 “信息爆炸＂的趣味我们必须在“产

权“基础上才能分享。前文已详细讨论了企业在当代经济中所扮演

的中心角色，以及如何打造其各种优先权并排斥其他的思维方式，这

对信息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讨论支付能力标准和基于市场原则的

运作带来的影响时，我们已经触及了一些问题。在此，我希望强调的

是，企业以确立私有产权原则为处理信息的主要举措 。 如前所见，核

心影响体现为主要的信息服务都效劳千财大气粗的企业部门。而另

一重要影响则是大量的信息一旦被购买，也就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了 或者更可能发生的是，公众根本尤权触及信息 。 原因很简单，

信息属千私有产权。赫伯特·席勒认为在当代美国，此类情景比比

皆是，美国的“若干信息都对公众隔离，因为估息是企业把持的私有

财产“(Schiller, 1991a, p. 44) 。不言而喻，信息的产权所有者对其

产权可以任意处置，最明显的例子如市场研究公司和公司的研发项

目所收集的信息。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专利和版权是蓬勃发展

的法律领域：它们验证了所有权原则在当今时代的权重分桩。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资本并不仅仅是信息传播技术／信息被

引入其中的外在环境。“信息革命”并不仅仅作用于企业，它本身由

企业资本管理和发展。 实际上， 信息产业禅括了具有寡头垄断性质

的、最巨型的和最全球性的公司。引领信息潮流的国际性企业巨尤

霸如 IBM、数字设备公司、微软、飞利浦、日立、西门子和通用电器 C

这是一个非常动乱的商业领域．合并和兼并是当今的商业秩序，虽然

这富有特色地涉及f 一些大型企业期望更好地进入快速变化的市

场。这个市场中的各个领域正 H 益融合一一计罚机和通讯融合，办

公设备和个人电脑融合，出版和教育融合。信息产业是一些大型企

业资本的竞技场，企业资本正 日益把连接手段和内容组织衔接为一

体 。 随着信息业沿着一条集中和整合（技术和服务、硬件和软件）的

路径开拓前景，一切可能的联盟与兼并都在热火朝天地展开。 此类

企业统治必然能从常来常往的公司优先权中得利：没错！收益性、

商业标准和以支付能力为判断标准的供应乃当代企业资本主义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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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的律令。

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

前文主要关注的是席勒及其批判阵营如何阐述——“信息社

会＂的塑造者与“信息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和其市

场结构与不平等结构及其公司组织。但不止于此，批评还可以从两

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奥斯卡·甘地 (Oscar Gandy,1993) 详细阐述了

第一种批评，他着力于监控的主题，强调了阶级维度和资本主义维

度，主张社会关系的信息化实现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对民众则实

施越来越多的监控。就此而言，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由国家所指

令的监控渗透是强化从属阶级服从的举措，例如为那些积极的工会

分子、政治危险分子以及一些激进的思想者们建立档案，同时更有效

地限制异议分子的言论。与此类似，为了经济目的的监控渗透致力

于维持资本主义关系 (Mo沁co, 1989, pp. 119-124) 。第二种与此相

连的观点认为，“信息革命“通过更深入地延伸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促

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推进了消费者资本主义的创立和巩固。

消费者资本主义是个模糊的术语，在此它是指一种个体化（与集

体化相对）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人们需要“付费生活 ”(Lynd and 

Hanson, 1933) 。此种生活方式以家庭为中心，不利于公民之间的关

系，多数时候只能消极被动地做一个消费资本主义给什么就买什么

的消费者，享乐主义和自我膨胀的意识大行其道，备受推崇。所以，

消费者资本主义是 ·一种极端私人化的生活方式，个人利己之流风替

代了公共美德比如睦邻、责任以及社会关怀，唯商场购物能满足个人

需要至上（在此，在以为购买，我们就能够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的幻

想中，真正的自我崩溃了。 Lasch, 1984) 。

信息发展在消费主义的扩张中处千中心地位，企业资本主义以

此为途径说服人们宠信消费主义值得僮憬且势在必行 C 席勒证实待

续不断的信息弹火的围攻使“商业价值侵蚀了人类生存的所有空

间……不言而喻，消费乃当中最重要的价值”(Schiller.1 992 . p.3) 。



196 

信息社会理论

在此，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说明“信息革命“如何促进了消费至上的资

本主义。

首先，电视日益成为一种更彻底的向个体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

务并支持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手段。电视己对促进消费主义的“居

家“风潮发挥了推波助澜之功效，批评家们预计纯平电视、家用娱乐

系统、互联网、视频以及有线电视会加深这种趋势。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Putnam) (2000)在他那本描述美国“社会资本＂衰落的富有

影响力的著作中，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其证实了“电视看得

越多，意味着公民参与和社会介入越稀少”(p. 229) ，电视窃取了人们

的时间，而人们生活却＂萎靡不振、怠惰不堪”(p.238) ，这导致了“公

民对社会、政治的冷漠状态”(p. 246) 。现在若干伴随着数字化而来

的“互动性”讨论，淘汰“现实电视“(reality TV) 中某个参赛者的“互

动“，对受众们摆脱“沙发土豆“(couch potato ) 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死

气沉沉无济于事，无论你对此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参

赛者的互动性。而且，随着信息技术更进一步地渗透入家庭 ， 电视节

目无疑被打上了希望利用节目刺激更多消费的人的烙印。尤其是广

告商和赞助商们创造了越来越密集的方式，将其讯息能够传达给受

众：在此，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为了能够适应收费电视，精心制作的

目标影像是否就可以为受众所用？广告化节目的扩增带来什么后

果？在电视剧和电影之间插播产品广告，又是怎样的明智之举？

其次，节目本身鼓励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那些经常在

日常电视节目中向公众展示的一些符号，比如成功、美丽、时尚、流

行、赞许和娱乐，令公众为之倾倒且满怀渴望，并在市场上寻求此类

满足 (Ewen, 1976, 1988; Ewen and Ewen, 1982) 。对“名流”

(Rojek, 2001) 的膜拜加剧了这种趋势，当然，我们往往看到谴责媒

介是＂劝服手段”的说法，媒介为大众们洗脑，激励受众去追求一些

“虚假的需求“，其宗旨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永存，而不是为了回应

普通人的愿望与真正需要。但此论罕有人提及。该论点认为信息传

播技术正在加剧这种趋势：市场正日益取代自我和公共组织。例

如，曾几何时｀人们在自家菜园里种植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或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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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编织他们自己的衣裳，而如今，几乎我们的所有需要都在超级市场

上或者连锁店中得到了满足 (Seabrook, 19826) 。与此类似，电视和

电视型技术解除了人们组织自身娱乐活动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对机器的新型依赖，这些机器上呈现的主要是让人呆看的使人产

生愉悦感的娱乐节目。

第四，新技术可以允许公司对广大公众实施更强的监控，在对公

众传输劝服性信息时更加如鱼得水。多年以前，达拉斯·斯麦兹

(Dallas Smythe, 1981)创造了 “受众商品 “(audience commodity) 的

术语，意在警示我们一电视的一种重要功能，就是把受众贩卖给广

告商。电视节目是否成功，其检验标准并不是节目内容是否上乘，而

是考量节目能够贩卖给广告商的受众数量。当今的媒介情势依然如

故，而且变本加厉。例如，那些传送至某个地区每个家庭的免费“报

纸＂，其目的并不是向居民们提供地区新闻（若有怀疑，可去查阅所在

镇的免费“报纸”来检验这个论断）；其核心兴趣在于将特定的目标社

区的每个家庭贩卖给广告商 。 当然这只是一种非常粗糙的监控形式

（虽然与电视或广播相比，此类监控还是精确得多） 。 不过，更高明的

监控形式来自于对某些专业协会、俱乐部所拥有的数据库的销售，和

电子销售记录，通过电子数据资料的交叉比照，再进行针对性的劝

说，新技术可以促使公司迅速确定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轮廓。由

此看来，收费电视潜力非凡，因为它可以通过电视频道、节目偏好，甚

至是通过音撮和收视规律来区分受众类型 。 千是，凯文·威尔森

(Kevin Wilson) (1988) 创造了一个术语“控制化营销 ”(cybernetic

marketing)来讨论通过在家看电视或者个人电脑购物的互动技术的

前景。而约瑟夫·图罗 (Joseph Turow)及其同事 (2005) 提供的证据

更是一 目了然，为了商业目的，零售商们使用互联网对计算机化数据

进行“数据挖掘”(datamine) ，公众对此问题还未加以重视和警觉，而

数据挖掘已大行其道。网上商店可以紧密跟踪访问者们的行动，从

而收集到许多有用信息，消费者的个人资料唾手可得，目标受众的发

掘易如反掌。诱使消费者使用一个密码“登录”的网站，形式更加私

人化和隐秘，”商店可以获取到信息金矿“(p. 6) ，再加上数据挖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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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分析，信息金矿价值连城。由此路径，可以导致受众更加私人化

的生活，而同时，供应商们却将可以电子化地构建每一项交易的详细

记录。所以，每一项交易都受到监控 ，每一个被观看的节目都会被记

录，媒介公司据此带来的反馈循环提升节目品质制作、更加精美的广

告及其同类产品，从而将受众牢牢锁定于消费主义之中。

对批判理论的批评

本章主要关注批判理论家们是如何考量信息社会。在此，不妨

回顾学界对批判理论家的观点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批判式评估 。

针对各种批判理论家立场的异议言论也不在少数 。 当今最普遍

的异议事关政策间题。许多人认为很难从批判理论家们的论著中寻

觅出切实的方案，例如许多人都会问：”然后，你会怎么做呢？”在席

勒的著作中，至少暗示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可能

性 例如，他反复指出“公共信息“优于“私有的“信息形式，而那些

集体主义试验都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因此，批判理论家们义不容辞应

该对各种针对批判理论的异议做出回应。

但不能仅仅因为批判理论家们并没有提出一个替代性政策，就

盲日回避批判理论家们的洞见，也不能仅仅因为个别非资本主义政

权的失效而认定批判理论家的见识过时失效 。 席勒著作的主要价值

在于其理解和解释“信息时代”的穿透力 ，这依旧重要，关键原由是我

们所能想象到的任何替代性的社会形式，如果可信，都必须始千对此

时此地现实的充分了解 。 许多未来场景（常见的是对于正在到来的

“信息社会”的描述）实际上都充满理想化的前提色彩，比如，凭借”技

术的力量和潜力”或者是＂仅仅想象一下，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可以逐

渐获得的所有信息做些什么＂的立论来分析信息社会，这有些不切实

际。席勒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提醒我们从事物本身的格局与动态开

始去理解它们，而不是从想象一些替代物开始去理解它们 。

此外，通过解释“信息时代”的起源，席勒的著作展现出了一种以

激进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的可能性。当看到“信息社会“拥有—种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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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类历史，即它是被各种社会力量所形塑时，出千同样的原因，我

们同样可以想象另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

但是，上述言论能足够充分地回应那些批评席勒的学者吗？相

当有意思的是，把对“信息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那些右翼观点

进行比较，因由在于右翼人士绝对不相信存在一种可行的替代资本

主义组织的方式，除此之外，这两派观点之间居然存在着许多一致之

处 。 也就是说，两派观点都认定“信息革命”是一种特定社会形

式一资本主义——的创造物，因此，可以想象许多其他社会形式，

只不过右翼观点觉得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比资本主义制度劣等

（无可否认，资本 主 义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瑕）。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1992) ，在他一出版便获得盛名的著作中，发表

了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样激进的论述。当然，他以为我们生活在一

个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标准当然是决定在什么环境下生产什么的关

键因素。但重要的区别在于，福山坚信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任何其他

经济制度要优越（并且它有利千传播自由主义民主），因为它可以最

有效地生产财富。而且，虽然福山承认集体主义可能在一些重工业

领域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在“信息时代“集体主义就不可能相提

并论了，因为在“信息时代“，适应性价值连城，市场和企业家需要自

行运作 。

另一种反对批判理论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此种态势

展示了企业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市场关系的扩张以及消费主义的所

向披靡，批判理论家很容易得出事态已经变得更糟的结论。例如，

某些批判学者认为＂垃圾信息”的泛滥淹没了可靠的知识，或者说，计

算机网络设备的普及带来了更多的监控，从而加强了对劳动力、公民

以及个体消费者的严密控制。

但我们需要对这种认定当代信息社会并非历史的进步而是江河

日下的观念表示质疑，至少我们还缺乏可靠的历史性的知识，也就无

从比较 。 不错，当今的信息并非完美无瑕，但我们必须非常审慎，不

必冒失地以厚古薄今的言论判断今不如昔。另外，正如安东尼· 吉

登斯(1990. 1991)所主张的，那些为了控制目的或者甚至是为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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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本的销售膨胀而使人强迫接受的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并非一无

是处。例如，监控系统固然加强了管理控制，但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

选择。另外一个例子是信用卡系统，其不可否认地体现了企业资本

对个体实施了更强的监控；但与此同时，此类资本主义也与人方便，

促进了经济交易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内发生。

与之类似的异议是反对社会关系的单向商品化。市场关系对大

部分生活领域（从电视服务到儿童照料）的深广侵蚀已是有目共睹，

当讨论到音乐和电影生产时，劳伦斯·勒辛格 (2002) 对“公平使用“

协议(“如r use" protocols) （允许对基千文本来源的合理引用，而不

侵害版权）的缺失提出了适时的警告 。 图像和声音因新技木的推进

而在评论或是拙劣的模仿作品的生产过程中普遍运用，但同样的数

字化过程以及“公平使用＂的缺失意味着图像和声音的创造者可以限

制其使用 或者以收费的方式制约使用声音的权限。如果不遵守

他们坚持的知识产权（能够想象为对莎士比亚或者罗伯特·弗罗斯

特[Robert Frost]诗句的每一次引用收费吗？），便会承担触犯“数字

盗版”(digital piracy) 的风险。

但也存在着非商品化的趋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趋势更加

具有可见性。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博客、聊天室、电子社区以及网页

（大部分网页都是非商业性的），还可以免费下载资料（绝大部分是音

乐下载，但也可以下载一些不受版权限制的文学作品和诗歌） ，所有

这些都是去商品化(decommod山cation) 的例子。信息的非商品化可

能仅仅昙花一现，商业化可能很快席卷、侵蚀所有网络空间，但现在

信息领域非商品化的事实至少是对那些认为信息事务领域市场大行

其道的马克思主义论断的部分否决。

需要指出关于信息不平等的议题，那些激进派的批评虽然有助

千集中讨论获取信息资源方面的阶级差异，但它只是一种关千社会

分层制度的粗糙观念，其仅就“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区分

回避了问题的精深研究，并没有考虑到一个阶级分化社会中不同社

会地位的复杂性。简言之，这个模型缺乏充分的社会学的练达和深

邃的分析来考量如性别和种族等权力关系范畴的差异；而且，信息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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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的讨论根本就没有提到非体力劳动者群体的迅猛增加及其在社会

阶级层级中所占据的地位。同理，席勒关于企业是“信息革命”的核

心既得利益者的论述，从阶级体系看，其意义显然深远，但此论也未

必全然不可挑剔，因为机构的财富不能等同于个人财富。也就是说，

作为人的“信息富人”与企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任何信息不平等的

分析都必须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否则难以被认同。此外，席勒未

充分铺陈讨论阶级观点，也就没有阐释透彻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相

对立）的影响，而在信息／知识领域中，文化资本如高等教育、享用图

书馆以及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mand) 的影响可能具决定性作用

（例如，比较一下那些富裕但却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与那些并非富

裕却非常有文化的人的不同）。在此，笔者并不认为经济资本和文化

资本水火不容，但本文想强调一种对分层的更加精深的阐释需求，以

对信息资源的不同获取和使用做出评价。

反对批判理论的另一种异议根据是倾向以“全有全无”的标准审

视信息。这些异议认为，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垃圾信息＂，但这并不必

然意味着所有指向公众的信息都是垃圾。实际上，虽然电视节目可

能急剧增多了，大部分节目充斥着闲聊、情节冒险剧和肥皂剧，但从

绝对意义上说，也有品质上乘的信息产生。例如在英国，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第四频道的引入可能带来了更多的美国电视剧，但也丰富

了电视节目的广度和深度。但令人愧惜的是第四频道只拥有少蜇的

受众，这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的问题：受众是否具备鉴别信息的能

力（或者，至少具备这种意愿）？如果说这不仅仅是文化资本的问题，

但却与文化资本紧密相关。

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涉及视频录像带、数字视频录像机 (VCR

和 DVR) 的快速流通，至少在英国，新技术产品己对电视收视产生了

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推测，录像带与录像机的主要用途在于随时

录制节目，以在一些更便利的场合观看（时间转换），这种技术至少可

以为某些受众提供一些弹性，增加他们对高质量信息的收看机会（那

些为晚间的少数受众提供的节目，对于需要在早上 8 点之前起床的
受众来说，那些节目播放的时间太晚）。 低俗小说与此雷同。如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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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W. H. 史密斯(W. H. Smith)店，浏览其售卖的小说标题，很难

不产生沮丧的感觉，空洞而陈腐的犯罪主题以及软色情主题，意在扩

大销路且相互竞争，这很容易使那些渴望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 T. S. 艾略特 (T. S. Elliot) 的人在汤姆·克兰西 (Tom

Clancy) 和杰弗瑞·阿奇尔 Jeffrey Archer 这样的作家中迷失。但

是，如果说低俗小说拥有最大的销路，至少从绝对意义上说，由千“平

装书革命”．相较千从前，那些经典作品变得更容易购买和晋及。

至于信息在消费主义的扩张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仅仅马克思

主义批评家们洞察到这一问题。过度个人主义、集体关系的削弱以

及市场原则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等议题也曾经为许多思想

家们所关注，如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 T. S. 艾略

特、 F. R．利维斯(F. R. Lea vis) 和杰若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

brook)等立场各异的思想家 。 他们反复指陈，至今还不断出现的论

断是，需要操纵信息以引发人们的“虚假需求＂，可以通过购买特定的

商品比如洗发香波或者香水减缓或是释然受众的脆弱和隐藏的

焦虑。

但攻击该立场的原因，彼此相互关联。最初，此论根本就认为从

前人们拥有许多真正的需求，这些需求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东西得

到满足，不知何故，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更加真实的，尽管人们在物

质上比较贫乏。似乎人们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却胸怀“高尚的思

想＂，好像一个刚刚从矿场或者工厂换班回来的工人，回到家就开始

阅读科伯特(Cobbett)或者哈代 (Hardy) 的作品。当然，持反对观点

者认为从来生活并非如此．例如，在 19 世纪，提供给工人阶级的小

说一一如果他阅读的话 需要他们花费一笔不菲的钱来购买小

说，其内容不外乎耸人听闻的琐事，比如杀人、强奸、酗酒以及妓女色

情(James, 1963; cf. Rose, 2001) 。

另一种遭到驳斥的言论是海量的广告以及相关影像愚弄了受

众。后现代主义 （ 以及其他流派）的拥护者们（我们会在第九章讨论
他们）相信，普通人足够聪明，以至千他们能够看清消费主义影像的

虚伪性（他们知道假日指南并不总是在说实话，喝酒并不能保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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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友情）；他们真的足够聪明以至千他们会欣赏一些模仿滑稽作

品、他们会欣赏影像中的反话以及从影像中学习怎样使用摄像机、怎

样运用色彩以及其他任何东西 (Schudson, 1984) 。

此外 、 把生活方式看成或者是私人化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社区导

向的生活方式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可能是个错误 。 那些静居于

家中的人们并不必然孤芳自赏，两耳不闻窗外事 (Bellah et al., 

1 CJ 85) ，实际上 ， 正如彼得·桑德斯 (Peter Saunders ) Cl 9 9 0 ) 所主张

的．“对于家庭重要性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疏阔于集体生活，人们在

这两个生活领域中都充分参与，仍然是可能的 “(p. 283) 。

最后，退一步说，认为生活消费品只有在人们的“虚假需求”被诱

发出来时才能卖出去的观点问题重重，此论以为影像优先于广告商

们致力推广的产品 ： 但是，人们并不是因为广告．而是因为巧克力饼

干的味道诱人而前往购买。与此相类似，大量的新信息技术比之原

来的信息技术·实际功能更显优良，对于家用电器市场，只要想想光

盘播放机、绚丽方便的 iPo小最新的音响系统以及纯平电视，这些信

息技术产品如今拥有更好的品质，比以往的任何产品都要可靠，怎不

招人青眯 ？ 而且 ，可以确信，如今人们购买生活消费品 （从香水到娱

乐），并不是因为他们轻信了广告商们的宣传，而是因为他们从产品

本身的享用中获得了真正的愉悦和日益增强的自尊。

结论

对批判理论的确存在上述异议，但以此论其是非，并不客观，批

判理论依然拥有珍贵的价值，而且其价值不是本章的篇幅就可以囊

括的。就笔者个人而言，批判理论的几个着重点对千充分理解信息

的意义不可或缺。赫伯特·席勒的著作举足轻重，理论起点以鲜活

的世界为端倪，而不是空中楼阁般设想”技术的可能性”或分析“想象

中的未来”，尤其有益于我们理解信息和与之相关的技术角色和其重

要的面向。

席勒可能偶尔也会夸张着墨 (cf. Tunstall, 2006) ，但是他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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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标准以及企业资本主义的关注不能不使我们确信它们所扮演的关

键角色。而且，他敏锐地观察到“信息时代”的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

失。恰恰相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本土还是全球，社会不平等因

素都绝对主导什么类型的信息一一会在什么环境下，为了什么人的

利益而生产。最后，无论我们如何试图修饰或是赋予其特定条件，

“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相当有助于警示我们意识到一信

息领域在多大程度上不遗余力地向看起来进一步退隐至私人生活方

式的人们出售商品。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1

“信息社会”的许多评论家们虽然承认当今时代流通的信息越来

越丰富，但他们并不热衷于宣布“信息时代”的来临，秉持这一见解的

学者倾向于认为信息蒙受了污染，或者是遭遇了一些团体的千预，这

些团体要么“控制“信息再现，要么为了特定的立场而“包装“信息以

对人们进行劝服，要么＂操纵“信息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要么把信息生

产成一种娱乐性的可销售的商品。这些思想家们勾画了“信息社会”

的图景一—各类广告活动的宣传站、国防部的＂误导情报策略”("dis­

information" strategies入各种公共关系的”专家＇＼议会的”说客＇＼高

明政府政策的“陈述者”(presenter汃靠近首相的”来源可靠＂的“官

方透露的信息”(official leak) ，它们在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中，全程扮

演着各取所需的角色。

这一流派最极端的观点认为 如果公众获得的信息有所缺

失，民主进程本身将会遭受破坏。因为，如果公众被拒绝千可靠的信

息之门外，或者说他们自愿拒绝接受可靠的信息，那么又如何能够培

养出选民的深刻洞察力、协商能力与远见卓识呢？选民没有这些素

养，民主社会又何以为继？马里兰大学在 2004 年总统选举中开展的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几乎 70％的乔治. w. 布什 (George W. Bush) 

的支持者深信萨达姆·侯赛因 (Saddam Hussein) 为基地组织 (Al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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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eda)工作， 30％的支持者坚信入侵伊拉克的军队发现了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另有 30％的支持者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拥护“政权更

迭”(regime change) (http: //www.pipa.org/）。如此庞大的民众深

陷无知，令人遗憾长叹，我们不得不考问民众的信息来源的品质何

在？ ( Ackerman and Fish kin, 2004) 

在 19 世纪初，美国第四任总统和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之一詹姆

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 51-1836)对此境况深表忧虑，他观

察到：

一个缺乏平民信息(popular information) 的平民政府(pop­

ular government)……是闹剧或悲剧的序幕，或者同时就是闹剧

和悲剧。知识将会永远统治愚昧，那些希望成为自身统治者的

人们必须利用知识给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

(Madison, 1953, p. 337) 

对于担忧、怀疑当代社会海量般的信息是否就能够造就健全的

民主社会的人来说 ，麦迪逊的名言依旧是一种动人的感召，令人回肠

荡气。也有学者甚至认为互联网、电视以及其他媒介的扩张实际上

导致民众参与的衰落，因为人们越来越沉溺千充斥着娱乐信息的私

人圈子，而不是去参与民主进程(Boggs, 2000) 。我们的祖先可能除

了阅读《圣经》、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偶尔获得的一些小册子之外：阅

读的其他东西很少，当代人们能够享用丰富的信息，但我们就能够信

誓旦旦地自认为比祖先们高明吗(Rose, 2001)? 

众所周知，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就是善事。虽然，历史记录显

示民主相对来说只是一种新现象(Potter et al., l 997) ，但历经几十

年的沧桑发展，我们可以信心百倍地说，民主的政治秩序现在处于支

配地位。在欧洲，一些曾经的专制国家和军人独裁国家如西班牙、葡

萄牙以及希腊，如今都已被公认为是稳定的民主国家。

民主这一术语的意义因时因地持续扩充，所以 ， 民主的确切意涵

变动多样，并非一成不变 (Eley, 2002) 。近年来，与民主权利关联的

呼吁如山似海，比如旅行的权利、残疾人呐喊民主包容的活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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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个体差异的呼声等等。不难理解，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民主概

念的含义扩展了，但这并不意味其含义反复无常、随意多变。全民选

举、无记名投票、对议员的日常选举、多党制、集会的权利和正当法律

程序构成民主的核心要素。

不过，可靠的信息来源无疑是任何民主社会的关键要素。如果

选民们无法获取那些关于生活标准、移民水平、人口构成或结婚率的

数据，他们如何能够对经济政策、民族认同、老年人照料或者家庭关

系等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呢？

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此，笔者的讨论隐含着对信息的怀

疑，尤其是对那些传播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深怀疑虑。为股票市场上

的交易而提供的金融数据库中的信息，或者是为了维持企业网络的

信息，其信息的品质空前绝后，不过，本章我们要讨论的评论家们却

另有看法。尽管不可否认现在传播提供给广大公众的信息丰富了许

多，但这并不必然说明当今的信息就比过往时代上乘，因为许多信息

可能是为了娱乐、掩饰，甚至是欺骗而生产。简言之，大量的信息属

千误导的信息，至少可以怀疑许多部门利益（尤其是一些政治力量和

在经济上占据优势的一些力量）和限制性的财政安排（特别是仰赖公

共基金的资源向私人资助转移的安排），不是其中之一，就是两者同

时影响了信息的生产，并且左右着信息再现。

与赫伯特·席勒及其同一阵营的论点的确承认信息在当今世界

的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但并不认同当代新型的“信息社会”说法。笔

者从德国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J lirgen Habermas) 的论著

来洞察这一批判的路径，因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的

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批判研究看待问题的方式。多年以来，尤

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也为学界所话病，不过，其论著仍然价值连

城。它既批判了海量般信息必然造就信息透明度高的社会的盲目假

设，又讨论了公民就信息问题如何朝夕相处的核心议题。他激励我

们扣心自问 是不是更多信息就一定意味着更好（或者意味着更

坏），而且引导我们深入探究-什么类型的信息对于一个民主社会

来说是必要的？所以，本章将会考察哈贝马斯关千公共领域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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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它对于我们理解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电视和政府统计方面的信

息发展 (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 的价值，然后，我们不禁深

思一—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信息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什么样

的联系？以往对于此类问题的讨论都假设信息和民主存在于民族国

家内部，如今该假设正在经受挑战。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他最早期的著作(1962) 中发展了公共领域的概念，

尽管 27 年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资本主义社会类型的考察》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才被译成英文，但丝毫不影响

公共领域论说的锋芒跨越知识的国界。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扩

张发展，主要在 18 和 19 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公共领域，但公共领域

随后便在 20 世纪中期至晚期衰落。作者以为公共领域是独立千政

府（尽管会得到政府资助）和党派经济势力的竞技场，可以自主，致力

于理性辩论（辩论和讨论不为“利害关系”、"欺骗"、“操纵”所控），民

众可以自由进出检验公共领域，参与开放式的对话，在此等公共领域

的空间，公众舆论得以形成(Holub, 1991, pp. 2—8) 。

信息是公共领域的核心，也就是假设在信息领域之中，行动者们

开门见山、一目了然、无所隐瞒地阐明自身的立场，广大公众能够获

知行动者的观点，从而充分进入讨论的程序 。 可能公共领域最基本

的形式 国会辩论，以及公开发布的辩论的逐字记录，都表述了公

共领域的核心面向，虽然很明显传播媒介以及其他信息机构比如图

书馆和政府统计，都可以被视为公共领域中有效运作的重要构成

要素。

公共领域的理念召唤着读者，可以想象那些坦率而诚实的国会

议员在下议院中的辩论；热诚的文职人员们不带任何偏见地搜集与

论辩主题相关的信息；公众可以通过一些尽责的新闻出版机构来调

查时事 ，后者责无旁贷 、尽心竭力地对正在发生的事态进行报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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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障公众洞察事实、顺畅地获知信息。于是，选举之时，公众便可

以考量政治人物是否对选民负责（实际上，经过这个过程，政府部门

如何处理公共事务可能会变得透明化）。

民主主义者和深受启蒙思潮影响的人热切追随公共领域的理

想，在他们看来，公共领域就是信息在民主社会中的担当模式

(model)－—其如此开放的过程，引人入胜，所有人可无条件地获取

可靠信息。不同凡响的理性辩论(pre-eminence of reasoned debate) 

的启蒙理想同样光芒万丈，令民众百倍僮憬。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可

以获知事实、洞明世事、宁静致远、深思考问，千是能够理性应对时

局，避免冒失非礼的行动。

如果事先追溯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历史描述，对我们深刻理

解公共领域的动力和态势甚有助益。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一更

准确地说，他指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其诞生归功千发生于 18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张，而

此领域的来临，是资本主义的若干特征之一。至关重要的是资本主

义企业家们财源滚滚、势力蒸蒸日上，羽翼日渐丰满，以至于他们可

以和教会、法庭国家分庭抗礼，脱离于后者权力的控制。此前，浓缩

了闻名遐迩的封建社会关系的僧侣和法庭支配了公共生活，他们权

势显赫，呼风唤雨；但资本家们日益增加的财富削弱了僧侣与法庭的

权力。之所以出现转机，一方面，企业家们给予“文学”(letters) 圈

子一一剧院、艺术、咖啡馆、小说以及文学批评 (criticism) 等越来越多

的支持，于是减轻了文化人对贵族的依赖，促进了与传统权力分离且

致力千批评领域的建立 。 哈贝马斯 (1962) 洞察到在此等公共领

域一—“对话即成批判，簇言即成论点“(p. 31) 。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深入人心，市场力量的增长也带动了议会

改革。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拓展和地位的稳固，议会开始越来越独

立于国家，并且对国家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要求

增加议会代表，从而相关政策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市场经济的持续扩

张。资本主义力扯祒壮成长，企业家信心百倍，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

资本家跃跃欲试，渴望引领风骚，进入权力场。这一争取议会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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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同样是争取更多的出版自由的斗争，因为对于呼吁改革的资本

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关切政治生活理应接受更多的公众监督。

不同凡响之处在千 18 世纪中期，创建了《英国议会议事录》准确记录

议院活动的传统。从此以后，议会中讨论和决定的内容的逐字记录

产生了，且成为议会商议的一项公开记录。

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与争取报纸独立于国家宰制的长期斗争相

伴而生，政府百般阻碍，但因报纸生产成本相对低廉，最终还是推进

了报纸的自主。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新闻业不但报道视野广泛，而且

引人注目地致力千对议会事务进行全面的报道，充分体现了新闻改

革运动和议会改革运动的合流。各路改革运动的力屈聚合中心当然

是政治异议(political opposition) 的成熟·论争和辩论因之激扬．政治

异议与其他压力相交织，推动了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性的可接受政

策”( rational-acceptable policies) 的发展。

改革运动积累的结果是 19 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

成，它的特征包括开放的辩论、批评地验证报道内容、报道透明度强、

民众有充分的媒介近用权，以及独立千经济利益和政府控制的行动

者。哈贝马斯强调，寻求从国家获得独立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公共领

域＂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早期资本主义被迫反抗既存国家－~所

以，新闻自由 (a free press) 、政治改革以及更广泛的代表权 (greater

representation)也就是资本家当务之急的斗争 。

但是，随着历史分析的继续进行，哈贝马斯指出了“资产阶级公

共领域”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特征，最终在一些领域导致了他所谓的

“再封建化”(refeudalisation) 的负面因素 。 首先，”再封建化”源自千

资本主义的持续强盛 (aggrandisement of capitalism) 。哈贝马斯觉

察在私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之间，尽管长期以来存在着“相互渗透”

(mutual infiltration,p. 141) ，不过，他认为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不

稳定的天平向私有财产倾斜。随着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力如日中

天，狂热的资本家开始从呼吁对既存国家改革转向推翻国家机器，并

且利用国家来增进自身利益 。 简言之，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应运而

生 于是，往昔的追随者们日益抛弃论战与辩论之风，掌管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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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之后，国家改由资本宰制。之后，国会议员的私人理事、对政党和

智囊团的财政支持，以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议会和公共舆论的系

统性游说不断增多，削弱了公共领域的自主权。毋庸置疑，有人会认

为这场游戏中还应有许多其他参与者，比如“地球之友＂、各种工会，

以及出类拔萃的英国工党，但当中的大多数都随波逐流，所以他们丧

失了分庭抗礼的抵制力量。

哈贝马斯并不认为该趋势暗示历史的倒退，尤其是在 20 世纪，

公共关系和游说文化的蔓延实际上验证了公共领域在当代的重要

性，公共领域已经是一个被公开承认的领域，至少政治辩论必须在此

领域进行，才能获得合法性。当今的问题是公共关系加人公共辩论，

掩饰了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用诸如“公共福利”和“国家利益”之类的

诉求掩盖图谋的利益），从而使得现有的辩论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的

＂冒牌版本“(faked version, Habermas, 1962, p. 195) 。正是在此意

义上，哈贝马斯采用了“再封建化”的术语，以展示公共事务如何为

权力”作秀”（与中世纪的法庭模式类似），而不再是不同的政策和观

点发生论争的场域。

其次，与“再封建化”相关的表现来自于大众传播系统内发生的

变化。我们不能忘记传播系统的该变化对于公共领域的有效运行举

重若轻 ， 因为媒体可以对公共事务执行舆论监督，并由此带来公众对

公共事务的广泛了解。但是在 20 世纪，随若大众媒体发展成为垄断

的资本主义组织，它们作为传播公共领域信息的可靠传播者的重要

核心的贡献江河日下。当媒体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利益的左膀右臂

时，其功能今非昔比，从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转变为公共舆论塑造者的

角色 。

该转变存在着许多维度，第六章的讨论已涉猎了几个维度。但

此转型的最终结果是随着新闻界承担了广告的功能，甚至在报道中

日益表达出宣传性立场时，公共领域开始有些衰落了。基于同样的

原因，伴随H 益增强的商业化趋势和企业扩张，“文学“领域堕落到推

销“流行佳作“和“畅销＂娱乐的境界，主要目的是鼓励“文化消费”而

不是为了促进批判性辩论。如今在出版业，或者更重要的是，在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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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报业，无论是对“明星”的献媚，或者党派性的和有偏见的新闻报

道，还是追逐最大量受众的广告商指令的内容，其主要意旨都是为

“封建的“目的效劳，枢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

虽然上述两个特征体现为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控制的扩张和增

强，但从 18 和 19 世纪早期开始，也存在着一些为了利用政府支持公

共领域而战斗的力量，此类力扯膨湃汹涌，冲击了资本主义经济大潮

席卷世界的狂浪，公共领域不至千在此风浪中覆没。在此，人们想到

了曾经为公共服务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建立和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

群体。哈贝马斯以为从公共领域呱呱坠地伊始，“资产阶级的公共领

域”就提供了空间，足以让人们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游走，也就是在政

体与经济之间立足 。 在此，笔者尤其要着墨学者、律师、医生和一些

文职人员。有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加强了其对社会和国家本身的

控制，上述（和其他）职业中相当数量的人们会鼓动国家支持以确保

公共领域不被资本支配的力量过分地毁坏，他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

成功。

哈贝马斯(1 962)尤其考虑了广播业的情况而有此言论，他认为

公共广播企业的建立“如果不如此规划，面对资本主义的侵蚀 ，则难

以捍卫它们所担当的公共功能“(p. 188) 。 不过，有观点认为在此存

在资本主义利益取代一切的趋势，因此，需要国家的干预以确保那些

可向公众开放的信息基础设施持续递增。此论解释了一些重要机构

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政府统计服务、博物馆和美术馆，甚至包括高等

教育的特征。实际上，至少在信息领域，公共服务精神应体现为为最

广大的公众提供无私、无偏见的信息，不管人们是否有支付能力 ， 其

与对公共领域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的倾向紧密一致 。 因此，公共服

务精神与如今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应该

经得起检验。

通过阅读尤尔根·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历史陈述，我们不

得不信服这一论述 公共领域的未来，发发可危，甚至在其全盛时
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都不能尽善尽美于德国哲学家“非扭曲传

播”(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 的理想境界 。 他对公共领域近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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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描述更令人沮丧，就其诠释的论调，他已置身最悲观的法兰克福

理论家之列。哈贝马斯过往的老师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

no) 的观点尤为鲜明一资本主义胜利了，个人的自主权从根本上被

剥夺殆尽，批判思考的能力极度萎缩，在一个跨国媒介巨头和广告文

化盛行的时代，公共领域已荡然无存 。 就信息而言，传播企业唯市场

马首是瞻，其传播产品竭力追逐最大化的广告收入，全力支持资本主

义企业为目标，导致传播内容主要唯娱乐为尚，冒险情节、琐享、耸人

听闻的报道或文字、个人私生活以及对当代生活方式的赞颂充斥于

媒介。所有这些都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 (appropriately hyped) ，的

确引人入胜且有卖点，但信息品质却无人问津。娱乐信息作用如何？

不过是（或者正是）陶冶受众屈从千“永恒的消费训练，为之辗转反

侧、欲罢不能“(Habermas, 1962, p. 192) 。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不仅被广告伦理的侵蚀所削弱，而且遭

受公共关系渗透的重创 。 在这点上，哈贝 马斯对美国”舆论管理”的

老前辈爱德华·伯纳斯 (Edward Bernays, 1 89 1-1995) 的事业尤为

愤怒－—－因为伯纳斯的公共关系事业象征了公共领域的终结，伯纳

斯及其追随者们所代表的正是理性辩论的终结，而理性辩论是公共

领域的重要特征，但公共领域已逐渐被狡猾的政治操纵者所摧毁

(Robins and Webster, 1999)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公共关系遭遇侵

蚀标志着对曾经塑造公共争论的“理性标准”(criteria of rationality) 

的弃绝，由复杂的舆论塑造 (opinion-molding) 而创造出来的共识

(consensus)完全缺乏理性的标准，该舆论塑造的情势把政治生活降

格为“虚饰的浮夸“(showy pomp) ，以愚弄那些“随时准备追随的消

费者”(p. 195) 。

抚今思昔，哈贝马斯忧虑重重。全民选举可能把我们每一个人

都带进政治领域，但它同时也把舆论的重要性置千理性辩论的品质

之上。更糟糕的是，这种重视投票而不对问题的正确性做出评估的

行为，以及每个人都可参与选举的现象带来了“现代宣传”(modern

propaganda, p. 20 3 ) ，以及凭借“打造的公共领域 “(manufactured

public sphere,p. 21 7)来控制舆论的能力的诞生。在此，启蒙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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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暗面浮现千眼帘，如果人们享有投票权，但却缺乏评价他们为之投

票的事物的手段，那么形式上的投票意义何在？如果信息意在愚弄

民众，那么更多的信息又有何意义呢？实际上，当代社会的公共领域

处境已经不堪，正如“启蒙与控制、信息与广告、宣传与操纵的杰纳斯

（古罗马门神，有两个截然相反的面孔）之双面”(p. 203) 。

公共领域和信息变革

上文简要追溯了哈贝马斯的论著，特别洞察了作者对公共领域

力量消长的阐述。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承认哈贝马斯也受到

了批评(Johnson, 2001) 。部分学者对其诠释保持强烈的反对意见，

质疑哈贝马斯为了阐明公共理念而采用的史料编纂法(historiogra­

phy)的适当性：有些学者反对他研究中所隐含的“大衰落“(grand

fall) ； 另一些学者则质间公共领域是不是真正存在过 (Schudson,

1992) 。另外，还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把妇女排斥千历史的公共领域

之外(Lander, 1995) ，且对号召工人阶级群体为了争取它们的代表

权而进行斗争的“平民的公共领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 Keane, 

1991)只字不提 。 此外，也有学者指责他在阐述维持公共领域的专业

人士群体的私人利益时，似乎避重就轻，但哈氏对此谴责避而不谈

(Callhoun, 1992) 。另外，作者强调理性对于公共领域的运行非常重

要，许多学者也质疑理性的地位，下文将涉猎此争论。
尽管存在种种局限性，公共领域的理念还是阐明了信息在一个

民主国家中强劲有力的功能与醒目之图景 (Curran, 1991, p. 33) 。

公共舆论形成千公开辩论的竞技场，若是从此前提看问题 ，那么是否
可以达成公共舆论真正在透明的辩论中提炼而成，则关键要仰赖信

息的质量、可获得性和传播途径等因素。开门见山地说，可靠而充分

的信息会促进健全的讨论的发生，而有所保留、误导的信息，甚至于

污染过的信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决定有失公正、辩论无力。正因为

如此，一些评论家们，最引人注目的是尼古拉斯·伽汉姆，都把公共

领域理念作为探究信息领域发生变化的途径之一 。 他们利用哈贝 马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t 215 

斯的概念评估以往存在什么类型的信息，如何发生转型，其间交织何

种权力关系达成转型。

更具体地说，对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的探索来自于公共领域概

念的引入。第一个间题围绕公共服务机构如 BBC 和图书馆网络。

相关学者认为，上述机构的信息职能正在遭到剥夺，或者说尚不彻底

的剥蚀，尤其是（国家）的市场导向和组织化运作力图改变它们的公

共属性。第二个问题涉及人们对信息商品化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深度

关切，这也是第六章所讨论的批判理论家们所挂怀的重要主题。一

旦信息成为交易商品且可牟利，评论家们便预料到了公共领域将深

受信息商业化的侵蚀，政治讨论质量和参与水平必然下滑 (Boggs,

2000) 。第三个问题论及当代的传播环境。许多评论家们认为，基于

多方面的原因，在当代传播环境中，信息生产和传播日渐离谱，误导

与扭曲的信息铺天盖地。在此，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 首先是强调市场原则的新传播系统，唯市场利益优先，逃避现

实的娱乐信息充斥媒介，罕有其他信息的流通；其次，符合赞助商、广

告和公共关系的利害关系的信息得到传播；最后，政党、商业企业以

及其他利益集团广泛使用信息管理，宣传之风的熏陶并制约当今的

信息环境。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儿种情形。

公共服务机构

广播和电视

毋庸置疑，公共服务广播机构是英国最重要的信息机构之一，实

际上它们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如此。例如，英国广播公司是庞大的

政治、文化和社会传播的神经中枢，它的信息能够到达社会中的每一

个角落。

公共服务广播在其日常运作中，应免受外在的政治和商业压力，

甚至是观众需求而造成的压力；脱离商业运作的原则驱使；服务于普

遍公众的利益，而非服务于能够支付收视费的人的利益，或者满足能

够吸引广告商和赞助者的利益需要；广播电视节目理应竭力为由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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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数群体组成的公众提供品质上乘、报道全面的服务，不但满足各

类群体之所需，而且不危及整个受众群体的节目生产与播放，无论是

新闻、时事、戏剧或者纪录片等类型的节目 。 在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

从业者们努力为公共服务尽力，对生产节目的动机毫不隐瞒，从政治

事务到居家日常生活都能发挥作用，以引导公众为宗旨。当然，这不

过是公共服务广播的理想定义。虽然 BBC 多年以来执著于强调公

共服务，但距离理想的定义仍然任重道远。笔者以为一 目（然的是

如此公共广播的服务特征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描述相呼应，彼

此共鸣 。 最值得赘笔的，或许是所谓公共媒介服务的组织要同时独

立于政府和市场的操控；强调非扭曲传播的信息公共服务精神；不论

收入和财富多寡，其服务应一视同仁。

BBC 创建千 20 世纪初，其运作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与商界保持距

离，原因是当年在营运问题上，激进分子与保守分子罕见地联衭行

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了共识-BBC 理应属于国家性机构，脱离

私人资本利益。观察家们已经目睹了美国推行自由市场，就广播电

视业而言，不仅强制性售卖推销节 目，而且市场混乱，如此糟糕的局

势，在英国国内却产生了诡异的联手打造 BBC。正如历史学家泰勒

CA. J. P. Taylor, 1965) 所指出的，“保守党 (Conservatives) 崇 尚权

威，而工党 (Labour)憎恶私有企业” (p. 233) 。此一联合致使双方两

相情愿维护“广播电视服务应该由一家公共企业来提供，该企业作为

国家利益的受托者(Trustee) ，其地位和职责应该与一个公共服务部

门的地位和职责相一致”(Smith, 1974, p. 53) 。

这样，BBC”从在英国创建之初，就是议会的产物，是在国家之内

的民族文化使馆”(Smith, 1973, p. 54) 。 BBC 获得了垄断广播电视

业的授权，其资金主要来源千对收音机听众（后来是电视观众）征收

的税金（执照费）（the licence fee) ，不论听众是否愿意 BBC 由议会建

立以及它与商界保持距离 。 此一举措意义深远，该机构的操作尊重

了立法委员们的呼吁，即广播电视既是娱乐的工具，也必须强调其教

育功能。多年以来，这种“资讯、教育和娱乐”的精神融会贯通于 BBC

生产的新闻节 目和为少数群体提供的音乐 、文学 、戏剧以及兴趣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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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此一理念在 BBC 逐步得到巩固。

上述情况并非等同于哈贝马斯的术语公共领域，两者不可相提

并论。哈贝马斯论述的公共领域着重千推进“理性辩论“.BBC 还未

到达此一理性辩论之境界。但毫无疑问， BBC 扩大了公众对超出其

个人体验之外的某些议题和事件的关注。从此程度上说，不管是国

外报道，还是描述英国社会中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生活报道，BBC 都

履行了重要的民主功能。帕迪·斯堪纳尔 ( Pad<ly Scannell) 和大
卫·卡迪夫 (David Cardiff, 1991) 认为，因民众视野得到拓展，导致

“合理性”(reasonableness) 深入人心，人们从而能够对他们所做的是

何事、他们怎样生活以及他们拥有何种信仰的原因了然千胸 。 即使

上述原因并非决然代表”理性”（因为理性暗示着“正确＂的描述），但

他们却丰富了公共生活，民众的视野得以扩展，BBC 还同时促进了多

种群体的英国共同文化的形成。

作为议会的创造物，BBC 在它的运作和理念上都受到了议会模

式的深刻影响 。 在政治事务的再现上可见一斑， BBC 对政治事务的

报道整体上不逾越既有政党政治的格局（在工党和保守党之间调整

的“平衡＂）－—－偶尔在戏剧和纪录片方面稍微冒险一但至少 BBC

对待政治的态度严肃而审慎。也就是说，英国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

始终以公共事务的告知者(informer) 身份秉持自己的职责，为了达成

此愿，其克服低俗廉价节目诱惑，仍然以公共事务的报道为趋向。新

- 闻和时事类节目占据了 BBC 所生产的节目总量的 25% ，与英国的商

业竞争对手相比，后者所生产的同类节目总量不足其 1/2 ，与美国的

电视网络相比，后者的新闻时事节目就更屈指可数了 (Annan,

1977) 。而且，BBC 的信息服务因党派内部和党派之间存在的分歧而

开辟出广阔空间，游刃有余，不用担当某些政党路线的代言人，反而

能提供大量的分析和广泛的政治辩论(Smith, 1979, pp.1-40) 。

公共服务精神之所以落地英国并扎根结果，其重要因素在于

BBC 创立之初的总裁瑞斯勋爵(Lord Reith) 赋予 BBC 以公信力的决

定性影响。此一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报道中声名鹊起，并且

30 年以来它都无可争议地作为支配性理念没有经受挑战 (Bri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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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公共服务扎根 BBC 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尽管政府一直尝

试着干涉 BBC 的运作，但 BBC 却始终名副其实地与政治命令保持了

距离，使自身成为一个与政府相关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由政府支配的

机构，如果在政府统治的机构中，广播电视媒介普遍沦落为政府政策

的工具。 BBC 的执著追求在 1926 年的大罢工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Tracy, 1978, pp. 142—156) 。无疑，公共服务的理念是广播企业在

坚持政治上不偏不倚并尽可能地致力于一种准确客观的报道企业的

生命之光。

克里夏·库马 (Krishan Kumar, 1977)认为， BBC 独立于商业和

政府控制乃是＂秉持中间立场”以维护自主，正因此，“BBC 在英国具

有非常不同寻常的文化重要性”(p. 234) ，并且吸引了一批才俊之辈

投入广播电视业，从业者普遍认同公共服务的价值观，为之鞠躬尽

瘁，不屑于美国之流的在彻底商业广播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移动墙

纸“(moving wallpaper)模式。“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广播系统不是被

政府管制，就是被商业垄断＂，但“从某些重要的方面，BBC 成功地抵

制了政府与商业的侵蚀“(Kumar, 1977, p. 234) ，创造了独领风骚、

与众不同的自主、组织气氛和行为模式(Burns, 1977) 。

此外，BBC 的公共服务精神对英国的商业广播电视也有着显著

的影响。所以，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一些密集的游说而开播的独

立电视，从一开始就浸润着公共服务理念。正如詹姆斯·卡伦

(James Curran)和吉恩·瑟顿(Jean Seaton) (1988) 的洞察， “BBC 以

身作则成为公共服务精神的典范，公共服务的传统被新的权威机构

继承“(p. 179) 。此精神彰显于独立电视的宪章，独立电视应竭尽全

力公正无私；新闻服务部门应该正式独立千商业活动之外。独立电

视所签署的合同包含如下条款：每周在黄金时段至少要放映两次 30

分钟的时事节目；对第四频道进行财政资助，使第四频道幸免于广告

商的侵蚀而能捍卫自主的使命（第四频道服务千以往频道不曾针对

的观众）。美国历史学家伯顿·保罗 (Burton Paulu) 0981) 的诠释

显得入木三分，从一开始，”（独立电视）权威机构的职责就是｀作为一

个传播信息、教育和娱乐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电视和健全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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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性广播电视服务 '“(p.66) 。

如果说广播的公共服务角色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商业原则

（由于＂账本底线”的原因，廉价与通俗娱乐节目往往诱惑商业原则），

并不意味着它已经避开了外界压力，能够如从前那样作为公正无私、

自由的信息提供者来运作，这绝对不可能做到，因为公共机构也处于

商业利益支配的社会环境之中。同时，BBC（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电视

也是如此）是政府创立的机构，因此容易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或者政

府遭遇的压力的影响。此外， BBC 的员工招募也主要来自千狭隘的

社会类型（牛津剑桥的文科毕业生），他们持有先进的价值观和时代

感，但难以代表多样化的英国民众 。 此等压力与员工结构及其职志

追求的优势地位必然地制约了广播电视业的发展。

尽管来自某些左翼和右翼的批评家们讨伐广播电视是权力集团

（对千左翼人士来说，权力集团指“统治阶级”；对千右翼人士来说，权
力集团指半贵族化的“当权者”)的某种支配渠道，但我们不能人云亦

云、信口雌黄。虽然广播电视独立的特征已转型，但其拥有独立千商

业和政治的自主权，此自主权是多年奋斗之成果。在瑞斯早期的领

导下， BBC 远离政府官员，对商界不屑一顾，但该机构精英当道，运营

相当专制化。当时的公共服务就是播放管理者们认为有价值的节

目，如今看来已相当过时。从本质上说，这些管理者们所持有的哲学

不过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的信条“在世最好的知识和

思想” (l)。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环境中，公共服务的空间包容胆识过

人或是偶尔的激进冒险与嘲讽，而组织的独立性依然得到维护。在

修·格林(Hugh Greene) 爵士的管理任期(Tracey, 1983) ，伴随英国

经济繁荣、电视机数量增加，BBC 每年都可以通过收取额外的许可费

来充实财力，政治氛围相对包容、宽松，公共服务得到充分发挥，BBC

心 考虑到雷斯为老公司“强辩到底＂ ，我们意识到管理工作赋予我们持续贡献与累积

智识、增加社群道德幸福的职责 。 我们已经广播体系化的 、 日渐增加的善的音乐；我们已发

展为孩子与成人的教育课程；我们也广播基督教且尝试反映我们信仰的必要的公民与文化

成分的、取得共识的基督伦理精神；我们也致力排除那些可能直接或间接有害的事情……我

们试图建立公共服务的传统，且力 图以最大努力来奉献服务人文的广播电视节目 。



220 

信息社会理论

和讨播放富有挑战性和革新精神的节目，令受众的体验耳目一新，但

义倍感忐忑不安。

时光流转，我们现在有可能去追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概念变

迁 <Briggs, 1985) 。强调家长制责任作为早期瑞斯执政的模式(Rei­

thian mode) 已经被专业主义精神（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理应生产充满

智慧的思考、品质上乘的公正尤私、情趣盎然并富有挑战性的节目）

逐渐取代了。正如我们所见，虽然专业伦理对当今的节目制作者们

来说非常重要，但其并没有为从业者提供一种公共广播电视的哲学，

以至千 BBC 笃守专业志向的业界人士难以对外界的强烈扞击应对

自如。此外，以一种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依

赖（至少是部分依赖）如此假设：并非多样，但至少潜在地统一受众 。

自 20 世纪年代末以来，不论好坏，受众的分化相当清晰．很难定论什

么是“一般社会大众“，广播电视从业者们对此也心存悬疑、举棋不定

（到底谁是公共服务广播与之打交道的受众？ 谁不是？）。由此，批评

家们对广播电视的扞击易如反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更为深远。例如，BBC2 的前任

总经理以及第四频道即将离职的负责人迈克尔·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2001)竟然认为，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公共

服务性电视犹如“一种多余的伏都教(voodoo) ……丧失了所有的目

的和意义”。 原因在千现在的观众今非昔比，不容易教化了，他们在

当今的“多样化的文化“(versatile culture) 中变得更加善千讽刺 (i­

ronic)和更加互动。最重要的是，杰克逊觉察后现代文化的多样性意

味着少数派节目如今成为主流，从而粉碎了公共服务广播“家长式

作风的＂的设想，即存在着所有观众都应该拥有的电视节目类型。

笔者会在下文中深入回顾上述变化的各个方面，但在此我想强

调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尽管对此概念的解释并非一成不变一但

至少其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念有一点融合。首先，广播电视机

构担当独立于政府和商业以及采取公正无私立场的责任，并且受众

能够无限制地观看和收听节目。这个原则的核心是信息应该充分地

向公众公开，从而有助千公众对纷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了然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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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世事洞明。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我们在英国（同时世界其他地方也

不乏公共服务精神的其他版本）经历了一种所谓的“公共服务广播电

视的危机”（稍微有些过分和夸大）。许多人认为此一危机可以通过

削弱广播电视的公共领域功能而得以解决。对抗这个危机需要从政

治和经济两个阵线开战 。 一方面，广播电视从业者们遭受猛烈扞击，

被认为是新的特权阶级．享受政府支持的自呜得意的精英分子，一群

“左派分子＂，动辄叫嚷保护大众（以一种反市场的意识形态、居高临

下的方式来训斥公众），然而，他们对谁都不负责任，无论政府，还是

私有资本，甚至是缴纳执照费支持了 BBC 的运作的受众 。 另 一方

面，一些经济上的批评声称 BBC 恣意挥霍了公共资金，从来不对贡

献资金的纳税人公开财务支出 C，此类批评主张“消费者”有主权，即

他们应该可以“自由选择“想要观看的节目 (Barnett and Curry, 1994) 。

各路对 BBC 的批评和攻击合流，导致其预算减少。还有许多外

来力蜇（他们抱怨 BBC 的＂偏见“和不称职）干预其运营，市场原则逐

步渗透进机构内部。当然，隐藏于深处的市场狂热席卷广播电视行

业，而市场在近一段时期是一个如此重要的特征。所以，伴随司空见

惯的＂竞争”和“选择“（自由化和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停止政府

资助．赞同私人股权）等市场挂帅的辞令呼啸而至，公共服务广播电

视已经遭遇市场利润优先的旋风而江河日下。

虽然 BBC 处千时代风云变化的前沿焦点，但英国商业电视带来

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英国的独立电视履行了公共服务的

要求，尤其体现为新闻和时事节目的类型、质量和播放时间的结构安

排。传统上，这些节目在黄金时段播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晚间新

闻节目《 10 点新闻》(News at Ten) 。为了不妨碍吸引眼球的大众化

的电视节目，比如电影、肥皂剧以及游戏秀等节目的播放，《 10 点新

闻》只好让路，移到后一个时段播放了，不过，后因竞争激烈，该节目

又回到黄金时段播放。

另一个损害公共广播电视的措施来自千公共服务广播机构被新

的节目传输方式，尤其人造卫星以及有线电视服务所侵蚀。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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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以及它所提供的＂娱乐”（体育、电影和“家

庭”节目）大餐，风头正足，完全掩盖了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机构水深火

热的处境。我们无不忧虑重重，如果公共服务性频道的受众份额持

续减少，那么以服务千＂一般社会大众＂的辞令为由去征收非自愿纳

税的执照费也就是沽名钓誉了。毕竟，如果 BBC 的频道受众规模严

重缩水，怎么能使每一个电视机拥有者都交纳非自愿性的税收去支

持 BBC 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处境的显著恶化 。 其他

媒体的志向似乎不是告知公众，而是销售娱乐，而且他们支持市场原

则的决定性转型己回天乏力。实际上，此一趋势意味着由广告或赞

助支付的，或者由个人收视所支付的节目才有播放的市场。如果选

择政府管制广播电视，那么意识形态的限制不言而喻；如果选择商业

化运营，那么商业赞助者青眯的以娱乐为导向的产品必然泛滥荧屏，

没有能力支付收视费的人则被排除在节目受众之外，毋庸置疑，政府

管制或是商业化运营都会造成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衰落。

如果想辨明广播电视业发展的方向，那么一定要看看美国的情

况(Barnouw, 1978) ，因为从一些核心的方面来说，美国为全世界提

供了一个引导政府信息政策的模型 。 在此环境中，收视率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媒体的内容，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必定难以生存。 迈克

尔·萃西(Michael Tracy, 1998)竞然把 20 世纪 80 年代描述为“公共

广播电视企业的巴雪戴尔 (Passchendaele) 战役”(p. 192) ，因为公共

广播电视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清扫出局。不言而喻，最终结果 (Bour­

dieu, 1998)——肥皂剧、情节冒险剧 、聊天秀、杂志新闻以及竞猜节

目空前绝后地泛滥荧屏。与此同时，新闻和时事节目严重缩水（在市

场化压力之下转向了“快报”和耸人听闻的题材），提供信息娱乐、电

影以及最重要的体育节目（尤其是足球）的有线电视服务迅猛扩展。
另一可展望的现实情境是广播电视业将更多地获得来自私人资

金（不管是广告、赞助还是收视费或收听费）的支持，而公共资金囊中

羞涩，不断压缩支持力度 。 此一转型导致商业标准在节目制作中的

长驱直入，千是，受众规模和／或购买力（偶尔一些赞助商会支持一些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笘 223

有声望的项目以寻求更好的社会地位）成为首要的考量要素。节目

内容不可避免地受制千上述市场化力量的强调，往往带来娱乐导向

的节目增多。与此相反，是那些“严肃的”和／或少数人关注的节目比

如新闻和时事类节目（但这些节目也可能被制作得更具＂娱乐性”)以

及发人深省的戏剧节目的减少。

从英国广播电视的历史可见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每况愈下，其公

共领域角色日渐式微。虽然，未来的广播电视节目会纷纷跟风效仿

美国电视那种“文化荒漠”(cultural wasteland) ，但或许通过一些新

的传输形式，甚至是实行订阅制 ， 也许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节目 。

鼓吹商业化的变革者们津津乐道于如《黑道家族》 (The Sopranos) 、

《绝望主妇 》 (Desperate Housewives) 和 《 六英尺下 》 (Si.r Feet Un­

der) 等富有革新性的节目，以此强词夺理，执意认为商业化运营可以

传输高质量的节目内容。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肯定有附带条件，

商业利益驱动的电视节目难免流于低俗浅薄、婆婆妈妈，那几个革新

性的节目不过是特例。但是，事实上，广播电视产业可能会有小众市

场，打造竭力逃避现实的冒险系列剧以及体育和电影节目为那些极

少数的受众服务，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类体育和电影节目并不能有效

地告知受众知识 (Schudson, 1991) ；或者广播电视服务就局限在有

支付能力的群体之中，无论是效劳千小众市场，还是服务千有钱支付

的受众，这两种运营都有损公共领域的原则一一无论人们收入多寡，

信息服务应该一视同仁。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既然媒体要仰赖政府

的财政资助，那么必然得听命千政府的发号施令，如此一来，公共财

政资助的机构很容易被看作是政府的工具 。 正是该假设促使批评家

们对公共领域理论持怀疑态度 C 对于许多人，尤其是那些高度警惕

广播电视遭遇政治千预的批评人士来说，广播电视既能够分享政府

的资助，但同时却独立千政府控制之外，这等黄粱美梦简直匪夷所

思。因此，反对政府资助媒体的人士于是很容易地转向支待私人资

助的媒体，他们为此争辩——在当今时代，政府理应接受敏锐警觉的

媒体的舆论监督，只有独立的新闻机构（不受制千政府的管制）才能

够有此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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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上述言论做出回应时，詹姆斯·卡伦认为公共服务广播电

视比私有新闻业更好地扮演了“看门狗”的监督角色。卡伦承认，由

于来自政府的反复攻击，英国广播电视业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遭

到削弱，但实证分析显示”与那些右翼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全国新闻业

相比，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依然在对政府实施严格且持续的舆论监督

更上层楼(p.89)”。他以一部电视纪录片《岩间死亡》(Death on the 

Rock)为例，该片播放千 1988 年，声称英国军队在直布罗陀非法杀害

了三名爱尔兰共和军(IRA)成员。虽然政府恼羞成怒，大部分新闻

机构也都试图令此节目信誉扫地，但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无所畏惧，矢

志不渝、立场坚定，这充分证明了”与政府关联的看门狗责任挂怀，而

私人看门狗却沉睡一方”(p.90) 。

可见英国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依然生存了下来，新闻、时事和纪

录片节目的制作者们尤其为之鞠躬尽瘁、效忠职志。从公共服务精

神依旧持续的意义上讲，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广播电视业保持了公共

领域的特征。不过，同样显明的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前提条件已

遭罢黜一政府经常干预节目内容；新的传输形式通过摧毁公共津

贴的传统观念，正在广播电视业中引入一场动荡的竞争；另外最重要

的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使广播电视业从公共资助转向私人资助。

虽然我们不能说电视并非对被弃人市场的命运束手无策，但似乎公

共服务广播电视的先前形式已难以为继(Curran, 2002) 。

当今时代变化不定，置身如此环境，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广电业

所提供的信息品质是否下降，而且是否会持续下降。对千市场化的

狂热者们来说，＂窄播“承诺向分化的多元消费者提供各取所需的信

息。而对于浸润于哈贝马斯学说的思想者们来说，虽然不可否认电

视台和广播电台所生产的信息数量与日俱增（有线、卫星、全天候的

节目、更多的频道、视频等等），但信息品质的提升，或者增加受众选

择节目等问题却仍然付诸东流，无人问津。究其原由，不难发现市场

化运作导致低俗节目的膨胀，不是媒体巨头垄断播放权，就是媒体根

据银行账户来区分受众，千是品质上乘的信息仅仅局限于收人丰厚

的社会阶层享用。显然，BBC 不会就此消亡，至少不会在可预见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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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寿终正寝。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根深蒂固，这

一传统令人敬畏。不过，我们也目睹到双重压力——既有来自外界

的持续不断的市场化压力，也有来自内部要求与时俱进的内部压力，

毫无疑问，两者的聚合将对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公共服务的理念带来

显著的影响。

公共图书馆

在英国，公共图书馆网络最能体现公共领域精神。 5 000 多所公

共图书馆完善地覆盖了各具规模的居民区。。公共图书馆网络具有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某些特征。首先，公共图书馆网络的信息履行

一视同仁的理念进行开放且免费的服务；每个在此地区生活、工作或

者学习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成员资格；公共图书馆必须免费提供可

以借出的书籍以及参考资料，还必须制定能够促进人们访问图书馆

的合理开放时间。

其次，图书馆服务资金依赖公共资助，其取自中央或者地方的税

收，但图书馆运作却独立于任何政治利益之外，按照《公共图书馆和

博物馆的 1964 年法案》(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 1964) 的

要求，“向所有希望使用图书馆的人提供全面而有效的图书馆服务”。

如果在当地图书馆难以寻求到所需信息，那么全国图书馆的馆际互

借系统的则可以相互协助，从而满足申请者的需求。馆际互借获得

指定版权的图书馆＠和波士顿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 at Boston 

Spa) （每年会借出超过 300 万册的图书）的支持，互通有无。

再次，从事图书馆网络工作的图书管理员都训练有素，精通业

务，善于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充分发挥公共服务的精神。他们一

视同仁，毫无保留地急读者之所急，需读者之所需。如此资质与服务

0 在此的讨论，我排除了 800 图书馆，或者说英国学术图书馆，其服务千学生、研究

者，完全不同千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目的．但是，存在重要的交叉部分（如图书馆跨领域服

务，当地民众也可进人学术图书馆），且从全局着眼，我认为学术图书馆是英国图书馆基础

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

0 也就是说，博德莱安(Bodleian) 图书馆（牛津）、剑桥大学图书馆、苏格兰与威尔士

的国家图书馆 ，还有三一学院图书馆和都柏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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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鲜明地体现于英国图书馆协会(LA)在 1983 年第 100 届会员大

会上采用的《专业行为守则》(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中。就

用户负有主要责任的传统职业宣言来说，LA 宣布其“成员有义务促

进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保护和促进每个个体享有的自由的、平等的、

不受任何歧视地获取信息的权利”(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2e), 

该职业理念由其继承者 CILIP(CILIP 是图书馆和信息从业人员特许

机构，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一

als, www.cilip.org. uk/）所发扬。

公共图书馆深受大众欢迎，并且被广泛使用。超过总人口一半

的英国人都是本地图书馆的注册用户，三分之一的注册用户定期地

从图书馆中借书，每人每年会借阅 10 本书，每年图书馆都会有超过

30 亿的访问量（是职业足球比赛全体参与人数的十倍）。从儿童到

靠补助金生活的普通公民，都可以访问当地的图书馆，并有信心获得

某种公共服务，不管他们是为了查询一些与一项学校项目相关的参

考资料，或者获取某项方案的应用建议，还是仅仅为了阅读一部小

说。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的公民都礼赞公共图书馆网络乃镶嵌

于大不列颠王国信息基础设施皇冠上的一颗堆璨宝石。

公共图书馆肇始于 19 世纪中期，自此之后，多种力址促进了公

共图书馆的发展，例如上层阶级的慈善资助、家长主义式的同情、忧

患大众未受教养的恐慌、期盼增强民众识字率，以及通过向弱势群体

提供学习资源以开放教育机会的愿望等等因素 (Allred, 1972) 。不

管这些动机和热望有何不同，但其深处对于信息的认识却秉持同等

重要的理念。也就是说，公共图书馆因执著千追求信息的开放及其

平等使用而非属于所有权商品，因此得到持续发展。英国的公共图

书馆系统建立和运行的核心理念也就是信息和知识不能为人所独

享，但凡希望获取它们的人都可以自由获取。公共图书馆所遵循的

基本原则在于如果人们需要信息，那么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他们应该

在获取它们的过程中获得帮助，在此需求搜索的过程中，他们应该不

受到惩罚 (Usherwood, 1989; Kranich, 2004) 。但如此公共图书馆

系统却同时在哲学立场和操作方面遭受挑战．其潜在假设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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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向所有的图书馆用户开放的原则遭到强烈的扞击，政府的某些

政策已向图书馆施加压力，逼迫图书馆对使用者根据服务多寡收费。

攻击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三个论点。首先，公众

对图书馆的资助持续减少，导致图书馆购买的书籍、雇佣的人员以及

现刊减少；图书馆几乎不订阅日报；在许多地方，图书馆压缩了开放

时间；图书馆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寒磅和混乱 (West, 1992) 。商业化

服务可以弥补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损失，此一商业化诉求过程主要发

生千边缘地带，因为图书管理员们的职业伦理以及政府立法禁止商

业化的发生。因此，如今预定一些特定的书籍、馆际互借以及一些查

询服务都要收费，而对于过期书籍的罚款制度日益被标准化为一种

获得资金的机制，而非鼓励借出资料的迅速归还。丝毫不必惊讶，从

1986 年到 1996 年，图书馆借出的书籍减少了 20% ；更糟糕的是自从

1996 年以来，书籍借出量又垂直下跌了 30% 。

其次，还有人士扞击公共服务的政治正确性（此一扞击以对“市

场”的普遍狂热而武装自己） 公共图书管理员不用对任何人做出

解释，自己心知肚明即可，于是，他们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图书馆用

户之上，因为是由他们来决定购买何种馆藏图书；同时，此举也允许

他们把大部分图书馆预算划为自己的工资。此外，亚当·斯密学院

(the Adam Smith Institute, 1986) 的研究发现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花

钱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比如“平装本革命“能使每个人获

得廉价的书籍，消费者们似乎也乐意享用蓬勃发展的视频租赁链

(video rental chains) 。图书馆渴望恢复以订阅为基础的服务，并且

十分羡慕 Blockbuster 视频企业 (Blockbuster Video Company) 所取

得的成功。当今时代，市场意识形态 日益被阐释为是“真实世

界”的声音，代表了大众的选择，但市场化对普通人的影响并非如意

识形态的宣传，图书馆系统因商业化侵蚀已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他

们面临财政支持的锐减，图书馆系统开始屈从千市场意识形态的

操控。

再次，有人指责公共图书馆没能够与时俱进，因其注意力仅仅集

中于书籍，而非襄括各类电子信息传输，那么，谴责公共图书馆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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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管理者也不为过。此类批评大部分都来自于后撒切尔主义

(post-Thatcherite)群体，他们着重指责的要义就是公共图书馆陈旧

且不变通、恪守老规矩的系统完全不能满足文化诉求，后撒切尔主义

群体并不强调图书馆经济上的短缺和市场机会问题。有人认为以新

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多媒体传输以及最重要的互联网是图书馆唯一

的未来，要分享这类新技术的恩惠，首先要求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们

转变思想、更新观念、预期展望以及组织原则，正因为对此类理念的

懂憬，激勉后撒切尔主义的信仰者抱怨、批评当代公共图书馆的陈腐

(Greenhalgh and Worpole, 1995) 。 从中说明人们渴望图书馆应该

投资新年信息传播技术，翻新设施，安装个人电脑，淘汰旧书和失灵

的防护装置。管理图书馆的馆员，思想保守落伍，缺乏新技术操作训

练与敏感性，仅仅沉浸于书籍和“图书馆的宁静＂氛围，完全不适应技

术时代的要求，图书馆必须更换新鲜血液，唯如此，图书馆的“现代

化”方可落实。

此一论调充斥千《新型图书馆：民众的网络 》 (New Library: 

The People's Network)论著中，该书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推崇后

撒切尔主义式的图书馆服务方式(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

sion, 1997) 。另有“新时代“言论的权威，如查尔斯·利德比特

(Charles Leadbeater, 2003)就“如何建立一种现代的图书馆服务”的

建议也赞同上述立场。利德比特认为“虚拟图书馆“近在朋尺，而大

部分图书管理员们却不识时务，因此他们落伍千时代也是必然趋势 。

图书馆的访问量与书籍的借出量日渐萎缩，但 1997 年以来，闹市商

业街的书籍销售量却簇升了 20% ，像 Borders 和 Waterstone 之类的

连锁书店既售卖醇香的卡布其诺(Cappuccino)咖啡，还不时推出“买

三送二”式的促销活动以及华丽的皮沙发；相形之下，公共图书馆的

逊色不言而喻一一俗气不堪且乏味，不过是老年人和缺乏社会能力

者的避难所，或者是缺乏冒险精神的失败者们的雇主（虽然书店本身

也受到了在线书籍购买的威胁） 。 其实，图书馆已淹没在一片谴责的

声浪之中 如缺乏“管理才能”、“振奋人心的目标”以及“输送能

力 “(capacity to deliver) 等等。 相应地，利德比特认为图书馆应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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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采取行动，走上正轨，终止动辄就把失败归结为资金缺乏的言论 。

不言而喻，图书馆迫在眉睫的要务是停止哀鸣，必须现代化，否则其

将面临覆亡的命运 。

另 一种针对公共图书馆的扞击是批评他们屈服千市场化的压

力．这类批评来自于政治上的右翼人士，但左翼人士也意见一致。他

们都认为免费的图书馆服务，便宜了非常有能力为自身购买书籍的

人，而非受益千普通民众 。 例如，尽管大部分公众都是图书馆会员．

但有人估计会员中的一半属千仅占人 口 20 ％ 的中产阶级 。 用户涸查

的确显示，中产阶级在活跃的图书馆用户中占主导地位，而且位千富

裕地区的图书馆获得了更多的公众支待（因为与图书馆有关的间题

通常是资源配置的基础问题） 。

此外批评人十不仅指责图书馆效劳千富裕阶层，而且因其本身

的精英倾向履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轻视如工人阶级或者地方性

的文化(Dawes , 1 978) 。 此种偏见不仅体现为图书馆对文献的日常

选择（基本L默认了“中产阶级”价值观与品味），而且也表现在图书

管理员们对资料的偶尔审查 中 。 实际案例，如一些图书管理员们以

某些图书具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倾向为理由，就将像埃尼德 ·布

莱顿(Enid Blyton) 的诺迪(Noddy)之类的图书撤换下架 。 另有观点

认为在公共服务的花言巧语背后隐藏着令人不快的事实：图书管理

员们从不亏待自己， 工资 总额是三倍于购买图书的经费 (Adam

Smith Institute, 1986, p. 2) 。 2004 年，超过一半的图书馆支出属于

员工薪水 c 支持公共图书馆的所谓热心人士．最引人注目的是

Waterstone连锁书店的创始人——蒂姆·寇兹(Tim Coats,www. Ii­

br. org. uk) ，他怨声载道，呼应了威尔·哈顿 (Will Hutton, 2004) 的

主张—－图书馆”应对现存的大量冗员进行重新安置”。按照此种推

理，如果要求这个自我服务和持精英立场的职业对付费消费者负责，后

者自会精明地评估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而且责问雇用馆员的信

息服务是否物有所值？如此设想，图书馆服务的情况是否就会好转呢？

对图书馆的指责绝不止千此 。 另有若干谴责，其中之一针对既

然大部分读者都从图书馆借阅通俗小说和传记（这些占借出图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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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借阅的小说类书籍的总量是借阅非小说类书籍总量的两倍），

而且此类读者大多腰缠万贯，那为什么要用一般民众的税收来补贴

有钱人的闲暇活动呢？尤其是“平装本革命”早就便宜了通俗图书的

售价，已经异常廉价了。直言不讳地说，图书馆系统主要满足了用户

的娱乐需求，如“阿加莎·克里斯蒂 (Agatha Christie) 的借阅率“绝

对居高不下。我们不禁联想起 2004 年被借阅的成年作家排行榜，位

列前五位的约翰·格里斯夏姆(John Grisham)和约瑟芬妮·考克斯

(Josephine Cox) （四次单独的调查）。我们或许会欣赏亚当·斯密协

会(1986) 的观察：“虽然图书管理员们可能自视其工作为一个重要

的信息产业的一部分，但大量的消费者却把这项服务当作公共投资

的免费爱情小说享用“(p. 21)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图书馆服务与电

影产业和职业足球在原则上又有何不同？这一切不都是娱乐吗？不

都是令人愉悦的消遣吗？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图书馆乃免费服务，而

其他活动都要求支付一定的费用才可大饱眼福。

第二种批评针对图书馆的矛盾现象。图书馆是提供免费服务的

机构，矛盾体现于为一些商业原因而使用信息的机构服务。例如，在

技术革新的预备阶段，一个企业希望去调查一项法律或金融事件，或

者是查阅化学方面的文献，此举为企业带来经济价值，但企业却不用

为使用图书馆的资源付费（此类费用不在少数，因为它在查询信息中

需要专业协助，并且需要引用一些昂贵的资料）。批评家们认为图书
馆为此类企业的信息服务存在矛盾，他们建议应对企业酌情实行收

费 。 这类批评意见不无道理。
第三种谴责涉及图书馆所提供的参考著作，很可能最接近公共

服务和公共领域理念的方面 。 图书馆的理想蓝图是一一图书馆犹如

“知识”的大宝库，专业图书管理员们（日益被称为“信息学家”)帮助

人们获得知识；相关公民、热情的中小学生 、自修者、自我提高者或者

仅仅是有着求知欲的外行都”强烈要求获得知识”。但与此蓝图相

反，我们必须正视现实：不仅是图书馆的查询服务无法与社会大众

的整体构成比例匹配（富人再次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参考资料只占

图书馆馆藏的 12 ％ 至 15% ．只占每年购买书籍数瞿的 5% , 既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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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用户都有足够的金钱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服务或书籍，既然参

考书只占图书馆馆藏的很小一部分，那么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的所

主张的图书馆每日收取入场费，为长期用户则提供“季票＂的建议也

不是一无是处。

相对千针对公共图书馆的押击者，另有一些人士特别狂热于探

索信息商业化的可能性，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信息技术咨询专家委员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 

Panel,1983)公布了一份日后证明影响力非凡的报告，直言不讳地以

“经营信息商业”(Making a Business of Information)作为标题。报

告从时代发展趋势中洞察出“一个扩展中的｀贸易信息部门＇，它包括

对金融和商业信息的供应、印刷和出版、在线技术信息、咨询等等“

(p. 7) 。报告还力劝“私人和公共部门应对作为一种商品的信息投以

更多的关注”(p.8) ，报告建议先前阻止商业化的领域应对企业家们网

开一面，允许企业家进入角逐（相关的公共部门），而已经跃身企业家位

置的人们则应发扬广大企业家精神，公共图书馆理应是开放的前台。

越来越显而易见，下述因素推波助澜，接近信息 (access to infor­

mation) 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例如额外的公共需求、资源的减少、技术

的革新，以及对支撑公共图书馆哲学的前所未有的批评。从前，信息

理所应当作为共享和开放的公共资源，而现在却日益成为贸易商品，

因私人消费而被购买和出售，以支付能力决定信息使用的权力。“收

费还是免费？＂的论争也快告终，结果 B 益有利于鼓吹收费者的一边。

企业化的图书管理员所引入的＂额外收费”(premium) 服务主要针对

与图书馆业务相关的信息商业用户，这是市场警报理念 (market-a­

lert ethos)造就变迁的征兆之一。同样开创性的活动是一种双重图

书馆系统(a two-tier library system) 的引入，此系统与信息无论何时

何地都应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理念势不两立。

如果仅此就认定公共图书馆的运作已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

实很荒谬。新的措施正在涌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正在形成(Bai­

ley, 1989) ，但政府仍然禁止对基本的图书借阅、期刊阅读和使用参

考资料收费 (Office of Arts and Libraries, 19 88) 。尽管如此，”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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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正日益被更广泛地接受“(Lewis and Martyn, 1986) ，因为公共

图书馆已经开始向馆际互借的请求、非书籍性资料、预约服务、本地

区以外的用户、影印以及基于计算机的信息收取一定的费用 。 鲍

勃·阿夏伍德<Rob Usherwood) (19 89) 相信，对服务进行收费不可

避免地会造成企业用户优先于个体民众，因为前者无疑是有利可图

的利润市场。此类悄况尤其反映在私人生产的信息中．其对个人来

说，简直昂贵无比（如商业咨询报告、许多环境影响评估·甚至包括大

蜇的涉及时下热门话题的参考资料）。此一趋势导致普通公众疏离

千“硬“信息，“公众较缺少信息且难以质疑现状 ”(Usherwood, 

19S9. pp. 18—19) ，而企业用户却享受着一种质优价高的信息服务。

上述观点的批评者们认为公共图书馆正在转向越来越多的商业

实践．这的确对信息及其可获取性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 但任何对此

趋势的负面评价也不可忽略—－由千信息的实际成本下降，人们实

际支付信息需求的成本不在话下 。 现实生活中，获得一本书的最流

行途径是购买，而非从图书馆借阅 C 在英国，书店的数昼几乎和公共

图书馆的数帚一样多，现在每年出版的书籍数肚看涨，而平装本书籍

价恪低廉匈民众购买毫无问题。 Waterstone 还锁书店在 20 世纪 90

年代雨后春笋般成长扩张，就是此现象的确证 。 由此来看，公共图书

馆乃过时了的机构，其曾经致力千向公众提供信息，但随着信息传播

新科技的更新，现在的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多余之物 。 毫无疑问，维

基(W如pedia) 的狂热者们肯定觉得现在公共图书馆巳经没有必要

去储存百科全书了，因为替代性的信息来源可以从网上免费获取。

这种推理方式问题也不少。首先，书籍购买者们非常集中，超过

80％的交易只来源于 25％的人口，而后者主要来自千较高的社会阶

层，获得了良好的教育的阶层。其次，往往购买书籍是一回事，而使

用图书馆又是另一回事，两者并不相互排斥。与此相反，图书馆的频

繁使用者，同时最可能是购买图书者。再次，人们购买的书籍类型与

图书馆所提供的书籍类型相比，不一定雷同。人们购买的大部分书

籍是平装本小说（占整个销售总量的 30%），主要包括通俗小说、恐怖

故事、科幻小说以及惊险读物。而销售的非小说类书籍主要包括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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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书、运动手册以及 DIY 出版物如烹调和维修类书籍。现在，图书

馆的确因提供太多的免费低俗小说而遭遇批评，不过，图书馆也决非

限于低俗小说的内容，尤其是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 (reference

works) 。 参考文献不能外借，只能室内阅读，难以量化其使用频率。

但是，我们确实了解那些标准的参考文献一一从百科全书到地名辞

典，从统计原始资料到商业指南一一通常都极其昂贵，并且版本会频

繁更新．普通个人用户难以支付购买费用。如果没有公共图书馆，我

们很难想象到人们能够便利地查阅如《名人录 ）） （ Who' .1 亿，ho) 或者涉

及了非常多样化的主题比如教育机构、慈善组织和公共事务的大扯

年鉴 Clgnatieff, 1991) 。如果没有公共图书馆，公民们的信息环境将

会在很大程度上枯竭。

英国的公共图书馆正在萎缩，图书的借阅撒持续下滑，而人们购

买书籍的数鼠则在增长。可见具有公共领域基本要素的公共图书馆

网络正在走向衰落 。 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一一－最重要的，是自由进入

和一个全面的服务一－－正在受到挑战，并受到市场化的、新技术网络

获取的新信息定义的威胁。伴随市场化与新技术的深入，我们可以

预见影响图书馆衰落的公共服务精神必然江河日下 （用户们即将转

型为服务付费的消费者），与此同时．图书馆免费为公众提供满足他

们广泛的信息需求服务的公共领域功能势必一踝不振，从长远观点

来看，公共图书馆的前景黯淡 。

博物馆和美术馆

罗伯特·休森(Robert Hewison, 1987) 对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变

迁，提出备受争议的评论：

在 19 世纪，博物馆乃人生教育和进步的泉源，因此免费。

而现在则是商业机构，自负盈亏，从而必然收取入场费。艺术再

也不是作为灵感、思想、想象力和价值观的源泉而被欣赏，它成

为了“休闲商业”的一部分。我们不再是艺术的热爱者，而是某

个产品的消费者。

(Hewison, 1987,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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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森对博物馆和美术馆长期以来所持有的原则演变为“遗产工

业”(heritage industry) 的论述，与笔者追溯公共领域在广播业和图

书馆领域的衰落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我们就此可能参照公

共领域的概念来理解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变化吗？虽然我并不认为有

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述这些机构是一个完整形式的公共领域（如此

之多的此类机构具有排斥性、精英主义的趋向 ，令人望而生畏），但在

某些重要方面，我们也觉得此类机构接近公共领域理想。近来发生

的一些趋势，就它们挑战公共领域的基础的程度而言，必定对在国家

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中的信息获取以及能获取到的信息类型产生重要

影响。

现存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包含了公共领域的关键特征：

首先，免费进馆以接受“启蒙的宫殿＂熏陶（正如维多利亚和阿尔

伯特博物馆创立时的宣言）长期以来都是英国博物馆和美术馆运行

的轴心原则。启蒙的宫殿秉持一视同仁的理念——这些机构必须履

行一些重要的文化和教育功能，因此它们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不论

贵贱贫富。

可以确定的是，许多批评者们会争论什么算是“文化”和“教育”

（英国过去的皇权统治、帝国的庆典、大量的战争史、一流的肖像），但

我们不应忘记，所有这些都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深刻启蒙运动根源

(deep Enlightenment roots) ， 如此根基不可随便抛弃。 它们强调对

知识进行搜集和展示，民众从而能够通过知识洞察自身和所处情境，

转而作用于生活世界。当时的大英博物馆馆长大卫． M. 威尔森

(David M. Wilson) 0989)指出，在大英博物馆根据《 1753 年议会法

案》(Act of Parliament in 1753)创立之时，他渴望囊括”所有的人类

知识”(p. 13) 的收藏品。现在看来，他当年的抱负与热望非常荒唐愚

昧，但我们不应忘记，与此热望相一致的是收藏品对所有人免费开放

的原则，从而人们浏览藏品而启蒙受益。威尔森继续说：“我们的收

藏品会同时向学者和外行完全开放……只有举止轻祧的访问者，才

会遭到婉言拒绝”(p. 69) 。

其次，如果说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初期经费来源千名门贵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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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经费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公共预算。正因为如此，收藏品才会

独立千党派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之外。

最后，博物馆和美术馆洋溢着公共服务的精神，馆长和其他工作

人员秉持崇高的职业理念 为了普遍公众的利益提供和保护收藏

品。需要承认此刻所说的“普遍公众“可能与日常实践中的意义有些

差别，它可能作为实现雄心抱负的托词，也就是希望收集一切对“人

类境况”和民族历史有价值物品的壮志宏愿。但不论此一解释是否

行得通，我们不可否认不以金钱利益作为馆藏取舍的高风亮节是他

们崇高的理想志向，既竭力服务千公正无私的学术研究，也陶冶大众

而捍卫馆藏品质。

虽然从原则上讲，博物馆可以成为批评论辩的竞技场，但在实践

中，博物馆却难以成就辩论的发生 (Walsh, 1992) 。博物馆反而经常

反映创立者们和赞助者们的阶级偏见。例如，就英国历史的图像展

览而言，充斥偏见，甚至歪曲事实。此外，许多美术馆总是展示一些

属千排外的“高级文化”的艺术和展品，此类展品曲高和寡，难以为一

般素养者”欣赏＂。正因如此，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参观者不可能是公

众的代表，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中有 60％拥有大学学位或与此相当

的学位，在四名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者中，有三名来自千最上端的三

个社会阶层(A 、 B 和 Cl) 。

我们对上述问题也不否认，但肯定也不能做如此推断一博物

馆和美术馆中除了阶级偏见之外，一无是处。阶级偏见的确存在，但

博物馆的贡献远非于此。博物馆乃展示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特

别重要（很可能是核心的）方式；其通过展示我们的过去而使我们更

了解自身，甚至只有通过“我们曾经如何＂的暗示，我们才能够了解我

们在将来的可能性。另外，马修·阿诺德所关注的“最好的知识和思

想”，并不完全是特权阶级的自负。我们对什么具有“最好的“藏品资

格，也许意见纷呈，难以达成共识，但对理想的追求可以确保值得普

遍尊敬的高品质艺术作品得以馆藏。而且，那些大型博物馆，尽管它

们刻记着特定社会背景的收藏品及其捐赠人的烙印，但展品也令参

观者耳目一新，震撼心灵。总之，大型博物馆和美术馆是意义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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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疏阔于“意识形态宣传＂，许多成年人对他们童年时期的访

问经历记忆犹新，甚至个人觉得如此参观体验是自己人生转折的关

键。著名作家 H. G . 威尔斯 CH. G. Wells) 出身贫寒，他在他的自

传中就描述了年轻时代访问肯星顿(Kensington)及其附近的博物馆

的阅历与感悟。我们只要回想 2003 年有 550 万人访问了位千南肯

星顿的国家历史科学博物馆，必然会确信无数人通过访问博物馆或

美术馆既开阔了视野、探索了问题，也增进了知识 。

如果说从我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可以发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的某些特征 ．那么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来，博物馆和美术馆也遭遇

威胁。最古怪的攻击来自千那些顽固的反对者们，一些激进分子和

“企业”狂热者们联抉指责这些机构贵族气味浓厚，曲高和寡，这些变

化可以从一些流行用语上体现出来 参观者被称为“消费者”产企

业商业计划”被 H 常地制定，可测量的＂业绩指标”成为重中之重。另

外，对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的经济不景气的责难促使有些

人反对公共补助的理念，这意味着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预算每况愈下、

捉襟见肘 。

对此情况，通常的回应都包括两个方面 收取入场费以及寻

求赞助。前者对于参观者有着直接影响（对展品有间接影响 ）， 而后

者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博物馆和美术馆馆长的自主权。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至末期，一些国家级博物馆和美术馆开始收取入场费，比如维

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科学博物馆(the Science Museum) 、帝国

战争博物馆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以及自然历史博物馆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自从它们开始收取入场费之后，参观这

些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人数显著下降，与 1980 年的数据相比（当时是

免费开放的），参观者人数下降了 50%。与此相反，访问依旧保持免

费开放原则的主要博物馆~截至

1996 年，参观者总数达到 670 万，大英博物馆无疑依旧是大不列颠王

国被访问最多的博物馆。一个人无需是社会学家，都明臼访问量的

下滑主要来自千穷人或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顺便提一旬，他们最迫

切需要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因为贫寒处境与边缘气氛让他们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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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快）。幸运的是经过唇枪舌剑，以及一些富有同情心的政府部长

们的关键性支持，在 2001 年，博物馆和美术馆收取的入场费降低了 。

在随后的几年，英国这些重新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

访问矗增长了 75 % (Kennedy, 2004) 。

赞助商们是另一个受欢迎的资金来源，以弥补来自政府资金的

不足。但不幸的是，与那些现场艺术 (live arts) （现场艺术获得的赞

助与流向体育运动的赞助经费相比 ， 后者数额庞大 ） 相比，博物馆和

美术馆对赞助商们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一－－与赞助牛津艾希莫林博物

馆(Ashmol ean Museum) 的一场展览相比，支持格林德博恩(Glynde­

bourne )剧院才是声望显赫 。 更为严重的是－一－赞助商们的介入从

来都不是出于利他的目的，而是出千商业目的而做出支持某项展览

和／或某个机构的决定。直言不讳地说，赞助是广告的翻版，”一种商

业工具...…赞助商希望从他们的支持中获得某种回报”(Turner,

1987, p. 11) 。 现在，企业赞助商们（最受到追捧的）的确有非常多的

原因去推进它们的商业策略，而当涉及博物馆或美术馆展览的内容

时，不过是“轻描淡写＂，酌情应付而已。尽管如此，无论心意轻重 ，如

此轻描淡写的应付显然地依赖于赞助商的意愿—一在接受资助之

后，如果赞助商们希望在展览中能够出现一些诱惑消费者的展品，那

些寻求资助的人必须要精心筹划展览，以达成双方的默契 (Shaw,

1990 ) 。

略微思考，就会发现此等状况相当危险，虽然渴求资金的机构往

往忽略了此情此境的危险。作为一名艺术批评家，雅努茨扎克

(J anuszczak)对 20 世纪 80 年代赞助之风的盛行，感到义愤填膺，他

直接拌击“伦敦的公共美术馆……变成了武器生产商和金融推销员

们的橱窗和豪华的广告商场”Oanuszczak, 1986) ，他观察到：

赞助商们把美术馆看成是一个相对便宜的、高级的广告牌，

它们可以去美术馆漂白自己的名声。他们一般都会支持粉饰他

们声望的艺术；于是，他们美名远扬，同时他们的监督审查力量

也会增强 。

(Januszczak,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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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前文提到了入场费的引入所带来的非直接影响。本文想

说明的是，对商业原则的效忠非常容易导致博物馆和美术馆与彻底

商业化的企业，比如杜莎夫人蜡像馆(Madame Tussaud's)争夺消费

者。如果要赢得顾客的青眯，需要不断地寻找具有异国情调的、非凡

的、能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展品；于是大势所趋，＂娱乐秀＂挺进到主要

放置艺术珍品和历史遗迹的场所。当然，还存在一个区分开放展品

和使艺术和文化作品琐细化的灰色地带，但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两

者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他们已看出矛盾的景观 商业博物馆

的繁荣昌盛与政府资助的博物馆江河日下形成鲜明对比。
当把商业化的博物馆视作是“休闲产业”的表现时，这种矛盾便

容易理解。“博物馆”洋溢着迪斯尼风格和不假思索、不具挑战性的

怀旧情调 (nostalgia) 精心设计的音响效果、吸引眼球的风景、吸

引物(attraction) 的快速改变、视频游戏、机器人、再创造的气味和符

号 ，还有最重要的是“参与“其间的消费者，他们付费＂享受＂、从中找

乐。罗伯特·休森(1987)认为所有这些 从蓬勃发展的商业化的

向公众开放的宏伟房屋建筑到各类主题公园，比如诺丁汉(Notting­

ham) 的“罗宾汉的传说“(Tales of Robin Hood) 都显示出了“遗

产工业”的优势地位。”遗产工业“扬言要支配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领

域（并且极大地延伸该领域），向观众展示一个安逸舒适且神秘的“昔

日英格兰的浓情蜜意”。

政府信息服务

我们往往误解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知识大部分都来自 于那些在大

学各系科中工作的学术研究者们，他们开展实地调查，并且公布调查

结果。实际上，我们获得作为一个社会的我们 自身的知识一关于

家庭、学校教育、工作和闲暇的知识 绝大多数来自于政府信息服

务(Bulmer, 1980) 。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是通过一些二手来源，比如

报纸和电视（甚至偶尔通过那些依赖千官方统计数据的学术著作）来

获得大部分信息，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些信息来自政府机构。

这是因为政府是能够系统地和 日常地搜集和处理任何信息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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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从离婚模式到婴儿发病率，从职业转换到犯罪趋势；因为这

令人生畏的任务需要大量的金钱，同样重要的是还需要一个合乎宪

法的政府合法性。例如，只要想想通过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所获得

的详尽而个人化的信息，你不得不叹服这个说法。此外，政府还是能够

收集与一些敏感问题关联的信息的唯一机构，比如移民模式、收入和财

富的分布等，所以它作为一个重要信息来源的重要性是尤为显著的。

如果把政府视为向我们提供信息的主要机构，那么就会产生这

样一种特别的需求，即此类信息必须可靠。政府向我们提供的信息

有助于我们了解自身－我们如何发生变化、健康模式如何分布、家

庭如何组织、房屋是如何装备的等等。如果政府政策要达到有效，更

重要的是，如果公民们要具备评价能力并且有意义地参与社会生活，

那么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要相信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如果我们不

能相信那些告诉我们预期寿命、出生率以及出生率的地区差异的人

口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如果我们不能相信教育趋势的数据，这些教育

趋势包括识字水平、普通初级中学毕业文凭(GCSE, General Certifi­

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在不同学校、地区、课堂规模上的不同

通过率；如果我们不能相信失业率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 想象一下，

会是什么结果呢？

由此而论，政府信息服务与公共领域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如

果缺乏可靠的知识基础仇合乎逻辑的讨论，更不用说理性辩论，简直

匪夷所思。实际上，如果缺乏充分的统计信息，很难去想象一种有意

义的政治，一种超出了交换各种口号的政治。正因为这样或那样的

原因，贯穿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人们已达成一致的理念—一无论

怎样复杂的政治商议(political deliberation) ，必要前提是政府应该生

产准确的、系统搜集的信息。正如前任保守党内阁大臣艾恩·吉尔

默(Ian Gilmour) 爵士所说，长期以来所持有的理念和实践是“统计的

精准应该超越于政治的权术”(cited in Lawson, 1989) 。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那些搜集和发布这些信息的政府统计学家们

0 英国关键的组织是国际统计办公室，作为中央统计办公室与人口办公室的巨无

霸， 1996 年其进行了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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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的公共服务伦理，即强调应该谨慎而无偏见地搜集和分析信

息。也就是说，统计学家们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并且衷心地效忠

此专业价值：精确性、谨慎的方法论实践、客观性以及坚决拒绝扭曲

或者隐瞒证据 (Phillips, 1991) 。尤为重要的是“事实的管理者们“

(Phillips, 1988)必须让他们的守护职责超越政治党派性、政治压力

以及对利润的追逐 。 他们还要以身作则，迅速而无条件地向公共领

域(public domain) 发布他们所负责的信息 。 克劳斯·莫瑟 (Claus

Moser) 爵士(1980) 曾担任过政府统计服务方面的负责人，他在皇家

统计学会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发表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经典

的公共服务哲学：

政府统计学家掌握了大量的国家信息，他有责任为了整个

社会的利益而发布此类信息……由政府搜集的信息必须为人所

用，并且提供必要的信息来源指南，这些信息不应因为一些秘密

约束而被阻止向公众开放……这些不是一些边缘职责，而应被

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 。 不同用户群不仅对这些受到公共资助而

收集和提供的信息拥有“权利”；而且，一个民主社会和开放政府

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信息必须广泛地流通并如人们所愿，且为

人所用。

(Moser, 1980, p. 4) 

最后，信息的传播因作为一项核心的公共服务，长期以来都获得

了大量的补助一—实际上它通常是完全独立千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

的一—以保证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公众都能够支付信息公开出版物

的费用。英国著名的出版署(the Stationery Office , TSO，从前是皇

家出版署[Her Majesty 's Stationery Office , HMSO]）作为显著范

例，就直接受到议会资助，它会出版一份简报以广泛发布政府信息。

皇家出版署成立于 1786 年，在公开发布关千议会辩论、报告和立法

的信息方面，闻名遐迩。直到最近，如果 TSO 认为“一份文件｀符合

公共利益＇，那么这就是出版它的充分理由 “(Butcher, 1983, p. 17) 。

虽然大家对由什么构成“公共利益“ 尚存争议，但在此重要的是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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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项信息被同意向公众发布号那么就应假定它值得获得支持，需此

信息者就可以不受到严重的经济限制地使用信息。

在此，并不是说政府统计服务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公共领域，

而是如此服务具有任何有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比如统计上

的公正、公共服务以及公众对政府信息的方便使用等原则都巩固了

政府统计服务的支持性角色。但目前有两种趋势削弱了政府信息服

务的上述功能，其延伸影响剥夺了公共领域本身。首先是信息的商

品化趋势；另外就是政府—－更一般地说是政客们－~干预统计数

据的倾向，从而危及服务的诚实性，由此导致“知识的政治化”(politi一

cisation of knowledge, Phillips, 1989) 。本来统计数据长期以来都不

曾作为政治论战的对象，不过，今非昔比，过去被各种政治（和其他）

观点所信赖的信息数据，如今因“知识的政治化“流风所及而不可避

免地令人怀疑信息的可靠性和公正性。

转变的踪迹，首先可追溯至 1980 年，德雷克·雷纳 (Derek

Rayner) 爵士 (1981) 向首相提出政府统计服务的报告所带来的灾难

性后果。雷纳支待削减政府信息的成本（使服务和人员成本降低了

25%），并且通过信息服务来收取商业费用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从

而转嫁了公共服务的负担。雷纳的建议是：“支持统计发布的津贴

必须迅速削减＂，对商业机构信息服务需要“商业性地收费”，并且，

“应该开发出能使公众……获取政府数据的弹性便利的方式……提

供这些设施所需的成本必须通过享用服务的个人收取适当的费用来

支付”(Privy Council Office, 1981, Annex 2) 。与此相一致，英国决

定皇家出版署成为一个“贸易基金”(trading fund) ，而不再专门为议

会服务的决定，此一改变促使皇家出版署的宗旨更加以市场为导向

(Levitas, 1996) 。

上述以市场原则考量信息的举措，其造成的结果是政府资助的

削减以及向公众信息服务成本的迅速增加。正如伯纳德·本雅明

(Bernard Benjamin, 1988) 简明指出的，”一个普遍的指责是……政府

希望出版品尽可能少，但售价尽可能贵”(p.2) 。或许，最著名的一次

政府削减案例，即政府在运作了 26 年之后，千 1997 年终止了每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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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虽然该调查

访问 10 000 个住户，涉及从避孕到儿童照料的非常广泛的问题，提供

了许多关于英国社会生活的资料，但因费用问题不得不把调查束之

高阁。在那些持续公开发布统计数据的部门，政府资料的成本增长

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趋势，即

内阁部门开始向以前免费传播的信息收费。对千许多公民来说，不

言而喻，获取信息的难度增大。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统计数据的市场化趋势并非千篇一律，它

会随着政治决定的变化而改变。倘若一个人拥有一台能够接上互联

网的个人电脑，那么对于他来说，通过电子途径获取政府信息便捷快

速，例如 www. statistics. gov. uk 就是一个获取官方信息的非常方便

的入口。近期，许多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促进统计数据的电

子可获取性，从而免费开放了大量的数据。所以《社会趋势 35 周年 》

(Social Trends 35,March 2005) 在网上免费发表，虽然它的一份硬

拷贝本需要 41 英镑。同样，这份摘要包括大蜇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统

计数据，其过期刊物也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社会趋势 35 周年》提

供关键信息的服务，信息领域宽泛，从老龄化的人口，到普通从业者

的家庭访问、同居率、度假者们的目的地。上述信息服务是民众辩论

的无价辅助，对千大部分公民来说，这些出版物的硬拷贝本价格昂贵

无比，令人望而却步，但电子化途径方便民众稍微点击就可以索

取一—这是自 1992 以来一些跨越了党派界限的政治家们支持“电子

政府”政策的直接结果。可以确定的是，用户需要一个网络连接以获

取信息，不容否认，一些较穷的社会成员没有电脑。但是，公共图书

馆为那些缺乏技术的人提供了终端，并且如果公民们希望寻找更多

的生活信息，他们可以在图书馆中获得专业帮助 。 硬拷贝 本的价格

高涨，但政府统计（和更多）信息的电子可获取性是近几年来一个未

被赞颂的成功故事 。

虽然政府信息服务的商业化备受谴责 ，但第二个趋势 政府

以一种危及信息诚实性的方式干预信息一—却在近年来造成了许多

令人沮丧的结果。 我们可以说这是对公共领域的攻击，因为一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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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不轨的部门操纵甚至是生产扭曲的信息以实现其自身目的。所

以，如今统计数据已丧失公正性，堕落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对公共领

域的重创，没有比这更深远的了。

《编造事实》 (Lawson, 1989) 的作者断言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

代，撒切尔政府干涉政府信息服务，波及整个信息服务系统的腐败。

该书阐述第四频道的纪录片掌握了政府统计数据生产的三个阶

段一—委托、编撰和出版，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政治操纵的介入。新闻

记者梅兰妮·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 揭露弊案，用功甚勤，她推

论说“敏感性统计信息如今已经被操纵和滥用，这几乎是例行公事”

(Phillips, 1990) 。就政府对官方信息干预的批评超出了撒切尔时

代，一直持续，并包括 1997 年以来的布莱尔时代。因此，在 2004 年

至 2005 年间，涌现出了许多对移民数据准确性的怀疑、关于未被检

查的“避难者们＂的流言、对英国的非法移民数量的胡乱猜测以及对

波兰加入欧盟时波兰移民的预计数量的困惑等等。毋庸赘言，就政

客们为了自身利益而掩盖真相的批评声浪，此起彼伏。

一些非正式的证据显示了公众对于官方统计数据可靠性的怀

疑，由此，但凡政府信息，民众几乎不予信任。一些小报和民粹主义

媒体以政治干预的例子为由，培养了质疑政府信息的风气，伪装深入

洞察力的陈词滥调充斥报纸媒介 如“你不能相信他们所说的任

何话”,“存在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上述司空见惯的辞令

拒绝接受任何试图展示量化证据的尝试，更不用说要与收集紧要问

题比如收入分布、就业以及移民模式的信息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真正

困难作斗争了。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造成了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的

衰竭，并严重地威胁到了公共辩论的品质 (Levitas and Guy, 1996) 。

如果把国家统计局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ONS)看作对英国

的统计数据负责的机构，担当政府臂膀的关键部门，那么民主本身的

核心环节已经遭受破坏。

信息管理

讨论到此，我们已经涉猎了更加广泛的信息管理领域。对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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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公共服务功能的攻击，不仅侵蚀了公共领域的核心，而且信息

“包装＂的遍地开花也损害了公共领域。在此，我们需要开始考虑“政

治化妆师”(spin doctor) 、“媒体顾问”、“图像管理”以及当代政治事

务中一些相关活动的粉墨登场。与此相关的是＂劝服”人们的手段的

爆炸性增长，这在政治活动中非常明显，不过也深入地扩展至消费领

域。此外，＂娱乐”产业大规模蒸蒸日上，不仅是提供娱乐的方式增

多，而且“娱乐“精神扩散到一些以前排斥它的领域，如赫伯特·席勒

的不屑之语 “垃圾信息“过度饱和了。在此，我们讨论的主题不

外乎现代社会信息海量般增长，但其价值令人怀疑。让我们稍微深

人论述此看法的几个维度。

20 世纪的非凡特征（尤其是战后）乃劝服手段以及劝服的目的

意识如雨后春笋般充分扩展，所谓的“信息管理”实际上是一个自由

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特征。如同霍华德·裘伯(Howard Tum­

her, 1993b)所观察到的：

信息管理……对于现代政府的行政黏合性十分重要。 在政

府试图操纵公共舆论以及维持社会控制的尝试中，对传播以及

信息的依赖对它来说至关重要。

(Tumber, 1993b, p. 37) 

劝服在 20 世纪初的几十年已深深扎根，那个时候，一大批思想

家 其中最杰出的有政治学家如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

well, 1934汃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922) ，以及最重要

的现代公共关系的创始人爱德华·伯纳斯(Edward Bernays, 1955) 

认识到民主的发展加上向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决定性转变促使

了＂缔造共识”(Bernays, 1952) 的产生和发展。

“宣传”(propaganda) 发展的文献浩如烟海，其随后低调处理为

“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 ，之后又被软化为＂劝服”(persuasion) 。

在此，我们无需详细阐述(Robins and Webster, 1999) 。只要勾勒 20

世纪的几件大事就可以一斑窥全豹 。 显然，对于那些 20 世纪早期的

思想家们来说，控制机制对于协调一个多样化的、拥有选举权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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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必要。李普曼认为这意味着“在个体公民与他所处的广大环境

之间放置某种形式的专家需求“(Lippmann, 1922, p.378) 。这些专

家就是现代的宣传家和信息专家，在他们手中“劝服成为一种自觉的

艺术以及平民政府的日常机构”(1922, p, 248) 。需要指出——在拉

斯维尔、李普曼和伯纳斯眼中，信息管理是一种必要的和积极的力

量： ＂宣传是一定要坚持的；在危机时期以及为了采取一些大规模的

｀常规＇运作 ('normal'operations) ，现代世界尤其依赖宣传去协调那

些原子化的组成部分“(Lasswell, 1934, p.234) 。

在此，宣传无疑是一种系统化的和自觉的信息管理，是自由主义

民主的先决条件，其涉及传播一些特殊的讯息以及对信息进行限制，

并包括了对信息进行审查。在此，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促使我

对历史环境进行了粗略的勾画－哈贝马斯认为“信息管理”的发展

显示了公共领域的衰落（虽然民主进程依旧证实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在一个开放的舞台上为他们的行动争取合法性的需求，这有助于维

持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宣传、劝服以及公共舆论管理的推广

的确证实了从一种受到告知的理性公众的理想，转型到接受公共关

系技术员们所制造的信息以及所操纵的公共舆论。就此而言，哈贝

马斯简直明察秋毫。现在，我们往往认为宣传和劝服是理性辩论的

敌人以及阻碍公共推理的力量。但是，早期的一些评论家们却坚信

如果缺乏”了解事实的专家”、“思路明晰的专家“以及“了解各种利益

的专家“，社会将“不能明智地运作“(Lasswell, 1941, p. 63) 。如同

爱德华·伯纳斯(1952)所声称的，“公共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个

体、团体和机构对生活的调整对所有人的福利而言都意义重大”(p. 3) 。

现今尤为反讽的是信息管理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其密度与复杂

性令人昨舌，但是却有许多人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如今公共专家

和广告人多如牛毛，指导政治家们或商业领袖们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开办广告学的学位性课程以及相关项目，但他们却佯装崇高，堂而皇

之宣称其重心是“改善传播"、“确保他们的客户们的讯息被理解“以

及“教授对任何发达经济都至关重要的传播技能”。大家往往忽略了

上述活动的潜在假设，或者至少是没有充分陈述他们的用意，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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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竭力生产一种能够说服受众产生某种行动（或者在某些情况下

不产生行动）的信息，以推进那些为了此项服务而向他们支付费用者

的利益，即通过更好地控制人们的信息环境而操控民众。

虽然信息管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形，但在近几十年来，其

发展和扩张的速度令人刮目相看。例如，想想广告业，从 1945 年以

来迅猛扩张，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其触角延伸到从企业形

象、赞助、公共关系，到直邮推广等若于新领域。与此相一致的，是

＂垃圾邮件”（标志海量般额外信息品质的强烈信号）和模糊广告和报

道边界的免费地方性”报纸＂的芘壮增长。与此同时，这种增长为从

业者们酝酿了一种新的专业主义，熏陶了他们对“商业活动”的精准

把握，从精细的市场研究，到计算机化的分析，再到“目标”受众的计

算，样样如此。

同时还有游说力量的崛起证明日益增强的操纵意见趋势，已深

深地渗透进政治领域。游说力量的影响已经穿透了 Whitehall 宾馆

面扩大到它的支付者们身上，在此，我指的并不是新闻界的游说，即

把它们的名字放置到某个位置，与此记者们可以在那个位置捕捉到

那些正在离开众议院的议员们；我指的是以影响政治进程本身为目

标的一些群体一通常是企业。该项策略的核心要素是那些利益相

关者们雇用一些老谋深算的议员 ( Raphael, 1990) 。

笔者会回到对政治事务的讨论，但在此，我希望能引起大家关注

商业利益对信息环境造成的影响 。 尤其需要提到两个方面：首先，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政治学家们意识到了通过精细的信息操

纵去控制民主过程的需要；与此相应的是，此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的

企业也意识到公共舆论将可能会日益影响商业事务。尤其是在美

国，”当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他们开始意识到控制那些它们无可

避免地生产出来的信息的重要性”(Tedlow, 1979, p. 15) 。流风所

及，企业宣传部门应运而生，其任务是确保公众获悉企业在劳工关

系、经济事务甚至是国际政治问题上的观点。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

爱德华·伯纳斯企业的良苦用心一“除了销售产品之外，企业还需

要首先向公众销售它们自身，向公众解释企业对整个经济制度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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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贡献”(Bernays, 1952, p. 101) 。

任何商业组织的成功，“最终都依赖于公众支待，因此，必然面临

操纵公众的共识问题，令民众支持计划项目 “(Bernays, 1952, p. 

159) ，由此就会产生一整套企业传播策略。在现代商业化企业中，对

舆论进行操纵是整个营销策略不可或缺的要素 。 为了达到这个目

标，像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罗杰. B. 史密斯 (Roger B. Smith) 就

澄清了他们的公共关系员工们的职责一“确保公众对企业的了解

反映了企业政策”(Smith, 1989, p. 19) 。 这是企业对赞助、标识设

计、企业形象投影、社论式广告、公共关系、对政治（以及其他）利益的

逄迎，甚至包括对教育项目（可以使企业接触年轻人的领域，可能与

一些关爱照料活动相联系）的介入等活动的前提。对企业的此类基

本关注同样在一些联合性的商业机构中体现了出来。在英国，最突

出者，如英国工业联合会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CBI), 

其成立于 1965 年，如今号称商业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声音，在任何一

个与“工业”状况有关的公共论坛中都有代表性话语权的一席之地 。

与此相关的现象，如培训企业的高级员工，以便的熏陶他们的媒

介素养，从而与媒体默契合作，并优化媒介再现的形象，如此之类的

活动频繁增多 。 对于一些大型企业来说，雇用一些专业的媒体从业

人员作为培训人员来对演讲者进行培训，提出关于上镜的适当着装

建议、使用内部（或基千咨询）的视频设备来练习采访等活动已是家

常便饭 。

此外，迈克尔·尤西姆 (Michael Useem, 1984) 证实了企业结构

中发生的变化一—强调企业及其领导者们的信息能力是管理企业的

重中之重。尤西姆论证资本主义在本世纪经历了从“家庭的”到“管

理的＂，再到“组织的“资本主义转变，他指的是如今不仅发达经济被

一些大型的非个人化企业所支配，而且这些企业的紧密合作空前绝

后。结果导致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在各大紧密联系的董事会之间，出

现了一个“内部圈子 “(inner circle) ，共享的“普遍化的企业观念意

识＂弥漫于他们的内部密室 (Useem, 1984, p. 5) 。此类意识取代了

个体企业的利益，尤西姆估计这是造成两种特别显著发展的原因。



248 

信息社会理论

首先是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从未停止过的“商业的政治动员”

(p. 150) 。各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其以一种更广泛的共识、更有效

地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例如，什么才是极高的税收水平，劳工运动

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阻碍了企业及其事业的立法等问题必然得到

企业回应。全面地说，“商业的政治动员”是现代商业的某种需要的

证明：他们不只是需要控制它们的内部事务，他们还需要控制对它

们自身造成影响的外部环境。商业游说一及其意见领袖、重要接

触、商业圆桌、持续的新闻发布以及简报的增长，对支持商业的政党

的频频示好，免费的企业智囊团以及对英国工业联合会的倾力襄助，

无不说明了企业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有增无减。

另一种发展与上述情况相关的，那就是商业领袖的个人资

质 传播技能日益成为选择商业领袖的标准。迈克尔·尤西姆

(1985)称之为“政治管理者”的上升特别强调了商业领袖们在一个复

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详细制定他们的路线以及从战略上思

考企业环境的能力，其中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是传播能力，即能够说

服外部人士（同时也经常包括内部人士）相信企业的政策和实践相当

公正。尤西姆认为此现象是“企业立场发生了一种普遍变化的最明

显信号，在这场变化中，公共事务功能走到了前台 “(1985, p. 24) 。

受益于能干的传播者们领衔时代潮流，上述特性芘壮成长、相互交

织、利益挂帅，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利益不可避免地对当代信息环境

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

商业对信息领域的介人的第二个特征，令我们重新关注它们更

主流的活动。另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发展深刻影响到现今的信

息环境。简言之，企业的发展使得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进入到工厂内

部）日益强调怎样更好地管理消费。正如《广告和销售》(Advertising

and Selling) 的某位投稿人所观察到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

的工厂的增长速度是我们人口增长速度的十倍……将来的趋势……

依赖于一种极大地增长的大众购买力“(Goode, 1926) 。对此做出回

应，企业资本主义试图通过调整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将自由市场

上存在着的不确定性降至最小 。 企业开始稳步转向大釐生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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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比如服装、香烟、家具、加工过的事物、肥皂和一一不久的

汽车，显然，企业必须告诉和说服民众相信他们可得到的商品和他们

的需求(Pope, 1983) 。这种创造消费者的迫切需求玉成广告成为营

销的一个尤为重要的要素 (Ewen, 1976) 。把广告看成是“商业信息

和劝服的一种有组织的系统”(Williams, 1980, p.179) ，有助千我们

理解“训练人们作为消费者去行动……从而促进他们适应充裕富足

的社会”(Potter, 1~54, p. 175) 。

就此而断言广告投资产生了直接的回报，似乎有些自以为是。

人们当然会解释他们所获得的信息 (Schudson, 1984) 。另外，无论

如何，广告都只是一种广阔的营销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营销策

略可能会包括信贷措施、折价交易以及对商品的包装和设计(Sloan,

1963) 。不过，广告的活力和原创性的确使商业活动对当代的符号环

境做出了贡献。

自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广告业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等级

上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以至千不可能忽视它对几乎所有商业

领域的入侵(Mattelart, 1991; Fox, 1984) 。如今，广告业已经是一

种全球性产业，被一些寡头垄断型企业所支配，比如 WPP 集团（包括

那些曾经独立的巨头奥美[Ogilvy & Mather~ 、 J. Walther Thomp­

son 和 Cordiant) 和扬罗必凯广告企业(Young & Rubicam) ，它已经
深深地渗透进消费文化。从广告牌、汗衫上的标识、电视连续剧插入

广告、主流的消费广告、企业促销广告、体育赞助，到许多大学教职

（菲亚特意大利语教授[ the Fiat Professor of Italian] 、阿斯达零售学

教授[ the Asda Chair of Retailing]），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现在身处

一种促销文化 (a promotional culture) 之中 (Wernick, 1991) 。在其

中，我们很难辨明广告止于何处，而公正无私的信息起源千何处。而

且，如前所述，这不仅仅是广告业本身的发展的间题，因为现代传播

媒体都严重依赖千广告，把它作为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使得广告

对当今大部分报纸和电视的信息内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Barnouw,

1978; McAllister, 1996) 。

最后，我们同样可以洞察到管理企业活动的广泛需求，提醒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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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思考广告理念如何从销售商品转变为销售整个企业。对品牌的日

常关注如今成为企业知识的组成部分－从阿迪达斯运动服到汇丰

银行使人放心的多文化形象 印证了这种趋势。老生常谈的信

息，无论其是否引人注目，银行们会”倾听”；石油业者们会“关注环

境”；国际性化学品企业是“英国最好的＂；或者保险企业“满足了我们

任何一个人的需要＂。我们可能对劝服不是那么警觉，但是当企业们

无论在什么时候向残疾儿童、地方唱诗班或者巡回演出提供资助时，

我们总能找到同样类型的形象。正如广告业的一位资深从业人员坦

率而言，劝服的唯一目的就是“对公司任何劝服的怀疑，民众可以善

意理解；而且在任何议题论争中，对公司都怀抱最好的假设“(Muir­

head, 1987, p. 86) 。当考虑广告的这一层次时，我们很容易理解企

业不遗余力操纵消费与企业试图涉足政治事务等当代世界的雄心抱

负一拍即合。

上面讨论的是企业在信息领域展示的一些主要维度。对于我来

说，似乎不可能去测量，但是通过观察不同的广告形式的发展，以及

公共关系和游说的扩张，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有各种利害关系的商

业信息对整体的符号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视屏幕频频闪现

的广告，媒体的广告软语；应新闻记者之邀请，英国工业联合会的领

袖对“工业”的前景展，免费向小学提供的“企业教育“资料；电视台单

刀直入采访人力资源主管；公关部做出某些“殷勤＂的慈善行为等等

举措无不打造利益宰制的信息环境。正因为信息交织着多重利益，

所以，公共领域都面临被剥夺的风险。此一力量是广阔信息环境的

腐蚀性力晕，因为它所拥有的经济权力赋予了不相称的优势，可以凌

驾千弱势群体之上。

有人认为理应限制企业打造信息以达成唯利是图的目的，因为

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于大众媒体，企业必须与媒体从业者们合作，而媒

体从业者们通常都有理由（职业新闻价值）去怀疑企业提供的宣传材

料和新闻稿，吸引记者的商业报道只是作秀而已，对整个商业世界却

毫无影响。

企业与媒体的渊源关系当然不容忽视，它造成了一些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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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运而生，而媒介却没有曝光商业机构炮制信息的过程。不过，尼

尔·波兹曼 (Neil Postman, 1986) 敏锐捕捉到另一造成高品质信息

普遍衰落的趋势。波兹曼关注的焦点是电视的娱乐元素在整个当代

文化中的扩散，随之而来的现场享受、动感音响、即时消遣、简单肤

浅、戏剧化等娱乐氛围弥漫于电视媒介。波兹曼认为这些娱乐价值

已经渗透进新闻报道、教育、政治，甚至是宗教领域，无处不在的“信

息娱乐“取代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由此看来，电视令广阔的信息环

境变得贫痔，因为它强调耸人听闻和奇闻软事，以快餐文化为核心的

信息内容充斥频道，如此经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一公正无私、严密

而理性的分析已荡然无存。所以，我们对跨国企业的日常运作其实

了解甚少，却可能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商人的风流韵事，或者理查

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 的怪僻了如指掌、知之甚多。

下一个章节将对信息管理在政治领域的发展做一个历史性回

顾。人们对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态，紧要讨论的是说公共领域遭遇了

“包装好的“信息的侵蚀，因为我们对耳闻目睹的信息疑虑重重时，政

治辩论有效性将会大打折扣。但是，信息的日常经营管理却是在政

治组织中高度发达(Franklin, 1994) 。

此一现象包含若干个重要的方面，其中之一是政治形象、议题和

事件的再现。前文已述政府对新闻公告和统计数据的明智控制，但

再现问题隐藏的权力运作之道却更加复杂、深刻。闻名遐迩的案例

是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在公关专家戈登·里斯

(Gordon Reece)和萨奇广告公司 (Saatchi &. Saatchi Advertising) 的

熏陶指导下，形象焕然一新 (Cockerell et al., 1984) ：她的发式得以

重新设计、她的声音得以重新塑造，而她的穿着也一改死板严厉的风

格，趋向于柔和色调的搭配。但是，英国引进的美国式政治技巧却更

加深谋远虑、技高一筹，如生产充满活力的“快报”式演讲以适合作为

晚间电视新闻的头条；精心选择上镜场所，如果可能，标识、广告语也

要派上用场，在景观的布置上要选择诱发同情好感的颜色 (sympa­

thy-inducing colour) 。同样，举行政治演讲也特别考究（为了回避对

立者的质疑，或者产生针锋相对的论战），既要选取政治立场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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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也要布置得体的演讲环境。所以，演讲是庆祝获得了同意的政

治纲领的集会，而不是致力千争论和说服的公共会议。虽然抱怨布

莱尔首相和布什总统控制媒体的人已忘却控制信息的历史，但托

尼·布莱尔(Tony Blair) 和乔治. w. 布什 (George W. Bush)继承

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一贯的信息

管理做派，他们对操控信息的驾轻就熟、运筹帷握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更一般来说（尤其是政治领导人），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往往被幕

后操纵 细心构造的背景，加上吸引眼球的冲突 (bunting) ，当然，

还有那“自动发声的“雷鸣般掌声响彻云霄 。 此外，政客们对极少数

的电视进行直接转播的场合也都不遗余力地渲染其宣传效果，此类

伎俩早已广为人知 。 也就是说，政客并不挂怀开放而诚实的辩论，仅

仅利用“直播的“采访去＂操纵“公共舆论。

当然，长期以来政客们都竭力优化自己的论点与形象。但是，

没有一位撒切尔夫人的前任……如此地重视且精心塑造自

己的形象。她把广告商和公关从业者带入了英国政治 ， 简直前

所未有。在媒介表现和新闻管理的美国技巧方面，她成为了

总统。

(Cockerell et al., 1984, p. 11)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信息管理在政治组织中明显地变得更加系

统化和持续化了(Harris, 1990, pp. 168—181) 。 托尼·布莱尔 1994

年对工党领袖职位的顺利继承以及他 1997 年、 2001 年和 2005 年的

选举胜利完全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脉相承一一打造光辉形象始终

都是优先考虑的问题(Rawnsley, 2000) 。

信息管理的另一个方面是惘吓，尤其是但不仅仅是电视组织容

易遭遇威胁。 20 世纪 80 年代的问题相当突出，如公众对 BBC 存在

着普遍敌意，因为它获得了政府的资助，还有一些保守党人认为 BBC

非我族类，不容信任；以及北爱尔兰的报道备受攻击等等 (Bolton,

1990) 。威胁之外，往往还伴随新闻检查，如此证据在过去几十年间

并不缺乏。如 1988 年，英国电视业被禁止报道爱尔兰新芬党 (S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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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n) 的活动；笨拙而可笑地尝试禁止出版军情五处(MI5 ，类似美国

联邦调查局 FBI 之类的机构）从前的雇员彼得·赖特(Peter Wright) 

的回忆录；BBC 的所有新闻和时事人员的任命都需要经由一位 BBC

广播大楼中秘密员 工 的新闻检查，此事后来被曝光 (Leigh and 

Lashmar) 。

信息管理的三个特征一—信息包装、威胁和审查一再加上政

府保密（这实际上是同一块硬币的反面），在危机情形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战争环境和恐怖主义活动就是说服力最强的案例，如英国自

从 20 世纪 70 年早期以来的北爱尔兰问题，还包括 1982 年的马岛

(Falklands) 战争、 1991 年和 2003 年的两次伊拉克战争、1999 年的科

索沃战争等。以上每次事件都显示出信息已经成为军事行动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此类信息供给国内的民众消费，因为

公共舆论对于战时努力的结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敌方“接触媒体相当有限（由于一些迫切的组织、伦理以及政

治原因）且军事目标就是胜利（而不是寻找真相）的情形下，扭曲和伪

装信息的机会不胜枚举，而且进行欺骗的原因也很容易为人所理解。

所以，政客们和军方同时把媒体看成战斗的手段，因此媒体必然担当

宣传的工具。此外，美国在越南战场失利，一些观点认为美国的战败

是由千一个未受到控制的新闻界和一些电视公司所为 (Elegant,

1981; Hallin, 1986) ，从此以后，权力机构有了更强的”为战争做计

划”的自觉性。所以，在马岛战争期间，军方开始限制记者深入前线，

并且为每一位记者配备了一位军事“看守者”(military "minder”) 以

确保他们的行为不“越轨＂；最近，这项制度已经落实到战时军事”特

派”记者的任命（让记者们同意审查制度）。

对信息的日常操纵也体现在持续良久的北爱尔兰冲突问题

(Curtis, 1984; Schlesinger, 1987)上，但只是在马岛战争之后，信息

管理才更加显著地组织化了 (Ministry of Defence, 1983, 1985) 。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吸取前车之鉴，一个高度有效的公共关系机器发

挥了功用。媒体对海湾战争的报道规模空前绝后，但内容报道则经

过消毒与过滤。媒体报道的框架完全围绕着盟军的意图和辞令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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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所以我们听到了许多“外科手术式”的空袭和“定点“轰炸，但罕有

人员伤亡的消息，媒介再现的海湾战争”儿乎是一场没有死亡的战

争”(Knightley, 1991, p. 5) 。在此，还不可忘记 1999 年春季的科索

沃战争中的“感知操纵”(perception management) ，尽管那场战争并

无战果。北约盟军内部过千分化，冲突持续时间甚长，许多记者根本

不信任军方信息。或许最重要的是，在塞尔维亚内部另有信息来源，

引人注目的是一些西方记者（有人估计在战区有 2 000 名记者），还有

为了反对宣传机器而从当事国家内部发出的一些电子邮件报道。尽

管如此，大部分报道依旧赞同西方价值观 。

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或是更为明显的 2003 年英美入侵伊拉克

的战争，军方及其政治领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操控媒体。但

要成功控制媒体也并非易事。许多其他的新闻来源以及大量的报

道，再加上便携的传播工具以及互联网连接，令军方确保其过滤后的

讯息传播困难重重(Tumber and Webster, 2006) 。不管军事计划如

何严密精确，当今要在最充满冲突地区的信息环境推进扭曲的信息

传播仍属不易。我们会在下一章中更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战争和叛乱的威胁并不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例外，反之这是它的

日常特征。正因为如此，为这个环境做准备是此时代的当务之急，在

做准备时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公共舆论，因为它对千任何冲突的

成败都至关重要。尽管通过有组织的系统来传播扭曲的信息目标很

难实现，但预谋导致的系统性扭曲的信息泛滥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样的信息传播不是为了提供知识，而是为了推进军方和政客们的

利益。于是，组织化地传播扭曲信息也成为信息管理的一种模式，其

与其他权力纠结作用，必然蚕食公共领域，从而窄化了公共讨论和辩

论的领域。

前文讨论了由政客、政府以及各种商业利益推动的信息管理的

必然扩张，再加诸于公共服务机构之上的多重压力，看起来我们似乎

有充分理由认同哈贝马斯的悲观主义 公共领域正在遭遇专业化

的”意见操纵”和商业主义的党派力量侵蚀 。 但就此而对公共领域式

微形成定论，恐怕也相当不妥，必然招惹若干批评。第一种异议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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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通过比较而得出公共领域衰落了的结论。如果我们比较的起

点是 19 世纪 80 年代，与 20 世纪 80 年相比，我们肯定会认为两个时

代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回顾从前的情境，但却只上溯至上一代或两

代，并由此做出推论认为 19 世纪晚期的公共领域在某些方面要优胜

于当代，显然此论站不住脚，甚至大家觉得这个结论实在稀奇古怪，

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人都被剥夺了公民权，绝大多数人甚至都缺乏识

字能力，以至于没有能力阅读（（泰晤士报》 (The Times) 和《早报 》 (the

Morning Post)上的报道。既然是这样，有人还会一本正经地秉持那

种论断 认为人们在信息上要比他们 19 世纪的祖先们遭受到更

多的剥夺吗？与此相反，我们无可争辩地说如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要更容易地进入公共领域—一例如，想想一个人可以多么便利

地通过广播热线参与辩论，或者是在电话会议中担任发起者角色，或

者是如今人们可以多么便利地从互联网上获得专业化的信息协助。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趋势。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信息领域的急

剧变化一知识的商品化、押击公共服务机构、强调劝服、以广告为

导向的媒体的增多及其地位的上升等等 总而言之，信息管理和

操纵的潜在可能性和实践蒸蒸 H 上。或许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种荒

谬的情形一如今打造假信息以及日常干涉信息的机会频繁增多

了一一以此而论，公共领域正在无可辩驳地走向衰落。但同时与此

相反的趋势也不少见，人们获得了空前丰富的途径和热望去参与一

个更加开放的公共领域 人们的教育水平迅速提升；人们所能获

得的信息来源的广度和深度使以往的任何时代都黯然失色；只要人

们愿意，那么他们在今天参与公共事务要比在昨天参与要容易得多。

布鲁斯·宾博 (Bruce Bimber, 2003) 有力地指出互联网已经极大地

降低了试图影响政治进程的竞选者们的进入成本。于是，现存的政

党力量受到削弱，而政治也在向熟悉网站设计以及热衷于变革的人

们开放。

另一种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以价值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理念。公共

领域乃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观念，所以，经

过比较之后，任何真实世界的情形都有缺失。那些反对公共领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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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基础的人会继续提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首先，历史上的真

实情形与哈贝马斯的描述不是一回事。似乎那些哀叹公共服务机构

衰落的人总觉得曾经存在公共服务的黄金时代，但实际历史上从未

有过这样一个时期！例如，许多人发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早期，BBC 在财政上得到保障，而且众望所归，但别忘记，此时的

BBC 却依然是一个非常排外的机构，非牛津剑桥毕业的节目制作人

难以在 BBC 工作，下层阶级的利益受到忽视，那些边缘地带和“普

通”人根本无法接收到电波 。 谁会渴望在公共服务的名义下回到这

个年代？其次，公共领域根本上就属于空中楼阁，因为它是一个乌托

邦。该批判意见认为与其以一种尤法实现以及从未实现过的标准来

衡量事物，远不如让目光回到现实。这种立足千现实的立场同样有

助千让我们知足常乐，而不是啋啋不休地抱怨公共服务的缺陷，只因

为用了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来衡量公共服务。

笔者试图以三种回应意见驳斥上述批评。 第一种回应坚称捍卫

公共服务的理想，并不是赞誉过往历史，甚或当代社会都是完美的黄

金时代。例如，我们不难发现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 BBC 缺乏

公共领域的要义 公正无私、可靠和理性。不过，我们是得公开承

认 BBC 的缺陷，但不能因此而对那个时代或其他时代的公关服务业

绩视而不见。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既看到现实公共领域的不足，又能

欣赏公共领域利好的平衡意识，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

BBC 成功地维持节目制作的质量，这些节目包括从一些叙事性作品

到新闻和时事节目的广泛的节目类型。而那时商业电视的有限目标

则是以最小的成本赢得最大量的受众，与 BBC 相比较而言，商业电

视的节目显得贫乏无聊(Pilkington, 1962) 。

第二种回应同样反对那些谴责公共领域理念不过是倡议我们回

到想象中的公共服务的黄金时代，目前必须敦促现今既存机构进行

迫在眉睫的改革。所以，提倡公共领域并非维护那种假设，即在受到

商业压力和冷漠政府的侵袭之前，社会安排一直都运行得很不错，于

是我们对社会安排全然接受而不加任何更改。相反，公共领域主张

对那些值得保留的机构进行改革，重申这些机构存在的原因 。 詹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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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伦(2002)便坚持要在媒体民主化的环境之中，捍卫 BBC。卡

伦认为以高的文化标准颂扬 BBC，如今往往缺乏公信力，但如果从日

渐看涨的公民参与来赞誉 BBC 的公共服务却有相当说服力。这种

维护要求 BBC 对广大公众担负重任，强调公民们在与公共福利有关

的问题上享有被告知权，并且在组织内部扩大成员的代表性，此论从

扩大民主立场出发，对公共领域做出的重新评价已有许多呼应。例

如，约翰·基恩 (John Keane, 1991) 就驳斥了任何主张回复到公共服

务广播时代的观点，要那样，就等千是完全接受政府资助、如同“全国

人民认为"、“英国的观点是＂之类的同质化术语的媒体复活，这对如

今全球化和差异化的世界而言，匪夷所思，因为早就有对由政府组织

广播电视媒介信息的普遍怀疑声浪。基恩 (1998) 的光辉在千以公民

社会的概念来强调对多元、复杂而充满活力的非政府性联抉协作的

需求及其重要性 。 值得僮憬的是“公共领域网络“(networks of pub­

lie spheres,Keane, 1991, p. xii) ，即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而聚集

在一起进行辩论、争论以及相互告知，而与此同时人们保持了他们的

自主权。无须惊讶，基恩或许看到了互联网、聊天室、电子公告板、数

字电视等的潜力，它们可以通过扩大公共领域的开放程度从而扩展

民主的领域。布拉姆勒(Blumler) 和科尔曼 (Coleman) (2001) 的论述

更加深入，他们主张建立一种“电子国会下院”(electronic com­

mons) ，以此满足高度多样化的公民们的信息需求 。 基恩并非反对

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本身，但他的确主张对公共领域进行扩展和重新

概念化，以便对变化中的环境应对自如。其实，集体主义的终结、重

申市场的地位，以及新技术所带来的机会等等知识讨论的熏陶了基

恩的立场，他是否在支持新媒体和市场上有些离谱有待讨论，但至少

他的言论，促使我们意识到公共服务机构在不同的时空中各有千秋。

有人可能会扩展这种形式的推论，且涵盖力量崛起的“文化研

究“流派的公共领域版本。就此而论，哈贝马斯过千严肃拘谨，以至

千不能认识到人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新的方式，从而可以驾轻就熟地

轻松谈论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情感、隐私以及感觉。关于公共领域

的讨论，的确倾向于严肃而重大的议题——诸如政治问题、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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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类似的令人振奋的精英主义问题，所有这些间题都被置于优先

地位。这些都是与思想有关的间题，那么心灵将被置于何处呢？对

于关心后者的人来说，那些戏剧性地表现日常人际关系的肥皂剧、拍

摄对象未意识到拍摄者存在的纪录片、通俗节目比如《老大哥 》、观众

参与性节目比如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主持的节目、谈话

式广播节目以及自制电视等等节目则可以倾听到普通民众的声音与

关切。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新媒体以及传播的更具参与性的

形式扩展了公共领域，甚至民主化了公共领域。吉姆·马奎根(Jim

McGuigan)对威尔士王妃黛安娜的葬礼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就是此一

言论的佐证，该葬礼是在 1997 年 8 月末黛安娜突然死亡之后举行，

有意与哈贝马斯严肃正式且认识深刻的观念相反，为了把“感情”置

于显要的地位，马奎根创造了“文化公共领域”(cultural public 

sphere)一词，并指出了人们可以在什么地方谈论”怎样生活”（话题

如婚姻、孩子、身体形象以及个人弱点等等）。由此，我们同样可以想

象到“文化公共领域＂的扩展。为了变革，我们应该越来越多地囊括

生活中那些被忽视了的领域。彼得·朗特(Peter Lunt) 和保罗·斯

坦纳 (Paul Stenner, 2005) 竟然赋予《杰瑞·斯普林格秀 》 (Jerry

Springer)之流的治疗性的、参与性的以及以冲突为中心的脱口秀节

目以“文化公共领域”的标志。

第三种回应驳斥那些认为公共领域乃乌托邦式的概念，因此应

该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反对此时此刻提出一种理想化的抽象概念，

结果肯定糟糕透顶，公共领域不是令人厌倦的非尘世的幻象。更严

重的是，“乌托邦”这个词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去排斥其

他思想。当然，如果我们欣然接受此论，也就意味着被迫接受现实，

会以实用主义去接受生存环境，因为人们已意识到对更美好世界的

梦想都会以噩梦而告终。

但是，笔者并不全然信服批评意见。多年以前，阿尔弗雷德·诺

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就已体认一一任

何具体的花朵都不能够呈现出所有的“红”色，但在现实中不能找到

所有红色，并不意味着“红“色应当被抛弃(Whitehead, 1925)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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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造成了影响，正如民主这个概念一样（虽然

民主在任何地方也不能找到完美的运行秩序） 。 怀特海创造了“抗

拒“一词来强调我们应当如何积极调适现状，而不是坐以待毙。公共

领域观念可能是个乌托邦，但它却如同红色的概念和民主的理想一

样真实。赞同这种乌托邦并不是要牢牢地锁定一成不变的被迫施行

之理想，而是要支持一种具有反抗性的、拒绝消极地接受事物现状的

乌托邦主义(Jacoby, 2005) 。 公共领域不应被抛弃，因为它从未在任

何地方完美地实现过。坚持公共领域的理想是“抗拒“信息社会（弊
端）的要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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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h. 1938) 是一个多世纪以

来英国向世界贡献的最望重士林的社会学家(Anderson, 19 90) 。 长

期以来，他的学术抱负不仅包括重塑社会理论，而且引领我们重新洞

察“现代性”(modernity) 轨迹的诠释 。 社会理论的诸多问题令当代

多少饱学之士望而生畏，但吉登斯高屋建领，迎刃而解那些社会学错

综复杂的理论思辨，论述惊世骇俗、想象丰富，以令人称羡 的概念化

和解释社会变迁的非凡能力游刃有余地应对各方针对自己的理论批

判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吉登斯通过对社会理论家们的详尽批

评而构筑形成吉氏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 。之后，他

转向了对“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ation)进行了更广泛的

分析。从 80 年代末期以来，吉登斯强调我们生存的世界充满“人为

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 ，他还以“反思性现代化”概

念直接阐释社会世界的变迁。正因为如此，作为“第三条道路”政治

理论("Third Way" Politics) 的创始者，他的影响力开始跨越学术圈

而享誉全球。“第三条道路“政治理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非常流

行，虽然必须强调他对新工党 (New Labour) 的智囊辅助基础扎根

于他长期的学术工作(Giddens and Pearson, 1998) ，但其影响力已不

限于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范畴。在本章中，笔者期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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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吉登斯的高见和探索路径，有助于我们豁然洞开地探究信息的要

义。下文非吉登斯思想的全面阐述，而是笔者在理解吉登斯著作的

基础之上，对信息趋势的阐释(Craib, 1992; Kaspersen, 2000) 。

吉登斯并没有（至少是没有直接地）对“信息社会”进行深入讨

论，他没有考虑过要讨论这个概念，主因是他怀疑信息社会的命题 。

他认为当今我们生活在“激进化现代性”(radicalised modernity) 的

时代，其以现代性本身长期拥有的属性的加速发展为标志心实际上 ，

他断言“虽然往往以为我们只是在现在……才步人了信息时代，但现

代社会一开始就是｀信息社会 '“(Giddens, 1987, p. 27) 。所以，吉登

斯的理论意在说明信息增强了的重要性是如此深深地扎根千历史之

中，虽然信息在现在具有尤为特殊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足以成为一种

制度突变(system break) （丹尼尔·贝尔构想的”后工业主义”之类）的

标志。换言之，在吉登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解释现代各种社会关

系的信息化路径，虽然他并不认为我们正在步入一种新的“信息社会” 。

理论遗产

吉登斯深受一些经典的社会理论家们的熏陶，最显著的是卡

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形同上述三位卓越

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目标也是去理解从 17 世纪中期以来发生的

一些变化，我们称此变化为“现代性”(modernity) 的出现。社会学的

起源和目的就是为了解释以工厂生产的发展、官僚化、城市化、科学

精神的发展以及考察自然的新方式为标志的“传统社会”的断裂

(break) ，我们称这种一整套的制度和态度上的变化为“现代性” 。

但吉登斯并没有重蹈“现代性“创立之父们的老路，他发现马克

思对现代性的解释(“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涂尔干式和韦伯式的万

能钥匙（“工业主义”和“理性化”)不足以充分说明社会变迁。原因并

非前人理论不适用，或者甚至过分简单化。我们需要承认是其他一

些因素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形成，而伟大的传统没有被充分地阐述或

者忽视了这些因素。吉登斯强调了被经典思想家们轻描淡写了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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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中两种互相联系的特征．即被强化的监控 (heightened surveil 

lance) 和暴力、战争以及民族国家(the nation state) 。

当然，吉登斯对前辈理论家们的观点也有所吸收，从而展开他的

理论批评。所以，米歇尔·福柯(M呻el Foucault) 就深刻影响了他

对监控发展的关注。同样，他也间或受到马克斯·韦伯的熏陶，在后

者的著作中 ，监控也是一个明显的主题(O'Neill, 1986 ) 。此外，吉登

斯(1985)确信”战争...…对变化的整个模式造成的影响是如此深远 ，

如果不系统地论述战争，就想寻求模式的诠释，简直荒唐可笑” (p.

244) ，我们不禁回想起 1 9 世纪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军国主义社会“(militaristic societies) 的讨论，以及一些

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neo-Machiavellians) 如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和加塔诺·莫斯卡 (Gaetano Mosca)讨论的主题，

他们关注权力、高压政治(coercion) 和武力 (force) 。

不过，吉登斯洞察到－~就现代世界诞生的所有解释之中，”资

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这主要相互竞争的解释令其他解释黯然失色，

此一论点颇有根据。吉登斯把福柯和斯宾塞的论点与一些主要的经

典理论遗产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赋予他的批评原创性奕奕生辉，正

因吉登斯不遗余力地试图澄清现代性等多种社会变迁的议题，他才

探索出了别有情致的视角去研究信息的起源、意义和发展。

组织、观察和控制

我们在讨论的开始需要先行一种观点，说来简单，但其实一点也

不简单！即我们生活的世界，比之过往，组织化(organised) 已空前绝

后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史无前例地被计划和安排。

我们不能够轻率地认为被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必然暗示个人

自由的式微 。 毫无疑问，过去时代的人类也深受环境的限制一饥

饿、大自然的不确定性、妇女被强迫多次怀孕、来自 统治者们的直接

压迫以及日常生存的压力与束缚。与这些沉重的钳制相比，大部分

现代社会的压迫简直不值得赘言 ，显得很微不足道。所以，强调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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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组织性特征并不是要让人想象某种卢梭式的 (Rou1'seau­

esque)“面对锁链的世界”(world before chains) 。

当今的生活被更加 B 常地和系统地管理，此前提并不意味着现

在我们的生活形同监狱。实际上，随着文本的深入讨论，读者将会一

目了然，我们自由度的增加，往往与组织化的扩展相关联，尽管并非

完全如此。但笔者需要重申目前我们论述的起点一现在的生活比

之过往，受到更加系统化的安排 3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拥有了克服

大自然加之千人类的种种钳制的现代能力。例如，当我们逐渐能很

卫生地清除人类的垃圾以及能提供大量的食品供应时，我们的生活

便开始脱离自然的支配，而转向由各种精细的社会机构来进行组织。

这些就是例子，人们选择的增多（可靠的卫生设施和充足的食物）是

伴随着组织结构的发展，实际上，前者以后者为前提。

只要稍想片刻，我们就能够想到庞大的现代组织的起源。例如，

想想学校系统，其组织成就不同凡响，成千上万的教师、从事辅助工

作的员工以及学生们在事先规定的时间里聚集起来，按部就班地完

成课业活动，各地区的这些活动存在差异，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大同

小异罢了，步调肯定一致，而且以保持数年不变的连续性来安排。再

想想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活动一购买食品，其背后令人惊异

的组织安排。当今的超级市场（典型地说，会储存几千种不同的产

品，许多产品都很容易腐烂，因此使零售商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要求供应商、生产商、加工商、运输系统以及消费者之间的日常协调，

与以往的时代相比，这种日常协调是一项引人注目的组织成就。

这个组织可能会极端复杂。例如，火车和汽车时刻表、供电产

业、电视节目、信用卡系统、有着大的销售市场的衣服的生产，甚至是

一些非常寻常的事物，比如我们大部分人会在早餐桌上吃的谷类食

品等等，那都需要多少必需的计划才可以有条不紊啊。我们很少去

思考操纵上述安排的抽象的、专门的系统 (Giddens, 1991) ；在极大

程度上，我们信任它们的可靠性。这两者都无关紧要，事实就是事

实现代生活被空前地社会组织化了。

现代生活的高度组织化导致人们为了组织生活，必须系统地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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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类及其活动的信息，这点很容易被忽视，本章正要以此为讨论的

主题。如果我们要组织社会生活，我们必须了解人们：他们会买什

么，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买；他们需要多少能量，在什么地方什么

时间需要这些能呈；某些特定群体的品位、生活方式和购买能力如

何。坦率地说，日常监控(routine surveillance)是有效的社会组织的

前提条件。所以，毋庸惊讶，我们很容易发现监视 (observe) 人们的

方式的扩展（从人口普查到收款台；从医疗记录到电话账单；从银行

账单到学校记录）。这种趋势与组织的增多齐头并进，而后者是现代

生活如此鲜明的特征。组织和监视犹如紧密相连的李生子，它们是

伴随着现代世界的发展而共同成长的。

生活变得日益组织化的特征是吉登斯”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理论的核心要素，在讨论“反思现代性”时，他明显地吸收

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的思想。吉登斯论断的中心是生活

日益变得非嵌入化(disembedded) ，他的意思是生活越来越不受到某

些固定的，或者说嵌入的社区（村庄、部落，宗教），或者是自然（季节、

地貌和土壤）的控制 。 在嵌入式环境中，人们做“他们必须做的事”,

因为，例如，人们无从逃避也无法挑战他们所居住的那个邻近社区的

信仰和风俗，或者因为自然具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必须为奶牛挤

奶，必须播种庄稼）。与此相反，如今人们可以越来越多地选择怎样

去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不管是选择具有亲密关系的伴

侣还是采用基因改造过的农作物。

这种发展造成的一个重要的必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拒绝接受

命运，也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论断：”事情应该这样做，因为一贯如

此＂。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

ciety) ，置身其中，凡事都容易受到质疑并且确实受到了质疑 。 例如，

想想人们如何选择朋友和娱乐，或者想想所有的道德原则如何遭遇

挑战，或者想想人们如何战胜“自然”的限制（如改造沙漠、治疗不孕

症、延缓衰老等）。这并非说人们无处不可以进行自由选择，而是人

们从各种限制我们的环境中做出选择。但核心问题却是一种被日益

广泛地接受的观点 我们的生活安排并非事先注定，而是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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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因此全由我们选择，举凡抵制自由选择理念的人就成为“原教旨主

义者”(fundamentalists) ，他们诉诸不被信任且确实经常受到质疑的信

条（如：“这是上帝的意志”,“孩子必须服从他们的父母“,“女人生来就

是为了侍奉男人的“,“科学证实……“,“只存在一种正确的宗教”)。

现代性问题是关乎人们在每个层面上都可做出更多选择的议

题，因此“强化的反思性”(heightened reflexivity) 成为必需。吉登斯

认为“强化的反思性”之意就是监控的增加（信息搜集），千是我们可

以仰赖信息增加，选择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类型。毕

竟，如果宗教如今越来越只是一种个人信仰的问题，那么人们便需要

关于其他宗教的信息 ，这是他们做出选择的必要条件。同样，如果越

来越多的人都希望选择一种吸引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必要条件就

是他们能获取到大量的关于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信息，相当重要

的是，唯如此，他们才可能会拒绝其他人可能希望他们去选择的那些

生活方式。人们只有在搜集到了关于实际情况和可能发生的情况的

信息时，选择才能行得通，所以，必须对社会安排实行监控。出于同

样的原因，“强化的自反性”要求具备向人们提供信息的手段，于是，

各种媒体便在当今社会扮演着核心角色。

如果“非嵌入“需要“强化的反思性”，同样对我们掌控未来产生

了重大影响。至关重要的是，对信息的搜集和分析允许我们以“风险

评估“(risk assessment)为基础来选择我们的未来 。 也就是说，现在，

我们观察环境，思考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然后评估某个特定的选择可

能带来的影响 。 例如，每个人在结婚之前都会仔细考虑对方的品质，

会了解离婚的风险。他们同样会意识到，如果他们从前离过婚，那么

婚姻失败的可能性将会增大。这并不是一个精确无误的过程，但显

然如此私人的决定牵涉到了风险评估。他们会仔细考虑迄今为止的

关系，他们也会从一些别的地方搜集信息。当政府或公司采取某项

环境、交通或者农业政策时，同样的原则会在此生效 监控和信息

搜集、反思基千风险评估做出决定。

按照此一方式去生活也会带来许多焦虑和不确定性，从而身处

矛盾之中，与我们的祖先们相比，现在的我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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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却更不确定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行动，而我

们的祖先们只是“做他们所必须做的事”而已，以传统的方式抚养孩

子；履行必须完成的任务；死亡是“自然发生的现象”。而现在，父母

们往往会担心怎样去处理与子女们的关系，完成工作的其他途径也

司空见惯，药物、食物疗法和运动疗法用以对抗死亡。 ”后传统社会”

的生活矛盾忡忡，稍过片刻我们便会讨论这些问题，但现在我们需要

强调的是，由于人类既质疑一切传统，又渴求控制现代生活从商业、政

治到个人的各层面，所以，这个世界对信息有一种无法满足的需求。

现代性的矛盾

广为人知的是大部分评论家忧心忡忡，他们对监控的扩张并不

乐观。例如，马克斯·韦伯(1930)对官僚制度之不可避免性的唾弃，

并没有舒缓他对充满”专家而无灵魂，肉欲横流而无爱心 ( sensual­

ists)”的世界前景的忧郁与挂怀；更没有淡化他对伴随着理性合法组

织(rational-legal organisation) 的“铁笼“(iron cage) 而来的 “机械式

僵化”(mechanized petrification) 的厌恶 (pp. 181~182) 。鉴千这种

观点是如此盛行一一奥维尔式的社会图景(“老大哥正在监视着你

呢！”），我们同样可以对现代性的矛盾做出评论。首先，区分“各化”

(indi vid ua tion) 和“个性化”(individuality)这两个词甚有裨益 。 前者

指每个人为人所了解的情况，因此就是每个人的独特记录-例如，

名字、生日、住所、工作经历、教育程度以及偏爱的生活方式。许多评

论家认为个性化遭受到了日益增多的社会组织的威胁。本来，个性

化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做自己想做的事，对自己的生活具

有控制能力，看起来个体与日益侵人个人生活的组织相抵触，而与机

构信息搜集的冲动相冲突 。

“各化”和“个性化”往往相提并论，＂各化”的程度正在确定无疑

地增强 ，这意味着“个性化”程度的削弱。 无可否认的是，现在“各化”

要求人们被监控，但是那些证明个人的工资、居住环境等诸如此类记

录的发展实际上却是增强他们个性化的必要条件，因为这种发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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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千人们被当作独特的个体来看待，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权利 ， 如果没

有此类权利，他们将会因为他们的能力所限而安分守己 。 如果我们

要尊重和维护社会成员们的个性化，那么一个必要条件便是我们要

很好地了解他们。例如，如果我们每个人将作为一个个体去投票，那

么至少我们首先应该通过名字、年龄和住址而得以被识别。同样，如

果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认为社会成员们的住房供应以及物资供应应

该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而实现他们的个性化，换句话说，如果入们感到

寒冷、孤独，并生活在赤贫状态中，这肯定会妨碍他们的个性化，那么

满足这些需求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识别每个个人并且详细精确地描述

他们的生活环境。

与那种认为必须搜集信息以使人们获得权利的观点相比，这种

观点更深入。例如，很明显，在许多领域对个人的监控是复杂组织得

以运作的基础，这些组织通过它们所提供的服务能够增强消费者的

个性化。例如，电话网络识别了每一位用户，并且收集了用户的详细

信息（所有用户都有一个特定的电话号码，每次通话的目的地和时间

都会被自动记录下来）。电信网络就是以此信息为基础而构建且渗

透进了发达社会的大部分家庭，继而覆盖全球。对于拥有电话的人

来说这些组织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Mulgan, 1991) 。 电话按

钮帮助人们维待朋友、家庭以及职业关系，此类关系能够促使人们感

受到自我和个性化的存在。银行网络的建立与此雷同。如今许多人

都拥有各种类型的信用卡，人们所进行的每一项交易都会记录在案，

由此可以描绘出个人的消费模式。但是，如果说复杂的银行网络是

基于对个人的购买和支付行为实施日常监控来运作，那么这些过程

将会增进参与者的个性化，由此导致的信贷和日常交易唾手可得。

凭借信用卡，人们自如地预订宾馆、租赁车辆，甚至是去旅行，都不用

担忧现金偷窃问题，或者担心携带很多外汇而不安全。所以，将心比

心，任何有过如此经历的人都会同意上述观点。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信息收集的广泛增多等同于个性化

的削弱，但我们需要论述另一个矛盾一一就是说，我们已从过往互为

芳邻的世界步入形同陌路的世界 。 在此，我们捕捉到 了社会科学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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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主题一—从社区(community，往往体现为以人际互动和以村庄

为中心的前工业主义生活形态，人们彼此熟悉）到联合群体(associa­

tions) 的转变，此时，人们互不相识，而是通过特定的途径把人们联络

在一起，比如汽车售票员、商店售货员、书报摊贩等等（城市导向的现

代生活）。自从齐美尔(Simmel) 的社会学分析问世，我们就已体认到

从一个紧密的社区转型到陌生人的世界，多么令人无所适从，当然人

们的身心也爽然解放。城市生活可能零碎化，而非各化，但与此同

时，人们也幸免于村庄生活的约束。换一种方式说，在人们从村庄生

活转向城镇生活之后，邻居对个人的监视就会减少，与之相伴随，社

区对个人的控制力逐步削弱。一个人从乡村生活转向城市工业生活

(urban-industrial life)之后，他便不会受到地方闲言碎语的困扰，或

是在场碰面交流的打搅，可以逃离好事邻居的查户口式的盘查。出

于同样的原因，在城市中，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选择自由，过一种他

们所喜欢的私人生活，按照个人意愿与人交往，沉溺千一种富有异国

情调的生活而不用担心受到谴责，个体可以随心保持匿名的生活

方式。

这里存在的矛盾是，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社会比基于社区的生活

模式要更社会性地组织化，不过，城市社会为了运行有序，必须搜集

极为详尽的公众信息。并且从最核心的方面来说，当代机构搜集到

的信息要比在前工业社会中搜集到的任何信息都要更详细、更富有

内涵、更各化。在前工业社会中，谈话和记忆是搜集和储存信息的主

要方式；而现在，搜集和储存信息的手段多种多样，诸如计算机化的

记录和书面记录、兼容的数据库，甚至包括用电和银行服务行为的日

常＂测量”等等，并且信息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会累积。任何怀疑这些

信息的准确性和价值的人，不妨想想几个月的银行或信用卡账目所

记录的生活痕迹，例如他们在何时何地购买何物？或是他们去了哪

儿，他们赚了多少，他们是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吃了什么以及他们

饮食的规律如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Burnham, 1983, pp. 20~48) 。

联合群体的非个人化生活甚至比邻里世界要搜集更多的个人信

息。在城市中我们或许可以轻易地摆脱家庭和朋友们的过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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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几乎不能逃避税收部门、医疗服务机构或者地方性权力机构

的监视 。 当然如今发生的大部分监控行为都是匿名的，笔者之意就

是说明那些机构搜集到了大昼的关于人们生活的信息一一包括购物

偏好、性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忠诚等等，这些信息异常私密，绝对

不会泄露提供资料者的情况，更不会指明资料代表的具体对象 。 如

此生活境遇，不难想象，如今人们遭受最严密的监视，其程度是如此

之强以至千虽然他们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但他们的私人生活却比以

往任何一代人的私人生活都要更为人所知，即使是与那些生活在一

个修道院中的人们相比依然如此。例如，现在我们能大量地了解到

·人们的性事、渴求以及秘密的愿望以及他们在某个时间段的政治倾

向 。 所有这些信息截然划分了当代社会与前工业主义，在前工业主

义社会并不存在搜集此类信息的机制 。 搜集到的相关自身与他人的

信息，会左右我们每个人的感知，甚至行为，但并没有人能够识别出

原始数据就是从哪些个体搜集而来 。

尽管如此，搜集到的各类信息对千现代组织（政党、零售公司、家

庭计划者）的运作通常至关重要。而且，它反过来对其他个体来说通

常也有所助益（尤其是通过媒体机构或者教育机构） 。当人们更了解

其他人及其愿望时，也就知已知彼，对他们生活中的行为做出有准备

的选择（例如：关千某个特定时期在社会中存在着的多种生活方式、

不同的性取向、不同的儿童抚养方式）。我们再次面临着一种矛盾的

处境：如果越多地了解人们，那么每个个体便可获得更多的机会通

过做出自由的”选择”而增强他们的“个性化”。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同样要谨记上述观察，因为在开始考察监

控的发展时，很容易采取一种摩尼教 (Manichean) 的立场 (Lyon,

2001) 。也就是说，更多的监视看起来会无可避免地侵犯个体的自

由，正如更大的组织看起来必定会削弱个体的自主权一样。因此，如

此听风就是雨的判断一多么可怕！这实在过度简单化了。着手本

章考虑的中心问题一分析国家在组织和监视中扮演的角色之始，

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也是另一个要谨防做出冲动

判断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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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暴力和监控

在帮助我们去理解监控和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迅猛扩张的所有

分析中，或许最重要的是吉登斯对国家扮演的角色的特别关注。笔

者会详细阐述吉氏的业绩 ， 但是在这之前我希望特别陈述一种观

点－在大部分情况下，当我们提到“籵会“(society) 时，我们实际上

言说的是“民族国家“，英雄所见略同，吉登斯屡次涉猎此论点 。 所

以，当我们在研究“现代社会”时，我们通常在研究“现代英国“（如果

我们是英国人）；当我们在比较不同的“社会”时，我们一般都在比较

不同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虽然在很多情况下 ，把“社

会”等同于“民族国家”也不为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个术语并非

同义。民族国家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类型，它只是在最近才在世界历

史中出现。

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诞生于 17 世纪晚期和 18 世纪，虽然如我们

所知，它处于建造世界的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中心 (Gell ­

ner, 1983) ，但是它应只是作为一种人为产物来研究。民族国家不是

“社会“，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它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在

此我们扼要地介绍一下吉登斯论述的一个中心主题－他声称民族

国家是一个有边界的区域 领土 政治权力正是施加千这片领

土之上，而信息在民族国家中从一开始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

从一开始，民族国家就是“信息社会“，因为它们至少必须了解它们的

成员（并且必须知道哪些人不是它们的成员）。吉登斯相信民族国家

必须同时持续拥有＂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 （规划和管

理）和“权威性资源 ”(authoritative resources) （权力和控制），并且，

虽然这两种资源在现代国家会趋向千集中，但两者的前提条件都是

有效的监控 。 由此：

所以，现代社会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信息社会” 。 从最

基本的意义上说所有的国家都是“信息社会“，因为国家权力的

生产要求自发地搜集、存储和控制信息，以应用于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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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民族国家中，因为它行政一体化的程度特别高，导致搜

集、存储和控制信息的程度也达到空前高度。

(Giddens, 1985, p. 178) 

我们在此提出的论点是，如果我们要寻觅信息对千社会运作举

足轻重的“信息社会＂，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民族国家，因为随着民族国

家在某些疆界之内建立了领土和主权，其对 H 常和系统监控的需求

就可以洞察到我们讨论的议题。

但是这种阐述太抽象了。我们需要更详细地阐述一民族国家

对信息的搜集和存储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依赖。由此，我们可以意

识到最近发生的信息发展的一些特殊形式。为说清楚上述议题，我

们非常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描述民族国家的某些主要特征。

首先，现代世界乃由民族国家构成。这并不是要低估如今已被

广泛了解的全球化过程（吉登斯非常多地关注了这个过程）。我在第

四章讨论了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但在此强调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

民族国家，我们捕捉到了现代生活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特征。其中之

一就是民族国家对于许多（或许是大部分）人的身份认同 (identities)

来说非常必要。对千大多数人来说，效忠于某民族 (national alle­

giance) （“我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是他们的存在

(being) 的核心要素。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问题复杂纷呈、令

人焦虑 并且是大量现代政治运动的核心。一种说法是，不管一

个人是否在电视上观看国家足球队的比赛，不管他／她是否希望他们

赢，不管他／她是否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支持他们国家的代表队，

我们都能找到某种类型的国家意识的证据。另一说法则认为，我们

所拥有的民族主义的表达是独裁的、种族主义的和好战的－~在前

南斯拉夫施行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 提醒我们民族主义倾

向是多么地致命。但是，在任何地方，程度或轻或重，民族国家都通

过迷思的历史建构 (mythic pasts)来影响人们的身份认同，此一迷思

的历史包括传奇和文学、传统和庆典、风俗和滑稽 (caricatures) 。对

此“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ies, Schlesinger, 1991) 进行研究的

文献浩如烟海，所有文献都赞同“集体身份”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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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它们是多么地多样和存在着细微差别。

无论有多少分析怀疑“民族认同”的真实性，事实仍然如此，在现

代历史中“民族认同”的力量非同小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必须

承认，大众更愿意用他们的国旗把自己包裹起来而不是追随“全世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而且，在定义谁属于一个特定的国家

时，一直都有必要有一个谁不属于这个国家的定义。虽然在提到国

籍的法律概念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问题（谁持有护照，并

拥有其他公民权），但是在彰显感觉、意义和身份的文化领域，这会是

最重要的问题。

当有人提到现代性诞生于（最初发生在工业化过程之中）正在发

展和巩固的民族国家的环境，我们不会惊讶民族国家依旧对人们的

身份认同很重要。社会理论家们的正统观点认为一面对“工业”和

“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时，民族国家和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会不可

挽回地走向衰落。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工业资本主义的推动力在

很大程度上来自千民族国家本身的驱使，这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感受

到民族意识。

此外，民族国家对于大部分经济和社会生活来说依旧至关重要。

一个人只要想想财政政策、教育战略或者是那些围绕着法律和秩序

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就会赞同此论点，并且深入理解民族国家在人们

生活中的持续重要性。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民族国家是个

新鲜事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如此习惯国家的存在以至于会认

为国家具备一种非凡的永恒性。但是，甚至“传统的“民族国家都只

有两个世纪多一点的历史，我们需要强调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

家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

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着来自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尤其是北爱尔兰全

体居民的反复挑战（对他们做出回应需要一个移交的政府）。 一个人

只要想想 1989 年发生在东欧剧变，就会理解民族国家的易变性一

苏联的解体、德国的重新统一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只要再稍

稍环视一下欧洲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没有

受到来自内部民族主义的挑战；再细察中东的情况，我们就会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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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族国家（也门、科威特、约旦、以色列、阿曼、沙特阿拉伯）都是

在近几十年来从部落社会创建而成，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无时不

处于争取国家身份的冲突中心。

笔者强调了民族国家对社会经济组织以及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也强调了民族国家是种新鲜事物并存在重组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

充分关注民族国家的第二个关键特征 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诞生

千战争之中，都仰赖国防力量而得以维持。简言之，战争与战备是民

族国家产生的要害所在。任何对英国历史的分析都会强有力地支持

下述观点：凯尔特系外围人口（如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人）战败

之后， 《 1707 年联合法案》(The Act of Union in 1707)诞生，重要的

前提条件是强大的君主们具有打败和控制以前是自治的贵族们的能

力，并且与此同时能够防御外国入侵者的来犯。此外，英国较近期的

历史，特别是帝国时代的历史，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民族国家是多么

容易越过领土而发动战争，最紧要的是英国历史也向我们说明了战

争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何等重要，在此，人们大概会想起 20 世

纪 60 年代的景象，学童们学习“英国红“覆盖的世界地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1983) 警示殖民时代

的信息资源对于国家历史进程多么重要，他论述了在构造民族认同

和推进征服行动的过程中扮演着领导性角色的“权力机构”(ins ti tu­

tions of power) 。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地图和人口普查，两者紧

密勾连，地图“深深地渗透进了（在殖民主义者们中）流行的想象”

(p. 175) ，它们同样是促进殖民主义运作的中枢。地图制作的精细化

以及对经度和纬度的精确计算是征服的必要条件一一军方需要知道

行动的确切方位；而人口普查的数据，让征服者们对统辖的人口了如

指掌，从而发号施令。如安德森所说，军事征服者们的野心是“完全

的一目了然“,“一种在地图上完整分类的坐标方格以无止境的弹性

覆盖了处于国家的实际控制和预期控制之中的民众、地区、宗教、语

言、产品、标石(monuments) 等等领域“(p. 184) 。

我们或许可以委婉地陈述民族国家扎根于战争／防卫的观点，就

民族国家是对某片特定的领土拥有主权的定义而言，国家政府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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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守护国家边界完整性的职责。开门见山地说，为战争所做的

准备（一种让人信任的国防能力）是所有民族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

整个现代史反复证明了这条原则。

民族国家的第三个核心特征与第二个核心特征紧密相连。就是

说在 20 世纪，现代战争／国家防御更明显地与广大的社会交织牵连。

在某个层面上看，此论点仅仅是指比以往更大的人口比例卷入了现

代战争，很明显地休现在征召和大规模动员方面。与此相关，战争所

造成的战士伤亡和平民伤亡的数扯也增加了 。 毫不掩饰地说，被战

争杀害和残害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因为军事伤亡数据空前

增大而往往就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战争决定性转折点的标志

(Fussell, 1975) ，但随着 20 世纪逐渐翻开新的篇章，战争导致的最

惨重伤亡殃及平民，现代战争令平民没有任何隐匿之所可以避开空

袭和其他形式的攻击，伤亡数量庞大。例如，在 1939 年到 1945 年的

战争中，虽然实际的英军死亡人数比在 1914 年到 1918 年的战争中

死亡的人数少很多，但该战争却造成了 45 00 万人的死亡，其中绝大

多数是平民(Gilbert, 1989, pp. 745—747) ，死亡人数大约是俄罗斯 、

波兰、南斯拉夫和德国的人口总数的 10% 。

从导致平民伤亡递增的意义上说，现代国家之间战争的猛烈程

度越来越高，同时现代战争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结构，也是

另一与此相关的因素，表现为工业活动和战备已经紧密相连。吉登

斯(1985)指出体察国家的战争行动与各种工业比如化学、能源和工

程之间的联系时，一战之间和之后评论家们开始认识到“大规模的科

学和技术被整合为工业（和军事）发展的主要手段“(p.237) 。从那以

后，工业界生产战事设备的能力对战争／国防行动影响深远，所谓的

”战争的工业化”不失为 20 世纪的一个核心特征。实际上，我们可以

把 1914 年至 1970 年这段时期描述为“工业战争”(industrial war­

fare)时期，其特征体现出大规模动员以及工业生产和军事能力之间

密切勾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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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战到信患战

不过，作为亲身经历过往的一代人，我们目睹了工业战争的逐渐

解体，＂信息战”逐渐取代工业战，与以往的战争相比，战争的信息维

度乃是信息战着重强调的关键。在如今的战争中，不管是针对敌人

（或者潜在敌人）的监视、资源的配置，还是针对国内外公共舆论的操

纵，信息都扮演了一种至为强大的而且是迄今为止最为普遍深入的

角色。此外，不管是通过人造卫星的形式对敌人实施监视、通过计算

机在它们所能到达的任何地方记录和评估军队的需求，还是通过一

些事先编好了程序的“智能“武器去”开火然后忘记”(fire and forget, 

军事术语，其含义是指某些武器［比如一些导弹］当被发射出去之后

就能够自行攻击目标，发射者无需再提供控制），信息已经全方位渗

透入现代战争 。 也就是说，信息已经不再仅仅是有关某个敌人和它所

拥有的资源情报，而是融入了军备和决策系统本身的一项日常活动 。

我们可以列举出信息战的 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 (Libicki,

1995): 

·随着军队在全球的广泛分散（主要是美国和北约[NATO] 的

部队），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异常复杂和耐用的命令和控制 (command

and control) 系统，以协调、评估和监管信息资源 。 处理和保护信息

流的计算机通讯基础设施是当代战争的前提条件，其在掌握和控制

核武器的重要场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Bracken, 1983) 。这同时是优

势和弱点的来源，因为命令和控制系统会在任何战争中成为首要攻

击的目标。

·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由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

威胁的移除，可预料大部分未来的冲突会是曼纽尔·卡斯特 (1996)

所谓的”即时战争“(instant wars, pp. 454-501) 。”即时战争”指相

对来说比较短暂的对抗（非内战的情形，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内

战是否短暂还疑问重重），积极的战争行动只会持续几天或者几个星

期。在即时战争中，美国（或者北约和／或联合国特种部队）会获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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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因为它在军事资源上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

·这意味着战争再也无须对民众进行动员，至少主要军事力董

内部无须如此，因为战争的重要目标是发动纯净战，他们本国的民众

将会安然无恙(Shaw, 2005) 。战争的发动将会依赖相对来说数量较

少的职业士兵、飞行员和援助队。这体现了在军队中发生的一种向

“知识战士 ”(knowledge warriors) 的转变 (Toffler and Toffler, 

1993) ，该术语强调了那些能够熟练操纵复杂而高度计算机化的工具

如高级战斗机、监控系统和导引技术的人员的核心地位，赤手空拳的

肉搏能力和射击能力不再受到强调。对本国民众和全世界民众的感

知操纵成为战争的重中之重，其对民主国家来说尤为紧迫，因为公共

舆论乃影响战争成果的核心因素，民众对战争领袖的担忧会促成国

内的反战行动，这一切直接关联军队的战斗力发挥。此外，政府忧心

忡忡于公众因误导类型的图片（例如，血泊中的尸体，而不是“对合理

目标的精确打击”)的激烈情绪。不可避免地，由此促使军事领袖们

小心谨慎地设计和操纵与战争有关的信息，虽然同时他们还必须努

力地逃避审查，因为如此举措公然违抗了民主国家要拥有一种“自由

的媒体”的理念，并且损害了报道内容的说服力。因此，感知操纵就

是多种手段的结合一确保一种持续不断的媒体正面报道，但同时

要遮人耳目，特别要让信息看起来是由独立的新闻通讯社自由搜集。

对 1991 年海湾战争的报道就是一流的“感知操纵＂的佐证，因为它获

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而在报道内容上却有所过滤。但对千感知操纵

者们来说，第二次海湾战争却是个失败。一些并不期望出现的图

像 嫌疑犯被处以电刑并遭到性虐待，人质们在被敌人拍摄时乞

求活下去－~反复出现在战争后方的电视荧屏上，并且反对声浪此

起彼伏(Tumber and Webster, 2006) 。

·信息战利用一些异常先进的技术实施。显然，资源丰厚的美

国军队充分体现了先进技术的能量（单单美国的国防预算就占了整

个世界军事支出的 40% ，大千任何一个潜在敌国的国防预算以及所

有中立国的国防预算的总和）。有迹象显示，英国国防部的装备购买

预算现在是每年 15 万亿，”命令和信息系统”(Command and In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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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 Systems)项目占据其中三分之一的预算，再加上“武器和电子

系统”与“飞机”系统的支出，总计这些开支将会占用超过一半的预算。

·信息战再也无需动员民众或工业界付出战争努力。信息战仅

依赖最前沿的为了军事目的的工业革新一例如，电子工程、计算

机、电信和航空航天 。

·信息战要求谨小慎微地制订计划，但这是为了弹性反应而制

定的计划，与工业战争时期较为累赘的计划相比，信息战灵活而反应

快速。如今，大量的信息流，再加上武器本身也采用了软件，为战争

所制定的复杂计划把“灵活性、弹性和快速反应“(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1996, para. 171)置千优先考虑的地位。博弈论(game

theory八伪装 (simulation) （通常采用先进的视频设备）和系统的生产

(production of systems)是信息战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如以“对不确

定性的确定”(certainty of uncertainty) 为基础做计划的必要性一样。

·信息战为了弹性而做出计划的过程如此复杂，以至千信息战

的许多方面未雨绸缪，程序己编辑在先，进程不受参战者的控制。正

如美国国防大学的一位主任的高见，在现在和将来，”许多决定都会

完全自动化”(Alberts, 1996) 。 这部分是对现在战争对行动速度的

强调所做出的回应－~例如，一旦一个导弹被发射，为了拦截和摧毁

此导弹而设计的反导弹需要在最可能短的决定时间内发射出去，计

算机操纵该过程会比人快 (Rochlin, 1997, pp. 188—209) 。由此，技

术取代了军事人员而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只持续了五个星期 (1991 年 1 月到 2 月）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被

称为“第一场信息战”(Campen, 1992) 。“沙漠风暴“(Desert Storm) 

展示了上文提到的大部分特征，主要领导者（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平

民伤亡；通过周密的组织使 500 000 名盟军战士烦累地转移了几千英

里而到达战场，但与此同时却保待了反应的灵活性，例如军队以惊人

的速度迅速横穿科威特沙漠；以及对“媒体友好”(media-friendly) 报

道的操纵，令该战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获得了最＇广泛传播 '(most

'communicated' ）的一次事件”(Zolo, 1997, pp. 25—26) 。盟军拥有

伊拉克军队无法超越的上等装备并且备战充分，从双方伤亡人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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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体现了军事技术力量的悬殊：美英方面的伤亡人数大约是

300 人，而敌方的伤亡人数在 30 000 到 60 000 人之间，其中许多人都

是在他们逃回伊拉克的过程中，在巴士拉 (Rasra)公路上遭到“土耳

其枪击“(Turkey Shoot)横扫。有人估计在海湾战争中释放的爆炸

性能量比整个二战所释放的爆炸性能量还要多。

1999 年巴尔干战争、2001 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及 2003 年的第

二次海湾战争的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十一周。虽然媒体的战争报道

在一开始以及在最初的儿次冲突中表达了对战争的忧虑，但媒体的

抵制很快被不可超越和掩耳不及迅雷之势的火箭攻击和空袭所粉碎

了。 1999 年由北约主导的对塞尔维亚的攻击也遵照了信息战的模

式，北约完全从空中发起攻击，且没有伤亡记录。经过造成了几千人

死亡的密集轰炸，北约获得了胜利，塞尔维亚停止了抵抗。在 2001

年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之后，阿富汗遭遇强攻。美国推翻了

塔利班政权之后，这场入侵很快就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几乎没有

发生短兵相接的战斗，阿富汗军队根本不敌美国的空袭。在 2003 年

美国轰炸伊拉克的战争中（更恰当的说法是把这场战争命名为＂震慑

行动”[Shock and A we]），由千伊拉克缺乏一支能组织抵抗的空军，

这使得美军在四周之内便取得了胜利 。 在盟军这边，大节有 20 人伤

亡（大部分来自于“友好开火”[ friendly fire]）；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并

没有计算，这是因为在许多士兵能够对攻击有所回应之前，他们已

经被炸得粉碎，尽管有人估计伊拉克军队的死亡人数超过了

30 000人。 。

在这些战役中，军方也不懈地采取各种战术（从特别简报到特派

＂嵌入式”记者[accredited "embeds”]）来控制媒体报道。但是必须强

调的是，虽然军方为控制媒体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围绕着伊拉克

战争的信息环境却是非常复杂而多样的 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记者；各种关千入侵伊拉克合法性的观点；具有多种用途的技术，最

0 以入侵力蜇来说，安全占领已经相当困难（截至 2005 年，美国已有 2000 名士兵丧

命），因此，当占领方的军队不得不接近当地（人侵地），且特别是自杀性攻击迫近时，信息

战的优越性极度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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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是具备卫星传送功能的视频电话，它可以使记者们在任何地

方都能很好地直接发送报道；更富有经验的记者们的职业伦理；半岛

电视台的新闻网；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等等。这种信息环境是如此地

复杂和多样以至于军方企图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去引导媒介的努力往

往徒劳。再也没有什么能比照片更生动地展示军队操纵媒体的企图

遭到了挫败，那就是 2004 年 4 月出现的来自于一些战俘们的数码相

机的照片，这些战俘们在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监狱 (Abu Ghraib) 中

遭到了虐待甚至是酷刑。这些照片破坏了美军试图把这场战争呈现

为一种解放运动的努力，并且对盟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因为相

关照片在全球范围内被复制、放大以及被人评论(Tumber and Web­

ster, 2006);o 

监控和国家防卫

或许有人会以冷战（使 1945 年后的世界笼罩了一片乌云）的终

结，就判断驱使着国防部门的命令已经荡然无存。与此观点相反，意

识到这点很重要，虽然冷战的确为监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在现代国家制度中，情报始终是一种持久的政府功能的前提条件”

(Whitaker, 1992, p. 121) 。因为任何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守卫边界，

所以政府会存在一种无法满足的对能影响国家利益的任何信息的欲

求。“流氓“政府尤其是恐怖分子会使持续的监督合法化，但是，甚至

是反资本主义的抗议也能使之合法化。由此导致由相互连接的技术

组成的大规模系统的建立，其目的就是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件以

及军队和平民的活动实施日常地和持续不断地监控和调查 (Richel­

son and Ball, 1986) 。例如， Echelon，一个由美国所主导的电子侦探

网络，具有存储 5 万亿页文本的能力，这些文本都来自于受到监控的

电子邮件和传真讯息 (Barmford, 2001) 。

伴随着计算机和人造卫星而来的，是一些关键的监控活动。这

些系统必须藏匿于公众的视线之外，保密对千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尤

为必要。所以，一个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监控和在不同的国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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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传递信息的网络建立起来了，该网络具有匿名性，并且无法测定

(Burrow, 1986) 。安全部门会假定其自身会遭到来自敌方以及不满

现状者们的持续不断的攻击。由于他们一直以来都很谨慎，所以很

容易被一种怀疑和担心泄露的情绪所笼罩。这些特点强化了他们的

深不可测，并使他们进一步远离了向公众做出解释的公共责任

(Knightley, 1986) 。

监控机器并非仅仅针对外部敌人，鉴千民族国家很容易遭受到

来自内部的攻击（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发电站都被第五纵队队员们

所占领），那么国家被毁灭，易如反掌，因此，总是跃跃欲试于找出民

族国家的＂颠覆分子”(Campbell and Connor, 1986, p. 27 4) 。 在英

国，一些偶然被泄露出来的信息显示若干群体遭遇国家监控，如工团

主义者、工党国会议员、核裁军运动积极分子、教育学者、媒体从业人

员、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积极分子以及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候选人等

等 (Leigh, 1980; Massiter, 1985; Hollingsworth and Norton-Tay­

lor, 1988) 。 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与警察部队的一个特殊部门合

作，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国家的信息搜集网络 。 安全部门同样可

以进入一些数据库，包括全国警察计算机数据库 (Police National 

Computer入国内税收记录 (Inland Revenue records入英国电信档案

(British Telecom files) 以及卫生部所掌握的数据。

恐怖主义分子对民主国家的侵犯，从 2001 年 9 月在纽约和华盛

顿发动的攻击，随后到巴厘岛和马德里，再到 2005 年 7 月 在伦敦发

动的攻击，加速了此类搜索“内部敌人＂的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Ball

and Webster, 2003) 。如此种种因素促使了英国引进身份证的合理

动机，国家部门采用包含生物统计数据的最新的计算机技术来识别身

份证，如果有必要操作，那么，个体难以逃脱技术天网的检测与跟踪。

总之，我们目睹到推动监控系统发展的强悍力量，其源自 千民族

国家必须担负起守卫边境的责任。在一个被国家边界划分的世界

里 ，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建立有效防卫机器的内在压力 。 而且 ， 因

为国家常常处千至少存在着潜在冲突的境况中，”有效的”意义会一

直发生改变。但始终保持不变的冲动——去收集和适应最可能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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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国内国外的实际的和假想的敌人信息，以及遵照信息运筹帷握。

上述理由促使大卫·里昂 (David Lyon, 2001)认为精细的过滤审查

一网打尽－~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对现存秩序所造成的威胁，

这都是作为监控主要形式的绝对怀疑(categorical suspicion) 的弥漫

及其导致的结果。

人权体制

信息战的发展，以及在信息战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感知操纵＂，带

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其产生了更先进的宣传技巧。

但另一方面，因为媒体和各种传播手段增加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

千信息不能够容易地被引导着一直向一个有利的方向发展，结果极

其难尽人意。职业伦理再加上一种对信息来源的极度怀疑的倾向，

导致媒体对任何针对战争的权威描述持怀疑态度。这并不是说记者

们是道德中立的，也不是否认他们可能为了一种更真实的报道而对

信息进行过滤。但是，我们需要觉察到，如今那些被直接牵涉进战争

的人对战争进行的报道并不可信任。国内的异议将会得到报道，很

可能参战国一方的记者置身遭受炮火攻击的战场（毋庸惊讶，他们会

亲身经历战事），那些令人不安的战争进程的推测将会受到广泛的

关注。

而且，信息的不稳定流动先于完全彻底的冲突，其重中之重的角

色可以直接促成冲突的产生。我们似乎觉察到却难以测量与 H 俱增

的对“人权”以及它在全世界的滥用的敏感和关注 (Robertson,

1999) 。如此说法勾连着多重因素——新闻报道的传播、电视纪录

片、现代旅行；以及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入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 (UNICEF入红十字会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 (Medecins

Sans Frontiers)等组织关联。当然，上述机构并不是为了单一的目的

而行动，它们也不会发布单一类型的信息，但是它们的确引发了人类

应享有普遍的权利 (universal rights) 的理念，应该成为约翰·厄尔里

(Joh~ Urry, 2000)所谓的“地球公民”(global citizens) 动议。人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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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权利包括：摆脱迫害和折磨的权利、宗教宽容的权利、自我抉

择的权利、民主的权利等等 。 无疑，有人会批评如此“人权“诉求显得

定义模糊、缺乏一致性和欠缺成熟事实。的确如此，但这并不能从根

本上削弱人们的诉求，因为不管是帮助饥饿的孩子，还是解救灾难的

受害者，甚至是解放受到军事侵略者压迫的人们，都是各类组织急切

呼吁的“当务之急＂。

此外，与此相联系的加速了的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民族国家，鼓舞全球民众秉持普遍的权利诉求 。 大卫·赫尔德
(David Held) 等人 (1999) 把此一问题归纳为“人权体制”(human

rights regime)的扩张，从而推动了众所周知的被尤金·哈贝马斯和

乌尔利希·贝克等学者称为战争“世界性”案例 ("cosmopolitan"

case) 的粉墨登场，比如反对塞尔维亚统治科索沃，在 1998 年和 1999

年之间追捕和关押智利的前任独裁者皮诺切特 (Pinochet), 2000 年

英军对塞拉利昂共和国 (Sierra Leone) 的干涉。另如通常战争结束

若干年后，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

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依旧对巴尔干战争的战犯

进行持续的逮捕和审判，这也是此类”人权体制”的一种体现。

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冲突来源的减少，最显

著的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的竞争减少了。吉登斯

(1994)创造了一个词组“没有敌人的国家“(states without enemies) 

来描述如此发展格局，并提到如今的战争问题往往交织着国家内部

和国家之间找到的不同形式的原教旨主义，但这些原教旨主义却很

少能够表达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信仰和利益 。 此类原教旨主义的

例证，不胜枚举，其都以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坚持某种确定性为特

征。例如，某些民族会很频繁地为种族要求和宗教要求而呐喊，他们

要求追溯纯粹的血统以及居留权，这通常都是以剥夺其他人的权利

为代价 。 如同我们可以生动地从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千巴尔干的种

族清洗，以及自从 1998 年以来基地组织 (al Qaeda)在各地发动的恐

怖主义袭击中明察秋毫，原教旨主义促使人权被严重滥用，而且由此

种族要求和宗教要求的声势加大，反而激发势力磅碟的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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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去干涉主权国家的事务。

上述情况严重违背既有的强调国家领土完整的秩序运作。对于

某个民族国家的民众们来说产－些吸引他们的事情可能正在发生，但

是迄今为止，如果他们自己的边界和／或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话，极

其难以预测其他政府会不会不顾另一个主权国家中的受害者而发动

干预。不过， 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却是例外，干预的确发生了，而

北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或者战略性的理由可以发动武装攻击，而一

些“现实的“(realist)美国人商议的结果是反对武力千预，他们的理由

是“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我们的狗”。

这种干预与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长达十多年的绝望处境相辉映，

除非它们自身（或者它们的盟国）的边界遭到了威胁，否则，这是其他

国家极不愿意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例证。我们还需要记住的是，尽

管在那时，同盟国的战争是为了反抗德国的领土侵略而发动，并不是

为了抵制正在轴心国内部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一个被完好地记录

下来的证据显示同盟国并不愿意为战前甚至在战争期间大量的犹太

难民提供避难所（一直到“水品之夜“血腥大屠杀和“最后解决方案”

大屠杀以及在这两次屠杀的过程中，只有 10％的犹太申请者被获准

去英国避难。 London, 2000; Lacqueur, 1980) 。

哈维尔 (Vaclav Havel, 1999) 阐述了 1999 年 4 月末发生的变化，

并表达了对北约介入科索沃的支持，他的理由是“但凡认为在其他国

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人权在何国是不是被侵犯不关我们的事的

观念……应该……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当然，我们不应对这个事实

视而不见：民族国家依然举足轻重，在涉及要不要从外部实施军事

干预时，现实政治 (realpolitic) 的考虑依然是最终的裁决力量。

但是，似乎信息战涉及的远不止战略或领土利益，这恰恰是因为

有组织的、暴力的信息要素如今是必需的要素，并且很难被遏制。这

些要素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的扩张，其否定

了国家在处理边界之内发生的事务的权利。再次，哈维尔 (1999) 认

为＂似乎……一代又一代的民主主义者们的努力……和文明的发展

终于让人类认识到人比国家更重要“夕



信息社会理论

公民权和监控

上文强调了民族国家对战争的关注、对监控的创建所做出的贡

献，尽管也提到了全球化和信息战的扩张所带来的矛盾结果。但是，

民族国家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促进了监控的扩张，这种方式同样与

军事有关，但却产生了较少的令人心寒的结果 C 这就是公民对国家

的参与，最显著的是人们怎样获得权利和承担责任以及这些权利和

责任如何行使。对于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的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是

民主政府在民族国家中的扩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如何建立。

其通常是在一个两败俱伤而又持续很久的战争中锻造出来，期望去

统治某片特定的领土的任何统治权力所优先考虑的产物，吉登斯称

民族国家为“内部稳定“(internal pacification) 。直接地说，一个国家

必须要达到其边界之内的秩序和稳定，这是它守卫其外部边界的前

提。无疑，在早期，“内部稳定“可以通过军队的强制力量达到，但是，

如果一个政府希望长治久安，那么民族国家任重而道远，决非仅止千

此。至少，政府必须了解它的人民－他们是谁，他们的年龄、性别

和住所，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必须从他们中间征召一些人去抗击外国

人的侵略。 此外，每个民族国家都需要了解它的人民，这样它才能够

有效地收取税收 。 这两种需求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人口普查对于所

有的民族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一－于是，从一开始监控就被置

千优先考虑的地位。

我们不妨去追溯国家对内部人口实施监控的路径扩展。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存在着一种官方统计数据的剧增，其通过一些日

益先进的技术而精细地搜集而成，囊括了例行的人 口普查资料搜集

到的关于任何问题（从教育成果到英国某些特定地区的就业模式）的

广泛数据(Hacking, 1990) 。无可否认，这样搜集到的信息作为了解

一个正在变化的社会特征的手段是令人着迷的，但它同样是（并且极

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后者需要在这样一些事务比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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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上承担责任，通常需要决定提供多少教育经费，甚至需要制定一个

地区性的经济战略。如同吉登斯 (1985) 所说：“如果缺乏信息基础

(information base) ，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难以存在，因为信息基础

是它进行自反性自我管制 (reflexive self-regulation) 的手段”(p. 180) 。

但是，这或许是缺乏论据的泛泛之论。如同我们所见，与民族国
家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军事上守卫其疆界的需求。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一个人口普查 ，无论如何简便，都势在必行。因为国家

必须有能力征税，并且征召男性公民去抵抗侵略者，甚至是参与一些

扩张主义运动。但是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条件，为了促使年轻人代

表国家参加战斗，需要向他们提供远不止关千他们的居所和职业的

信息，民族国家必须向他们提供更加有形的东西。

更确定地说，就是必须激发那些潜在的战士们的国家主义情绪 ，

同样需要记住的是以前军事征召的强迫性（强征入伍、贫困等等）。

尽管如此，在吸收了 T. H. 马歇尔 (T. H. Marshall) 0973) 的思想

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这还涉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可被看作是民族国

家和其成员之间的某种“契约”。他认为，作为为国家而战斗的回报，

多年以来公民们巳经获得了各式各样的公民权 (citizenship rights) 。

例如，作为公民，他们拥有保护国家免遭外国军队侵略的权利，拥有

持有一本护照自由地进入本国的权利，拥有获得本国驻外大使馆支

持的权利。

基千民族国家和其成员们之间的＂契约＂，产生了一系列的公民

权利和义务。它们与监控之间的联系主要在于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怎

样行使的。民族国家（公民权在它的保护伞之下才能够运作）必须发

展出行政手段才能够承担这些额外的责任 。 从广义上讲，现代社会

民主国家的发展是监控＿的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因为公民权利和责

任的行使要求精细地识别国家成员。选举登记要求发展一种记录了
全体人口的年龄和居所的数据库；社会服务要求详细记录人们的境

况，从他们的住房条件、病史到他们的受赡养者的信息；英国税务局

(the Inland Revenue)建立了庞大的详细记录每一个社会成员经济

状况的档案；在一个人的学校生涯中，他的成绩、发展、连续性以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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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都被记录了下来；那些为了减轻贫困而造成的最坏结果的项目，需

要达到合格要求的处境悲惨者的信息。如同帕迪·希尔亚德(Paddy

Hillyard)和杰尼·帕西·史密斯 (Janie Percy-Smith, 1988 ) 所论述

的：”提供福利救济和服务是一种大规模监控系统的核心，因为正是

在这个过程中，分类、信息搜集和记录正在持续不断地成倍增加“

(p. 172) ，我们可把这种监控称为分类护理(categorical care) 。

监控的危险

民族国家或者被安全需要，或者被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所激发的

监控倾向已经问题丛生。最显著的是一些公民自由论者(civil liber­

tarians) 的担忧，他们目睹了由匿名官僚们所掌握公民的纪录累积 ，

或者是了解到了人造卫星在不同国家之间实施侦察的能力，他们表

达了对监控发展的强烈担忧 。 大量的文献强调了监控问题，比如警

方建立的关千普通公民的档案，陪审团进行审查时可能会误用他们

的档案，或者是会导致错误的逮捕 ( e. g. Rosen, 2000; Whittaker, 

1999) 。

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获得了特别而迫切的关注 。 第一个问题

是对某些机构另有目的而利用那些档案文件的担忧，比如，警方会得

到其调查对象的就业、医疗和银行记录 。 另一个间题涉及合并不同

的数据库的普遍问题。随着大部分国家（还有许多其他的）监控性档

案的计算机化，把曾经相互分离的信息联系起来成为了可能。虽然

存在着许多约束限制进行此类联系 ，但是显然有潜在的可能一—设

计出一种能够为具体个人建立一个“完整肖像”(total portrait) 的“电

子身份证”。如果某些机构能够获得一个人的医疗、教育、税收、就

业、银行以及犯罪的记录，很明显它们可以为此人建立一个非常复杂

而详尽的“个人剪影” 。 对千那些寻求效率和／或者更完善地控制的

政府官员们来说，这种发展具有令他们无法逃避的吸引力 ，千是会极

大地增强监控的程度(Ball and Webster, 2003) 。

于是 ，人们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 的隐喻所吸引，以此去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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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现代性(Lyon, 1994) ，这种观念来自于福柯 (Foucault) (1975) 对

边沁 (Jeremy Bentham)关于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设计的富有原创

性思想的引用。在边沁看来，圆形监狱的建筑设计把看守置于一个

中心的（通常是黑暗的）位置，而每个囚犯或者病人住在处千圆周位

置的、单独的、通常被照亮的单人牢房中。这个设计被福柯采用，以

隐喻现代生活。福柯认为监控促使了一种没有墙壁的圆形监狱的建

立，当今社会·拜现代电子技术所赐．人们受到了监视，但是他们却不

能看到是谁在监视他们。

很容易过于夸大这种监控的程度（最主要是因为可获得的信息

是如此之少），而认为身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受到监视

的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则又大谬。例如，很显然由中央搜集

到的大量的关于民众的信息，如人口普查，的确反过来受益于民众，

民众能够更具反思性地监视自己的地位、前途和生活方式。所以，例

如，关千收入水平、犯罪率或者离婚模式的信息，不只是对政府官员

有用，它们对千那些寻求弄清和（或许）建立新的生活方向的个人来

说也有建树。

但是不摒弃圆形监狱的观念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持续不断地提

醒我们政府有一种监视所有事情的过分野心，也提醒了我们权力和

信息搜集之间紧密联系的方式。例如，曼纽尔·德·兰达 (Manuel

De Landa,1991) 以“机器视野”(machine vision) 的洞察对军事监控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这种“机器视野“从一些事物上得以体现，比如

对外国领土的远距离通讯拦截和卫星监视，这些监控是自动的。那

些能够在一个定好的类别中捕捉到所有讯息的程序被建立了起来，

卫星在监视那些落入其“轨迹”中的任何事物。德·兰达描述了那种

为了使机器能够破译卫星照片而开发出来的先进软件，这些软件儿

乎可以从这些照片中获取一切信息，他还描述了那种为促进对窃听

到的信息进行分析而设计的系统。在看到所有这些趋势之后，他倾

向千把它描述成一种“泛监视系统”(Panspectron) ，”可把它称为一

种新的不可见的情报获取机器”(p.205) 。

这些展望可能会使人感到有些恐惧，但是它们当然不属于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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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胡乱想象，如此论述是对监控的迫切需求的逻辑延伸，而监控

在民族国家中 (Gandy, 1993) 和我们有组织的生活中处于中心地

位。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监控是所有现代社会一个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并且“尚无明白而简单的政治计划与之相抗衡” ( Gid­

dens, 1985, p. 310) 。同吉登斯一样，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对于“资

本主义＂，还是对于“工业主义”来说 ，监控都不可或缺。 我们也必须

像吉登斯一样得出如下结论，在所有发达社会中，＂极权主义规则的

所有方面都是一种威胁＂，这正是因为监控”在现代国家中被最大化

了 “(p. 310) 。

公司监控

本章大部分内容关注的是国家所主导的监控的扩张。但是，虽

然吉登斯的著作能够促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国家监控，我们不应

忘记资本主义企业对如此趋势所做出的贡献。 吉登斯自己并没有忽

视资本主义力量所扮演的角色，他尖刻地写道 ： ”在资本主义企业中

发生的监控是管理的关键”(1987, p. 175) 。如下观点能充分说明这

个论断，即管理这项 20 世纪的发明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工作 (infor­

mation work) 的范畴，其核心目的是无一遗漏地监控公司的所有行

为领域，千是可以更好地计划和实施那些能够确保公司获得最好的

投资回报的战略(Robin and Webster, 1989, pp. 34—52) 。 作为科

学管理的关键人物，泰勒 (F. W. Taylor, 1947 ) 认为，经理们存在的

理由就是作为信息专家一理想情况是作为信息垄断者，作为严密

的监视者、分析家和资本权益的计划者而行动 。

泰勒认为管理的出发点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生产过程问题 ，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 随着大规模的工厂和劳动力的发展，这个问题

变得尤为棘手。非常大量的文献讨论了公司资本主义对监控问题所

作的回应，它们关注的焦点是科学管理的发展（如 Braverman, 1974 ; 

Noble, 1977) ，强调经理们应该被分派去从事组织的“脑力劳动”，以

更好地对他们的管理领域实施更有效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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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稍想片刻，我们就能清晰地了解到现代管理对生产实施的

非常严格的监控是它施行其他大部分活动的前提条件。但是，如今

管理的范围已经不可避免地大大超出了工作过程的领域 (Fox,

1989) 。为了理解这种状况，很重要的是意识到，在本世纪，公司资本

主义已经在三个关键方面获得了扩张。首先，公司在空间上获得了

发展，如典型案例就是一些主要公司至少是全国性运营的公司，而且

通常是跨国运作。第二，许多公司已经合并为一些较少但却更大型

的公司，在这方面典型的是一些组织支配了主要的市场份额。第三

个方面很容易被忽视，即公司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结构，通

过在大部分城镇都很容易看到的销售网络而实现，另一方面是通过

购买商品和服务取代大部分自我和邻里供应来进入社会结构。

这些趋势产生的一种主要影响是所谓的“社会的公司化”(incor­

poration of society) ，即如此潮流给经理们带来了许多挑战，如果他

们想有效地应付此类挑战，他们需要依赖搜集到的可靠情报 。 简言

之，如今有效的公司活动的必备要求是监控，这些监控活动的范围远

远超出了车间。监控的形式包括从对币值波动的监控到对政治环境

的监控，但在此，我想集中讨论公司对消费者的监控的发展。

公司之内和公司之外的市场研究的发展，是一种能够反映管理

层了解其客户需求的指标。市场研究评估公众的方法是多样的，包

括通过调查和访谈而获得资料，委托的公共舆论获取 (commissioned

public opinion trawls) ，在推出新产品之前（事实上，在研发过程中）

实行预测试等等。随着市场研究者们努力去发掘关千潜在的和实际

的消费者的“生活方式”的信息，这些方法变得日益复杂精密 (Mar­

tin, 1992) 。例如，沃尔玛“收集的最多的信息是关于它所销售的产

品以及顾客们的购买行为的信息“，每周都有 1 亿名顾客访问沃尔

玛，这可使沃尔玛”获得关于美国的广泛的信息”(Hays, 2004) 。这

些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驾照号码以及关于顾客购买习惯的批量

数据（这尤其能暴露个人的私人生活）。由此，沃尔玛作为一个零售

商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同时也建立了包含关于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

方每隔多久购买了什么的庞大的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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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监控非常类似的是一些征信机构(credit-checking agen­

cies)对它们的顾客的财政状况的问询，这样做通常可以为它们的公

司客户提供关于潜在顾客的地址的清单。它们操作这种行为的领域

通常都处于灰色地带，但大部分读者都会收到公司主动提供的传单 ，

而此类公司正是从另外一个组织那里购买到消费者的住址 。 这种推

论很简单：如果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拥有一个成员名单，那么该信息

就对千那些专门提供高尔夫度假，或者更广泛一些，对专门提供体育

服饰的公司来说价值连城。购买此类数据库是获得那些受到监控的

人们的信息的廉价途径。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随着多功能的电子技术的扩张，监控不断增

强。大卫·伯汉姆(David Burnham, 1983)在多年以前警告我们要注

意到此类“交易信息”(transactional information) 的现象，“交易信

息”与当代监控尤其相关。这是“一类能够自动记录几乎任何人的日

常生活的信息”(p. 51) ，在他们拿起电话、兑现支票、使用一张信用

卡、购买一些食品杂货、租一辆车甚至是打开一台有线电视机时，他

们的信息被自动记录了下来。“交易信息”在人们的日常活动被例行

地记录下来，这种信息几乎是不经思考地被记录下来的（经常是在按

下一个开关或者是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时被自动记录下来的） 。 但是，

当这些普通的、日常的信息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它们会为公司提供关

千它们的客户的生活方式的非常详细的描绘 何人在何时打了多

长时间的电话；或者他们在哪里购物，购买什么，购买某种特定商品

的频率怎样，他们会花多少钱；或者他们在何时何地购买了何物。

当然，所有这些都有不好的方面 ，但在此我想强调这种监控对千

现代公司的实际用处。那些当人们在商店的计算机化柜台前购买商

品，而收集的交易信息能够准确地告诉公司一一什么东西正在以何

种速度在什么地方售出 这些对于组织的经理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信息。而且，如果一个消费者使用公司信用卡，那么搜集到的信息

将会更加丰富， 因为它们有助于对个人的消费习惯、着装和饮食品

位，甚至是首选的购物地点做出个人化的描绘。由此，这种监控形式

对公司增强其营销策略非常有帮助一例如 ，广告资料将会特别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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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投向某种特定类型的消费者，附带一种诱惑他们的特惠。大

卫·里昂 (2001) 恰当地称这种监控为直截了当的诱惑 (categorical

seduction) 。

最后一种监控形式很容易被人忽视，因为它似乎只是针对一小

部分人，但是这种监控却值得我们对它进行更严肃的分析。无条件

曝光(categorical exposure)是通过媒体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它越来越

富有侵略性的特征体现出来的 。 最常见的是对各种名流的报道，虽

然我们会注意到“名流”是一个易变的术语，它包括任何公众人物，从

二流政客到公务员，从球星到歌星，只要情况允许。而且，社会环境

已经允许媒体对一个陷入非常严重的罪行或丑闻的人的父母进行大

械的曝光，或者甚至当他们是某项事故或者攻击的受害者时，媒体当

仁不让。富有特色的是，这些曝光大多是一些小报干的，尽管媒体的

小报化更通常地意味着这个过程已经大大扩展，不止包括《 太阳报》

(The Sun) 、《邮报》 (The Mail)和《镜报 》 (The Mirror) 这样的报纸。

正如近来发生的一些案例所展示的那样，曝光过程富有侵略性，且啋

啋不休(Mathieson, 1997) 。这种曝光所指向的任何对象（通常是一
些名流和／或者也包括一些天真的人和不令人怀疑的人）的朋友和家

人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严密的检查；他们的传记也遭到了严格的检查，

检查者们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疑点或者故事；同样，他们的日常活动也

受到了严密的检查。曝光的都是非常生动的事例，如 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到晚期，美国媒体对比尔·克林顿的追逐似乎更关心他的性

生活而不是他的总统职责。还存在更多的例子，从 2005 年晚秋媒体

对球星乔治·贝斯特行将结束的职业生涯为主题的带有死亡色彩的

报道；对英超队员的一些小过失的报道；媒体对托尼·布莱尔的妻子

切瑞·布斯(Cherie Booth) 的纠缠，并指责她在着装、外貌、朋友以及

职业活动方面的不适当的举动。无条件曝光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政治

领域和名流的生活，其间没有一条可被接受的存在于公共生活和私

人生活之间的边界 。 但是它却大大扩展至其他领域（从《 老大哥 》电

视连续剧的引人注目的流行上，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它的扩

散。在《老大哥》中，观众可以如同窥淫癖者一样观看节目候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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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暴露和亲密关系，节目制作者精心挑选并周期性地操纵着节目

候选人）。

结论

在本章中，我试图通过吸收吉登斯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来阐述反

思现代性的一些主要维度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监控，试图以此来说

明近年来信息日渐增强的重要性及其特殊形式。我们尤其可在民族

国家及其对战争和安全的固有关注中，以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发展

中，看到民族国家对监控的必然要求 。 工业战争的发展是与对战争

的需求、工业主义和民族国家紧密联系的，这鼓励了最先进的信息传

播技术和国家防卫之间的胶合。在从工业战到信息战的转变中，依

然存在着一种对军方采用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以促进监控的程

度和使信息控制精细化的强调。但是，全球化意味着“感知操纵“如

今已经很难维持，识别其他国家是否是敌人变得更加困难。这种状

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权体制”的出现．其甚至更能激发一些全

球性（或者至少是超国家性）实体比如联合国和北约采取军事行动。

公司对消费者的监控的发展，如果考察一下，同样具备自相矛盾的特

征，因为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对公司责任的呼吁，反过来会导致

公司本身受到更严密的监控 。 这就是自反性现代性的杰纳斯脸(the

Janus face，杰纳斯是古罗马门神，被描绘为有分别朝向相反方向的

两个面孔~译者注）。

本章对监控扩张的关注并不是要描绘出一幅奥维尔式的景象，

虽然它的确包含了“老大哥”会出现的警示 (Lyon, 2006) 。但是，监

控扩张既是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元素，也是更组织化了的生活方式导

致监视的必然要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自相矛盾的是，它同时加强

了控制和责任，并且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去创造不同的生活方式。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1

本章讨论的主题之斗胆，令人毛骨悚然，其模糊性也颇费神烦

扰，其胆识体现为其前缀”后“(post)所引发的重振乾坤的思想，”后”

的观念引人注目，趣味盎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

的宣告契合了我们正步入新型的信息时代的论点 。 不过，在此讨论

的主题并不清晰，令人忐忑，困扰我们的就是很难给后现代性／后现

代主义赋予一个明确的定义 。 这些术语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定义，而

是一系列描述以及给人深刻印象的一些启发（总是啋啋不休地重复

如下词汇：比如“差异”、"话语”、"讽刺”等等） 。 此外，后现代主义I

后现代性(postmodernism/postmoderni ty)似乎同时存在于许多领域

（建筑领域、不同的学科领域、对自我的态度方面），因为差异、话语等

词汇的使用是如此地不精确，以至于难以准确把握其在不同领域中

的具体运用意义。

本章就两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强调了信息在“后“世界中所扮演的

角色而言，我们需要探究大胆放言的，却令人困惑的后现代思想。首
先，后现代思想家们在描绘这个新时代时强调了信息（和传播） 。 其

次，一些最主要的”后”派学者，比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 udrillard) 

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 es) 集中讨论信息的方式与其他讨论信

息社会的作者们显然有别，此一差异趣味多多。他们既不是从经济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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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又不是从职业变迁的角度对信息进行集中讨论，他们也不关

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信息流动问题。相反，他们是从象征和符号

(symbols and signs) 的扩散方面来强调信息的重要性。他们关注所

有媒体形式的爆炸性增长和普遍的存在，从视频到有线，从广告到时

尚，再到对体形塑造和文身的兴趣 。 所以，他们所关注的是当今生活

能触摸到的一些特征和特性，我们被这种生活所萦绕，甚至是沉浸于

此类符号和象征的海洋中。后现代主义对此间题的关注与大量的关

于信息社会的思想相当一致，其同样值得我们深刻考察。

相应地，我希望在本章讨论的问题是信息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

关系。为了深人探索而领悟其关系意旨，讨论特别聚焦千让·鲍德

里亚、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和马克·波斯

特(Mark Poster) 等思想家，他们尤其着墨于后现代主义的信息方

面。但是，在这之前，笔者尝试以开门见山、明辨道理的路径定义后

现代主义。此非易事，因为我们很难去识别否定本质之存在的事物

之本质。最后，本文再评论视后现代主义为社会和经济变革之结果

的观点。在此，思想家们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更模糊一

点还包括）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和弗雷德里克·詹姆

逊(Fredric Jameson)把后现代性视作一种情境(condition) ，此一情

境是社会分析家们考察社会经济变化的必然结果。

我们需要一目了然的是这些构想了一种后现代情境（或许这可

被称为后现代性）的学者们，与那些后现代思想家们如鲍德里亚等迥

然有别，后者拒斥那些努力利用已确立的社会科学传统来解释现实

的学者们的整个研究路径。也就是说，我们会区分大卫·哈维

(19896)和后现代思想家们的不同立场，哈维认为我们能够构想出一

种后现代的现实 (reality) ， 而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我们的确身处于

与过往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称为后现代，正因为其与过去不

同，那么我们必然怀疑正统的社会解释是否还可以确切阐释当代社

会的变化。笔者稍带有一点哲学意味的观点可能在此刻看起来并不

重要，但是，当我们提及一些后现代学者们的分析时 ，此论点就举足

轻重了 ：以正统的 或是现代的 社会科学视角去考察这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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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们对当代社会的描述，会影响人们支持他们世界观的意愿

<Best and Kellner, 1997) 。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智识的运动 (intellectual movement) ，又是

一种极为平常的活动，当我们看电视、穿好衣服准备外出或者是听音

乐时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后现代主义 。 无论是高

深的智识运动，还是寻常的生活起居，两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

抵制那种看问题的现代主义方式。当然，如此斗胆之言论，它宣告后

现代主义与传统的决裂，要打破几个世纪以来都处于统治地位的思

考范式和行为方式。

的确，如此放言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千术语”后现代“和“现代”

的含义。不幸的是，许多相关的思想家们要么在使用这些术语的时

候没有很明确地阐述它们的含义，要么只集中讨论了他们所认为的

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在社会科学领域，“现代性”一般来说是指

一系列科学、工业和思维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通常称之为启蒙运动

的诞生，它使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在欧洲走向了终结，并对全世界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现代性宣告了与现代性的断裂(fracture) 。

与上述观点相比，有些评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应更多地被看成

与文化有关，因为其主要染指艺术、美学、音乐、建筑、电影等 (Lash,

1990) 。在这些领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要比现代主义与

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更包罗万象。而且，如果我们把自身限制在

文化领域，我们会不太愿意去宣告与现代主义发生了断裂，因为现代

主义一一以首字母 M 为标识 指代的当然是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一些艺术运动，如印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无调性

主义等等，此类艺术运动本身与古典文化就势不两立、分庭抗礼。现

代主义乃指发生在绘画、文学和音乐领域的一系列运动，它们有别千

古典形式，在于后者致力于生产再现现实的文化。例如，想想 19 世

纪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们（狄更斯、艾略特和哈代）所开创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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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great tradition) ，他们都致力于讲述来龙去脉清晰、感染力强、

“像真实生活一样＂的故事；或者想想肖像时代的那些油画，其中的大

部分都以逼真地描绘客体为目标。现代主义作家如乔伊斯和现代主

义画家如毕加索则与他们的先辈们分道扬镶 。

在讨论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至少会遭遇到两种困难。第一种

困难是如何勾勒出后现代的时间编年。现代性大约在 17 世纪中期

就在欧洲出现了，现代主义却是更近期的事，而它反对的对象古典文

化本身却产生于现代性时期 。 现代性早于现代主义，再加上现代性

是一个包含了一些极其广泛的变化（从工厂生产到思维方式）的概

念，这使得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至少

这是造成严重的概念混乱的一种原因。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现

代性／后现代性划分的附属要素(subsidiary element) 吗？

第二个问题是后现代主义，我们将会看到，并没有宜告一种与现

代主义文化原则的彻底决裂，因为处于后现代主义核心的，同样拒斥

再现的文化(representational culture) 。如果仅仅局限千后现代主义

的文化观念范畴讨论，很可能会认为”后”指涉的含义相对来说是比

较次要的，只限千相对来说很窄的一些生活领域，从本质上说完全建

立在现代主义的前提之上。与那种完全拒绝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宣言

相比，如此范畴讨论的概念的宏图大略和雄心壮志都逊色很多 。

区分现代性／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看起来似乎有

用武之地，因为对千分清辩论者的议题取向尤其帮助多多 。 但是 ，不

幸的是，这样做收效甚微，因为虽然大部分讨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

想家们，的确集中讨论了文化现象，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局限于此一领

域。与此相反，由千他们认为文化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键，

于是转而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性本身的决裂。千是，后现代思

想家们开始迅速地从对时尚和建筑的讨论，转向对现代性的所有表

现形式的批评，因为这些表现形式主张再现了存在于它们的象征形

式之后的某种“现实”。例如，后现代思想家们坚决反对电视新闻声

称要“告知事物本身的状态＂、再现“真的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矫饰。

他们同样坚决反对社会科学要逐渐累积关于人们行为方式的正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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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主张。从痛斥那种要以一些象征形式去再现现实主张的文化领

域到思想家们关于去发现变化的主要维度的假设，后现代主义始终

坚持现在与三百多年以来盛行的思想的彻底决裂。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需要过多地担忧后现代主义被限制在文化

领域，因为许多后现代主义人士自身都没有显示出同样的不安。与

此相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智识运动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

触到的现象被宣告是一种全新的现象，是与现代性本身的决裂。

后现代主义的智识特征

作为一种智识现象(intellectual phenomenon) ，后现代学术的主

要特征是对启蒙运动思想传统的分庭抗礼，这种思想传统试图找出

社会发展或个人行为潜在的理性。 而后现代主义深受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的影响，其深切质疑那种把世界

的发展看成是一种进步的描述一例如，认为世界发展是“现代化”

(modernisation) 的基本过程；后现代主义也同样反对声称能够发现

人类“动机”的基本原因，从而对个人行为有所解释。

后现代主义彻底反对任何试图按照上述逻辑或者类似的方式去

解释世界的尝试，这些尝试都希望能够找出支配变化和行为的某种

理性。启蒙思想家们假定他们可以找出行为和变化的潜在理性（经

历了这种变化，或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的人可能察觉不到理性），

这种假定正是他们与后现代主义者们的不同之核心。

这种异议通常是通过后现代主义者对他们所谓“总体性解释“

(totalising explanations)一或者，采用利奥塔的术语，＂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s) 的敌意得以表达。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论述

现代世界形成的流派，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辉格党 (Whig)

的观点，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把发展的主要动力归纳为如下因素：

比如“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进化的力量”的论述，这

一切都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抵制。无可否认，这些或者类似的分析

都坚持不懈地强调人类发展的主要趋势和主题一主要的理性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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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rationalities) 。后现代思想家们从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扞击了

现代性的理性。

第一种也是被重复提到的拒斥论点认为论述只不过是理论家的

构建，而不是对历史过程的准确研究 。 启蒙运动的假定认为可以通

过一种可靠而无偏见的方式去了解世界，但凡接受此假定的学者们

遭到了挑战。有人指责他们所发现的理性只不过是他们个人观点的

表达，而不是对真实历史运行的描述。如此批判司空见惯，属千后现

代思潮的公理。简言之，后现代主义者们指责所有对知识的正确性

的外在主张(external claims)根本不成立，因为学者们必然会对他们

所见所闻进行解释，而在解释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

”构建“知识的过程。

第二种和第三种拒斥论点显示，反对现代性并非微不足道的哲

学意义上的势不两立。因为，宏大叙事自命不凡其能够揭示发展的

“真理”，但这恰恰暴露了它们自身的偏见，因为宏大叙事研究的逻辑

结果是一些关千某种应该会发生（或者可能会发生）的社会变迁的方

向的建议（如果常常是暗含的建议）。而且，不仅指责那些对社会变

迁的“总体性描述“只不过是计划和组织现在和将来的序幕；他们还

押击这种“总体性描述”已经被历史发展的过程证明不具可信度。

上述讨论相当地抽象，不如以实际案例论证。 例如，一些关于社

会变迁的研究显示，发展最有效的推动力是以最小的投资寻求最大

的回报 。 很明显，这些研究试图找出支配此一变迁的某种占主导地

位的理性。这种理性在某些历史时期或者在某些社会中并不发挥作

用并不要紧，因为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ity) 常常被看作是对一种

决定性的历史方向 (historical directionality) 的偏离。仔细思考一

下，如此研究历史的路径非常明显地存在于许多“现代化”理论中，我

们会发现其路径趋向千在对过去历史的描绘中寻求其对未来和现今

政策的借鉴。它暗示那种“少劳多得“(more for less) 的理性会继续

盛行，规划者们应该经常（如果不是一直）承担责任一－促进和操纵

一些事件以保持一切都按照正常轨道运行。这的确是许多发展理论

家们所考虑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在已经了解到支持西方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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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理性的基础之上，他们试图去影响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后现代主义论者谴责那些声称他们能够突出变化的推动力的分

析家们心存偏见。根据并不缺乏，如分析家们的学说以及吸收了如

此学说的政策，早被频繁地证实不具说服力一一－例如，有人认为上述

学说损害了那些“欠发达的“世界（想想沙漠化、酸雨、过度城市化、依

赖于经济作物的经济）；由千存在反生态偏见 (anti-ecological bias), 

“少劳多得“的理性危及了生活在“行星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物种的

生存；对应用现代科学实施农业奖励的承诺导致了社会混乱、被取代

的农场工人的失业以及对远方的市场的依赖 。

马克思主义声称历史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是＂阶级斗争“过程和

“资本积累“过程 。 在识别支配社会变化的理性时，显然马克思主义

思想家们认为这些理性最终会被一种更高级的理性所取代 。 他们主
张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将会建立起来，它会很好地利用资

本主义制度并且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这种观点从他们的

历史研究中获得了支持 。

对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比如利奥塔，最近的历史不只是致

命地破坏了宏大叙事，也同样令所有的启蒙理想荡然无存。法西斯

主义、纳粹实行的种族灭绝、超级发达的军事技术、切尔诺贝利

(Chernobyl) 核能事故、艾滋病、心脏病的流行、环境引发的癌症等

等，所有这一切（还有更多）都是对启蒙的扭曲，也是过去坚称强调变

化的某些理性是可能的，不管是通过“国家主义”、"阶级斗争”、“种族

纯洁”来体现，还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来体现的一些“叙述“(narra­

tive s )造成的后果 。 考虑到这些后果，后现代主义者们发动了一场

＂针对总体性的战争”( a war on totality,Lyotard, 1979, p. 81) ，彻底

遗弃了认为自己能发现历史的“真实“推动力的世界的描述 。 所有自

认为能够洞悉历史变迁的“真理”的主张”已经丧失了可信性……不

管它是一种推测性的叙述还是一种关于解放的叙述“(p. 37) 。
于是可以看出，后现代思潮特别怀疑那些认为自己能够从任何

一个方面识别“真理”的主张。鉴于早期宏大叙事的显著失败，鉴于

每一种叙事都确然是一种构建，所以不管学者们声称他们具备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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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性，后现代主义都迅速地超越了只是对总体性理论的怀疑。

通过采取相对主义原则，通过支持对世界进行多元的描述，通过坚称

“真实”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不同版本的“真实”，后现代主义有力地

否决了总体性理论。如同福柯(1980)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认

为“每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关于真实的体制，它的关于真实的｀一般

政治学＇，即它接受并使之如同真实存在一样运行的话语(discourse)

类型”(pp. 131-132) 。在这样的环境中，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他们

自己要脱掉追寻“真实”的启蒙紧身衣，反之要强调分析 (analysis) 、

说明和解释的差异的解放性内涵。

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特征

在社会领域，后现代主义智识批评(intellectual critique)被吸收、

重申和扩展。在此，我们所要讨论的不只是后现代思想家们，还包括

那些描绘后现代生活的各种环境。要想理解后现代情境，我们并不

需要接受那种对启蒙思想的后现代批评。显然，如果我们的确在步

入一个后现代世界，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在社会领域中找到后现代智

识观察(intellectual observation) 的回应。而且，既然本书的所有读

者都处千这样一种后现代文化之中，他们将会希望通过他们自身的

经历和感受来检验如下描绘。在我看来，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识

别后现代特征并不十分困难 尽管要我们全盘接受后现代思潮并

非易事。

在谈到智识攻击的视角时，对社会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进行分析

的出发点是其对所谓的（并不精确）现代主义原则和实践的敌意

(Kroker and Cook, 1986) 。在此，现代主义是囊括一切(catch-all) 的

术语，但凡如计划、组织和功能性(functionality) 等，都是现代主义的

产物。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反对暗含着由某些群体一一－策划者、

官僚和政客 进行的任何安排 (arrangements ordered by 

groups) ，这些群体声称他们拥有某种权威（拥有专业技能、更高级的

知识或者“真理”)，因此可以把对他们有利的“理性”强加千别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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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如，那些认为他们能够识别“真正的”时尚、能够为我们制定怎

样穿衣和怎样呈现我们自己的标准的设计师们，发现他们的特权地

位被后现代文化挑战。此外，功能性也在这个意义上遭到了抵制，
“最有效率的“建造房子的方式并没有体现一些技术专家型建筑师或

者城镇规划者的某种“理性”，而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专业人士把自己

的价值观强加千他人之上的尝试。

显而易见，后现代倾向嘲弄忏何处于权威地位的个人的判断 u

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主式妄自尊大，具体表现为

后现代随便就对为我们设定标准的人评头论足，横加指责。在此，尤

其需要赘言，后现代主义对千美学中被普遍接受的”品位上乘“(good

taste) 和“伟大的传统”(great tradition) 的反感和厌恶。例如，富有影

响力的文学批评家里维斯 (F. R. Leavis, 1895-1978) 在他那本给人

启迪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1948) 中，自信地选录了

英国最好的小说家比如简·奥斯丁 CJ ane Austen汃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汃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和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的作品。对于里维斯来说，上述著作可称得上经典

之作。后现代主义者们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声称“如果杰弗瑞·阿奇

尔 (Jeffrey Archer)是你的最爱，那些文学教授又算什么？哪里需要

他们来告诉你谁又更为经典呢？”

那些在过去制定标准的人遭到了例行的公开谴责。所以或许里

维斯会自信地坚称他的“正确判断”来自千对英国小说的非常仔细的

阅读，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会迫不及待地论证说那些文学批评家们是

通过他们的批评来谋生，他们的写作使他们获得了职业晋升和名望

（所以他们几乎从来都不是无偏见的真理追寻者）。而且，这些批评

家们的评价严重依赖于特定的假设、教育背景和阶级偏好（以里维斯

为例子，通常都认为他是地方主义的，终生对剑桥效忠，他相信伟大

的文学能够引导我们走向一种理想化的虚构的＂朴真的社区”)。简

言之，通过这种方式，批评家们的偏见被暴露了，于是他们试图把他

们的判断强加千我们之上的主张也难以立足。

在撩开“正确的“思想家们的面具之后，后现代文化强烈主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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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美学相对主义 (aesthetic relativism) 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

差异都受到了鼓励。这条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 (Twitchell, 1992): 

音乐(“谁说莫扎特比冯·莫里森高级？”汃服饰 ("Jaeger 看起来并不

比 Next 好，只是比它更贵”)和现场艺术(“为什么莎士比亚应比安德

鲁·洛伊德·韦伯更经典？”)。在此，解放性的言论充斥后现代，因

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tyranny) ，这些专

制力量试图为人们的生活制定一种“正确＂的标准；后现代文化反对

此类”专制”，它是通过多样性、狂欢 (carnivalesque) 以及无限的差异

性而繁荣昌盛 。 所以，例如在住房供应领域 ， Wimpey 房地产以及高

度密集的塔式大楼（由那些认为他们了解什么才”是对人们最好的＂

以及／或者“什么才是人们需要的“设计师们所设计）遭到了抵制，另

一种鼓励人们个性化家园的风潮取代了前者，通过在这儿增加一点 ，

在那儿推倒一面墙，增添各式各样的令他们感到愉悦的东西，把那些

批评他们品位差的人抛到脑后，从而颠覆建筑师的设计。

在这种冲动背后，当然是否定现代主义者对“真理”的寻求。一

方面，后现代主义抵制对“真理”的寻求 ， 因为这些“真理”的定义者

们，比他们的动机还要复杂。而且， ”专家”之间还存在着如此之多

的争执，以至千人们不再相信还存在可去发现的唯一的、不可否认的

“真理”。另一方面 ，后现代主义抵制寻求真理，因为显然对“真理”的

定义很容易转变成专制的诡计。在学校里，我们必须阅读狄更斯和

哈代，因为“文学标准”的制定者们认为他们的作品有被包含进课程

的价值（而大众化的科幻小说、爱情小说和西部小说却被排除在外）。

另外，每一个英国人都应或多或少地看过 BBC 的电视，而文化监护

者自认为 BBC 的电视节目属千上乘之作，值得生产，如许多新闻和

时事节目、优质的系列剧、“优良的＂叙事性作品、有限的体育节 目，以

及适当的儿童节目 比如《蓝彼得》(Blue Peter ) 等。 本书的大最读者

都应当曾遭遇到规划者和建筑师对他们的房屋所施加的限制，或许

我们这些在城市住房中长大的人尤其有此体验的共鸣 。

后现代思潮反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存在的只是“真理”的不同版

本，追寻“真理”了无意义。 与之相反 ，后现代主义者们拥护差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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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以及“行无不可＂。于是，导致了现代主义者们所狂热追求的流

派和风格（曾几何时，它们被用来识别有价值的艺术和高尚的品位）

遭到了后现代思潮的拒斥，他们的自负亦遭到了嘲弄。这与后现代

热衷的滑稽模仿(parody汃对现存风格的吹毛求疵的反应、一种讽刺

搞笑和随意拼凑的模仿模式相去不远。结果导致后现代建筑愉快地

扞击了被普遍接受的风格，著名的是“向拉斯维加斯学习 “(Venturi,

1972; Jencks, 1984) ，或是把西班牙式的木结构与哥特式外表结合

起来，或是把平房式设计 (ranch-style design) 与威尼斯式的装饰

(facings)结合起来；后现代着装会赏心悦目地把紧身裤、马汀博士

(Dr Martens)长筒靴、印度项链、马甲和具有民族风格的短衫混穿。

最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文化放弃了对“真实性”(authenticity) 的

追求。我们列出一系列反复成为后现代文化拥护者攻击目标的词

汇，便千理解“真实性”意义，如“真实 ”(the "genuine”) 、”意义”

(meaning) 和“现实”(the "real”) 。每一个术语都证实了现代主义要

识别“真理”(true) 的必然诉求。例如，正因为有此诉求的冲动，促使

凑巧听到某种音乐的人去寻求音乐的“真实意义”；也促使人们寻求

一种“地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够还原出“一个原汁原味的

英格兰＂（甚至是“真实的自己“)的“根源”(roots) ；更促使人们去寻找

一种“美好生活”的“真实的哲学”。后现代主义对上述追求嗤之以

鼻，一开始接触到它会觉得它有些荒谬，但它的连贯性却达到了完美

的程度。以拒斥所有现代性的事物为出发点，后现代主义赞颂非正

宗的表象的、转瞬即逝的微不足道的以及声名狼藉的虚假的事物。

由千两种主要的原因，后现代主义绝对不渴求真实性。第一个

原因我们已经以一定篇幅详细阐述了：对“真实的”意义的坚持是一

个幻想，所以那些希望寻找到“真实性”和“真实”的人是注定要失败

的，因为只存在“真实”的不同版本。我们不能侥幸于发现一个真实

的狄更斯，因为我们是作为 21 世纪的公民去阅读他的著作。再如，

我们对潜意识和儿童性欲很敏感，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以一种

不同千狄更斯及其同年代读者的方式去解读小内尔 C Little Nell) 的

性格。此外，并不存在一种“真实的“解释，披头士 (Beatles) 歌曲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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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义，对千不同年龄和拥有不同生活经历的听众来说，其意义的解

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果这种对寻求真实性的反对是坚持一种解释的相对性，那么

我相信第二种反对原因更加激进，甚至更是后现代情境所特有。扞

击者声称不管人们在何处追寻真实情境，都会徒劳无获，因为它在那

些渴望它的人的想象之外，根本不存在。人们会认为，在某个地

方一—朝思暮想处，或天湃海角，在某个时代一存在“现实 ”(the

real) 、“真实”(the authentic) 。而且，当它被发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

非常满足，因为我们发现了真实 (the genuine) （自身的真实、这个时

代的真实，或者某个国家的真实），这种真实将与肤浅而虚伪的事物

分庭抗礼，对抗洋溢着“时髦＂、”作秀”和”都是为了钱”的当代世界，

这些物欲横流的浅薄追求都是我们抗拒的对象。

以如今流行的人们通过追溯家族史来寻根的行为为例。现在许

多人都付出极大的努力去详细考察他们的族谱，试图从中找到他们

自身的起源。这种尝试建立真实性的通常表现是重新移居到他们的

祖先在几代之前离乡背井的故乡 。 当他们到达清教徒们逃亡出来的

村庄时，当他们到达那些饥民们逃出的爱尔兰村庄时，当他们到达犹

太人们被驱赶进去的波兰犹太人区时，这些寻根者们发现了什么？

他们发现的当然不是真实：更可能是一种对清教徒谷仓式教堂”­

模一样＂的重新建构，一种“真实的“土豆晚餐(potato dinner) （如果想

要，还有冷却过的黑啤酒和优质葡萄酒），一个新建立的带有中央供

暖系统和计算机化的家族史记录的犹太教会堂。

你渴望找到“真正的“英格兰吗？ 那片精心护理过的“绿草如

茵、赏心悦目＂的旷野，田园牧歌般的牛群，未曾被改变的风景，石灰

粉刷过的乡间农舍，有墙壁的花园和真挚的邻居？所有这一切都受

到了高速公路的建造、房地产以及那些只在一个地方居住大约一年

便搬走的人们的威胁。在那个地方人们可以找寻到“真实的自我”,

发现他们的“根＂，找到能让我们接触到我们的祖先们的真正英国式

的生活吗？但是让我们仔细看看英国的乡村生活－—-欧洲最城市化

的乡村－—－我们能找到什么？农业经济、高科技耕作、养鸡房中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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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以及由一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经常往返的人们所带来的”被遗弃

的村庄＂。这些人在乡村留下了他们那些被完好地维修的地产（它们

通常超出当地居民的预算） 。 在他们的房屋中装有预置的中央供暖

系统，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供暖系统打开；同时，他们也从超

级市场上购置了制冷器以在乡村和他们以城镇为中心的办公室之间

来回驾驶他们的 4x4s/SUV 汽车（这是可靠性和乡村崎呕的工业标

志）。这些新来者们已经处于重新建造“传统”乡村的前线：他们抵

制工业的发展（这能使一些曾经的农场工人重新获得工作，他们已经

被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园艺科学所取代）；他们拥有必要的资金去

重新建造从前的铁匠谷仓（通常这是第二个家 拥有所有现代化

的生活设备）；他们在支持一些历史协会上是最积极的（协会为乡村

宅邸）拍摄了许多精彩的褐色照片，显示出“在我们如今如此珍爱的

地方，生活曾经是如何美妙“；当然他们也重新复兴了一些像莫理斯

舞(morris dancing) 和乡村工艺（比如纺纱和编织）之类的“传统”

(Newby, 1985, 1987) 。

在此，关键要点并非要嘲讽对现代乡村生活的热望，而是要坚称

对“真实的“英格兰的找寻大谬不然。我们只能够构建一种看起来

能够再现另一个时空主题的生活方式（在没有绝对的饥饿、贫困和艰

苦的情况下，大部分乡村居民都能够生存）。必然，这种对一个假定

真实的生活方式的构建本身就是不真实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建构了

什么。只要看看人们从什么地方去寻找真实性，就会明白这种找寻

将会遭到挫败。许多人指望“传统“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提

供一种居所(place) 和确定 (surety) 的感觉。传统的确具有某些抚慰

作用；它能在不确定的时候提供一条基本原则，一种潜在的真实性，

这种真实性可以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中成为精神支柱。但是英国传

统一一围绕着圣诞树的圣诞节，火鸡和装饰品，牛津和剑桥的划船比

赛，温布里的决赛，“正宗的“麦酒和“地道的“酒馆，或许最重要的是

拥有一种能够往回延伸至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血统的君主政体－——

很容易作为一些“发明”而被展现出来 (Hobsbawm and Ranger, 

1983) ．而这些发明大多都始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阿尔伯特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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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Albert)发明了＂典型的“英国圣诞节，决赛是最近的发明，酒

馆是为了激发一种对理想化时代的怀旧情绪而设计出来的，啤酒是

通过现存的最现代的方式生产，而在英国盛衰交错的历史中，君主政

体也遭到了急剧的变化和重组。

真实性并不存在；只存在对真实的建构（不真实） 。 以旅游者的

体验为例 (Urry, 2001) ，一些小册子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洁净无瑕

的“海滩、“必须游览的＂场所、”与众不同的“义化、“名副其实的 “地方

风情以及“地道品味”的广告 。 但是，旅游的体验却是不真实的，从开

始到结束，它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在希腊：它是海滩上的咖

啡馆 有着丰盛储存的冰箱内装满了大陆啤酒 (Continental

beers) ；传统的音乐和舞蹈一—在 CD 机中播放着最近的乐曲，侍者

们以一种简单化的步骤接受了培训，他们被教导着要“促使旅行者们

参与＂；真正的希腊食品－其实这些食品都是在微波炉中烹任，储

存在冰箱中的，很多东西合在一起以去吸引客户们的味觉，而同时保

持了一丁点“地方”（茄盒和薯片）风味；没有被大都市所腐蚀的乐于

助人的当地居民——他们在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中受到过培训；那

些特别的旅游景点一—为了旅游消费而被开发且得到了天花乱坠的

广告宣传 。 刻意打造的“旅游泡沫“(tourist bubble) ，确保旅行者们

只会体会到一些令人愉悦的经历，避免接触到一些不好的事物，比

如，当地人正在忍受的臭味和不卫生的环境 。 而且，甚至即使一开始

就存在着一种真实的地点，旅行者们的出现侵入了这个环境，并且必

然改变了它原初的状态（一种理想化的“原汁原味的“文化；存在了几

百年的仪式，而只要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大部分仪式都只不过是一种

＂扮演的真实性”[staged authenticity J: MacCannell , 1976 ) 。此外，

旅游业是一个大产业，其运行有道－~飞机必须客满，旅馆的房间必

须被预订（旅馆的标准必须要符合那些来自富裕社会的游客们的期

望，所以需要提供淋浴、干净的床单和空气调节装置），人们才会心旷

神怡。所有 这些都需要安排、人工修饰和不真 实 的环境打造

CBoorstin , 1962, pp. 100一122) 。

尽管意大利和法国之流的国家在旅游者心中永远保持着一种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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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游客对之有独特的兴趣，但并非只有他们会雕琢环境，这在英国

也非常普遍。实际上，英国建造了一批博物馆和建筑物，创造了各式

各样的娱乐活动。这不仅仅是为了支持一个庞大的旅游产业，也是

为了表达它“真实的历史”(Hewison, 1987) 。在这种创造和发展英

国历史的过程中，遗产工业 (heritage industry) 处于核心的地位。在

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名义下，“遗产工业“致力千建造、重建和刷

新历史。想想这些例子，比如位于达翰姆 (Durham)郡的碧迷西上业

博物馆 (Beamish Industrial Museum) 、位于约克郡的约维克中心

CJ orvik Centre) 、艾恩布里奇 (Ironbridge) 和牛津故事 (the Oxford 

Story) 。后现代主义者们声称，如此之多的旅游景点在被布置的时

候都声称是要使生活“如同它本来的样子”被呈现出来，鉴于这种构

建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损害了真实性，反讽之极也。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在某些方面，上述例子并不比开放供参观的

豪华古宅之类的古老遗产更加不真实。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

don汃帝国战争博物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和巨石阵 (Stone­

henge) 同样不真实，因为我们从来都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过去。这

不仅仅是因为所有这些是如此地依赖并且如此之深地影响了当代生

活，以至千破坏了真实性（保存的现代方法、机动车、电、专业指南等

等）；还因为一切再现历史的尝试本身就是对过去的解释，本身就是

建构，所以无真实可言。例如，想想那些描绘历史学的争论，历史学

是全男性化的表述 (all-male account) 吗？或它会包含女性的经历

（她历史）吗？它是不是只是关于战争和征服的帝国史？它在视角上

是盎格鲁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只包含一个短暂的时期或者只

关心长时段吗？它强调的是社会还是政治，是关于国王和王后的历

史还是关于普通人的历史？直率地说，历史的多样性否定了现代主

义学者试图叙述一种“真实的“历史的雄心壮志，这颠覆了大部分遗

产事业渴望达到的目标。

所以，后现代时代拒绝任何认为“真实”是存在的主张：没有什

么是“正确的”和“真实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打造加工而成，并不存

在“真实的英格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传统”。真实性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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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不真实的）构建，一场骗局。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现代主义者

们啋啋不休的迫切问题——”这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this 

mean?）一——了无意义。在每一个这样的问题之后隐藏着一种观念，

即真实的意义 (true meaning) 是可被理解的：例如，我们可以发现

《圣经》真正意味着什么，建筑师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设计一幢大楼的

含义，生活在拿破仑战争年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一个女孩穿某种类

型的上衣时她希望传达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真实的意义并不存在，只存在不同的解释

（罗兰·巴特称之为多义分歧的论点）时，那么，一个富有逻辑的结果

就是我们可以放弃对意义本身的寻求。后现代观点认为寻求真实简

直徒劳；但是，后现代论者非但没有对此感到绝望，反而建议我们放

弃如此寻求去体会存在的快乐。例如，或许你不知道怎样使一个特

别的发型有意义，或许你会感到困惑因为你的每一位朋友都以不同

的方式去看待它，但这又怎样 去享受这种外表吧，不要指望它会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法语的愉悦(jouissance) 一词表达了此意，它的

一个通常出处是康德 (Kant) 的《判断力批判》 (Critque of ] udge­

ment, 1972) 。康德指出崇高 (the sublime) 是在认识到某事物的美

丽之前便在它身上感受到的快乐；而后现代主义者的中心思想是，当

每个人都认识到意义的无限性时，我们同样应放弃对任何意义的渴

望。如同涂鸦一样，不要想着能找出猫王 (Elvis) 在《浪子泪 》 (Ja让

house Rock) 中试图唱出什么，它“只是摇滚乐＂，所以站起来去感受那

种节拍吧。

而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又何苦对意义的放弃忧心忡忡？ 与我

们一样，普通人同样清楚地意识到，发现“真实的意义”是一种无法实

现的梦想 。 他们同样意识到每一个情境都会产生多重的意义，意识

到对真实的寻求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因此，人们不会急千找到最近

电影的真实意义：他们会满足于享受它所能提供的一切一一有趣、

无聊、娱乐、从家务事中逃离、向伴侣求爱的一个机会、晚间外出、讨

论的话题……

现代主义的狂热者们担忧“电影的意义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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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民放弃了如此久远的渴望，而满足于在体验的多重快感中陶醉。

类似地，后现代旅行者们非常了解他们得到的并不是一种真实的体

验；他们鄙视那些销售“真实的＂饰品的精品店，那些在海滩上晃荡的

拉拢寻求性事者的皮条客，那些位于偏远角落却声称提供最新的录

像带、流行音乐和饮料的舞厅的虚伪。旅行者们完全了解这一切都

只是一场游戏，但他们依然满足于在假期去旅行，参与造就安排有序

的事件，因为他们在假期所期望的是“快乐时光”、“快乐”，他们不关

心”意义何在，也不关心这些食物、人和环境是否真实 ”(Feather­

stone, 1991, p. 102) 。

在较早一些时候，我观察到后现代主义非常强调差异性一一诠

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此与抛弃真实性的信仰有所关联。

例如，后现代观点鼓励人们拒绝精英主义 (elitisms) ，这种精英主义

主张教授孩子们一种统一的、丰富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 

或者一种文学的“伟大传统”。所有此类主张都被拒绝接受，因为它

们涉及太多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太多的关于某个特定群体施加权力

的例子。但是，后现代文化远不止于此，其主张另有深意：例如，他

们认为文学和历史会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因此能把作为公民的

我们聚集起来，但凡人们没有受到如此教育与熏陶，那么文化也就碎

片化了。一方面，这是因为“共同文化”的认识，不管是阿诺德意义上

的”所说过和所想过的最好的事物”，还是仅仅指”所有对我们的社会

有价值的事物”，共同文化通常是排他性的权力表现，并且是强加于

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群体之上的权力压制（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对于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工人阶级和当代英国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没

有什么吸引力） 。 但是，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那种担心文

化碎片化的观点，假定人们会很困难地在一个破碎的环境中生存，也

就是说，如果我们面临的事物缺乏一致性和整体性，那么我们便会体

会到疏离感、焦虑和沮丧。

但是后现代视角因差异性而繁盛，所以，它同样因碎片化的文化

而百花齐放。例如，阅读一些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同时也听雷盖音乐

(reggae music) ，这有什么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文化监护者 (c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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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custodians)擅自告诉人们他们应该阅读什么，看什么和听什么（当

他们偏离了所指定的著作和判断时，他们至少会感到一丝内疚）。在

这种道德监管之后隐藏着的是一种现代主义忧虑，认为碎片化是有

害无益的。后现代文化反对这种观点，弃绝了对“真实的意义“(“英

国风格意味着你熟悉这个历史、这些小说，以及那些诗歌”)的寻求，

认为人们可以享受并且正在享受这种碎片化，并没有因为相互冲突

的讯息和价值观而烦恼。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赏心悦目、欢乐庆典的

多样来源，无需任何意义：霓虹灯、法式烹任、麦当劳、亚洲食品、比

才(Bizet入麦当娜(Madonna) 、威尔第 (Verdi) 以及弗朗兹·斐迪南

德(Franz Ferdinand) ，混杂的快乐来源备受青眯。

此外，很容易理解，在现代主义对一种碎片化的文化的忧虑的背

后，还潜藏着一种对自我本身正在受到威胁的担心。这种担心假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的自我”(real self) 、 一个真正的“我”

(the authentic "I”) ，它们应该是一致的，统一的，应该受到保护以免

暴露千一些与之彻底迥异的文化符号之中，受到干扰。例如，一些真

正的知识分子怎能保持他们的自我意识，如果他们在阅读柏拉图的

著作之后去赛狗？一些重要的思想家怎能在支持托特纳姆热刺足球

俱乐部 (Tottenham Hotspur Football Club) 的同时，还能沉浸在他

们的学科中？基督徒们怎能在享受色情的同时，还能践行他们的宗

教伦理？一些可敬的人们怎能在板球运动中作弊？一个人如果他同

时拥有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Clint Eastwood入韦恩·鲁尼

(Wayne Rooney)和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等多样化的模范角

色，他又如何才能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呢？

后现代文化并没有致力千去化解上述矛盾，而是否定了一个基

本的真实的自我的存在 。 后现代观点坚称对一个“真实的我”(real

me) 的追求，预先假定了一种潜在的意义(an underlying meaning) 和

真实的存在(an authentic being) ，但这些都不存在，所以不值得去追

求。反之，后现代认同我们在广大的社会中和自我一己之内与差异

共存，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对意义的忧虑，把“正直诚实“(integrity)

和“道德”(morality)之流的限制性概念抛诸脑后，而用“快乐”( pl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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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取而代之。后现代观点重复提到只有知识分子们才会担心“自

我”的碎片化，而平庸凡夫却非常高兴地去享受快乐时光，并且不会

被沮丧所烦扰，只因为一些书呆子们相信我们的“真实的自我”将陷

入混乱。

与一种沉迷于人工雕琢和表面现象的文化相适应，后现代主义

与城市生活最紧密地相关。后现代文化赞颂浅薄，貌视曲高和寡的

深入分析，它们更愿意寻求“现实”而不是快速的变化、好玩的事物

(the playful) 以及时尚的不确定性。再没有什么地点能比城市与后

现代文化更合拍的了，城市包容人造品、不同风格的碰撞、对变化和

折中主义的开放、多样性和差异性、对固定性的缺乏、对感官的持续

刺激、不同文化和不同外地人 (strangers) 的混合（正是这些外地人带

来了各式各样的经验和视角，从而毁坏了确定性，并带来了新的风味

和快乐源泉）。与之相关的是后现代性对速度以及一种不断加速的

文化的步伐和混乱的认识，它们正在侵入意识领域并在待续不断地

使之动摇(Virilio, 1998) 。保罗·维希留 (Paul Virilio) 创造了一个

术语“速度学“(dromology)来描述如此情形，这与高度复杂的军事技

术的扩张有关，其正是 2003 年初对伊拉克的“威慑”式入侵中所体

验到的军事技术类型 (Virillo, 2005) ，破坏稳定，持续不断而且难以

抵抗。

最后，后现代论者敌视一切试图去揭示事物的“真实意义”的人，

他们强调普通人的创造性和玩家本性。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以决定

论的解释说明行为的来由，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分析富有特色的一点

是他们对行为的描述通常自圆其说，而不是深入行为当事人的解释，

好像只有他们才能洞悉他们的研究对象的真实动机以及基本的推动

力。例如弗洛伊德式的言论，认为在这么多行为背后都存在着性动

机 (sexuality)一—不管研究对象们会有什么感受；再如女性主义者

们对妇女经验的描述，常常显示出分析者们首要关注的是妇女“真正

需要的＂，不管她们研究的女性会如何建议，那都无关紧要。

如同我们所见，后现代主义者们反复重申知识分子们并不比大

街上的男人和女人更有权利去识别“真理”。许多知识分子普遍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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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天，他们担心人们正在受到愚弄，正被一些操纵他们的政客、无价

值的娱乐以及消费主义的诱惑牵引着远离“真理”。同样地，后现代

主义者们认为如此担忧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傲慢（知识分子们自己的

履历至少受到质疑，当不同的知识分子对“真理”有不同的看法时，他

们有什么权利声称他们能够洞悉“真理”?），同时也是无稽之谈，因为

凡夫俗子也能像任何一位知识分子一样去观察和创造，何苦还要听

命知识分子的叫嚷？在一个只存在真理的不同版本的世界中．人们

拥有巨大的能力去创造一系列不受任何控制的意义，甚至是在创造

意义之前，早就游刃有余，对自我遭遇与经验的另类用途驾轻就熟。

在一本包含万象的著作中，米歇尔·德·塞尔托 (Michel de 

Certeau, 1984)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奇巧之处，若干例子说明了

凡人富有创造性的冲动。由此，我们明白知识分子们断言他们比普

通人能更明察秋毫时，他们是在说谎。德·塞尔托认为，甚至从那些

最常规的事物和活动中，人们都能持续不断地并令人印象深刻地创

造出不同的意义、用途和快乐。例如，对于德·塞尔托来说，像驾驶

一辆车这样的普通行为都是一种特别令人惊异的展现创造性的舞

台：可以慢速行车、往返、加速、低速驾驶、周末驾驶、单人驾驶、在驾

驶时思考、在驾驶时幻想、放音乐、休息、观察其他驾车人。在这样的

情形下，知识分子们怎么敢强行认为他们有特权去了解普通人们在

想些什么，或者甚至是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呢？

当读者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们不会感到惊讶，后现代主义最讨

厌试图去识别任何现象的本质特征的主张。 “本质主义“(essential­

ism)激发了后现代主义者们想起他们所熟悉的对妄自尊大的现代主

义假定的谴责，即分析家们可以尤偏见地认识到“真理”；一个有特权

的观察者能认识到隐藏于事物表面之下的特征；一个更有能力的分

析家可以建立起核心的意义；那些非常努力并且花了足够长的时间

的研究者们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真实要素(authentic elements) 。

因为笔者并不同意后现代思想，仅概要性地回顾一下作为一种

智识现象和一种社会现象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要素，包括：

·对现代主义思想、价值观和实践的拒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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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那种认为可以识别“真理”的观点，理由是只存在“真理”

的不同版本。

·拒绝对真实性的追寻，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不真实的。

·拒绝任何试图去识别意义的追寻，因为意义是无限的（这颠覆

了对意义的追寻本身）。

·赞颂解释、价值观和风格的差异性。

·对快乐、愉悦和崇高的强调，强调感性经验优先于分析。

·喜欢肤浅的事物、表面现象、多样性、变化、拙劣的模仿、讽刺

和模仿作品。

·认识到普通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这否定了对行为的决定论

解释。

后现代主义和信患

讨论至此，与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后现代主义的第一类回应，来

自于论者坚持认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启蒙思想家们认

为语言是描述现实的一种工具，这种现实与言语和文字相分离。但

是，后现代主义者们断言这是一种“透明的迷思 ”(myth of trans par­

ency) (Vattimo, [1989] 1992, p. 18) ，因为它对这种事实视而不见：

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现实”是符号 (symbols) 和影像(images) （信息）。

换言之，我们不能通过语言去认识现实；反之，语言就是我们所见到

的现实。正如米歇尔·福柯曾经指出的，“现实并不存在……语言是

一切，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语言，我们是在语言中说话”（引自 Macey,

1993, p.150) 。

“语言从来都不单纯“(Barthes, [1953] 1967, p. 16) ，如果以此

为出发点，导致的后果如何，可以在文学批评中找到例证。曾几何

时，批评家们认为他们的职志是辨明一些路径(ways) ，比如仰赖此一

路径，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董贝父子 》(Dombey and Son)来获得一个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更清晰的图景，或者可以通过阅读

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的短篇小说去考察男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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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或者是考察 D. H. 劳伦斯CD. H. Lawrence)所受到的教养是如

何的熏陶他后期的写作。这些批评家们的假设是，我们可以通过这

些作家的语言了解到语言背后的现实（一个历史时期、一种意识形

态、一种家庭背景）。他们的雄心是尽可能谨慎地一尽可能明晰

地，千是尽可能客观地一—阐明语言的这种功能。这些知识分子们

认为，无论是对艺术家，还是对批评家来说，写作的清晰性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首要任务是通过语言看清存在千语言之外的现实。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罗兰·巴特在与著名的批评家雷蒙·

皮卡德 (Raymond Picard) 的论争中攻击了清晰性的假设，当时

(1963, 1964) 在法国文学界掀起了激烈的论战。巴特以莱辛

(Racine)的一部作品为例，后者是法国古典文学的象征，他首先反对

那种认为莱辛的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具有内在清晰性的假设，其次他

坚持认为所有的批评路径在他们的评论中都发展并吸收了某些元语

言<metalangu~ges)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等）。
元语言的论点颠覆了批评家们自身希望通过使文本产生的历史环境

更易被了解而去改善文本的任何抱负 CBarthes, 1966) 。当然，在此，

巴特的中心观点在千“语言不是透明的＂，写作与透过语言去了解存

在千彼的现象无关，它只是一种制造语言的行为，首先是作者，然后

是批评家们制造此类语言。

当我们意识到巴特和其他一些人把他们的原则（语言是我们了
解的一切现实）扩展到更广泛的学科领域（从历史到社会学科）时，这

场文学论争与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的相关性就变得明显了。在

一个广大的范围内，他们努力去分析刻画特定对象的＂措辞体制”

(phrase-regime, Lyontard) 。千是，他们质疑其他知识分子们所主张

的真理，并提出了另一种研究路径－~把对象作为一种语言间题

(matters of language) （或者，采用他们喜欢的词汇，话语[ dis­

course]）来研究的后现代路径。

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巴特(1979)把后现代研究路径应用于解释

当代世界中极为多样的现象，从政客、摔跤运动员、电影、时尚、烹任、

广播、摄影到杂志文章，他一直是把他的讨论对象当作某种语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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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讨论的。沿着巴特的思路，我们会发现，如果现实是一种语言／话

语的问题，那么我们所经历、遭遇和了解到的任何事物都是信息化

的。没有什么是透明的或清晰的 ， 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语言中建构

的，必须在语言之中才能被理解 。 总之，我们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

界中，我们只不过拥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反之，我们栖居在信息

化的世界中，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与对信息的思考之间的一种相关性

认识 。

让·鲍德里亚

让·鲍德里亚(b. 1929)大概是最著名的后现代评论家，他详细

阐述并讨论了能在一些思想家比如罗兰·巴特(1915-1980) 的作品

中找到的原则，并把他的讨论与信息领域的发展联系了起来 。 通过

强调他讨论的主题和洞见，我们可以对后现代主义与信息之间的联

系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鲍德里亚认为当代文化是一种符号 (signs) 的文化 。 如今，几乎

任何事物都是某种表意 (a matter of signification) ，这显然与媒介的

爆炸性增长有关，但这同样与日常生活行为中发生的变化、城市化和

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关联。我们只要看看周围就能理解其观点：在每

一处，我们都被符号和表意的各种模式笼罩。我们醒来之后开始听

广播、看电视、阅读报纸，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来自立体声

系统和磁带的音乐所萦绕，我们以符号化的方式来设计我们自己，穿

具有符号意义的衣服，利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手工艺品来装饰我们的

家，为我们的身体喷上香水以传播（或者避免传播）特定的信号，乘能

传达某种意义的交通工具去上班（它们包含能够持续传播符号的系

统），吃充满各种表意的膳食（中式的、意大利式的、素食的、含脂肪

的），经过和走进向世界传达出某种符号的建筑（银行、商店和学校）。

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社会都要求使用符号，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怀

疑如今我们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的表意的海洋中漂浮。虽

然前工业社会拥有复杂的地位层级、复杂精美的宗教仪式和华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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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节日，但是生存的严峻、地点的固定和惯例限制了符号的使用。

如今，我们再也不用在相同的地点与相同的一群人交往，选择一种相

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与陌生人互动，通过符号我们向他们展现

出部分的自己 例如，作为汽车上的一位乘客，或者是作为牙医诊

所的一名病人，或者是作为一家酒吧的顾客。同时，通过我们的报

纸、书籍、广播、MP3 播放器、手机、电视和互联网，我们接收到来自

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讯息。

这是让·鲍德里亚的出发点：如今的生活展布千永不停息的符

号流动中，包罗万象的符号囊括了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与新闻有

关的符号）、人们期望展现出的身份（关于自我的符号）、个人地位（关

千地位和尊重的符号）、某些建筑是为了什么目的（建筑学的符号）、

审美偏好（墙壁上、餐桌上和餐具柜上的符号 ）等等。正如约翰·菲

斯克(John Fiske, 1991) （赞同鲍德里亚的评论者）所观察到的，我们

的社会充斥各类，这体现了“我们的时代与以前的时代之间……的截

然有别。在一个小时的电视收视中 ，一个人可能能够体验到比一个

生活在非工业社会的人一生能够体验到的还要多的影像”(p. 58) 。

但是，借用居伊·德波(Guy Debord), 1977) 以 “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对一代之前特别显著特征的描述，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的情境主义者们(situationists)对此话题津津乐道(Hus­

sey, 2001) ，毕竟获得了其他思想家们的注意，他们反对后现代标识

以及任何认为符号的饱和 (sign saturation ) 宣告了一种系统性变化

的观念。鲍德里亚和其他持有同样观点的思想家们远远不局限于仅

仅言说现在流行如此海量的符号传播。实际上，他们认为后现代文

化还存在其他一些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后现代与过去决裂。

当我们回想起一个现代主义者会怎样解释＂符号超市”时，甚有

助益千我们的深入理解。我们在前面一些章节讨论的思想家们，比

如赫伯特·席勒和尤金·哈贝马斯都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表意(signi­

fication) 的爆炸性增长，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这些表意被熟练使

用，它能有助千改善我们的生存处境。这些研究路径认为符号存在

着许多不足，如果可以纠正符号的缺失，那么矫枉过正的符号便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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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千促进一个更加公共的社会 (a more communal society) 和更民主

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从现代主义解释中，显而易见的是批评家们认

为他们能够识别在符号中存在的扭曲，也就是说，符号在某种意义上

是不真实的，如果改进符号的局限性，那么拓展符号至更加真实和开

放的情境，尚有可能性。例如，这些学者们经常哀叹电视上放映了许

多肥皂剧，他们的理由是这些肥皂剧是逃避现实的、琐碎的，并且是

对 H 常生活方式的非常不真实的描述。如此批判言论的背后，隐藏

着一种观点一一可以制作更加真实的叙事性节目在电视上放映。同

样地，例如，现代主义学者们不懈地试图去识别新闻媒体歪曲真实的

事件和间题的方式，言下之意为一一真实的新闻报道可以实现。有

关时尚的现代主义论题如出一辙，在风格和式样的选择上，年轻人被

一些不合适的模范角色和商业贿赂 (commercial venality) 所误导

了 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未阐明的信念，即可以追寻到更加地道

的时尚。

但是，鲍德里亚从来都不渴求“未受到扭曲的传播”和“真实＂，他

认为，既然任何事物都只是一种表意，那么无可避免地任何事物都只

是一种人工雕琢和打造，因为毕竟这才是符号。现代主义批评家们

会坚称在符号背后存在着某种真实，或许此一真实被一些不可靠的

符号所遮蔽了，但它们依然真实存在 。 但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只有符

号是存在的。所以，人们不可能逃避人为打造的环境，假装能够逃避

这种不真实毫无意义。例如，观众们在收看电视新闻节目时，会以为

那些符号再现出了他们所不了解的现实—一”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

生什么＂。但只要稍想片刻，我们就能够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只

是事件的一种版本，被记者的接触范围、道德价值、政治倾向以及是

否能接触到新闻事件和人物所形塑的一种版本。但是，如果我们可

以轻易地说明电视新闻再现的不是“现实＂，而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构

建一学术研究者们常常着手进行的一项任务，并且对于那些以一

种后见之明来回顾录制的新闻节目的任何人来说，多么显而易见，那

么我们怎么可能还能够主张在符号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真实的“情

境？对于鲍德里亚来说，”现实“伴随着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符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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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和结束，任何对媒介符号的批评不可能提供一种更加真实的新

闻版本，只不过提供了自认为能描述存在于符号之外的现实的另一

套符号。

鲍德里亚更加深入地拓展了媒介符号如何被建构的洞见，他断

言如今每个人都了然千胸－即符号的不真实性是后现代文化中一

个公开的秘密。换言之，以前或许有人会认为符号是再现的(repre­
sentational) （符号指示了其背后的真实），但现在入人皆知符号只不

过是模拟(simulations, Baudrillard, 1983a) 。例如，你们可以想象一

下广告或许能真实地展现特定对象的性质。但事实并非如此，广告

显而易见的不真实呈现常常激起了一些现代主义批评家们的愤怒，

他们主张揭露广告对事实的扭曲，例如，某种洗发香波带来了一种性

诱惑，或者某种含酒精的饮料能够促使一个人擅长社交等等。现代

主义者直接揭露了广告商的诡计（虚假的联系、深层心理学等等），其

扞击的立场秉持两种假设：首先，他或她有特权去发现广告商的欺

骗行为，而大部分消费者蒙昧无知；其次，能够设计出广告的一种真

实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广告便可以真实地反映产品。

鲍德里亚反驳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普通人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

相比，见识比肩，例如凡斯·帕克德 (Vance Packard) 就和肯尼斯·

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 一样有智慧，但是普通人嫌麻烦不

想对此小题大做。他们当然意识到广告仅仅是广告，它们不是“真实

的东西“，是虚假的，只是一些模拟。每个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都

知道可口可乐并不会“教世界唱歌“，李维斯的牛仔裤并不能使人到

中年的男人摇身一变为年方 20 的魅力帅哥，箭牌口香糖并不能带来

令人激动的性体验。所以，我们何苦忧患广告，因为“沉默的大多数”

(silent majorities) (Baudrillard, 1983a)根本对广告无所挂怀。

鲍德里亚的确声称人们喜欢广告，但他们并不是因为广告试图

传递的任何讯息而去喜欢广告的，当然也不是因为他们可能会被广

告说服在看过广告之后便去购买某种产品｀他们喜欢广告只是因为

广告能够带来快乐。广告＂犹如景观且令人陶醉“(Baudrillard,

1983a, p.35) ，仅此而已 。 谁知道谁又在乎福特、健力士 (Gui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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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本森－海吉斯(Benson & Hedges) 的广告表达了什么意义呢？我
们可能（或者不）只是享受观看这些符号的体验。。

与此类似的情况，想想哈贝马斯教授在表达对当代民主社会中

政治的包装的忧虑时，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代主义焦虑。对于像

哈贝马斯这样的批评家来说，对政治信息的操纵到如此程度，怎不令

人叹愧？政客和他们的公关顾问为应付媒体采访所做的极度细心的

准备（排练、简报、扮演出来的事件、无记录的讨论、为了展现出一个

好的形象而选择的化妆和着装、媒体顾问在政客们展示他们的政策

和内阁成员时扮演了一种不相称的角色）应受到谴责。批评家们开

门见山或含沙射影地指责政客的品质，要求政客应该是正直诚实、意

见开放、真诚直率，而不是躲藏幕后，以一些误导性的和虚假的媒体

”形象“矫情虚饰。

鲍德里亚以两种论述回应现代主义者的指责。一方面，他坚持

认为要求媒介符号正确再现政治和政客，简直就是幻想，痴人说梦而

已。媒体不可避免地只能再现某些议题、特定的人物和有限范围的

政党。无关别的原因，单单是时间的有限性就意味着政治报道只能

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问题和政治立场。再加上政客们倾向于向媒体施
加压力以发布有利于他们自身立场的报道，对千媒体要精确无误地

再现政治而遭遇的困难，我们相当容易理解此情此境实在无法克服。

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体聚集起各种报道以向公众再现政治的事实，其

意味着任何另类的再现 (alternative presentation) 只是另一种模拟。

在一个电子媒介时代，我们只能拥有一种模拟的政治 (simulated pol­

itics) 。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主张一既然每一个人都知道情形是如此，

那么人们也就无需烦恼，因为我们可以忽略符号的存在，我们都知道

符号虚假，所以我们仅仅享受符号景观，大可不必在意讯息，一看媒介
符号就心照不宣地推论： ＂不过是政客们再次粉墨登场上电视了＂。

由公众的此等见识推想，忽略媒介符号不就等千宣告了”意义的

(i) 这是心照不宣地为再现讽刺、幽默开心与滑稽取笑的广告制作者所分享，嘲弄看

过广告而被说服购买宣传产品的受众的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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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the death of meaning)？如果人们意识到符号只不过是模拟，

所有可想象得到的一切只不过是另类的模拟，那么任何模拟都可以，

或者也都不可以。于是，我们可以得出鲍德里亚的结论：“我们生产

出了极其丰富的影像，不过，其中没有什么可看 ”(Baudrillard,

[1979] 1990, p. 17) 。如果”大众们“(masses) 意识到符号仅仅是模

拟，那么我们就和极其丰富的无表意符号处于同一世界。我们拥有

的符号没有意义 ，不过很“壮观”<Baudrillard, 1983a, p. 42) 。人们

可以去观赏符号、体验符号，或许会喜欢符号，但其毫无意义可言。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

笔者用来举例说明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文化概念的例子，大部分

来自于媒体，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表意领域，也就是人们一提及信息

爆炸时最容易想到的领域。但是，意识到鲍德里亚的言论很重要，他

认为媒介景观和表意的社会无处不在，甚至比一个正在疯狂扩张的

媒体要更深地渗透进社会世界。为了洞彻其中的深意，让我们回想

起如今一切都是符号：服饰、体形、酒馆装饰、建筑、商店陈设、汽车、

兴趣 这一切都严重地信息化了 。 此外 ， 现代主义论者趋向千以

一种潜在的真实性来考察符号事物，例如对特定体形的人来说，存在

着一种正常体重的标准；商店可以按照某种特定方式来陈设，顾客们

可以最方便和最不引人注目地找到他们所需的产品。不过 ，鲍德里

亚拒斥了此类观点，他的理由，我们并不陌生，也就是认为现代主义

对真实的寻求，简直大谬，因为所有这些符号都是模拟(simulations)

而不是再现(representations) 。

他的意思是，比如，体形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是人们可以塑造和设计身体的符号。如果你想象一下如今体形的可

塑性（通过节食、运动、服饰，甚至是通过外科手术），你就会认识到人

类身体的可塑性。现在，现代主义大概会采取两种立场回应：要么

指责人们对体形的痴迷会导致他们逐渐远离他们“真实”的体形（这

给人们尤其年轻女性带来了重重焦虑）；要么指责人们拥有一种不适

当的体形，不利千维持他们“真千的“健康(" true" health) （或许应该

少吃一些）。无论哪种言论，现代主义者所呼吁的是一种真实的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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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体形，不合时宜的模特与过度饮食者是扭曲体形的案例，他们

忽视了关于饮食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的专业建议。

鲍德里亚的回应是他不认为存在一个真实的体形，关键在千如

今我们都在遵守一种不变的食谱（我们都在从丰富的食物中挑选我

们食用的食物），而专家们本身也对健康和体形之间的联系问题意见
分歧，而且，在一个充满选择的时代，我们也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体

形。在这种情况下，只存在一些不真实的体形，它们只是一些模拟。

这些模拟既没有再现“真实的＂／理想的体形，也没有与之违背，体形

就是身体外观，只是一些缺乏表意的符号。如此言论可以通过询问

如下问题来检验：如今体形意指(signify)什么？对于鲍德里亚来说，

它的意义已经坰塌，恰恰是因为人们知道了不管什么类型的体形符

号都是不真实的。例如，如今一个苗条的体形意指什么？美丽？厌

食？自恋？健康？妄想？体形正在丧失意指能力，在丧失了意指能

力之后，它只是一种可被体验而不是一种可被解释的符号。

在此，鲍德里亚所反复重申的是一种关于符号的社会建构主义

言论。也就是说，如果现象属于社会建构，那么它们就是模拟，在它

们之外并不存在“真实＂。这解释了鲍德里亚的著名论断，即迪斯尼

并没有象征性地再现位于娱乐中心之外的真实的美国（一个典型的

现代主义论断，认为迪斯尼神话般地再现了美国的价值观，千是在参

观者们正忙千娱乐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陷入某些意识形态

的圈套）。与此相反，鲍德里亚认为，迪斯尼是使人认识到模拟的一

种方式，这种模拟是现代美国的全部：关于美国的一切都是人工雕

琢、建构和创造，从小镇的大街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司办公室。鲍德

里亚声称，所有这一切都是超现实的 (hyper-real) ，符号（通常具有物

质形式）不指代任何事物，只指代它们自身。他的评论给人留下了非

常深刻的印象：

迪斯尼乐园被展现为一种虚构的幻象，以使我们相信余下

的世界 (the rest) 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它周围的洛杉矶和美国

都不再是真实的，只是一种超现实和模拟的状况。

(Baudrillard, 1983b,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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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时代，现实和非现实、真实和不真实、正确和错误之间

的区别已经崩塌了：当一切都不过是人工雕琢时，这种确定性便不

复存在。所以，”具有历史意义”的小镇、“海滨胜地”和“娱乐“城都是

超现实的，因为它们与一种根本的现实无关，旅游胜地和娱乐只是一

种伪造，在它们自身的模拟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真实性。所以，与现

代主义者一道去寻求“真实＂，愚蠢之极，他们认为可以在伦敦塔或黑

池塔(Blackpool Tower) 中找到这种“真实”的想法，纯属幻想，因为

在这些符号之后并不存在任何真实性。与之相反，那里存在的一切

就是这些不真实的历史遗迹。它们属千超现实的”由一种缺乏起源

和真实性的关于现实的模型所生产＂的超现实 CBaudrillard, 1988, 

p. 166) 。

在这种情形下，鲍德里亚提出了一个与之联系的观点，其建立在

沃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970) 在 20 世纪 30 年代轰动一

时的思考艺术的“机械化生产“首次提出的论断基础之上。本雅明声

称，随着电影、印刷术、摄影和广播的出现，艺术曾经从它的唯一性

(uniqueness) （只有一幅米开朗其罗的《大卫汃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

油画是建筑装饰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获得的“光晕”被毁损了，

因为在它最初产生的环境之外，艺术作品可以不断被复制。鲍德里

亚的观点比本雅明的观点更深入，他发明了一个术语“拟像”(simula­

crum)来指代“缺乏原件的复制品”的符号。如果你购买一个 CD 机

或下载一首曲子到你的 iPod 中，原作 (an original) 的意义就荡然无

存了。如果一个现场音乐会的录音带被销售，你便会了解到它已经

在录音棚中被小心翼翼地”合成“和“处理”了，那么它与实际演出之

间的关系也就微不足道了 。 同样地，关于一部原版电影或视频的

观念也不敏锐，在一个＂拟像”的时代，再思考真品和原作有什么

意义？

既然上述观点已表明真实的不存在，在“真实被废弃“(Baudril­

lard, 1983a, p. 99) 之处，符号也丧失了意义（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

说，意义被“内爆"[imploded] 了）。尽管如此，我们何必杞人忧天，因

为我们一直都会记起后现代的万应灵药，即无论如何观众都有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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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息的能力。现代主义者们会担忧“沙发土豆”式的电视观众和旅行

者，观众缺少电视批判能力，而旅行者参观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景

点，摄影留念一番，继而在“完成了例行之事”之后，并没有欣赏到“真

正的东西”而离开景点。不过，此类言论，严重小瞧了普通人的创造

性 实际上，电视观众们一直都是活跃的，他们积极地切换频道，

与伙伴们聊天，打电话或者大声叫嚷着一些不尊敬的或不相关的评

论；而当旅行者们在游览国家历史博物馆时，他们一直都在做着各式

各样的事情，做白日梦，好奇为什么导游看起来像一位亲戚，准备晚

餐，与其他参观者们交谈，默想梁龙(diplodocus ，恐龙的一种）是不是

曾经有过牙齿。受众对有意图的传播符号(intended signs)并非缺少

抵制能力，我们大可断言：后现代观众决非现代主义者们如此惧怕

的“文化傻瓜”(cultural dopes) ，迄今为止，实际上，他们没有听到和

看到任何东西，只是体验到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景象。

吉安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 

意大利哲学家和欧洲议会曾经的成员吉安尼·瓦蒂莫 (b.

1936) 声称媒体的发展对预示后现代主义的来临尤为重要 (Vattimo,

1989) 。信息从此到彼，再到各处的爆炸性增长是电视、电报、视频以

及其他媒体形式的一个特征，它破坏了现代主义对“真理”和“现实”

的信心。瓦蒂莫认为，虽然在思想阵线上，启蒙信条已经被一些另类

历史诠释成功地挑战，同样媒体的扩张也削弱了任何对单一思维方

式的更普遍效忠。

如下情形在现代主义思想家中很普遍，即无论左派，还是右派，

他们都哀叹“大众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变得如同牧群

一样 (herd-like) ，他们被提供同质化的娱乐和宣传节目的媒体所灌

输。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的读者们，自会意识

到此类悲观的景象，而且保守主义批评家如 T. S. 艾略特、弗兰克

(Frank) 和昆尼·里维斯 (Queenie Lea vis) 对电影、广播和大众化发

行的报纸产生的影响，一样感同身受(Swingewood, 1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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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悲观言论相左，瓦蒂莫认为媒体的扩散使不同的团体、宗教和

国家拥有了发出声音的机会，发表的观点是如此多样化，以至千观众

们要面对的问题和事件的“真实”与“观点＂逐渐增多。如今，”任何类

型的少数派都拿起了麦克风”(Vattimo, [1989] 1992, p. 5) ，他们传

播的世界观使各种各样的关千“真实”的观念崩塌。瓦蒂莫认为如此

境遇带来了自由，因为对真实以及与之相关的说服信仰(“你必须做

这件事，因为正确＂）丧失了 。当媒体每天都向你展示对千某些事件

的许多相互冲突的解释和对千什么事件值得回想的许多相互冲突的

界定时，你怎么会再相信有“真实”或“正确＂的存在？

当广播和电视再现多样化的现实（社会性别的、宗教的、文化的、

种族的、政治的和美学的）时，差异便成为每个人关注的重点 。 在非

常多样化的符号的轰炸之下，人们感到迷惑和动摇，不再确定任何一

件事。但是，这实际上带来了解放和一种确定无疑的后现代 ，人们的

体验再现出 “摇摆、迷惑和游戏的特征”(p. 59) 。 就此言论，瓦蒂莫与

鲍德里亚的立场，何其一致。符号的多样性有些自相矛盾地破坏了

符号的意指(signify)能力，给人们带来了景观、无意义和来自真理的

自由。注意，瓦蒂莫是在互联网的大规模流行之前发表上述观点，而

互联网所带来的聊天群、博客、即时消息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壮观的景

象，无疑为他的观点增加了可信度。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马克·波斯特(b. 1942 ) ， 一个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作为根据地的美国人，是鲍德里亚的一位长期

的学生和译者。他认为后现代时代迥然有别，因为现代时代以“信息

模式”为特征 (Poster, 1990) 。其论点值得探索，时代最基本的变化

来自于信息的发展主题在鲍德里亚的著作中已有详细阐述，波斯特

不但有所提炼，而且还强调了后现代时代的新奇性。

波斯特认为信息技术的扩张（千是带来了以电子媒介为中介的

信息扩张）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思考自身的方式产生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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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Poster, 1990, p. 8) 。

为了详细阐述此一原则，他提出了一个建立在不同类型的＂符号交

换“(symbolic exchange) 的基础之上的变化模型，包括三个组成

部分：

1. 面对面互动的口述(oralism) 时代。在那时，生活方式是固定

的和一成不变的，自我植入群体之中，符号也与这种固定的生活方式

相符合，符号交换就是阐述已经被社群所了解和接受的事物。

2. 书面交流 (written exchange) 时代。此时代的符号担任一种

再现的角色，自我被认为是理性的，个人对自我负责。

3. 电子中介 (electronic mediation) 时代。在这个时代，符号是

信息化模拟 (informational simulations) ，它们的非表征特征至关重

要。在此，自我是“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不稳定情景中去中心化的，分

散的，多重身份的“(p. 6) ，在一种“多重身份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回旋

(Poster, 1994, p. 174) ，因为“能指的流动“(flow of signifiers) 才是

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特征，而不是指示某个特定事物的符号。

波斯特认为一旦人们描述和思考别人对他们的期待，他们就会

发展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主意识，并且特别会通过写作去描述在他

们之外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而在现在这个后现代时代，模拟的扩张

已经粉碎了先前的确定性。人们不再相信在符号之外还存在着一个

“现实“，自我被碎片化，不再有重心，而且再也不能分辨出一种客观

现实。尽管如此状况中的人们失去了地方传统，但同鲍德里亚和瓦

蒂莫一样，波斯特把这视为一种解放，因为“再现的危机”(Poster,

1990, p. 14)导致了一系列不能意指的符号，这最终使人们从“真理”

的专制中解放出来。

波斯特(2001) 支持后现代主义对“真理体制 ”(truth regimes) 的

反抗，这与他对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热情是一致的。在他看来，那

些能不受任何阻碍而任意使用互联网的“网民”(netizen) 取代并且超

越了“公民”，后者的权利和义务在现代是通过民族国家行使的，这些

权利和义务被某些国家利用以向西方以外的世界强加西方的价值

观。波斯特认为启蒙时代所推行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是一种支持了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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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话语。既然全球化推翻了民族国家，互联

网许诺了更进一步的解放，那么这种自由的核心要素就是拒绝对公

民权利的要求。

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在此，审视利奥塔 0924 - 1998) 的著作，尤其是时候，囚为他的

著作特别关注真理的主张是怎样被后现代发展所颠覆。而且，他在

讨论的进程中，聚焦了信息化趋势，他声称正是信息变化引起了人们

质疑真理的存在，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此外，利奥塔与前述三

位思想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得出了与他们类似的结论，但是

他的出发点却与他们不同。虽然鲍德里亚 、瓦蒂莫和波斯特强调了

符号（尤其是在媒体中）的迅速发展，利奥塔却另辟蹊径，他对信息和

知识的角色和功能的变化更加高度概括，且深刻剖析 。

这位法国哲学家认为在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知识和信息正在

被深刻地改变。首先，它们日益只有在它们符合效率和效果的要求

时，或采用利奥塔的术语，在”表现绩效原则”(principle of performa­

tivity)盛行时，才能被生产出来。这意味着只有在符合效用标准(u­

tility criteria)时，信息才会被搜集、分析和生产。这或许可被看成是

一种“系统”倾向 ("systems" orientation) ，其倾向决定了什么将会被

了解 。”系统”的“程序“默认信息／知识只有在它们具有实用价值时

才能够被生产出来。由此，信息／知识具有与计算机类似的特征（此

外，只要可能它就会被转换成数据——绩效指示器一一这样 ，它就会

最易被量化，而它的绩效也就最易被测量），这种机制致力千“使全球

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最优化一换言之，绩效优先“(Lyotard,

1979, p . 11) 。此外，与其他系统一样，它也以一种自我延续的循环

为特色：其运行需要知识／信息，且又决定了何种知识／信息将会被

生产出来。

其次，在此，利奥塔认为其马克思主义背景显露了，因为他论述

知识／信息越来越被当作是一种商品 。 此前，我们已经看到赫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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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著作对此主题炉火纯青的讨论，与席勒的观点相同，利奥塔认

为信息 H 益成为一种可交易物，受到市场机制的支配，而市场对绩效

的判断具有决定性影响。

这两种作用力综合作用，甚至足以宣告一种后现代情境的来临。

首先，表现绩效原则的运用意味着在效率和效果上不合格的信息／知

识会被贬低，或者甚至会被抛弃。例如，从表现绩效原则看，美学和

哲学在绩效上很容易被判断成难以达标，而金融和管理将备受青眯，

得到支持。千是前者必然会遭到降级，而后者必然会得到提升，在学

科内部，更具有实用价值的领域将会比其他领域获得更多的支持。

例如，对技术转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对市场具有实用价值，于是研究资

助机构比如 ESRC(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经济和社

会研究委员会）便会认为技术转化研究更值得支持，经济和社会研究

委员会的“宗旨“要求它所资助的研究应为产业的竞争力做出贡献。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的兴趣比较另类或者不实用（根据绩效标

准来评判），那么他就会遭到排斥。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作为一

名政府部长，诺曼·特比特 (Norman Tebbit) 就呼吁应把支持艺术、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资金转移到一些更加实用的学科，应该从那

些“研究古埃及手稿和上沃尔塔流域(Upper Volta valley) 的人“手中

拿走资金，以应用于产业界认为比较实用的研究主题。如今在英国，

在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问题时，考量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已成既

定的正统观念。

其次，现代主义崩塌的信号 知识开发 (knowledge develop-

ment)正日益转移至大学之外，传统上在大学里有一群隐居的精英们

安于一种寻求“真理”的使命。挑战传统大学支配地位的是一群智囊

团 (Cockett, 19 94入私有公司的研发部门，以及基于效率和效果而生

产和使用信息／知识的压力集团。例如，评论家们现在认为“公司课

堂”(corporate classroom)与美国的大学和学院一样举足轻重。很容

易列出一些重要机构的名单：如贝尔实验室 (Bell Laboratories) 、

IBM 的研发部门以及辉瑞公司 (Pfizer) ，后者雇用了几十名博士，除

了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以及指导他们工作的原则不同，许多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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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该企业看起来”就像一所大学”。

而且，在企业之类的替代性知识／信息中心和大学之间的人员流

动变得更容易，这表明高等教育已经从内部嬉变，它越来越与绩效标

准相一致。如果我们回溯任何发达经济中的高等教育历程，便可勾

勒出同样的趋势：实用学科更上层楼，而很难展现“绩效指标”（体现

了它的实用性）的学科却 H 渐萎缩。三十多年来，在英国高等教育中

迅速繁盛起来的是如同法律、计算机、商业和管理之类的学科；如今

每一所英国大学都以在有限范围内的一些学科中，拥有一些受到赞

助的教授职务(sponsored professorship) 为豪；大学为公司提供培训

项目甚至是批准私下创设的课程变得越来越平常；大学承受着持续

的压力，即通过向学生们传授“能力”和“可转化的技能“(transfera­

ble skills)使教育与雇佣的“真实世界”的就业市场”更相关＂，这些

“能力”和“可转化的技能“可以使学生们成为更有效率和效力的

雇员。

利奥塔把这个论断扩展到了整个教育领域，他坚称这个领域如

今的动力来自如“它怎样才能增加我的潜在收入？”和“这怎样能为促

进经济竞争力做出贡献”。这种转变不仅对学校和大学产生了影响，

而且改变了教育的概念本身。在利奥塔看来，表现绩效原则意味着

教育不再被视为人生独特的接受知识的阶段，反之，教育被当成一种

职业，工作需求强烈地支配了这个领域。利奥塔(1993)论述道，“知

识不再作为一个整体而一劳永逸地被传递……反之，它是成年人的

｀菜单＇，他们要么已经工作过或者将要工作，他们来接受教育的目的

是改善自身的技能和增加升迁的机会“(p. 49) 。这是对当今正统教

育政策的重复，而“终身学习”和“弹性”在此类教育政策中是支配性

的口号。

第三个方面是由千教育已被重新定义，导致真理长期以来确立

的概念被摧毁了，绩效和商品化使人们从效用的角度来定义真理。

真理不再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也不再是大学为之仰慕、僮憬的圣地；

反之，各类追求绩效和商品化利润的机构之实际需求定义真理之内

涵。这种发展是后现代主义的决定性要素，因为用“真理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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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ity of truths)来取代了“真理”，意味着再不可能有任何人以任

何标准合法地裁决真理本身。引用利奥塔 (1988) 的话，这样造成的

结果是，真理只是一种“措辞体制”(phrase regime) ，根据人们谈论真

理所运用的各类术语定义其意义。

从此而论，传统大学（一度是合法的知识定义者）的衰败，和与之

相关的知识分子的衰败，正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Bauman, 1987) 。

利奥塔认为，无论关乎人文，还是普通大众，或是启蒙、无产阶级，或

是其他，知识分子都应该以一种“普遍的“热望来追求知识。毋庸赘

言，许多知识分子就该抵制以绩效为标准的专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
嘲笑以实用性来指导信息／知识的发展者，认为他们“仅仅是技术匠

人＂。知识分子们反对技术专家们只在”与某种运行相关的输入／输

出…...比率”(Lyotard, 1993, p.4) 的范围之内工作，而他们通常渴

望为更广大的对象研究、写作和讲授。

但是，在教育界之内和之外，知识分子们的辩解听起来日益显得

空洞。这部分是因为资源的缺乏，资源的分配变得困难，并且无可避

免且富有争议地减少了。但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这是自战后以来

（至少）知识分子们存在的理由不复存在造成的结果 。 在此的要点正

是知识分子们自认为他们更有特权接近真理，并且拥有一种总体性

视野的主张已经被颠覆。如今，如果有人认为某个特定的学科、职业

或者志向要比其他学科、职业和志向优越，那么人们会普遍认为此一

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党派性的主张，不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理性的＂措辞

体制”。与旅游学、公共关系和商业管理在英国大学中激增的程度一

样，任何来自学术界的人认为他们的学科一哲学、英语或古代文

明 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为学生们提供了能接近真理的开阔路径，

能使他们更了解“人类处境“，或者更能获取渊博的知识。如此结果，

非实用学科的人少则遭受嘲弄，更为常见的是人们会指责此流言论

简直不切实际，完全就是天真而无用的恃才傲物。

知识分子们曾经貌视”技术匠人＂的坚定立场已经倾颓了，此一

情形已广为人知。利奥塔宣称，没有人还以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

由一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公民——去追求教育事业，虽然这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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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普遍观念。历史已经摧毁了该观念的理性：如

今“没有人会期望通过教育……去培养更文明的公民”，利奥塔论述

道(1993) ，“只存在表现绩效出色的专业人士……获取知识只是一种

能带来更高薪酬的专业资格”(p. 6) 。

第四，也是最后，绩效标准在信息／知识领域的应用，改变了什么

人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段，接受教育意

味着掌握特定的知识。但是，计算机化之后，数据库的掌握与运用比

在大脑中储存信息更重要。在后现代时代，绩效性决定了“怎样使用

终端“比个人知识迫切。所以，如＂键盘技能”和“信息检索”之类的技

能会取代传统的知识观念（并且学生简介也会证明电子技能，至少与

更正统的学业成就一样受到了同等的重视），因为“数据库成为了明

天的百科全书”(Lyotard, 1993, p. 51) 。

而且，数据库和使用数据库的能力更进一步削弱了传统精英们

关于真理的主张。实际上，他们敲响了“教授时代的丧钟＂，因为“教

授在传授现有知识方面不再比电脑记忆库更有能力 ” (p. 53) 。 实际

上，教授的实际运用能力与全面处理数据库的能力比团队雇员们还

薄弱，而工作世界日益需要团队工作 ， 为此需求形式做准备，学生们

便会在一些“技能“比如“在团队中工作的能力”、“领导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上受到培训和奖励。

现实变化的一切把我们带回到知识／信息的相对主义。对千利

奥塔来说，绩效性、商品化以及“宏大叙事“明显失败，所有认为有特

权去接近真理的观念遭到人们的拒斥 。 某些知识分子可能会对此感

到绝望，但与后现代信徒鲍德里亚和瓦蒂莫一样，利奥塔(1993)认为

此一趋势带来解放，因为，

普遍观念的衰落可以使思想和生活从“整体强迫症”(totali­

zing obsessions) 中解放出来 。 责任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独立性（它们之间的不相容）强迫并且将会强迫重任在肩

者……灵活 、宽容和优雅 。

(Lyotard, 1993,p.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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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再次深陷入后现代文化。

批判的观点

上文讨论的每一位学者都是深信后现代思想的后现代思想家，

他们还推崇如今时代存在所谓的后现代情境。笔者的困境是我能够

接受大最与后者相关的判断（并不同意这标志着一种新型社会的产

生），但是我不能赞同前者的立场，这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我对关于

后现代情境的描述所做出的回应。在讨论到信息化发展 (informa

tional development) 的特征和产生的影响时，后现代思想家们的确有

一些非常有趣的和富有洞见的观点。我坚持，如果不考量表意的中

心性和特征 CBaudrillard) ，不考虑到传播模式发生的变化 (Poster),

或是没有认识到现代媒体造就的多样化的世界观 (Vattimo) ，或者

说不领会绩效标准和商品化在信息领域的重要性 (Lyotard) ，我们根

本就不能够审时度势地理解当代世界。

但是，后现代思想刚悛自用地将所有的知识相对化；坚称只有真

理的不可穷尽的版本存在而没有真理本身，由此，我们需要扬弃后现

代思想。最主要是因为论题本身的矛盾，它显示出了古老的克里特

悖论(Cretan paradox)一—”所有人都是说谎者”。我们如何能相信

后现代的主张，如果认为所有主张都是不可信赖的？借用厄内斯特·

盖尔纳(Ernest Gellner) 的话来说(1992) ，这是“超级空话”(metatwad­

dle)(p. 41) ，其不承认在分析家们的＂话语”之外还存在着真理。

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提出一条“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来反

对后现代思想家们，即在人们的想象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Nor­

ris, 1990) 。这并不是说，真理就在那里，如同星星一样闪耀。当然，

真理必须在语言中建立，因为真理并没有向我们显露。但真理并不

仅仅是语言游戏，并未因此而被颠覆。而且，尽管我们从未曾在任何

绝对和终极意义上紧握住真理，但我们可以通过展示更好的论据形

式、更可信的证据、对学问的更精确的运用以及通向研究对象的更可

靠的方法论途径，来发展出真理的更充分的版本 。 如果不这样，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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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宗教狂热者所透露的“真理”与一个无偏见的学者所展示的“真

理”应当等同 (Gellner, 1992) ，这便陷入了一种能带来潜在性的灾难

性后果的相对主义(Gibbs, 2000) 。

正是绝对相对主义的坚持，常常使鲍德里亚的观点沦为一种彻

头彻尾的蠢言。可以确定的是，在引起人们对新闻生产的关注和在

提醒我们媒介符号的构建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所遭遇到的唯一现实

（比如发生在伊拉克、科索沃和克什米尔的串件）上，鲍德里亚还是有

功之臣。但是，当他继续争辩新闻只是一种模拟，除此之外不再是任

何其他事物时，他做出了如此荒谬而夸张的论述以至千他的观点变

成了谬论。他是荒谬的，因为显然所有称得上是新闻的新闻都有再

现的特征，尽管新闻是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并不完美的反映，

这可以通过如下手段得到证实：比较对相同问题和事件的不同新闻

报道，或者／并且意识到的确存在着一个新闻采集者们对之做出回应

的经验意义上的真实 (empirical reality) 。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坚

持此一原则，即新闻报道是（能够）再现现实，惟其如此，人们才可以

质疑哪些新闻具有可靠性（如果他们有怀疑），他们才能判断出一篇

报道要比其他报道更准确和更真实。在我们开展这项比较的任务

时，我们也能意识到我们正在区分出那些对事件的再现是更充分还

是更不充分，更真实还是更不真实，由此而令要么存在一种“真理”,

要么存在无限的“真理”的后现代论断成为谎言。

但是，比保持新闻报道具有再现特征这样一条原则更紧迫的，是

要提醒我们自己新闻所报道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真实。新闻对经验

世界的提炼自有成功之处，但如果拒绝承认经验世界的存在，我们就

会落入鲍德里亚(1991) 在评论海湾战争时愚蠢而不负责任的立场，

除非我们记住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鲍德里亚坚持，战争开始之

前，海湾战争(1991)从未发生，因为其完全只是一种媒介模拟，或者

说，在事件结束之后，它仅仅只是一种模拟核战争的战争游戏 (Bau-

drillard, 1992, pp. 93—94) 。

这并不是要否认第一次海湾战争只被大多数人看成是一种信息

事件，或者是要否认直到 1999 年的北约入侵科索沃、2001 年的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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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战争以及 2003 年的海湾战争为止，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受到媒体最

大规模报道的战争。这也不是要忽视大撒的媒介报道深深烙印着党

派偏见，甚至宣传色彩。与之相反，只是因为战争新闻缺陷多多，所

以我们可能想要了解这些新闻有多大可能性是再现现实的，又有多

大可能能够区分更可靠的报道和不那么可靠的报道。例如，大多数

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在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与欧洲媒

体相比，美国媒体被认为是更倾向于美军以及这场攻击本身，因此美

国媒介报道普遍没有质疑当局发动战争的合法性，而只是主观腌测

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只是关注入侵军队将有可能造

成伊拉克采取报复性的毁灭行动。这不是我的主观判断，而是通过

系统分析、现有证据以及比较不同国家的新闻报道而得出的合理结

论(Tumber and Palmer, 2004; Tumber and Webster, 2006) 。此

外，处千美国境内的领导性新闻机构，特别是《纽约时报 》和《华盛顿

邮报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几个月之后，新闻机构开始指责自身在

2003 年早期的儿个月中的报道缺陷甚多。如果同意鲍德里亚的观

点，我们就必须认为这些不同看法只是不同看法而已，除此之外没有

任何意义，沙文主义的福克斯新闻与《 自由 》 (The Independent) 的报

道没有区别。这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这种观点同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与鲍德里亚的观点相比，已

故的雨果·扬(Hugo Young, 1991) 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在第

一次海湾战争中，他告诫他的读者要注意到“随处可见的电视“(wall­

to-wall television)报道所传达出来的“真实的幻象＂。告诫读者要注

意“任何人都不能假设他们在任何媒体上听到的都是真实可靠的“,

他继续指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同意依照半真半假的陈述来

行动”便要求“记者应该坚持虚虚实实的报道原则” 。 也就是说，我

们的确应该对新闻报道持怀疑态度，但这使得我们要更坚定地最大

程度地去获取可靠的信息。如果我们最终相信一切战争报道都纯属

虚构，缺少可信度，那么我们对千解决冲突争端，也就黔驴技穷、无计

可施，因为媒介报道都沦为了语言游戏。

在一个“虚拟现实”技术（可以精确地模拟一些体验，比如开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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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驾车，以及潜在地还包括亲密关系）盛行的时代，以及在英国之流

的社会中（遗产工业正在坚定不移地重建历史景象），鲍德里亚对寻

求真实的理性提出的责难一呼百应。不过，再赘言几句，鲍德里亚的

问题在于他一发不可收拾的相对主义，他拒绝区分不同程度的真实

性。我们提议要区分不同程度的真实性，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些核心

的具有永久真实性的事物，而是主张通过批评，人们可以区分出哪些

现象更真实，而哪些更不真实(Webster, 2000) 。

最后，鲍德里亚主张我们只剩下要去体验而不是去解释的“景

观”的论断，再一次反映了他对经验性证据的蔑视。无可否认，在当

代世界，我们被暴露在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变化的符号之下，但

是并没有严肃的证据能够证明可以抛弃意义。可以确定的是，这使

得对符号进行清晰的解释变得异常困难，但其复杂性并不能贸然以

为解释既然易变，那么解释本身不再可能或是必要 。 人们并没有被

符号所笨拙化，并没有成为鲍德里亚所想象的愚蠢的“沉默的大众”。

马克·波斯特有许多观点和鲍德里亚一致，与此相关，他的著作

也受到了许多类似的批评。不过，在此可以再次批判他的历史分析。

波斯特主张历史由三部分组成一—口述、书写和电子交流(electronic

exchange) ，如此历史观具有强烈的技术决定论色彩，所以，我们已经

如雷贯耳的批评也适合于评价他，即他的言论实在是对历史的不尊

重 (Calhoun, 1993) 。

当然，吉安尼·瓦蒂莫警示我们关注媒体扩张所导致的多重视

角，这个提醒很中肯。电视让我们看到来自其他文化以及来自我们

自己的社会体验(Meyrowitz, 1985) ，这些体验可以引发我们挑战现

状并且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不过，稍稍留心若干的经验证据，我们就

会发现视野论调缺陷相当显著，因为一切证据清晰地显示某些视

野一一一特别是美国视野，然后是欧洲视野一一比其他视野获得了更

多再现的优势(Tunstall, 1977) 。我们都在说好莱坞支配了世界电

影业，美国电视占据了其他国家电视节目的大部分，或者说摇滚乐大

体上是发源于伦敦、洛杉矶和纽约，但我们并不是主张其他视野都被

忽视了。与此相反，我们认识到其他文化也受到了关注，甚至在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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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声音 例如，想想饶舌音乐和城市电影，通过少数族群的视

野，它们可能展现出另一种生活。

但是，承认媒体急剧扩张，的确丰富了主流视野之外的景观，但＇

并不等同于说媒体就为大众提供了“多重现实”。与此相反，情形肯

定与学者赫伯特·席勒反复论述与批判的现实一致，即媒体再现何

种视野必然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也就是说，尽

管一些文化可能在媒体上发出声音，但这种声音却受到了扭曲．它们

通常以一种媒体公司认为适宜和可接受的方式被包装起来，最重要

的是，它们很可能是一或者已经被制造成为－—－迎合市场的产品，

由此而限制其他视野的媒介再现机会，比如中国视角和乌克兰视角

获得大蜇播放时间的潜在可能。

对瓦蒂莫的评价，也适合于运用对其他后现代思想家的一种基

本批评，即瓦蒂莫的论述中缺乏一种致力于评估媒介产品的经验性

分析。他认为如山似海的媒介内容带来了许多“另类现实“(alterna­

tive realities) 。但是，我们的分析应该超越不言而喻的道理，应该展

示出视野的变化（以及使用媒介的局限性之所在），以及对这些视野

的不同再现机会。这当然需要对权力进行分析，而后现代思想家们

断然忽视了权力分析（虽然他们声称权力到处存在）。

虽然利奥塔的作品对绩效标准的影响和信息／知识的商品化的

论述给人以启迪，但同样显著地存在着权力分析的缺乏。人们很容

易在一个很广泛的领域中看到绩效性和商品化的影响：技能性书籍

("how to”)和＂畅销书“支配着出版业；在电视领域，带来广告收入的

“收视率”(ratings)是成功的关键测最标准；在研发活动中，投资者们

所追求的是“市场卖点的解决方案 ”(marketable solutions) ，科学家

们被迫签署版权弃权书，在专利呈递中，“知识产权“受到保护。或许

最重要的是，利奥塔重新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教育领域（无疑这是

“信息社会”的核心领域，但是经常被忽视），他论证绩效标准以及事

务的日益商业化对教育事业的入侵 (Robins and Webster, 1989; 

2002) 。

但是，利奥塔的主要问题在于他的结论一一所有知识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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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荡然无存，一个适当的回应是庆贺我们从真理的”专制”中解放了

出来。如此恨意的放纵似乎遗忘了引导且会继续引导绩效性和商品

化扩张的权力和利益。而且，如果有人想要识别权力和利益的过程

和作用，他就会描述出至少暗示了以另一种方式组织社会可能性的

现实：”这就是社会的真相，之所以真相如此 ，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真

相有所不同。”简言之，这就是秉持启蒙运动的理想 ， 即追求另一种更

好的生活方式的理想。

一种后现代情境？

无可否认，后现代思想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影响深远，特别是影响

了关注信息问题的分析家们。此一思潮弥漫于社会学、文化研究和

传播研究领域，其中．像利奥塔和鲍德里亚之类的学者 最显赫的
是福柯，不胜枚举的学者频繁地引用他们的论述。显然笔者承认后

现代思潮的贡献和影响，虽然我很不赞同后现代思想。后现代似乎

太经常地自作聪明和不负责任，它在恶作剧式地质疑一切事物时显

露出了一种极端的愉悦，而同时它又不能区分问题的相关性和证据

的质蜇。所以，后现代主义显示出了一种深刻的保守主义倾向，它只

是在不停地纸上谈兵，却没有任何结果举措（不同于袖手旁观） ，这与

中世纪的宫廷弄臣如出一辙。这说明了尤金·哈贝马斯(1981) 的睿

智，在多年以前，他就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新保守主义，尽管福柯和他

的追随者们具有非常时髦的吸引力 。 此外，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相

对主义是前后矛盾的、自我否定的，并且根本不负责任，这种相对主

义认为差异意味着一切 ，所有的解释都是对解释的解释。思忖小规

模互动的复杂性或许会让人感到有趣，甚至是受到启迪，但是，如果

把相对主义应用到如战争 、军事性宗教派别，以及 2004 年 9 月 发生

在别斯兰(Beslan) 的恐怖主义分子对将近 200 名学童的残暴的大屠

杀上时，后现代主义在智识上和政治上的破产已是昭然若揭 。

我对后现代思想的异议，并非否定已 为若干学者讨论的后现代

情境的存在。我们居住在一个后现代社会而不认同后现代思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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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其实未尝不可以兼容呢？享乐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许

甚至是离心的）行为，对确定的“真理”主张的怀疑，对“专家们＂的嘲

弄和敌意，对新事物感到愉悦，在体验中，感受到快乐，以及对讽刺、模

仿作品以及表面性事物的强烈偏好，都可被视为后现代的生活方式，

也是后现代性的象征甚至是特征。

齐格，，特·鲍曼 (b. 1925) 是分析后现代情境的旗手。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以来，他发表了深刻认识和考察后现代社会的一系

列引人注目的研究。虽然他并没有旁征博引，但是他对当代社会的

洞见却是明察秋毫。鲍曼把现代性描述成一个以寻找秩序为特征的

时期，一个寻求稳定和控制的社会（其得到关心其公民的民族国家的

庇护），一个对规划持有信心的时期，以及一种想象理性能够为我们

如何优化组合而造就更多确定性的场域。与此相反，后现代性带来

了不稳定和不安全，国家的力量萎缩，全球性的市场胜利了；这导致

了选择的自由，但却使得人们对未来忧心忡忡，怀疑理性本身，尤其

是质疑特别声称自己能够接近理性的专家们；后现代性也使国家的

控制被消费主义的＂诱惑”所取代，影响人们生活在矛盾和不确定性

中的需求(Bauman, 1997) 。这种“流动的生活”(liquid life,Bauman, 

1997)是一种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更新和可能性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潜

在可能，却缺乏一种判断如此可能是否达到的标准。千是这造成人

们在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难尽如人意，从私人生活 (Bauman, 2003) 

到全球领域，都缺乏一种对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信念，虽然人类正在不

断地改变环境的事实获得了广泛的承认(Bauman, 2006) 。

鲍曼认为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相互关联（如果不是可化约为资

本主义的话）。实际上，被资本主义的坰塌以及全球化的加速所释放

的喧喧嚷嚷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富有弹性的生活方

式的核心元素，而后者是后现代性的特征。鲍曼只是在论述资本主

义怎样与后现代性联系上时有些不清晰，但是他对市场的持续显著

性的承认，远离了后现代思想家们，比如鲍德里亚，后者认为后现代

主义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决裂。还有一些人比鲍曼更加直率，他

们认为我们如今生活在其中的后现代情境是资本主义关系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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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一些卓有建树的学者们能够识别出资本主

义关系的一些潜在的特征，其有助于解释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

一些变化。

有部分思想家并不情愿认为后现代情境是由一种决定性的历史

原因造成。例如，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1) 的一篇著名文章中，

他仅仅提到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对于詹姆逊来说，现实主义文化与巾场资本主

义相关，现代主义文化（超现实主义等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一致，到

如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消费者资本主义难脱干系，彼此之间有最

紧密的关系。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约翰·厄尔里(John Ur­

ry) (1987) 的分析模式与之如出一辙，他们认为由受过教育的、以职

业为取向的、个人主义的和流动性的人群所组成的“服务阶层“正在

出现，他们对“社群”(community) 和“传统”相当冷漠，这与后现代生

活方式便是近亲结合了。

大卫·哈维(l989b) 毫不犹豫地明确上述关联性的存在。他认

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在资本主义积累中发生的变化所造成的结

果 。 直接地说，我们与当代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弹性 雇员们的

适应性、公司进行变革的能力，以及变化本身的加速 促使后现代

文化的产生。哈维认为战后的福特主义时代提供了按照标准化的方

式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产品；现在，后福特主义盛行，通过一种经济

制度提供了选择、多样性和差异，此种经济制度遭遇经济危机的困

扰，面对新环境（信息传播技术、全球范围的竞争、全球化）而急切地

想通过“弹性生产“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弹性消费“找到解决方案。

后现代文化是这些趋势的结果；如同哈维所述：

福特现代主义的相对稳定的美学标准已经完全让位于一种

后现代美学，这种美学以动乱、不稳定和暂时性为特征，它赞颂

差异、短暂、景观、时尚以及文化形式的商品化。

(Harvey, 1989b, p. 156) 

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与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从福特主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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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是一致的。

有趣的是，丹尼尔·贝尔的出发点与大卫·哈维完全不同，但贝

尔在解释后现代情境时却与哈维持有同样的倾向，即把后现代情境

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运行的结果”C Bell, 1976, p. 37) 。

贝尔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在创造和支持大规模消费，赋予人们汽车、时

尚、电视以及其他所有事物上所取得的成功，带来了一种快乐、享乐

主义、刹那满足的文化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他还没有称之为

后现代文化，但这就是后现代文化所指的全部。这种成功也助长了

一种经验高于意义的观念 (Bell, 1990) ，矛盾之处在于经验高于意

义是与以节制和效率为导向的价值体系相冲突的，而正是后者的价

值体系首先为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我认为这些为后现代情境的论述提供了历史分析，并且提供了

丰富的经验性信息来支持其论断，颇具说服力。不过，坚定的后现代

主义思想家仍然可以忽视一切论争，果断地认为这些观点就是自负

的“宏大叙事”，哈维仅仅把后现代情境解释成资本主义力量的内在

逻辑的呈现；而贝尔秉持坚定的现代主义立场，只是把后现代视为一

种比以前所有文化都要明显低级的文化。

对千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些论述都断然不可接受，因为他们都

假设看到了真理，但实际上真理并不存在。例如，哈维声称他透过后

现代文化的表象看到了一种潜在的，但却是决定性的经济现实，后现

代论者以为他不过是展现他仰慕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此一视野把他

所研究的后现代对象贬低为“文化傻瓜＂，因为他们没有像一位知识

渊博的教授那样清楚地看到隐蔽的资本主义力量 (Harvey, 2003) 。

对千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哈维的观点只是无限的可能性中的一种看

法和一种解释，并且是一种相当病态的解释(Morris, 1992) 。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研究中没有一项可以超脱千批评，相当重要

的是那些能够指出作者的缺陷、遗漏甚至是偏见的若干批判论点。

所以，例如，大卫·哈维或许会承认他的著作，如果敏锐地吸收女性

主义的滋养，那么他的论著更加受益 (Massey, 1991) 。但是，承认批

评的价值，并非等千接受认为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解释的后现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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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信条，其间有不可逾越的沟壑，因为两者之间是迥然有别的实质分

析的领域。我们会欣然接受每种论述都是片面的，但不可以借此理

由就抛弃论述，或者任何论述仅仅等同于任何其他“解读＂，简单以为

两者难分高低或是断然以为各有千秋，因为人们必须展示某些论述

存在何种偏见，而另外一些论述又是如何完善。换言之，我们想起了

后现代对相对主义的礼赞难以立足，这在否定所有主张真理观点的

同时推翻了它自身的论断。

结论

作为对我们生活千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描述，”后现代性”这一术

语颇有价值。其对令人不安的变化、流动性、怀疑主义，对讽刺的强

烈偏好，以及对关系的不稳定性的强调，都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

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研究后现代性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齐格蒙

特·鲍曼阐明了当代生活的核心要素，尤其是隐藏于过多的选择之

下的永恒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对一切事物做出选择，从头发的颜

色到是否支持国际特赦组织。作为一种情境，后现代性使我们更好

地认识到，与加诸千我们的祖先身上的约束相比，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中，有哪些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枷锁已经废除；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

它是不是强调了令人烦扰的要求：我们现在必须选择我们要怎样去

生活，虽然在其中进行选择的清晰场所已经瓦解了。反过来，鲍曼对

＂诱惑＂的关注警告我们要注意市场、广告和名流的特殊意义 所

有的媒体以及与之相连的影像在以前的控制体系都大规模地衰落的

时期中至关重要 。 此外，后现代思想家们对符号和表意、模拟和不真

实，和对应用于信息和知识的绩效标准的改革能力的强调，以及对电

子中介信息的重要性的承认，对“信息革命”的研究者们来说，上述一

切都受益匪浅。

但是，认为“我们正在步入一种全新的历史结构 (historical con­

figuration)”的观点却是问题重重。恰恰与之相反，后现代情境的大

部分特征可以通过正在发生的（加速的）趋势来说明，现代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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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比如赫伯特·席勒、尤金·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和大卫·哈

维都振振有词地解释了当代社会的趋势。与后工业理论相同，后现

代主义宣告了信息已经获得全新的首要地位，并且认为伴随而来的

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类型的诞生。同样，与后工业主义一样，后现

代主义也经不起经验证据与理论洞察的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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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笃、社会

《信息社会理论 》的主要论旨是分析信息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

本书一直在质疑：为什么信息能成为定义我们时代的特征？这一探

索路径的合理性何在？因此，笔者研究的出发点是评析各路信息思

想家的言论，他们都一致认同信息在当代事务中的重要性一与往

昔的社会相比，现代的信息不仅在量上大大超越千过去，而且在当前

的商业交易、休闲娱乐以及政府活动等各种事务中，信息还扮演着核

心和关键的角色。

不过，思想家们除了上述共识之外，其理论分歧也甚为鲜明。尽

管所有人都承认社会上的信息量正在有针对性地增加，但除此以外，

其他与信息有关的讨论总是充满争议性。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

笔者才尽揖尝试理解和解释信息领域的过往风云。笔者希望清楚地

了解各种不同理论方法的根基，同时用所能收集到的经验证据、外部

理论以及批判视野去检验它们。

笔者有时会强烈地怀疑“信息社会”的合理性，虽然这一概念常

被运用于社会科学及其以外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社会”的

说法颇具价值。概念是思考的工具，它帮助人们组织观察世界的方

式，并建立一个清晰的思路。但在我们思考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批判地审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而批评的一部分任务又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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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一语中的术语推陈出新。信息社会这个概念有其相当的功

用，继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之后，大卫·里昂 (David

Lyon)也曾描述“信息社会”的作用--［它是一个“有问题的"、“基本

的组织路径＂，用以“组织一系列特别的、总是不断产生新的研究课题

的社会现象”(Abrams, in Lyon, 1988, p. 8) 。“信息社会”的概念有

助于学者汇总范围广泛而数量繁多的现象，其中包括了职业转变、新

媒体、数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等等。尽管如此，信息社会的概念还

是存在缺陷，特别是把信息社会描述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时，弊端

就更加昭然若揭了。笔者相信考察信息趋势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

特征至关重要，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信息社会设想都缺少这部分的

实践 。

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对不同的“信息社会理论”作了详细的说明和

评价。许多对“信息时代”的评论总是源自于幼稚而想当然的立

场一“信息革命已经发生了，它会带来许多深刻的社会影响，在此

就是某种我们可以预期并见证的新冲击。”这种想法一开始就带着一

种不言自明的坚定的直觉感，并追随着一条整齐的线性思路 科

技革新导致社会的变革。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把该思路作为研

究信息化、科技化等等先进趋势的出发点，谬误百出。虽然科技决定

论所向披靡，但是社会理论的贡献就在于让我们远离科技决定论的

影响（当然有的思想家十分暧昧，他们对科技决定论游移不定） 。

除此以外，笔者以为当人们通过本书阅读到赫伯特·席勒、安东

尼·吉登斯、曼纽尔·卡斯特和齐格蒙·鲍曼等人的理论时，他们对

于信息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一定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丹尼尔·贝

尔主张服务业的增加带领着信息职业的扩张，这是“后工业“社会自

我运行的最重要因素。吉登斯的理论是，信息社会起源于监控活动，

而这些监控活动主要被组织世界紧急事件的国家所掌握。读到这

里，谁能不被吉登斯的论点吸引呢？赫伯特·席勒则认为，二战后的

信息爆炸使资本主义公司得以稳定前进 。 尤尔根·哈贝马斯担心

“公共领域”中的信息质量正不断下降，因为“公共领域”是民主政治

正确运行的基础，而信息则为民主参与者提供氧气。信息理论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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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会一经济组织的形式正从福特主义转型到后福特主义，谁能不

承认此理论的合理性？吉恩·鲍德里亚有一句格言，他认为对符号

的观察实际上是一种模拟，或者如让呏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说的”表

现绩效原则”一样，对符号的观察加强了信息在“后现代”的产生和应

用。我们深受这些理论家的高见的熏陶、启示 、震撼、激励而认真反

思。最后 ， 当人们遇到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时，谁还会说有关

“信息时代”的所有言论都属于无可救药的愚蠢7

如果笔者就此挂笔，然后对读者说，我已经介绍了各种与信息化

趋势相关的阐释，这显然不够地道。认真地阅读过本书的读者会发

现，本书辨别了某些思想家的说服力，孰强孰弱，字里行间已浸透笔

者的诠释。

本书主要通过引用别人的著作来完成笔者对这些信息理论家的

深入批评，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认真地审视思想家的理论原则，还需要

了解这些理论运行的突出经验证据 。 细心的读者会在这本书前面的

研究中收集到笔者的诸多个人见解 。 然而，为了使本书的主题更加

清晰，笔者开门见山的论述如下。

笔者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尝试了解信息领域以及信息在当前时

代的意义，那么他首先必须从赫伯特·席勒、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安

东尼· 吉登斯等人的观点、研究以及其重要著作中提取信息 。 但我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像丹尼尔·贝尔、吉恩·鲍德里亚以

及马克·波斯特等学者的思想 。 相反地，在分析后一类思想家时，笔

者会利用他们著作中入木三分的观点补充我过去研究的缺陷。即使

本书批判了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 》三部曲的某些内容，但笔

者依然认为这部作品是当代世界最具说服力的分析论著 (Webster

and Dimitriou, 2004) 。

笔者赞同某类思想家主要有两个关键要素。首先 ，我考虑的是

这些思想家的研究方法是否阐明了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及

他们的假设是否充分地建立千经验研究之上。在我看来 ，赫伯特·

席勒的批判理论（他的整个理论是果断而有效的，但他对事实发展的

思考远胜于他对理论的发挥） 、尤尔根 · 哈 贝 马斯和历史社会学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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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尼·吉登斯的理论确实比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的著

作更具说服力 。 更明确地说，笔者偏爱他们的理论并不意味着认可

这些学者的任何一个观点，也不说明席勒、哈贝马斯以及吉登斯等人

对信息领域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读者能明显地发现，席勒留意资

本主义的必要强制性，而哈贝马斯则关注民主讨论的必要条件，而他

们二者的侧重点又有别于吉登斯，吉登斯强调国家的军事与公民权

利，以及这些因素对信息收集和运用的影响 C

虽然这些思想各有侧重，但是在他们的理论中有一个至关重要

的共同点 。 笔者之所以偏爱这类思想家，正是因为这个共同点不仅

使他们区别于其余思想家，也使他们的理论比其余思想家对信息的

阐释更具说服力 。 席勒、哈贝马斯以及吉登斯都确信，信息化是儿个

世纪以来一直发展的趋势，不过在 19 世纪的时候，随着工业资本主

义以及国家权力的巩固而加速发展。到了 20 世纪末，由于全球化和

跨国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在过去世界市场从未接触的国家领域建立

了公司（地理上遥远的地域也能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使得信息化的

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

也就是说，这些学者相信信息化的发展必须以历史事例和连续

性的方式进行研究分析 。 因此，每一个思想家在独立观察现象之前，

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次建立信息化模式和程序，以确保他们在不

确定和偶然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最好的信息，同时这也是为了保证现

存的社会形式能永久地持续下去。例如，在赫伯特 ·席勒的著作中，

他不断地强调资本主义特征支配着信息领域的起源和运行：在信息

领域中，企业家和市场规则拥有决定权，而权力的不均等也是十分明

显的。类似的，哈贝马斯通过阐释信息误传、假信息、信息娱乐（信息

所有的伪装姿态）的发展过程，以及商品化、市场标准对各领域的入

侵等手段，论证”公共领域“正不断被削弱的观点。因此，对千这些思

想家来说，“信息爆炸“只不过是理解资本主义扩张历史的一个重要

手段。

而吉登斯的信息研究路径则是将信息发展特别置于结合国家的

发展以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语境中考虑，例如工业化的战争、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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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义务的开展等时代背景思考信息的意义。调节学派理论学家的

研究侧重点也与之殊途同归，他们强调全球化蔓延的机遇和挑战使

资本主义国家沿袭经济衰退和结构重组，在此阶段后发展起来的先

进资本主义是信息化趋势的必要条件。

那些强调历史延续性的思想家并不认为世界上没有发生变化。

正好相反，在他们作品中的“信息化”正说明了他们承认变化已经发

生，并把信息的地位看得比过往社会更重要。然而，他们确实反对利

用“信息革命”推翻过去的一切事物，他们并不认为“信息革命”标志

着新的社会类型。当这些思想家解释信息化的时候，他们坚持信息

化是已经存在与持续关系的结果与表现，而且使现存的各种关系延

续并产生共鸣。因此，这些思想家确信，现在导向信息化生活的力

量，即使到了公元 3000 年，也一样引领风骚。

与丹尼尔·贝尔、吉亚尼·瓦蒂莫以及马克·波斯特的假设相

比，拨开重重迷雾，日渐清晰地看出笔者更偏爱信息化生活是既存势

力的延伸这个观点的诠释。在所有的方法和观点当中，最大的分歧

始终还是选择变化优千延续性，还是接受延续性优于变化。选择变

化的方法论不断强调这些信息现象是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出现而引起

的，并标志着一种系统的断裂。这类思想家使用了形式各异的术语

来描述新型社会－一－从最普通的信息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

义、信息时代和弹性专殊化等等。

当然，这其中没有一个思想家会缺乏历史的想象力，不过，他们

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分析信息社会区别千过去社会的新颖性。在本书

中，笔者努力去证明这些思想家的提议是不可靠的，在证明的过程

中，为了有足够的理由反驳他们的观点，我不断地引用那些以连续性

为优先的思想家的观点。

可能有人会认为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争论是被误解的，且毫无

意义。如果人们把这个争论理解为必须在这二者中挑选一个，社会

要么只有连续性，要么只有变化，那么这的确是被误解了。实用主义

者会坚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现代社会的发展混合着连续与变

化。如果我们要致力于检验世界如何运作，我们并不需要过多地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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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矛盾。笔者赞同自己的立场，而且以实际分

析超越社会学家中那些老掉牙的论争。

尽管如此，实用主义者也还是会被问及主导力量究竟是连续性，

还是变化？当类似的问题一旦被提出，就不是那么容易回避了。在

我看来，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评价两类思想家的论点和判断他们的经

验证据，看谁更具说服力等途径来解答。这也就是笔者本书努力进

行的尝试 ，正是因为经过比较后，笔者才更倾向千信息社会是过往社

会的连续而不是变化，至少有两个理由让笔者必须质疑那些强调信

息时代新颖性的观点。首先第一个是现时主义 (presentism) 的陷阱，

它假设每个人的时间都与过去的时间完全不同。当然，在某种程度

上，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所有历史场景都是唯一的，因此每天都有

不同的事情发生。但是从一个长远的视野来看，现时主义对现在

(now) 的热情使它过度强调新颖性。阿兰·本内特 (Alan Bennett) 

在他的电影《历史系男生 》(The History Boys, 2004) 中提出“没有一

个时期会像不久前的过去那么遥远”，可能也意味着对于现在的这一

刻也如此。虽然现在具有紧迫性、强迫性和显性，但本内特提醒我

们，“现在“会霸占我们的精力，常常使我们不能以正确的观点看待问

题。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对此道理了然于心，同样可以诉诸更广阔的

当代领域中去理解。但凡论述信息社会的观点，我们必须牢牢地记

住上述现时主义的弊端。其次，那些把信息社会视为新时代的人总

是强迫别人接受或者同意当今世界与过往的迥异，他们宣称人类已

经进入了一个舒适的新型社会，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变化，且

只能根据变化的要求适应现实。但历史的轨迹和连续性又使人们注

意到，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是由人类建立并能被重建的 (cf.

Bruke,2000) 。

在笔者看来，我们要把信息趋势置于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压

力中理解。其中，历史确实今非昔比，因此，没有人会说现在的资本

主义与过去的一样。今天的信息资本主义与 20 年代早期建立的企

业资本主义 (corporate capitalism)有着明显的区别，就像企业资本主

义时期明显区别千 19 世纪中后期放任主义时期一样。要准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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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我们必须确定它的突出特征：规模空前庞大的跨国

公司、激烈的全球竞争（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变化的速度不断加

快入国家权力的相对削弱，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全球化 。 全球化是一

个异常复杂的现象，它会将世界改造为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态 。

《纽约时代》 (New York Times) 的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 (Tom

Friedman)在其《世界是平的 凌志车和橄榄树 》 ( The Lex us and 

the Olive Tree)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上述特征 ，并为它们重新赋予

了贴切的概念。弗里德曼直率地说：在“地球村里只有一种游戏”,

而美国（最强大和最有经验的操纵者）是这个游戏中的头号种子选

手。现在的时代被“美国权力、美国文化、美元甚至美国海军所支配”

(p. xiv) ，在当代世界，同质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准确来说，全球化

使美国的胜利成为引领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同质化意味着世界上

其余的国家必须接受美国化。弗里德曼指出，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将

“让麦当劳的巨无霸、电子巨无霸和米老鼠“覆盖全球。

不过，无论笔者，还是弗里德曼，都不认为非西方世界向西方方

式看齐，世界就泰然稳定，反而是直接巩固了美国的国家霸权(Fried­

man,2005) 。除此以外，全球化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竞争的激烈化，

过去曾经各自独立的领域如今变得紧密相连，推动着社会变化的同

时也加速着变化本身(Soros, 1998; Greide!" , 1997) 。 汤姆· 弗里德曼

(1999)与笔者论旨一致，他那本精彩的书指出 如今的世界是活

动的、变化的和不稳定的，它不断地发明新产品和改革方法（凌志

车）。但人类需要稳定、根基和一致性（橄榄树）。因此，需要安定的

人类与动荡的世界之间必然存在着张力，而弗里德曼认为，凌志车将

会成为最终的未来 。

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全球化驱使我们所说的“商业文明 (busi­

ness civilisation)“压倒性地覆盖全世界。 因此，虽然我们的确见证着

世界的许多变化，但是实际上，在变化的深处也潜藏着一套普遍规

律。它们包括：

支付能力将是决定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最主要标准。

供应将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而不再是集体供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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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标准（也就是决定收益或损失的标准）将成为决定事情的首

要因素。

竞争（调节的对立面）是组织经济事务的最有效机制 。

商品化活动（服从价格规律的关系）将成为规范。

私人财产所有权将高于国家权力。

工资劳动是组织劳动活动的最主要机制 。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实践活动的理想化，但不可置疑，上述规则

在近几十年间将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蔓延至全球。

形成“商业文明”的原因复杂多样，虽然现在还有少数，但却有重

要的力量在抵制其扩张，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商业文明”在近几年依

然不断大肆入侵各个领域。“商业文明“扩张之深度与广度所向披

靡 。 在深度上，市场实践已经极大地入侵了隐私生活，这些个人领域

在过去，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你只要思考一下，就能举

出一大堆例子，比如育儿（有趣的玩具和儿童电视泛滥）、日常的食材

供应（现在每一个人每天都必须依赖超级市场来获取食物，而在很久

以前，许多家庭的服务都是自我供应的，他们在花园和土地上种上蔬

菜和饲养牲畜）以及制衣和编制等手工活动的衰落等等 (Seabrook,

1982b) 。

在广度上，我们当然会举全球化扩张的例子，全球化的进程已经

扩展到许多过去曾经是自给自足的地方。农民阶级在全球大部分地

区被淘汰便是一个说明全球化发展的最好例子。在过去，农民阶级

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可是现在，这个阶级已经站在了消亡的边缘

(Worsley, 1984) 。据统计，在 1900 年，全世界有九成人口是农民

(Ponting,1999,p.13) ，但当时最大的农业社会（中国和俄罗斯），到

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而在欧洲，农民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原因

很简单：农民阶级与市场文明不相容。农民主要是自给自足，他们

质疑科技革命的力鼠，抵制工资劳动和市场组织。因此，由于商业实

践，农民的生活方式不再被牢牢地束缚千土地，过去曾经远离商业领

域的活动现在正与商业紧密结合(Robins and Webster, 1999) 。

“商业文明”中是否包含有信息元素，有的人可能还有一点疑问 。



信息社会理论

不过，只要想想”品牌”在日常生活的传播，或者“知识产权”在各种领

域（从科学研究到体育商品）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得出肯定的答案。

信息领域中商业化成分不断增加，过去使用录制的音乐，电影画面等

所需获得的批准或者其他的“创意产权”在今天都受到劳伦斯·莱斯

格(Lawrence Lessig, 2004) 所说的“混搭文化(remix culture)” 的制

约。“混搭文化”把画面、音乐和文字合并到一个数字媒体上，它代替

了过去的文本表达形式。过去，文本形式能受到“正当使用原则”（指

的是允许人们在不影响作者利益的情况下有限地引用他人的作品，

而不必征得作品所有者的同意）的保护，而现在，当作品以图像和声

音产品出现时便不再表明出处了。当然，在信息领域中也会出现反

商业化的逆反倾向，比如政府免费信息的散布、公众服务网络和不受

版权保护的文学电子作品集等等。但是，这不能算是一种有效的反

抗企业化浪潮和为了最大化产权所有者在投资创意和知识产业收益

上的立法努力。

有人曾经了解过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时代吗？在此，且容笔者

强调几句。首先，市场机制的渗透并不意味着会对消费者造成损害。

相反地，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依赖食物和衣服商店总比局限在沉闷的

家庭烹任菜肴和忍受过时的衣服要好。同样地，信息市场化并不意

味着一个人只要拥有资金，他的才干和人生的旅程便会无比地崇高 。

此外，身处资本主义的制度，即使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也能过着被大

部分农民所羡慕的生活。第二，衣业阶级被各种各样的方式所破坏，

其中当然也有镇压和剥夺，但最重要的蚕食手段还是市场社会的推

进，市场社会所提供的变化和机遇与农民生活的方式相去甚远，后者

无能力分享前者的恩惠。

全球化已经确保社会无法再回到 19 世纪的放任政策时期。商

业文明如雷贯耳，它为 19 世纪的自由商人所承认，但是到了现在，商

业文明已置身于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其当今的商业文明，最突出的

特征便是存在于全球化范围内的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竞

争，并排斥那些被边缘化的小型企业。现在的资本主义被大型公司

（比如通用汽车、壳牌、松下和西门子等）所控制，这些公司总是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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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研究与开发预算、国际化的分布和全球化销售活动。此外，全

球化资本主义与世界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额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市场）

实时相连。如今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和速度都盛况空前，它使

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今天资本主义的许多方面已经

在全球化范围内运行着，比如世界商品销售、国际分工和全球品牌创

造等趋势。

虽然在此笔者尽力强调当前时代的新颖性，但这些趋势基本上

属千巩固和拓展了过去长期存在的规则。现代全球化经济象征着资

本主义行为方式的蔓延和发展，见证着市场机制的使用增加、私人而

不是公共财产的膨胀、收益性成为各种组织存在的理由、工资劳动的

出现以及支付能力支配着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质量等现象。简而言

之，我们所生存的“全球网络社会“延续着（有人喜欢用“转变”)长久

以来的资本主义原则。正如克里夏·库马 (Krishan Kumar, 1995) 所

总结的，信息爆炸：

并没有使工业社会的组织方式在根本上产生转变，也没有

改变工业社会发展的方向。现在支配社会的利益、权力和控制

规则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时期早已存在。而两者之间的

不同在于这些规则运用的广度和强度……但这些规则本身并没

有发生什么变化。

(Kumar,1995,p.154) 

赫伯特·席勒的作品因缺乏理论的世故圆滑而被嘲笑，不过在

笔者看来，其作品还是十分有效地让我们明白到在信息领域中资本

主义胜利的意义；其研究同样提醒我们把平常的问题（信息革命对我

们做了什么？）进行反向思考，甚有助益。席勒所提出的“我们能够对

信息做什么？”的问题，能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

需求中，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需要利用广告、信息与传播科

技、公司计划和有效销售等手段。

虽然笔者坚信，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我们理解信息

化的最好方式，但是笔者并不以此指代信息化的全部内涵。本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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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理论知识及其在当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不过信息社会思想

家认为理论知识无助千我们理解信息与传播科技、信息贸易、职业转

变和信息流通（显然，这些趋势都影响了理论知识）。所以他们最后

还是把理论知识作为当代社会的其中一个显著特征。丹尼尔·贝尔

介绍了“理论知识＂的术语，但他却没有对这个概念给予足够的重视，

反而去关注高等教育、研究与开发职业等事物发展程度的量化测量

方法，并把这些现象作为信息社会出现的证据。抽象、概括而系统化

的理论知识总是会让人认为它与科学和技术相关。但尼科·斯特尔

(Nico Stehr)指出，理论知识流通千科学领域以外更广阔的范围，实

际上，理论知识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安东尼·吉登斯的“自反性

现代化”理论着力于个人和社会事务中的抽象而概括的知识，因为知

识支撑着我们的决策、风险评估并控制着我们的命运 。 正因为这个

原因，理论知识是当代社会关系的核心。尽管如此，理论知识的重要

性并不等于认可我们栖息于信息社会的主张（虽然比起计算信息与

传播科技的运算总量，理论知识更加能说明信息社会的到来），吉登

斯努力地说明，理论知识来源千现代性本身，而当前社会的“高级现

代性“早已根深蒂固，其进程发展得更激烈。当然，理论知识会有很

多层的含义，但是理论知识的优先性使我们区别于我们的前辈，并可

能是我们决定自我特征的最重要因素。最后，当我们把信息置身于

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背景中，我们便能理解信息在今天的意义。除

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自反性现代

化”和理论知识正以崭新的方式引领着我们的未来。

这种看法会与那些声称信息社会正在出现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

比，信息社会理论家总是不断为新时代的到来寻求决定性的解释。

不过比起像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1990入尼古拉斯·尼葛

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 1995) 和迈克尔·德图佐斯(Michael

L. Dertouzos, 1997)等支持科技决定论的科技拥护者而言，信息社会

理论家的理论要老练得多。不过，这些信息社会的支持者还是保留

着科技决定论的潜在倾向，比如“第二次产业分化”(Piore and Sa­

be!入新的“信息模式”(Poster) 和“信息化模式的发展“(Castell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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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都有着科技决定论的影子 。 此外，克里夏·库马 (1978) 尖锐地

指出，在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概念后隐藏着类似于科技决定论的

思想，不过贝尔对变化的思考更复杂深奥。在贝尔的理论中，社会潜

藏的“合理化”原则主要表现在对科技的改进和技术的重组方面。在

前面的章节中，笔者竭力强调这些信息社会思想家的共同观点。虽

然他们的理论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同，但其中交织了一个共同的原则：

宣称信息社会到来的人 ，都热衷千科技（或者是贝尔所说的技术）决

定论的规则。

在此，笔者又要重申科技决定论的两个主要问题：科技决定论

直接指出科技／技术是六切变化的先决条件（但未免过度简单化了），

并同时假设科技／技术远离价值和信仰的范畴（这是更值得注意的一
点）。证明科技决定论是错误的观点并不是一件难事，不过科技决定

论的思想的确影响着许多有关信息发展的分析。笔者以为科技决定
论误解了社会变化，它将社会变化的关键因素去社会化，坚持把科

技／技术隔离千社会世界（拥有价值和信仰的世界）之外，并断言科技

这种独立的力量是引发社会变化的特权机制。毫无疑问，那些把“信

息科技革命”去社会化和／或相信科技功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人，都

很容易接受信息社会的观点一~科技带来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形态焕

然一新。

本书第二章已经提到，主张信息社会已经到来（或者正在到来）

的人，他们运用的测童方法与科技决定论如出一辙。明显地，他们尝

试通过计算新秩序的现象总量来确定信息社会的到来，这些现象包

括了信息科技、信息的经济价值、信息职业的增加、信息网络的扩张

和符号与意义的表面（太显而易见了，根本不需要计算）扩张 。 支持

信息社会理念的人计算了上述范畴或其他类似的代表现象的数昼，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一社会被越来越多的信息和信息科技所包围，

他们把这些量化的元素标志为质的转变，也就是信息社会的出现。

当我们尝试检验他们对信息概念的定义时，我们往往会看到类

似的原理 假定信息是一系列量化的现象，并按现象的内容将其

分类一一因此我们能看到许多的＂位元”、"价格”和＂符号“，这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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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都不具有意义（西奥多·罗斯扎克 [ Theodore Roszak, 1986] 

指出，信息的内容是最本质的东西） 。 没有语义含义的信息更便千统

计数量，但我们又再一次回到这个结论——信息量的增加预示 了杜

会和社会组织在质的方面的变化一也就是信息社会。

因此，笔者认为以历史发展解释信息化趋势的理论能使我们更

好地理解信息在现今世界的意义。一方面，他们抵制了用人为的测

量方法观察信息社会和信息本身 。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思想家承认

信息科技、信息流通和信息网络等方面在量上出现巨大的增长，但是

他们厌恶去社会化的孤立概念，他们喜欢回到现实社会中寻找解释。

利用大蜇的历史知识，他们能够准确地定位信息爆炸的意义，辨析出

每种信息都有一个确定的起源和背景一一这种类型的信息是为了某

个目的，为吸引拥有某种共同兴趣的群体而设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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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u) 

冯·莫里森(Von Morrison) 

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

way) 

D. H. 劳伦斯 (D. H. Lawrence) 

雷蒙 ·皮卡德(Raymond Picard) 

莱辛 (Racine)

约翰· 菲斯克(John Fiske) 

居伊·德波 (Guy Debord) 

凡斯·帕克德(Van ce Packard) 

肯尼斯·加尔布 5· 斯 (Kenneth Gal­

braith) 

沃尔特·本雅明 (W叮er Benjamin) 

吉安尼·瓦蒂莫((,ianni Vatt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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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Frank)

昆尼·里维斯(Queenie Leavis) 

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itner) 

雨果·扬(Hugo Young) 

第十章

菲利普·艾布拉姆斯< Philip 

Abrams) 

迈克尔·德图佐斯 (Michael L. Der-

touz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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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关键词

第一章导论

信息化(inforrnatisation)

电子化的社会(e-society)

无重经济(weightless economy) 

电子经济（仑economy)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强大的微电子(the Mighty Micro) 

有线社会(the wired society) 

数字化(Being Digital) 

什么将会发生(what will be) 

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ism)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弹性专殊化(flexible specialisation) 

信息化的发展模式 (the 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

调节学派理论(Regulation Theory) 

弹性积累 (flexible accumulation) 

自反性现代主义 (reflexive modernisa­

tion) 

第二章 什么是信息社会

科技的 (technological)

经济的 (economic)

职业的 (occupational)

空间的 (spatial)

文化的 (cultural)

信息高速公路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s) 

技术 (technologies)

新熊彼特式(neo-Schumpeterian)理论

准企业(quasi-firm)

综合服务数字网 (ISDN,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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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

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 

纽约知识分子 (New York intellectu-

als) 

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

采掘工作(extractive)

制造 (fabrication)

从农业转向服务业 (from agriculture 

to services) 

社会结构 (social construction) 

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 

收敛论(convergence theory) 

服务业的生产者(producer services) 

有意义的(meaningfu I) 

生产性的 (productive)

行动性的(action)

强烈自反性(intensified reflexivity) 

人为的不确定性 (manufactured un-

certainty) 

第四章调节学派理论

工业社会(industrial)

后工业社会(pos归ndustrial society) 

现代(modern)

后现代世界(postmodern world) 

组织化资本主义 (organised)

无组织的资本主义(disorganised)

集体主义(collectivist)

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 

整体的(holistic)

福特主义(Fordist)

后福特主义(post-F ordist) 

新福特主义(neo-Fordist)

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 

弹性专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 

大伦敦议会 (Greater London 

Council) 

符号环境(symbolic environment) 

苏黎世侁儒(gnomes of Zurich) 

临时劳工(contingency labour) 

资本主义的积累 (capitalism accumu-

lation) 

市场魔法(magic of the market) 

自身连续性(self-perpetuating)

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 

调节的模式(mode of regulation) 

自耕农民主(yeoman democracy) 

再技能化(reskilling)

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 (Fordist-

Keynesian) 

自反性(reflexivity)

信息化(informating)

设计强度(design intensity) 

平淡地带(tame zones) 

死亡地带(dead zones) 

流通活动(circulation activities) 

全球性的信息服务业 (glob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 (integrated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s) 

通讯基础结构和庞大的电脑设备 (in-

frastructure of communi rastructure of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er facilities) 

新国际劳动分工 (international divi­

sion of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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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空间压缩 (time-space corn- 信息劳工 (informational labour) 

pression) 英才管理(rneritocracy) 

雇员弹性制度 (flexib山ty of employ-

ee) 

收入的弹性(wage flexibility) 

劳动力的弹性(labour flexibility) 

时间弹性(time flexibility) 

弹性生产 (flexibility of production) 

弹性消费 (flex心lity of consumption) 

多样化的 (different)

工业生产能力的衰减 (deindustrialisa-

tion) 

活跃地带 Clive zones) 

疯狂地带 ( wild zone) 

符号分析者 (symbolic analysts) 

全球化地方主义 (global localism) 

全球地方化 (glocalisation)

垂直解体(vertically disintegrating) 

高价值产品 (high value production) 

劳动区隔 (segmented labour)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

斯特

信息资本主义 (informational capital-

ism) 

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 

网络企业 (the network enterprise) 

去官僚化 (debureaucratisation)

流动的空间 (the space of flows) 

永恒的时间 (timeless time) 

即时的战争 (instant wars) 

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ies) 

社会运动 (social movements) 

第六章信息与市场：赫伯特·

席勒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市场标准(market criteria) 

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 

信息趋势 (informational trends) 

新世界信息秩序 (a new world infor­

rnation order,NWIO) 

信息帝国主义 (information imperial-

ism) 

文化帝国主义 (cultural imperialism) 

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阶级不平等 (class inequalities) 

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 

支付能力标准 (ability-to-pay criteria) 

跨国帝国 (transnational empire) 

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

消费者资本主义 (consumer capital­

ism) 

受众商品 (audience commodity)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理性辩论(rational debate) 

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再封建化(refeudalisation)

资本主义国家 (capitalism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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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编纂法(historiography) 后现代情境(a postmodern condition) 

平民公共领域 (plebeian public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

sphere) 后现代(post-modern)

启蒙的宫殿 (palaces of enlighten- 现代(modern)

ment) 现代主义(modernism)

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 印象主义（ impressionism) 

信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 达达主义(Dadaism)

超现实主义 ( surrealism)

第八章 信息、自反性和监控： 无调性主义(atonalism)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化(modernisation)

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 

反思性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isati- 启蒙理想(Enlightenment aspirations) 

on) 总体性理论(totalising theories) 

“第 三 条道路”政治理论(" Third 美学相对主义(aesthetic relativism) 

Way" politics) 真实性 (authenticity)

激进现代性(radicalised modernity) 精英主义(elitisms)

日常监控(routine surveillance) 文化的破碎 (fragmentation of cul-

非嵌人化(disembedded) ture) 

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 碎片化(fragmentation)

强化的自反性(heightened reflexivity)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 表意(signification)

监控 (surveillance) “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

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 tacle") 

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 意义的死亡(the death of meaning) 

信息战(information war) 模拟(simulations )

感知操纵(perception management) 再现(representations)

人权体制(human rights regimes) 信息化发展 (informational develop-

公民权（ citizenship) ment) 

公司监控(corporate surveillance)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象征(symbols)

符号(signs)

第十章信息社会

信息化(informatisation)

表现绩效原则 (principle of performa­

tivity) 



现时主义(presentism)

企业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 

商业文明 (business civi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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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搭文化(remix culture) 

新自由主义共识 (neo-liberal consen­

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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